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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方式与缩写

引用方式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依据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历史考订版全集》中由 W. 邦西彭与 R. 黑德编辑的第 9 卷（汉堡，1980年；= GW 9）引用。

缩写



	GW	G. W. F. 黑格尔：《黑格尔历史考订版全集》。（结合德国科学基金会）由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主编。汉堡，1968年起。

	Werke	G. W. F. 黑格尔：《著作集》。由往生者之友协会编辑的全集版。柏林，1832年起。

	TW	G. W. F. 黑格尔：《著作集》。《苏尔坎普理论版全集》，由 E. 莫尔登豪尔与 K. M. 米歇尔主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起。

	Br	《黑格尔往来书信集》。4卷。由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主编。汉堡，1952/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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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马尔·克勒/奥托·珀格勒


导论

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于1807年作为《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问世。这部著作自身阐明了其立论与展开。它同时被归入体系整体之中。然而，这种归入体系——随之大概也包括其立论与展开——对黑格尔而言后来都成了或然的。若纵观黑格尔思维活动的整体道路，这部著作便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它吸收了黑格尔自最初期著作以来便受其指引的诸多动机；但它在后来也被重新阐释——来自《精神现象学》的材料能够经过转化而被纳入其他脉络之中。因此，这部著作在黑格尔本人那里就已具有了一种命运；它的影响必定带有这样一种特定的性格：炸裂黑格尔的体系构想，并将其交付给新的提问进路。

I. 现象学的立论、展开与归入体系

毫无疑问，黑格尔的《现象学》在起草撰写时经历了巨大的扩展。尽管如此，黑格尔在出版之时至少还有大约两年的时间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其展开契合于立论。但是，一部意识的历史难道不是被扩展成了一部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剖析吗？然而黑格尔在结尾的探讨中相信，即便从历史关联出发，也能将他的《现象学》无缝地归入他的体系之中。

I. 1 现象学的立论

黑格尔事后为他的《精神现象学》附上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同时也是那部规划中的《科学体系》的序言。在印行本著作中，紧随这篇序言之后的是那篇引导性的文本，它与随后的各部分在一开始就一起付印排版，在后来的目录中获得了“导论”这一标题。这篇文本引导人们进入现象学的整体，然而在起草该文本时，这门学问原本还打算被称为“意识经验的科学”。黑格尔在其中指明了这门科学的意图，它与规划中的《逻辑学》有着密切的关联。黑格尔带着讽刺的口吻拒绝了这样一种做法，即人们能够独立于所认识之物，预先将认识活动阐明为工具或媒介。这种所谓的“自然表象”早已预设了认识活动能够居于一侧，而有待认识的客观之物或“绝对者”则居于另一侧。在黑格尔看来，这样的表象和套话“只构成了知识的一种空洞显象，它在登场的科学面前直接消失了”。但黑格尔必须承认：科学当其登场时，也只是一种知识的显象；它与其他显象并列，并且作为纯粹的显象可能是不真的。由于在这里断言或诉诸更好的预感都无济于事，因此显现着的知识自身必须被呈现出来，“作为那向着真正知识推进的自然意识的道路”。（GW 9, 55）

自然意识只是知识的概念，而非实在的知识（它与所认识的实在内容尚未融入认识活动的整体之中）。怀疑必须从自然意识那里夺走偶然认识到的东西，从而将意识引向彻底怀疑之路。显现着的知识的呈现是“自我实现的怀疑论”；但它并不是从这种偶然知识跳跃到那种偶然知识并放弃前者，而是“意识自身向科学的教化的详尽历史”。对所认识之物的否定是一种“特定的否定”；它通过对一者的否定而前进到一个特定的他者。作为一种必然的进展，它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完备性；因此它是一部拥有自身目标的历史。唯有自然意识通过它从外部遭受的死亡而被驱迫越出其规定的定在；而否定自身局限性的意识则是自行承受这种否定，因而能够作为自身确知达到一种最终的完满。黑格尔在引论中预先专门介绍了这条道路的“展开的方法”。相应的文本后来获得了“导论”这一标题。

意识向科学的教化可以被理解为“对认识活动的实在性的检验”。检验需要一个应用于受检对象的尺度；然而，一种必须确证自身的哲思在自身之上并没有任何确立检验尺度的公职机构。在检验显现着的知识时必须预设的真理与自在体，难道不是由我们自己树立的对象，因而纯粹是“我们的”对象吗？意识使我们免除了自在之物与为我们之物之间的这种分离。这一区分落入意识之中。因此，意识在其自身上就具有检验的尺度；它在自身中区分出一个自在存在与一个为他存在，区分出对象与概念、真理与确知。黑格尔完全是暂且未加澄清地从传统中采纳了这些说法。因此，究竟是将概念相对于对象（概念实在论地）视为决定性的，还是将对象相对于概念（唯名论地）视为决定性的，是漠不相关的。我们无需去检验意识，也不必为此提供任何作为我们附加成分的尺度，因为意识检验其自身，即在自身中区分出上述各个方面并使之趋于平衡。对意识而言曾经是自在之物的东西，显现为一个为它的东西；通过特定的否定，为意识产生出一个新的对象，从而必须开始一场新的检验。这种“辩证运动”就是在意识经验的科学中被称为“经验”的东西。

黑格尔坚持认为，所获得的经验绝非偶然之物（如果我们要去的那栋房子结果不是我们寻找的咖啡馆，而是一家储蓄所，大概就会是偶然的情况）。诚然，意识处于经验之中，并被驱迫着从一个经验走向另一个经验。事实上，因为我们已经对整个科学体系尤其是逻辑学了然于胸，所以我们也带入了一种“附加成分”：我们看到，意识的道路必然地从一个对象通向另一个对象，并在自身确知中达到完满。（不过，黑格尔在1805/06年仅草图般地介绍了这门逻辑学的基本要素，而从未对这一构想作进一步的详细阐发。绝不能将作为《现象学》基础的逻辑学构想与后来的《逻辑科学》等同起来。因此，关于作为《现象学》基础的逻辑学构想的连贯性与完备性问题，同样必须悬而未决。）

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怀疑论并不是把一个又一个经验抛入虚无的深渊；相反，它是通过采取一条必然的进程来完成自身的。在导论接近尾声处构成一个独立段落的一句话中，黑格尔总结了从这种见解中得出的推论：“通过这种必然性，这条通往科学的道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并且依其内容而言，由此乃是意识经验的科学。”

意识的经验自身包容了整个体系或“精神的真理”之王国。“精神”这一规定意指绝对者；在黑格尔当时的逻辑学或思辨哲学中，这一规定是终结性的概念。精神的真理乃是其所有可能性的展开，亦即逻辑学根本规定的展开。在1805/06年的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结尾处，黑格尔指出，他的科学体系一方面划分为思辨哲学，另一方面划分为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现在被简称为“逻辑学”的“思辨哲学”的根本规定被如此表述：“绝对存在（它成为自身的他者[关系]）、生命与认识活动——以及明晓的知识、精神、精神对自身的知识”。（GW 8, 286）在这六个组成部分的列举中的破折号，仍然微弱地回响着黑格尔在早先耶拿时期所作的区分：即作为对基本概念批判性呈现的逻辑学，与作为对把握这些概念的承担者之呈现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分。无论如何，《精神现象学》从意识的经验出发，乃是由逻辑学各环节的进程所规定的；这一逻辑进程以其必然性在意识“背后”发挥着作用。但这些逻辑学环节并不像在逻辑学自身中那样是“抽象的纯粹环节”；相反，它们在这里是与同它们一道获得自身经验的意识发生关联而呈现出来，因而呈现为“意识形态”。

简短的导论在结尾处用浓缩的语句确认，意识通过其经验“向着其真实的生存推进”。在此过程中，它达到了这样一个节点，在此它蜕去了沾染异己之物与他者的映象；显象与本质同一。在《现象学》本身中，黑格尔随后将自我意识称为一个“转折点”，它走出感性此岸的斑斓映象与超感官彼岸的空洞黑夜之间的对立，并迈入“当下的精神白昼”（GW 9, 127）。感性确知的形态或许契合于逻辑学的存在，亦即质与（纯）量范畴的领域。知觉达到了关系，亦即诸如实体与偶性这般的关系范畴。因此，存在的纯粹“在场”敞开为一种关系，然而力必须架通这种关系：实体即是力，它走出自身并承载偶性，却又将偶性收回实体自身之中。因此，在文本自身中以及在后来的目录中也被称为自我意识的自身确知的真理，便能够从生命及其与存在者的交织中升起。接下来的内容所关涉的，则是思辨环节——明晓的知识、精神、精神对自身的知识——进入经验；在《现象学》中契合于逻辑学或思辨哲学这些部分的，是理性、精神，随后是宗教与绝对知识的诸形态。黑格尔在导论结尾处说，正是伴随着这一点（亦即在自我意识的转折点之后），意识的呈现便“与本真的精神科学的这同一点”重合了。本真的精神科学即是逻辑学或思辨哲学；在其中至关紧要的一点，乃是对物性之物与意识之物之间隔阂的克服。理性可以在一切存在之物中寻找自身，精神可以将自身理解为绝对者。然而，意识在从理性经由伦理精神和宗教精神的道路上，必须首先把握自身作为精神的本质。只有到了那时，它才能够“标示出绝对知识自身的本性”。

I. 2 立论的展开

若人们想证实《精神现象学》是如何展开上述立论的，就必须对现象学的整个道路加以重构。这只能以范例性的方式且在其所余部分以提示性的方式进行。黑格尔以“感性确知”的形态开篇。如果这一形态后来也被称为“直接确知”，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感性在这里指示着与自身确知的最远距离，从而由自身确知引向了直接性。感性确知是对直接的东西或存在者的知识；在其中，一个个别者直接知晓个别之物或纯粹的这一个，乃至复数形式的这些。相对于这一个而言，可能经验的丰富性仅仅被指出它们存在。事实表明，这些“这一个”仅仅是被意指的，因而确知仍然是直接的或感性的。因此黑格尔使用了一个双重标题：“感性确知；或这一个与意指”。

在黑格尔让感性确知的形态登场并从而将其作为现象来把握之前，他在导论性的说明中指出了这究竟关涉什么。对直接者的直接知识显现为最丰富的认识；它把我们引向在空间和时间中展现出来的丰富性，但同时也引向我们通过分割单个片段所达到的充实。它显现为最真实的确知，然而它却是最抽象和最空洞的，因为它对一切事物仅仅说出：它存在。对象仅仅是纯粹的“这一个”，而自我同样仅仅是纯粹的“这一个自我”。然而，直接的东西已经表明自身是通过一种区分而经过中介的：一个知晓着的“这一个”，是与作为对象的“这一个”相区分的。无数其他的区分接踵而至，因而感性确知在其现实性中始终只是一个预设了中介的范例。感性确知回避了这一经验，因为它仅将对象设定为本质或真相，而把非本质的与经过中介的东西留给自己。然而对象从确知中遁形了。如果人们在“现在”中寻找它，那么这个“现在”就是黑夜；但不久之后黑夜便消失了，而“现在”则是正午。当我们把真理写下来时，它已经变得索然无味。然而“现在”在环绕着它交替呈现的白昼或黑夜中持存下来；它早已变成了一个普遍者，一种“一般的存在”。语言根本无法说出感性确知所意指的东西；语言以其指向普遍者的方向反驳了我们的意见。在“这里”的情况亦是如此，它可以是房屋或树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经过中介的单纯性或普遍性！

为了消除区分与中介，对象理应独自构成本质。然而在一场颠倒中，它变成了非本质之物；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我意指着它，亦即我将自身指向作为属于我的它。感性确知的本质就这样被退缩压回自我之中。如今真理理应处于看与听的直接性之中。然而自我的这种直接性也立刻被扬弃了：我看见这棵树，但另一个人却看见一栋房子。一者为了另一者的利益而消失；持存下来的，乃是作为普遍者的自我。黑格尔在此再次驳回了克鲁格的要求，即观念论哲学究竟应该演绎出这个特定的人或者哪怕仅是这个物，比如他的鹅毛笔。早在谢林与黑格尔共同出版的《哲学批判杂志》中，黑格尔就曾拒绝过克鲁格的要求：观念论哲学根本不会尝试这样一种演绎，因为观念论哲学所关涉的完全是本质性的东西。

然而，根据现象学，像克鲁格这样的批评者凭借其要求甚至根本无法说出，“它究竟意指哪一个这一个物或者哪一个这一个自我，因为要说出这一点是不可能的”（GW 9, 73）。

难道人们不必须将处于其直接性之中的感性确知的整体设定为本质，亦即设定为对象与自我的未分离状态吗？感性确知随后必须作为对象与自我之间自身同一的关系而坚持下去。然而对于这种关系，亦即“纯粹直观活动”，同样适用的是：它是无法把握固守的。为了不通过语言进入普遍者，我们必须让人向我们指明这种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进入时间或空间的同一点”，在其中某物被直接知晓。然而，就在“现在”被指出的同时，它却已经成了另一个东西；它已经“曾是”，而曾是之物不再是所寻找的直接存在。我断言一个“现在”是我确知的真相；然而就在我指认它的同时，它就已经成了过去。我把这种否定、即曾经存在断言为真理。然而“现在”在否定的否定中重新恢复自身。但它不仅是诸多“现在”，而且是那被反思的最初者与直接者，是一种“单纯的杂多”或一种“单纯复合体”的“运动”。这种被反思的单纯性作为对诸多之物的概括，已经是一个经过中介的普遍者。

黑格尔谈到了一种“辩证法”，并将其与怀疑联系起来。正如在《哲学批判杂志》关于怀疑论的论文中一样，黑格尔在这里也赞同古代怀疑论，后者与近代怀疑论不同，并不认为关于外在事物的实在性或存在的断言是不可动摇的。同时，黑格尔指出了刻瑞斯与巴克科斯的古老厄琉息斯秘仪：吃面包与饮酒的奥秘在于，一切个别的与感性的东西都被消耗殆尽。即便动物也并未被排除在这一智慧之外。黑格尔随后再次回到了与克鲁格的争论：克鲁格意指我正在其上写下或已经写下这内容的这张纸；然而所意指之物却无法被说出，因为它是语言所无法达及的，因为语言早已属于意识和普遍者。语言具有“神圣的本性”，能够直接颠倒意见，亦即从绝对个别和个体之物引向普遍者。

事实上，黑格尔展开了他在导论中勾勒的纲领。说话乃至仅仅是指认，都将那寻找绝对个体之物的意见颠倒为其真理，颠倒为一种最初的普遍者。那被树立为真理的东西（绝对个体的存在）仅仅是意见；而在我的确知中真实存在的东西，却早已是一种被反思的与普遍的东西。这种真实存在于确知之中的真理，成了进一步的现象学经验的主题：接下来的形态不再试图去知晓某种直接的东西，而是进行知觉，因此被称为“知觉”。

人们很早就已阐明，黑格尔在其感性确知与知觉的辩证法中是以古代哲学为参照的。关于“现在”既是白昼又是黑夜的例句，取自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对皮浪派怀疑主义的呈现。对知觉的批判似乎着眼于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人们或许可以批判性地反驳说，黑格尔夸大了“真正的”古代怀疑论与非彻底的近代怀疑论之间的对立；诚然，黑格尔对休谟原著的研读大概并不如对霍布斯那样深入。然而，《现象学》并不打算裁决那些应在哲学史中探讨的问题。相反，《现象学》是为了引入对逻辑根本规定的运用而寻找简单的范例。在此过程中，黑格尔并不避讳强行的建构。（例如，很难有人会去检验那个写下来的把“现在”当作黑夜的命题，并在正午时分将其“真理”仅仅看作是变得索然无味的东西。）但黑格尔同样不想体系性地更精确规定指示性表达或偶发性含义（如“现在”、“这里”、“这一个”）的功能。相反，他想表明的是，对质与（纯）量范畴的使用会驱使自身超越自身，走向关系范畴（并且在某种当然仍有待进一步具体规定的意义上也走向模态范畴）。毫无疑问，黑格尔诉诸了他的逻辑学或思辨哲学。

因此，与现象学开端的批判性探讨重新引向了这门哲学。[1]

毫无疑问，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如同现象学的开端一样，是反对康德的范畴论的。黑格尔撤销了康德将存在（存在性断言）与实在之物或具有实质内容的谓词区分开来的那一步。黑格尔将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限制）中的实在性称为“存在”，而后者在康德那里作为定在与非存在的对立属于模态范畴。这种存在随后表明自身是一种在自身中反思的存在；当我道出“它是”时，其中始终已经展现出一种中介。由于存在被理解为实在性或具有实在内容，因此黑格尔能够由它过渡到实体与偶性之间的根本关系。“它是”表明自身是承载其偶性的实体。把这种真相据为己有的知觉，随后必须在第二轮步骤中接受检验：其真理中究竟有何内容。由此，感性确知的真理首先被搁置一旁，但并未被彻底放弃。在绝对知识中将会显明，感性确知究竟是否以及如何带着其真理归属于绝对知识。然而，绝对知识不再以自然且狭隘的意识那种直视的目光仅仅看着感性确知的真理；它同时以第二重视角看着所有其他真理，亦即其他逻辑根本规定。因此，绝对知识能够为感性确知的真理指定其有限的位置，并以反思的方式重回感性确知。

知觉现象学以物与特性的关系为例展开了关系的辩证法。若我们想在世界中定向，就必须把诸多事物总括为一个实体性的东西（例如把关于温度、湿度和风向运动的诸多规定总括为“好天气”的说法）。然而，意识能够将实体性的一与特性的多结合在一起思考吗？出人意料的是，这一问题引向了随后的知性形态。因此，契合于关系的逻辑学的，是两种现象学形态；后来的《逻辑科学》谈到了本质逻辑，因为本质是从它与显象的关系中被思考的；它能够以新的秩序将现象学的诸范例（亦即物与特性，以及力的游戏和颠倒世界）纳入自身。知性（在莱布尼茨的传统中）将实体阐释为力，并由此在力中找到了关系的“理念”，它使得诸如实体与偶性、或者原因性与相互作用等根本关系变得可以理解。力走出自身，从而为诸多特性提供了空间；它又将这诸多特性收回自身之中，因而是一种力的游戏。在此过程中，超感官世界的合法则的普遍者与带有偶态个体的显象发生了颠倒。知性由此将感性确知与知觉概括在一起，从而使意识及其对象关联达到一种完满。在更高圆满状态中被思考的力的游戏，表明自身即是生命；这种生命与纯粹的物不同，它是自动自发地从生命胚芽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它塑造了生命之物的杂多。生命能够向前进展至对自身的认识。因此，关于自身确知的真理的下一章必须展示，生命是如何达到认识活动与自我主体的自由的。因此，如果说在目录中给这一章冠以“自我意识”这个单纯的标题，那只是一种简略的说法。

存在之物，亦即最终的“绝对者”，能够被理解为自我意识吗？那么这种自我意识必须能够与生命及其在物性之中的扎根融为一体。黑格尔通过触手可及的范例检验了把握生命与自我主体性之关联的诸种尝试。生死斗争的范例旨在表明，这种关联不能被视为对生命的纯粹否定、视为一种杀戮，因为那样的话生命就只会消失。但为了另一方的统治利益而使一方臣服，同样是不充分的。人的劳动依托于物性之物与生命之物的形式塑造，反而提供了一条解决线索。然而，有限的自我意识难道不同无限的自我意识相对立吗？斯多亚主义与怀疑论指明了二者的统一，然而这种对立在苦恼意识及其宗教行为中重新爆发。这些解决尝试的辩证法引向了理性的立场，理性在一切之中主宰，从而人类理性能够在一切之中重新找到自身。

当理性带着它即是一切实在性这一论点登场时，费希特关于自我的言说所体现的观念论便被吸收了进来。这一论点是在形而上学-逻辑学上确立的；通过黑格尔逻辑学关于明晓知识的第四节，它被完全融入逻辑学的整体进程之中。经验的科学或精神现象学旨在表明，它与自然意识并非是没有中介的。可能的中介方式经过了现象学的检验。观察的理性是否能在死寂与活生生的自然中发现自身及其形式，随后在纯粹自我意识中通过心理学-逻辑学的方式、乃至通过面相学或加尔的颅相学在自我的肉身性中发现自身？在第二轮检验步骤中，人们追问自我意识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实现自身。当浮士德投身于生活之中时，在快乐中展现出一种必然性，它扬弃了个别者并将其推入一个统摄性的整体之中。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整体正如在所宣称的心之法则中或在坚持“德行”的固执中一样，很少起到引导作用。自我意识的特定实践方面在第三轮检验步骤中得到了发挥。

在黑格尔看来，作为一切实在性的确知是在精神中得以实现的，而精神对他而言即是伦理精神。作为家庭孝悌与爱国主义引导个别者的诸种冲动，同时也能作为伦理共同生活、家庭与共同体的形式被发现。精神是“那作为一个世界的个体”，亦即“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GW 9, 290）。然而，人在其自然本性中呈现为女性或男性。女性在自然上更强烈地朝向诞生与死亡，因而朝向家庭中的生活；男性则意图借助法则来塑造并统治共同体。于是在所有悲剧中最伟大的悲剧中，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互相对立，并因其片面的方向而走向毁灭。黑格尔在此（正如早先在法兰克福手记中类似地）用其根本词汇翻译了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受苦，我们便承认我们犯了错”（GW 9, 256）。（在索福克勒斯那里，安提戈涅说的其实是另一番话：“如果你是对的，我将必须通过我的受苦而承认我犯了错——但如果我是对的，你就必须通过你的受苦而承认你犯了错。”黑格尔强行构造了他的范例。）受苦与毁灭揭示出各自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未能使自身退让服从于统摄性的整体。如果整体的架构（作为伦理现实性基本特性的家庭与共同体）要显现出来，就必须承认这种受苦。因此，男人与女人（正如在罗马法权中那样）必须看到，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法权的承担者。随后，经济、商业及其私法保障的领域便能够通过异化过程走向解放；处于孤立状态中的良知能够在对另一个良知的承认中重新找到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在宗教中获得了其自我理解。

黑格尔1806年的逻辑学计划指明，终结性的思辨根本规定乃是精神以及精神对自身的知识。因此，在《精神现象学》中，宗教显现为精神的自我意识，并由此显现为知晓自身之精神的最初知识。黑格尔将知晓自身的精神与定在着的精神区分开来。精神从其普遍性出发，经由规定或特殊化而下降至个别性。这种规定引向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与精神这些环节；这些环节是精神的抽象方面，它们作为自为的存在在时间中并不具有现实性。与此相反，黑格尔现在断言，向个别性的下降（例如向作为意识形态的感性确知与知觉的下降）在时间中是有所区别的。精神的这些方面或环节的“进程”，也塑造了宗教历史的根本可能性。作为精神对自身之知的宗教，从直接性引向对自身的自知（例如从自然宗教经由精神的艺术宗教走向启示宗教）。这些宗教的各个形态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精神对自身之知通过精神的诸环节或诸方面，贯通作用于这些作为现实存在处于时间之中的各个单独方面的形态。因此，自然宗教的最初形态之所以自我规定并特殊化，是因为它将感性确知的存在以及自我意识的主人理解为神圣者的形态：理解为脱离黑暗的光明，它随后也被称为主（正如在古伊朗宗教与犹太宗教中那样）。艺术宗教再次以感性确知的方式从存在出发；它首先想在石雕塑像中占有神圣者。启示宗教则从作为这一神人的耶稣出发，最终展开了上帝的三位一体。

黑格尔说，形态向前推进的序列经由诸多结点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自身，然后重新开始（GW 9, 367）。因此，意识在知性中的展开返回自身，从而作为自我意识重新开始。这些结点能够将精神的各个单独方面结合成一个联盟，从而使感性确知紧挨着作为主人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性而安放。精神对自身之知能够将这些并列的规定总括起来，并按照其显现方式规定神圣者。因此，自然宗教遵循感性确知，但也遵循“精神的知觉”（GW 9, 372）。随后它便成了植物与动物宗教，因为对于知觉而言，内核与外在肢体分离开来。随后，知性的宗教伴随着埃及的金字塔与方尖碑，遵循着一位工匠的“本能般劳作”。如果宗教在经过理性阐释的基督教中穷尽并总括了其所有可能性，那么一种绝对知识就能够将精神的世俗定在与宗教中精神对自身的自知联结起来，以至于宗教经验与精神的世俗性联结为一体。精神由此对自身变得透明；正如席勒一首赞美诗的诗句所言，精神的无限性从聚集起来的精神王国的杯中泛起泡沫。

I. 3 归入体系

在关于绝对知识的总结性阐述中，黑格尔再次回到了置于前方的导论的阐述。他在那里曾将显现着的知识的呈现中的必然性与完备性称为我们的“附加成分”。如今他说道：我们所增添的内容，乃是将所有环节聚集为一个整体，并在其中将概念作为概念加以坚持，从而也是在获得经验的意识背后对逻辑学概念性展开的坚持。黑格尔同样再次提及了关于概念的实现（这一实现在绝对知识中得以达成）的言说。这种实现尚未在宗教中显现，唯有在绝对知识中才显现为我们自身确知的作为。但黑格尔也指出：必须首先连同概念的所有可能性去经验它、表象它，然后科学才能赋予这种整体经验以概念的形式。唯有当精神达到了对定在的意识，并从而达到了概念向各个基本概念的展开时，科学才“初次”显现。黑格尔也可以说，指向他者的意识表明自身即是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他谈到了“认识活动”。因此这里预设了：自我意识作为理性、精神与宗教已经进一步展开为具有自我意识与自我主体性的精神。各个基本概念，亦即逻辑学或思辨哲学的“本质性”，必须在其整个架构中被纳入被驱迫着从一个规定走向另一个规定的意识运动之中。定在着的、并从而被交付给其各个单独规定与环节并列纷呈的散失之中的概念，通过这一运动将时间承载于自身之内，而时间即是对规定之物与特殊之物的超越。如果概念的展开在其完备性中被呈现出来，那么概念就能够“消灭”时间，消灭那单纯的并列。时间仅仅是那尚未完满的精神的命运与必然性（GW 9, 429 以下）。

精神在其中将其对自身之知作为自身确知产生出来的运动，乃是“它作为现实历史所完成的工作”（GW 9, 430）。精神就这样为自己准备了科学在其中得以展开的要素。在科学中，亦即在作为思辨哲学的逻辑学中，抽象的环节（存在或带有其特性的物）不再分裂为对象与概念的辩证法，或者真理与知识乃至确知的辩证法。相反，（通过《精神现象学》的成就）各环节的整体被统观，并依其必然进程被透视；因此各个单独的环节能够直接以其纯粹形态被呈现出来，从对获得经验的意识的显现以及这种经验的被驱迫前进中解放出来。然而，这门逻辑科学必须再次将自身的概念形式外化。直接性也归属于它，这种直接性必须将自身理解为对直接者的确知并由此理解为感性意识，从而必须始终与感性确知一道重新开端。这种直接性归属于绝对知识，绝对知识恰恰将感性确知作为其开端，并由此将现象学包含在自身之内。然而也存在着一种外化，在其中意识越出其界限，从而使自身脱离与逻辑学根本规定的关联。关于逻辑之物的知识牺牲自身于展现为自然与历史的“偶然”事件之中。科学（在驳回克鲁格异议的同时）完全能够说明自然内部的岩石是什么，但无法说明存在着多少种岩石种类。可以说明的是哲学必定要登场，但无法说明它在特定的大希腊各地登场。

在历史中，回忆保存了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任何本质性的东西能逃脱回忆）。在关于绝对知识阐述的结尾，黑格尔区分了三种历史形式：1. 作为具体自然史或作为精神史在偶然性的形式中保存回忆之物的历史；2. “依其概念把握的组织方面”的回忆（GW 9, 434）（在此，逻辑学的根本规定引导着意识经验的科学，后者如今被称为“显现着的知识的科学”）；3. 概念把握的历史，它借助现象学阐释现实历史，例如能够澄清那偶然在大希腊开端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种概念把握的历史对黑格尔而言，既作为精神的髑髅地是一座各各他，又是杯中泛起泡沫的美酒。在这一历史中，绝对精神不再是“无生命的孤单之物”，而是上帝王国的连贯脉络。

黑格尔事后为他的著作——获得了独立性的《精神现象学》——又增补了一篇序言，但这篇序言乃是向整个预告的科学体系的序言。在对那个时代误入歧途的诸种信念的批判中，黑格尔要求将哲学从纯粹的爱知提升为科学并由此作为体系展开，视为决定性的任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这部著作被介绍为“精神现象学”，因此书名不得不做出修改。黑格尔强调，这部现象学专门承担了“世界历史”的巨大劳作；教化因此变成了一种与希腊人那里截然不同的东西，亦即对已经劳作获得之物的加工处理（GW 9, 25）。黑格尔用极其深刻有力的言辞重申：超越每一个单独经验的被驱迫状态归属于意识，随之而来的死亡乃是意识专门作为其自身死亡而承受的。同样被重申的是，精神现象学通过自然意识的经验吸收了逻辑学的各个环节（GW 9, 30 以下）。这篇序言所言说的内容与“导论”并无二致，但其言说的方式却有所不同。

II. 现象学的命运

当黑格尔于1801年在观念论哲学与浪漫主义勃兴的中心耶拿稍显迟延地以讲师身份登场时，他许诺了当时一位哲学家似乎理应赋予其听众与朋友的东西：他的“体系”。他原本打算以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作为开端，亦即以一门在观念论勃兴中被搁置一旁的古老学科训练开端。然而，他直到1807年春天才能够拿出印行成书的作品：其体系的第一部分，关于该部分，他在5月初向谢林坦承，它“实际上是导论”（“因为除了导论之外，进入事物核心，我还没有做到”）。[2]一场“不幸的混乱”支配了整个“书商与印刷过程”，正如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支配了写作构思本身”一样；“最后几部分的更大统一性”必须归因于这样一个情况，即他“完全是在耶拿战役前夕的午夜才结束了定稿编辑”。

当普鲁士在拿破仑的打击下一如纸牌屋般崩塌时，黑格尔在烈火燃烧的耶拿携带着现象学的最后手稿逃奔朋友家。根据书商弗罗曼的记述，这位单身汉带着全家——即6口人——前来，尤其是带着一位在已有两个“非婚”子女之后又怀上了黑格尔孩子的女士。在此期间，黑格尔早已在字面意义上忍饥挨饿：父亲留下的遗产已经耗尽，而编外教授的职位收入微薄。由于黑格尔急需为其体系、或者至少为其现象学预支稿酬，因而与出版商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执。黑格尔避往印刷地班贝格，并在那里又撰写了一篇补充序言，它同时对预告的整个科学体系进行了引导介绍。当他随后接任《班贝格日报》的编辑工作时，他立即开始了逻辑学或思辨哲学的写作。作为纽伦堡的中学校长，他优先把他的现象学引入教学之中；然而其结果却是，一种异样的且删减后的现象学变成了全面教学纲要内部主观精神哲学的一部分。1807年的那部书最终成了无家可归的遗留物。

在《精神现象学》的结尾，黑格尔断定，时间成了那“尚未在自身内完满的”精神的命运与必然性。现象学本身所关涉的乃是精神的完满，这种完满消灭了作为命运般散失的时间，因为它根据一种隐秘的逻辑将一切命运聚集为一个朝向单一目标的整体。恰恰是这部理应克服命运的著作，却违背所有规划而拥有了其特异的命运。在黑格尔的思维活动中，是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导向《精神现象学》这种角色的冲动，并使这第一个引导性的体系部分变成了一部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作？无论如何，这部著作能够产生双重影响：它既可以被理解为黑格尔通往体系道路上的一场巨大危机，或者反过来，引导人们将黑格尔的体系构想重新放回一部开放的历史之中。

II. 1 一部身不由己的著作？

在耶拿战役之后，黑格尔看到胜利者拿破仑骑马穿过城市，他将拿破仑称为世界灵魂，集中在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点上。黑格尔绝非像人们常常引用的那样，谈论在历史中向前猛冲的世界精神；当时他也正从事于新柏拉图主义历史的研究，他所联想到的是柏拉图主义者的世界灵魂，后者将现实性的法则承载于自身之内。正如拿破仑随身携带着经过改革的欧洲诸国宪法一样，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完全就是结构及其合法则性的塑造。黑格尔带着这种信任——即新的、或许是决定性的东西意欲带着其合法则性显现出来——迎接着欧洲的剧变，自其青年时代起这一剧变就已向他扑面而来。当黑格尔刚刚进入图宾根神学院时，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而对大学生们而言更具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德国的精神革命，它给传统的宗教、艺术和哲学带来了颠覆。


莱辛在临终前不久谢绝了对所谓的无神论者和宿命论者斯宾诺莎的一切草率批评，并退守于一种大全一体（Hen kai pan）。这一公式成为了黑格尔与荷尔德林等图宾根神学院学子的口号；它呼吁人们重新开启哲学的开端。最古老之物——巴门尼德的存在与赫拉克利特在自身中得以区分的一——被从现代出发、并从现代关于宗教与伦理的争执出发，把握为一项恒久的课题。黑格尔在图宾根也阅读了柏拉图的对话录和雅可比的小说；赫尔德必然也使他感到亲近，后者从赫姆斯特霍伊斯出发，将人置于爱与自身性的相互提升之中。黑格尔的出发点恰恰不是维特在围绕自身盘旋中如何对自己成为或然的方式，也不是浮士德在世界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方式。如果说费希特与青年谢林将自由与自我丧失对立起来，那么黑格尔则追问那直到很晚才通过革命与重新开端重返自由的具体历史。当黑格尔在法兰克福再次生活在荷尔德林附近时，他在关于爱的残篇中记下了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洞见：“我给予得越多，拥有的就越多”。这种相互提升也规定着——正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悲剧所能展示的那样——人类生活在历史诸力量下的不断分化。一篇法兰克福时期关于宗教与哲学的总结性著作在仅存的两篇残篇中表明，经济活动执着于单纯的占有，而哲学执着于起分离作用的概念。与之相反，宗教则在有限生命向无限生命的提升中展现出爱的力量。然而，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秘密难道不需要一种形而上学的澄清吗？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黑格尔作为耶拿的编外讲师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核心关切。逻辑学将基本概念从简单的设定与对立设定（如存在与虚无）引导到复杂的关涉（如实体与偶性），并最终追问这一运动的载体；形而上学则展开这一载体。黑格尔由此能够裁决以下问题：费希特的“自我”或谢林的“精神自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塑造观念论。对于哪种伦理与宗教的方式得以规定未来这一问题，他拥有了一个概念性的标准。从第一自然通往伦理的第二自然、通往精神在艺术、宗教与哲学中的自我知晓的道路，引回那在概念上展开并展示自身的绝对者。这种展示在耶拿时期的末期于一门统一的逻辑学或思辨哲学中得以实施：最初关涉世界、灵魂与上帝这些实体的形而上学本身变成了逻辑学；逻各斯的自我展示通过世界关涉的线索（如机械性、化学性与生命）通往依据真、善与宗教提升之理念对精神的展示。由于逻辑学现在不再是通往形而上学的阶梯，自1804年起就必须出现一门承担起导论任务的新学科训练：一部意识的经验的历史。

“历史”一词在这些语境中可能意味着什么？它首先指向一种秩序关联，例如指向人们赋予人类的各种能力的先后次序。黑格尔早在伯尔尼的一份关于心理学与先验哲学的文稿中，就通过摘录与搜集，把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历史引向了先验哲学的提问方式。至于历史可能是什么，他在法兰克福靠近荷尔德林时，从拥有命运的角度去理解它。如果说耶拿时期的论文《信仰与知识》（Glauben und Wissen）在想象力中找到了感性与知性的结合中项，那么这种想象力便全然开启了形而上学的领域——主体-客体、精神-自然。这些领域的开启是由黑格尔同赫尔德与荷尔德林一起称之为“民族”的那些历史共同体所承载的。使这样一个民族成为可能的诸潜能希望被总括起来，并因而也成为历史。黑格尔1803/04年的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谈到了三种潜能：语言与记忆，它们在符号中接纳存在之物；工具以及随之而来的劳作过程，这必须得到法律的规范；财产与家庭，即为财产的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爱及其对共通性的教化形成。1805/06年的《实在哲学》随后在作为理智与意志的“自我”中提供了一个原则，凭借这一原则，以其潜能使“现实”精神成为可能的“抽象”精神得以被整理有序。从抽象精神出发，特别是从直观、表象与概念的区分出发，艺术、宗教与哲学的成就也得到了规定。然而，哲学走向宗教的方式是在历史中被规定的。因此，黑格尔在一次自然法讲授课的结语中指出，人面临着一个开放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人出于自由的崇高尊严，取回了此前似乎只是被给予他的东西。[3] 但黑格尔随后认为自己能够证明，经过合乎理性阐释的基督教宗教是历史的结果，并与作为科学的哲学相契合。

随着对抽象精神的潜能以及伦理、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位移的这些追问，通往将“意识的经验的科学”构造成“《精神现象学》”的道路被开启了。回顾起来，黑格尔本人为其1804/05年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要求一个“先行提设”，正是这个前提才使逻辑学的开端成为可能。与此一致的是罗森克兰茨的记述（第202页）：自1804年以来，“意识的经验”就是在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导论中发展起来的。1805/06年的《实在哲学》将其展开过程明确区别于“意识的经验”意义上的展开（GW 8, 196）。在1805/06年冬季学期，黑格尔首次主讲哲学史。卡尔·罗森克兰茨在其《黑格尔生平》（第202页）中为我们留下了这次讲授课的结语；引用的内容在米什莱编辑的《哲学史讲授课》版本中得到了补充。据此，该讲授课在三个方面显示出与《精神现象学》的一致性：1. 在核心论点上：“世界上已诞生了一个新时代”。2. 在确信上：世界精神已摆脱了异己的、对象的本质，有限者与绝对自我意识的斗争已经结束（正如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现象学所呈现的那样）；3. 在证明上：作为第二自然的伦理把握了自身，并在此过程中通过艺术与宗教，在历史星丛的转变中提升为绝对知识。随后在1806年2月，黑格尔将一部“意识的经验的科学”的首批文本片段交付排印。由于黑格尔不得不预先索要稿酬，与出版商发生了争执；此时表明，到9月份已排印了284页。黑格尔当时因而正写到“理性”章。由于他在夏季将首批印张用于讲授课，讲课活动性得以反作用于文本的撰写。无论如何，这导致了“理性”章的大幅扩充。

显然，黑格尔最初想把“意识的经验的科学”作为一部以逻辑学或思辨哲学为主要内容的书的导引部分。然而，仅作为导论的第一部分却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广延，其各部分比例极不相称。思辨哲学的六个主要章节对应于经验科学的八个章节，因为在对关系的知觉之外，知性作为对关系之理念的领会也加入了进来，并且在精神对自身的知识中，宗教与绝对知识被区分了开来。对感性确知的呈现占全书的八分之一，用了16页；因此全书连同导论原本可以在约120页内完成。然而，理性作为与绝对知识相对应的现象学对等物，不是16页，而是占了214页。因此《现象学》总共用了765页，前面还冠以一篇91页的序言。在撰写过程中，思辨哲学的导论性第一部分发生了爆炸式膨胀，形成了一部独立的鸿篇巨著。

黑格尔还必须致力于对全书进行新的划分。首先在正文中、继而在目录中，感性确知、知觉与知性被总括为“意识”，从而与作为“自我意识”的“自身确知的真理”相对立。关于自我意识的论述被分为两部分，因为自我意识必须首先从生命中提升到自身。其后的各章节获得了详细的下属细分。目录在意识与自我意识之外设立了第三部分，这一部分仅用大写字母C表示（对应于“A. 意识”与“B. 自我意识”）。其后跟随的内容当然被划分得极其细致。然而，各种不同的结构划分构想并没有达到明晰一致。黑格尔还采用了一种新的编织模式。在对感性确知的呈现中，真理与确知的颠倒中的辩证法完全占据主导地位；首先在一篇元文本中指明“存在”这一主题，继而展开经验的辩证法，最后又汇入元层面的讨论。对真实精神的呈现给元层面的讨论留出了单独的一节（a. 伦理世界），以便随后才引出经验的辩证法并由此引出真正的现象学文本（b. 伦理行动）。序言接过了那篇篇幅短小的“导论”中通往绝对知识之路的纲领。然而，自然意识的“教化”已变成了那种必须全盘接纳世界历史劳作的现代教化。此刻谈论的与其说是意识，不如说是精神，它必须在世界历史中通过自身的种种异化来进行自我教化培育。因此，“意识的经验的科学”获得了《精神现象学》这一新标题。

当黑格尔在纽伦堡担任文科中学校长后，他的哲学教学也建立在他刚刚出版的第一部体系性著作——那部如此艰深和棘手的《精神现象学》之上。针对合并后的中级班，黑格尔在1808/09年规划了一门由现象学与心理学组成的预备训练精神学说。在此过程中，感性确知的辩证法不再依据指示词的例子来引导对有论逻辑之规定的运用；相反，它将知识与接纳外部对象的感性联系在一起。自我意识被把握为实践意识，自我意识的现象学在这个意义上被缩减。当黑格尔讲到观察的理性时，他中断了；由于时间不足，他没有走向心理学，而是直接继续讲授逻辑学，逻辑学的预备训练功能应当发挥作用。如果说由现象学与心理学构成的预备训练引入了思维活动并因而引入了逻辑活动性，那么思维活动作为精神的活动性所意味的东西，在体系本身中、在精神学说中也是一个主题。因此黑格尔得以将现象学与心理学一起纳入主观精神哲学中。在此过程中，他在已经以对象与意识的分离为前提的现象学之前，又预先置入了所谓的人类学：这一关于“灵魂”的学说认为人是由引入非人自然与人类自然所规定的，也就是例如由气候和种族所规定。缩减为通往理性之路的现象学，仅仅考察对象性的意识。它在功能上和施行上由此仅从选取的材料出发，与1807年的《现象学》保持着外在的联系。

对1807年《精神现象学》的命运而言，决定性的是黑格尔重构了那门在进行经验的意识背后指引其道路的逻辑学。1805/06年逻辑学构想的新颖之处在于，黑格尔明确将生命的概念（连同认识活动一起）纳入了逻辑的基本规定之中。然而理性的现象学表明，生命出现了第二次，即作为在具知之知中关于有生命者的知识！黑格尔似乎一度想要遵循从物性存在通往生命并通往知识的新柏拉图主义路径；继而（随着具知之知的切入）他宁可追随康德的批判，后者在第三批判中从判断力出发将生命的目的论置于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批判之列。随后在纽伦堡真正得以撰写并出版的《逻辑科学》，再一次彻底重构了逻辑学或思辨哲学。有论逻辑以及作为区别于映象的本质学说的关涉逻辑构成了客观逻辑；紧随其后的是主观逻辑，它在概念、判断与推论的学说之后附加上了理念的学说。在此过程中，机械性与化学性被置于生命理念之前；然而，虽然生命理念在逻辑学中连同认识活动的理念一起得到了详尽的展开，但对于善之理念的规定却仅保留了一幅简短的勾勒。绝对理念仅仅被提及。例如，美的理念或理想被挤压到了实在哲学中，即作为美学或艺术哲学的第一部分被展开。

黑格尔本该向他的学生和读者阐明，他为何在1807年的《现象学》上遇到了困难。当他最终由人类学、现象学与心理学构建起一门主观精神哲学时，他很难再把现象学连同心理学一起推入预备训练中，或者甚至把现象学用作处理逻辑规定的范例性导论。理所当然的是，拥有诸多形态的现象学不能再引导进入一门《逻辑科学》，后者的基本规定已经采取了另一种崭新的进程。理念学说的不平衡难道不表明黑格尔本人在其逻辑学中追随了不同的动机吗？康德主义倾向的黑格尔主义者如罗森克兰茨因此曾试图将这一理念学说从逻辑学中剔除出去。黑格尔没有公开这些问题，而是偶尔直接求助于他的现象学，例如当他在《法哲学原理》内部展开道德的总结性规定时。在柏林版《全面教学纲要》第25节的一条说明中，黑格尔感叹伦理、艺术与宗教的具体现象学形态的发展显示出与精神哲学的平行性。然而在1807年，这种平行性并非直接关涉实在哲学，而是关涉作为思辨哲学总结性规定的精神之展开以及精神对自身的知识之展开！

显然，《精神现象学》对出版社而言在销售上并不成功。1829年6月，来自法兰克福的书商韦泽告知，他已从戈布哈特出版社收购了第一版的全部余书，现在想出版第二版。黑格尔认为“对该著作进行重写是必要的”，并打算在必要时出面干预出版社的专断行为。（正如他在8月9日写给其姐夫冯·迈耶的信中所说（Br IV, 68））。在去世前不久的1831年10月1日，黑格尔与敦克尔-洪堡书店就《现象学》（第二版修订本）的印刷与出版签订了合同。黑格尔确实着手进行编辑修订；在此过程中，他删除了将《现象学》称为科学体系第一部分的表述。在一则笔记中，他重提了旧有的主导表象，即这“第一部分”“实际上”是“科学的先行提设”。但现在黑格尔谈到这是一部“独特的早期著作”，它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哲学语境，即应当与占统治地位的“抽象绝对者”作斗争（也就是与费希特的观念论以及谢林的同一性哲学作斗争）。此刻的方针变成了：“不要重写”。把这部著作调整得适应新逻辑学与新实在哲学的重写也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早在该著作出版后不久，黑格尔就在面对谢林时要求进行重写。到1830年左右，只有彻底重新撰写才能使其适应已达到的体系形成。然而问题依然在于：体系的形成是否也压制了那些在《现象学》中依然发挥作用并必然赋予该著作一种独特影响的问题。

II. 2 论影响史

黑格尔的那些早在耶拿或至少在海德堡就研究其思想的学生与朋友，必须以第一部大型公开著作《精神现象学》为指南。在加布勒和欣里希斯以及海德堡神学家道布身上，事实确实如此。然而真正的黑格尔学派是在柏林形成的；对于这些新学生而言，《精神现象学》只是极个别地被纳入黑格尔的讲授课活动性之中。因此米什莱得以报道，黑格尔曾将《现象学》称为他的“发现之旅”。卡尔·罗森克兰茨作为致力于研究黑格尔思想发展的传记作者，必然在《现象学》中看到黑格尔通往体系阐发之路上的一场暂时的危机。

从时代的经验出发接纳黑格尔的青年黑格尔派，如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与布鲁诺·鲍威尔，必然不再指望现成的体系，而是重新押注于《精神现象学》。因此，卡尔·马克思得以在其《巴黎手稿》中试图抛开黑格尔思维活动中逻辑学的蛋壳，从自我意识的现象学出发来破解历史。既然黑格尔在一种传统的理论态度中想要在当下找到永恒，那么实践如今就必须通过主人与奴隶的斗争以及不断增长的分工，在未来实现历史的完满。当法国的黑格尔研究注意到黑格尔的耶拿草稿和《精神现象学》时，亚历山大·科耶夫得以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现象学出发来阐释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当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将这些思路置于“历史的终结”这一标题下时，它们迎来了转折时代的青睐：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人们通过劳作理性且高效地获取其生存手段、为此相互承认并在全球范围内贯彻市场经济民主制时，历史就达到了一种目标。

然而依然存疑的是，这类思辨哪怕求助于所谓的人类学常数，是否真能把握历史事件。鲁道夫·海姆早在1857年就在其《黑格尔及其时代》讲授课中试图指出黑格尔身上残留的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并将这一起主导作用的传统残余归因于现实的历史动机，即复辟动机。黑格尔未能将康德的先验哲学凝聚为历史批判，而是将这种先验哲学作为心理学与具体历史混淆在一起。“总而言之：《现象学》是一门被历史搞得混乱不堪的心理学，是一部被心理学弄得支离破碎的历史。”[4] 威廉·狄尔泰看到了重新阐释黑格尔早期道路的课题。但他对黑格尔耶拿时期的著作只能涉猎极少残篇。在此过程中应当展示的是，费希特和谢林的先验历史在黑格尔那里是如何与具体历史相结合的；当狄尔泰在其晚期著作中再次转向诠释学关切时，黑格尔的启发便得以发挥作用。当马丁·海德格尔想要从根本上解构思维活动传统时，他必须对《精神现象学》给予格外关注。当他不仅在《存在与时间》中追问此在的历史性，而且想要将其思维活动放回存在之真理的历史中时，情况更是如此。从莱布尼茨通往黑格尔与谢林、再通往尼采的道路，难道不是作为思维活动向着古希腊人哲学追问之开端的历史经验的第二次出发而出现吗？黑格尔的《现象学》被拉近到了谢林的《自由论文》身边。然而，两位观念论哲学家之间的争论是否得到了足够清晰的呈现？谢林在上帝之中何为根据与何为上帝自身之间的区分，也被认为与黑格尔的构想一样旨在进行一种终极的目的论中介。然而，根据那种“卡巴拉式的构想”，谢林难道不是坚持根据与实存之间不可中介的差异，以至于恶、乃至疾病与疯狂都能干扰中介吗？哲学随后必须展示上帝如何听任根据发挥作用，并将其纳入爱与智慧的运动之中。与此相反，黑格尔在其《现象学》序言中要求：哲学必须抛弃爱知之名，必须成为真正的知识而非单纯的智慧。黑格尔在谢林所未能达到的具体分析中接纳了历史的运动。但海德格尔必然向他指出：尽管黑格尔作出了相反的声明，但他并未足够严肃地对待在死亡经验中显现出来的虚无与剥夺。[5]

在思维活动的不同路线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获得了新的当代现实性。在此过程中，它被拿来与黑格尔后期的体系相对抗，或者与青年时期的著述一起作为黑格尔思维活动的一条生动路线被置于体系构建的对立面。

然而，对黑格尔早期文本、尤其是对耶拿手稿的清理研究表明，现象学与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实在哲学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并以特有的方式指向体系构建的问题。究竟一门逻辑学能否预先提供那些随后将在实在哲学中得以应用的基本概念？抑或实体-偶性关涉与原因性毋宁是只有在不同应用领域中才得以实现的构想？那么，这些构想的开放整体就必须被“现象学地”加以中介，而人们无法给经验之路赋予一个终极的完结。

如果人们今天试图依据黑格尔《现象学》自身的“理念”来接纳它，那么通过与黑格尔的“纲领”进行研讨交锋，人们就会直接感到有必要重新追问一种未来哲学活动的形态。从《现象学》出发，展现出整个黑格尔体系的问题：体系与历史的中介，以及此外哲学与我们关于自身在世存在的其他理解方式的中介。然而，只有当人们注意到黑格尔在纲领性声明之外实际做了什么时，《现象学》才能得到具体的理解。

鉴于《现象学》完全不成比例的结构，本卷的各篇文章必须基于对各个单章的范例性分析，探讨该著作的基本意图、其结构构造以及现象学当前的哲学现实意义。对于一部具有《现象学》这样规模的著作而言，严格类比正文来进行评注几乎是不可能的，也鲜有意义，因为这样一来，评注就会像其蓝本一样不成比例，而且难以驾驭。相反，更有可能且可行的是：提炼出各章特有的范式，并阐明其对黑格尔著作整体构想的功能。

具体而言，A. 格雷泽的文章将致力于讨论“感性确知”，J. 哈格纳的文章将致力于讨论“知觉”章。第三章“力与知性”则借助J. C. 弗莱关于“黑格尔的‘颠倒的世界’”的研究来予以呈现。超越“自我意识”章较狭窄语境的是，O. 珀格勒与L. 齐普的文章突出了自我意识作为现象学线索的功能以及承认的支柱性作用。关于“理性”章，接下来是K. 杜辛与M. 比斯蒂卡斯-科科维斯的论文，随后是E. 魏塞尔-洛曼关于伦理问题的论述以及D. 克勒关于良心辩证法的论述（二者针对“精神”章）。关于宗教与绝对知识的总结性章节，则由M. 德·拉·马萨与G. 巴普蒂斯特的研究予以探讨。最后，U. 拉迈尔的文章还审视了黑格尔纽伦堡预备训练中对现象学构想的“克服扭转”（Verwindung）。

为了对有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浩瀚二手文献进行清理研究，编者在本卷1998年第一版时，在弗里茨·蒂森基金会的资助下获得了A. 泽尔女士的协助。在此谨向她及该基金会致谢。与此同时，L. 齐普在德语界也出版了一部关于《精神现象学》的完整评注，其中亦提供了详尽的文献指引。

本卷的最后一篇文章探讨了现象学在哲学预备训练中所起的作用，正如黑格尔作为纽伦堡文科中学校长所讲授的那样。这些手稿目前已在黑格尔《全集》的科学院版两个半卷中整理出版（汉堡，2006年）。这些材料在此与其结果相挂钩，即作为体系纲要、为大学教学之用而出版的《全面教学纲要》。相关的草稿与听课笔记在另一处则按照发展史的顺序，从其出发点——即《精神现象学》的理念与材料——出发被呈现出来（参见 Kozu 1999）。因此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追问：甚至在黑格尔的柏林时期，通往体系的预备训练导引是如何在《科学全面教学纲要》中发挥作用的，即在关于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的阐述中。难道不是这些讨论，以及关于宗教与哲学关系的阐述和哲学史，取代了后来演变为《精神现象学》的“意识的经验的科学”吗？然而黑格尔在临终前不久仍想重印《现象学》，诚然是将它作为一部来自较早时期和问题语境的独特性著作。

黑格尔在纽伦堡时期出版了独立成书的三卷本《逻辑科学》。在柏林，他只出版了作为讲授课独立纲要的《法哲学原理》。因此，自然哲学以及主观精神与绝对精神哲学只能在《全面教学纲要》的节段中、以及在关于自然哲学与主观精神哲学、美学或艺术哲学、宗教哲学与哲学史的讲授课中得以把握。然而，黑格尔生前以及去世后十年的大部分影响，都建立在这些讲授课之上。

在黑格尔《全集》的科学院版中，耶拿时期著述与体系草稿的编辑工作已告完成。这一编辑工作伴随着对这些文本活跃的哲学史清理研究。因此，各黑格尔学会认为有必要讨论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工作的独立性。相应的学术会议在鹿特丹举行。组织该会议的海因茨·金默勒也出版了会议报告集。这些报告在结语时指出了围绕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诸多争论。在《现象学》中，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发展从特定视角得到了总括，但已然处在黑格尔体系构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上。

黑格尔在他后来演变为《精神现象学》的意识经验的科学中，曾想对逻辑基本概念进行操练。为此，他使用指示词（如“这个”、“这里”和“现在”）作为范例，但也使用了重大的文学作品，从索福克勒斯的戏剧直到狄德罗与雅可比的小说。黑格尔通过歌德译本阅读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由汉斯·罗伯特·姚斯在其奠基性著作《审美经验与文学诠释学》中进行了分析。因此，从其《精神现象学》出发，黑格尔甚至可以显得像一位文学学者。此外，黑格尔的《现象学》也是一部在诗歌与艺术中被接纳的著作。

同青年马克思以及亚历山大·科耶夫这样的黑格尔阐释者一起，人们能够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找到黑格尔哲学的那个至今仍能为我们开启历史的秘密。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学会更仔细地关注黑格尔及其后继者身上的现象学倾向是如何嵌入在变动不居的体系框架之中的。2007年春季迎来了《精神现象学》问世200周年。因此，有必要将该著作的阐释史纳入其对我们的意义的讨论之中。以下围绕该著作所作的努力（它们仅从对该书的广泛关注中给出了少量的精选），愿能服务于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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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黑格尔对感性确知的刻画

I.

黑格尔在“意识”章开头所刻画的知识观，其特征在于认识主体认为自己对实在性拥有直接的通达途径。然而，对此要求的检验表明，认识主体在试图识别其对象时，本身就依赖于普遍词项，因此这些对象对认识主体而言是通过概念被中介的。作为被知晓的对象，它们既非直接被给予的，也根本不是个别者。因此，这里所讨论的知识观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消除这种不一致，意味着对该知识观进行修正，从而推进到一种将所批判表象的缺陷抛在身后的新立场。

黑格尔的论点至少就这种普遍形式而言被认为是正确的。若说存在争议，至多也只是其辩护方式的问题。因此，对感性确知的描述与批判在若干要点上引发了激烈的抗议。尤其是关于“这一个现在”、“这一个这里”等说法，被诊断为对具有指示功能的表达式之语言角色的平庸误解。（关于批判，尤其参见贝克尔 1969, 108–151；同氏 1971, 19–29，以及索尔 1976, 283–287。——所罗门 1983, 319–337 很好地指出了其与现代对“所予理论”的攻击之间的积极亲缘特征。）在这一背景下，黑格尔把这些表达式当作普遍词项来处理、从而将它们与“树”和“房屋”置于同等地位的倾向也受到了批判。（例如参见哈姆林 1961, 141 ff.。）为之辩解的言论大概从未缺乏过（例如杜辛 1973, 119–130；对比参见格雷泽 1985）。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辩护尝试。少数几项辩护尝试之一——出自沃尔夫冈·维兰德之笔[1]——虽然主张黑格尔完全意识到了这种说法的不可采纳性，然而该文中的讨论并未能真正清楚说明：黑格尔为何当时没有将这一点（以及这一争论焦点）明确予以承认。

下文的讨论试图勾勒一个解释框架，在此框架内，黑格尔的说法应当被理解为对感性确知立场之描述的一部分。尤其是，本文试图阐明：黑格尔这种公认容易引起误解的说法，按其意图而言，应当被理解为感性确知的自我描述或自我主题化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虽然这种说法本身并不会因此而免受批评（见下文），但随着相关层面的转换，其地位也会发生改变，从而它可受批判的条件也得到了修正。

II.

感性确知有时被刻画为一种前哲学立场，——比如作为日常投向世界的方式，[2]其自我理解未因对其概念假定的任何质疑而受到影响。支持这一理解[3]的理由之一在于：对哲学思维而言至关重要的“物与属性”之间的区分，直到知觉阶段才形成形态。即使被描述为感性确知的意识形态算作前哲学立场，也绝不意味着该立场不具有哲学相关性。实际情况似乎恰恰相反。因为黑格尔将这种意识形态——“外在事物的实在性或存在作为这一些事物，或感性事物，对意识具有绝对真理”（GW 9, 69）以及“那些提出这种断言的人……”/“但他们所说的却是‘现实的事物、外在的或感性的对象、绝对个别的本质’……”（GW 9, 69 f.）——与此处未进一步详述的哲学立场联系在一起。更确切地说，黑格尔似乎想表达的是：他在前文中所描述并批判的立场，正是那些将关于对象认识的论点建立在感觉知觉或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客体之间假定的直接关系之上的观点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黑格尔的评注——“这样一种断言同时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知道它所说的恰恰是它想要说的反面”（GW 9, 69）或“但根据前面的看法，它们本身也直接说着它们所意指之物的反面”（出处同上）——表明，某些关于实在性及其直接可知性的哲学立场出于原则性原因注定要失败。在黑格尔对事情的看法中，只要感性确知作为知识要求出现，这些立场就会在感性确知必然失败的地方失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所讨论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真正地位：即便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和期望的真正的对象认识理论（对此参见勒德 1981, 69–86），但它确实构成了在某些关于直接对象认识的理论框架中根深蒂固、并构成这类理论之核心神经的东西。[4]事实上，如果黑格尔所谓的感性确知这一意识形态能够独立于历史和体系的特定星丛，并且独立于个体发生或系统发生的视点，被证实为各种可变观点中具有哲学相关性的核心要素，那么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事业便能得到最充分的支撑。关键在于，黑格尔（无论正确与否）假定，这类观点总是伴随着构成感性确知这一意识形态的假定；而黑格尔的意图在于表明：

这种立场的不可持存性可以纯粹内在性地被揭示出来，即根据它自身的假定和前提预设。

III.

从《精神现象学》的“导论”来看，任何哲学立场都应当通过意识的自我检验来测试其协调一致性。然而，黑格尔关于意识自我检验的表象，[5]其成败完全取决于这样一个假定：所讨论的立场能够对自身进行主题化。但在感性确知的情形中，这一点是存疑的。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表述方式，这似乎完全是一个前语言的阶段。不过，这种解释也许既非必然，也非真正必需。此处危及自我检验思想的，乃是在黑格尔的描述（GW 9, 64）中，对感性确知之知识要求的检验是由“我们”来进行的这一事实：“因此应当向它自身发问［……］我们且如此回答，例如……”。这种做法必然使黑格尔现象学方法（对此特别参见道夫 1970, 615–641；同氏 1974, 605–621）可能具有的功绩受到质疑。因为黑格尔在“导论”中将现象学观察者的立场定义为只保留纯粹的“旁观”，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方面的任何“添加”都是多余的（GW 9, 59）。当然也有一些段落——尤其是“这种对事情的考察是我们的添加”（GW 9, 61）[6]——促使人们发问：黑格尔是否拥有关于“纯粹旁观”的一贯概念。人们也可以追问，在当今哲学思考的条件下，特别是自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31节及以下各节的论述以来，纯粹描述性视角的理想是否根本上只能被视为一种幻象。然而，只要黑格尔本人毫无疑问地表明：[7]对感性确知的描述与检验根本不是意识自我主题化的事情，而是从外部并且从回顾性角度引入的考察——正是我们在盘问感性确知，正是我们在给出回答，甚至由我们促使感性确知“注意到”某事（GW 9, 67），[8]那么这些问题就始终属于相对次要且距离较远的困难。

我们凭什么法权这样做？如果感性确知能够表达，我们从何知道它会如何表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显得十分困难。可以设想的是，我们去假定感性确知如果表达的话必然会说什么。由此指明的路径将是一条先验论证的路径：黑格尔可以从经验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侧面出发，并由此推论出所讨论的经验为了能够成为这种类型的经验而必须具备某些特征（泰勒 1976, 152 持此看法）。然而在现实中，这条路径也并非切实可行的选项。因为严格来说，我们并不掌握任何能够向我们直观呈现作为自成一类（sui generis）意识并在其自身界限内的感性意识或感性确知的事实。当黑格尔在呈现的开头说“我们同样应当直接地或接受性地行动”（GW 9, 63）时，他确立了感性确知的一个根本并非实际现成存在的核心特征。它是理想化的产物：黑格尔自己追问显现知识的呈现的适宜开端，并以修辞强化的方式宣称——“只能是……”，——此处只有“直接的知识，对直接的东西的知识”才进入考虑。[9]那么，在“感性确知”的名目下所描述的，若不是抽象的产物，又是什么呢？

IV.

当然，对感性确知的主题化不能被视为常规的描述，更不用说被视为我们在反思活动中考察意识时呈现给我们的东西了。更确切地说，它是一场思想实验，其目标是将此类实际存在或可能的建构证明为自相矛盾的。为此，黑格尔当然也建构了感性确知立场必须采取的可设想的辩护路径：正是这一语境决定了对那些在批评中偶尔被认为不可采纳的说法的理解。

如此看来，关于“这一个这里”、“这一个现在”、“这一个这”的说法，乃是黑格尔作为自我理解之必然要素（即便未必是有意识的要素）归诸感性确知并责成其承担的立场的一部分。在此前提预设下，像沃尔夫冈·维兰德那样断言就是站不住脚的：“感性确知对于有针对性的‘是什么’问题的复杂性一无所知，正如它对于因名词化——‘现在’——而可能产生的困难一无所知一样，只要人们在名词化过程中遗忘了‘现在’一词的原初功能意义，这与感性确知的朴素性是十分契合的”（维兰德 1973, 75）。因为感性确知的拥护者完全纯粹是朴素的、并且更加无法掌握此类表达式的日常语言用法，这一点绝非定论——也并未与黑格尔关于“常识”的概念必然联系在一起。然而，一个遵守其母语规则的人在阐明感性确知立场的时刻竟会求助于诸如“这一个现在是黑夜”之类的句子，这也是令人费解的。更为可信的是，黑格尔假定：感性确知这种类型的立场，依其逻辑必然必须将诸如“这（一个）”、“这里”、“现在”等表达式正规地加以名词化，并理解为专名，而现实性的实在片段则作为意义与它们相对立。

然而，这样的假定是否有根据？黑格尔能为之提出何种理由？黑格尔的描述所提供的为数不多的线索指向以下方向：感性确知刻画了作为“直接纯粹的关系的关系”（GW 9, 63）的直接性形式；对于这种关系而言，“纯粹的这一个；个别者，［……］知晓纯粹的这一个，或个别者”（出处同上）。在这一阶段，直接性被理解为直接客体（GW 9, 67：“直接的东西是如何构成的”）与主体或知识之间的关系。后者本身应被视为直接的，因为它具有纯粹接受的性质（GW 9, 63），并且完全不在概念上构造其对象（GW 9, 63：“对其呈现之样貌不作任何改变”/“它尚未从对象中省略任何东西”）。因此，如果有人不仅将感性意识视为纯粹的组成部分，而且像伊壁鸠鲁那样将其视为知识观的核心，那么他这样做是出于这样一种假定：唯有这种关系才能开启对对象的真实知识。[10]在此意义上，对严格乃至

激进直接性的假定，似乎尤其显现于：在该关系的外部视界中，客体与主体可以说是作为未被概念化且不可概念化的两极而被描述的。这也可以解释黑格尔为何使用指示代词“这（一个）”来固定这两极。该表达式可以类比于罗素哲学中的逻辑专名来理解。使用常规专名及其等价的摹状词就已经引入了描述。由此一来，所讨论的对象性事物就再也不是能在所假定的直接性意义上相互发生关联的东西了。

V.

然而，黑格尔的做法带来了一些问题。从第一章论证的结果来看很清楚，黑格尔认为感性确知的拥护者对使用指示性表达式以及做相应手势所抱有的信任是没有根据的。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自身的立场似乎已经与W. V. O. 蒯因主要在《词语与对象》中所阐发的思考呈现出某种切近性。但严格来说，在黑格尔所刻画的立场中，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能够指涉对象的假定；而宁可在于更进一步的立场：我们能够以直接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现在必须看到，这一更进一步的假定——按照现代概念它简直是自相矛盾（contradictio in terminis）——严格来说并未作为处于争论之中的观点的立场而显现出来：在黑格尔引入指示词“这（一个）”并可以说是作为感性确知对象的逻辑专名出现的地方（GW 9, 63），所描述的并非活动中的（in actu）感性确知。更确切地说，它关涉到对该

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任何事物，而无需任何推论过程或任何关于真理的知识的中介。”——黑格尔肯定想到了伊壁鸠鲁（参见例如 fr. 247 Us.）。

立场的阐明。因此，将对象视为“这（一个）”并不是所讨论立场的自我定义的一部分。该立场直到方法论说明之后才成为主题（GW 9, 64）。但在那里，使用“这（一个）”表达式已经理所当然地被假定为感性确知立场自我考察的一部分。

在“知觉”章中的步骤也是类似的。黑格尔在这里也首先从“对我们而言”的视角展开并规定对象。只有在这一（如黑格尔所认为的）尚未充分展开的规定（GW 9, 71）之后，知觉的视角以及由此知觉对对象的经验视界才被打开。但在此经验内部形成形态的概念结构已经得到了规定。——黑格尔立足于“对我们而言”立场的优先性，[11]在第一章中无论如何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关于感性确知的观点（例如 GW 9, 63“使它显现”）被断言为感性确知本身的观点。由此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什么是这一个？”这一发问将感性确知束缚于一种强加给它的立场上。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假定“这（一个）”表达式的名词化在黑格尔眼中具有哲学意义，那么仍然需要追问：黑格尔为何认为必须赋予它体系性的地位。

VI.

因此，与感性确知的虚构对话（（GW 9, 64）“因此应当向它自身发问：什么是这一个？”）[12]正是由对象观所引发的，这种对象观是感性确知作为一种对象认识理论所特有的、或必然是特有的。在此脉络中（GW 9, 64）出现了名词化（“这一个这”、“这一个这里”、“这一个现在”）。[12]诚然，断言我们在感性确知的框架内（或在以此为基础并主张呈现满足直接对象认识之理想的直接性的任何经验论立场的框架内）试图在不借助概念的情况下触及我们的对象，这是一回事。而在这种情境中断言我们指涉的是具有“这一个这”性质的对象性事物，显然是另一回事。但这恰恰似乎是黑格尔所预设的：在章首所预设的纯粹接受意义上的直接性意味着，接受性的主体既不划分其对象性，也根本不在与其他可能对象的关系中经验它。这种纯粹接受的方式必然对所有形式和视界漠不相关，严格来说，它也不同于人们按莫里茨·石里克所称的“确证”的观察式关注（例如：“这里现在蓝与绿……”）。因为这类表述已经在选择性的、无论如何具有语境特征的经验视界中发生。根据假说（ex hypothesi），选择性经验的这种可能性对于感性确知而言恰恰是被排除的。

在此意义上，如果描述预设“这里”与“现在”代表一个在其直接性模式下不仅满足而且简直填满了全部空间与时间意识的“不可变的”对象，那是不足为奇的：这一个这里、这一个现在等。从这一角度来看，例句采取“现在是黑夜”还是“这一个现在是黑夜”（GW 9, 64）的形式，并不是漠不相关的。

“现在是黑夜”这一表述仅仅是一种确证。做出这一表述的人知道，这种确证之所以不能被写下来，是因为“这里”与“现在”这些词随后就会失去它们的意义。

VII.

黑格尔固然并未断言感性确知的拥护者不知道这一点。但“这一个现在是黑夜”这一表述表明，黑格尔将感性确知的构想与一种根据其自身自我理解恰恰不得预设这种洞见的概念联系起来。因为那样一来，激进直接性的假定就已经被摧毁了。尽管如此，“这一个现在是黑夜”这个命题并不容易理解。“是”具有同一性符号的功能。因此该命题本身表达了这样一种同一性：一方面是“黑夜”，另一方面是通过“这一个现在”可以说是被直接命名的对象。在感性确知的视角看来，这里所说的大概甚至不是一种判断式的结构，而是对亚里士多德有时在言说（Phasis）概念中所呈现的那种直接接触的报告。这种结构是不会出错的（参见贝尔蒂 1987, 141–164）。因此，如果黑格尔在这里所设想的是一种非命题性的命名，[13]那么这就会与

开篇所描述的直接性情境很好地契合。特别是感性确知错误地将自身理解为事情与知识的统一，而在反思中“一个这一个作为‘我’脱落出来，而一个这一个作为对象脱落出来”这一意涵（GW 9, 63 f.），可能会强化这种解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黑格尔本人想到的是一个命题或一种真理；对意识检验的展开还表明，黑格尔承认命题可以改变其真值。

不过，在如下前提预设下，这种困难的解决似乎是可以设想的：黑格尔将他自己确立的同一性断言视为意识必须表述的表述形式：在假说的相关意义上断言直接性，意味着对对象与时间（位置）进行同一化。更有甚者：在黑格尔眼中，断言感性确知在其实际或假想的要求中所预设的那种直接性，归结为类似于黑夜对现在的本质谓述。然而恰恰这种本质谓述是不恰当的：“黑夜和白昼既不是它的存在，它同样也是白昼和黑夜”（GW 9, 65）。

VIII.

这一提示对黑格尔而言足以将感性确知意识中“持存的现在”刻画为不是“直接的，而是一个被中介的”。由此，感性意识之确知的一个本质组成部分被动摇了。因为感性确知在此所要求的直接性，其成败完全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预设：对

事件来被理解。那么当然仍需追问：黑格尔是否——借用莫里茨·石里克的术语——把真正的确证（“这里现在如此这般”）与记录语句（“M. S. 于1934年4月某日在某时某地知觉到了蓝色”）混淆了。关于这一区分本身，参见石里克 1934, 79–99，特别是 97。

对象的指涉绝非以任何方式被中介的。但恰恰这一前提预设并不成立。在此意义上，对于感性确知的自我理解而言不可或缺的对单一的、不可替代的现在的信任也是没有根据的。正如罗素（1970，第1版 1912, 25 ff.）必须承认感觉材料（红色平面等）严格来说并不是直接被给予的，相反必须被视为基本概念分类的实例（参见所罗门 1983, 321 ff.），感性确知的拥护者也必须认识到，即使被预设为直接熟知对象的现在也绝非真正单一的对象，因而不能充当感性确知的保证者。

黑格尔在这里就已经得出了关于检验感性确知的相关结论：“因此普遍者事实上是感性确知的真理”（GW 9, 65；对比 GW 9, 70 f. 及其他各处）。这就是说，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并不构成可接受的对象认识理论。因为感性确知固然“意指”个别者，但它只能将这一对象作为普遍者来提供。由此不仅被预设的无概念之直接性关系被摧毁了；在黑格尔眼中，被预设对象的被假定为“自在的”性质或状态（参见“导论”，GW 9, 58 f.）也被证明是不充分的对象观的一部分。

然而，黑格尔的考察提出了一个额外的问题。因为他将语言刻画为感性意识的矫正机制：“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语言是更真实的；在语言中，我们自己直接反驳了我们自己的意见；而且既然普遍者是感性确知的真理，并且语言只表达这种真理，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我们所意指的纯粹感性的存在说出来”（GW 9, 65）。——人们或许会主张，黑格尔在这里试图在一个对感性确知而言完全陌生的领域与其相遇，而根据“导论”的说明，该领域不能不加审思地被视为内在批判的相遇领域。虽然像查尔斯·泰勒那样主张“知道某事”即意味着“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是很自然的。14但这一对维特根斯坦反对私有语言可能性的论证至关重要的假定，并未被黑格尔表述为一个前提预设（亦见所罗门 1983, 330–331）。[15]即便它对黑格尔很重要，但在回顾中他是否有权赋予这一假定以前提预设的地位仍是存疑的。因为在后续的讨论中，他勾勒了感性确知的拥护者可以说无言地诉诸在指示手势中能够被直观呈现的认识关系之直接性的可能性（GW 9, 67 f.）。至少在黑格尔对事情的看法中，语言性的论证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因为黑格尔的论证实质上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应当被指出的现在已经停止持存了。

尽管如此，仍然要追问：在何种意义上语言应当被视为感性确知的矫正机制？关于语言作为普遍者[16]的论证究竟能够确证什么？

14 泰勒 1976, 162：“黑格尔面对其构想的举措与维特根斯坦非常相似：他要求感性确知说出它经验到了什么。根本原则是相同的，即如果这真的是知识，那么人们就必须能够说出它是什么”。对比同氏 1975, 195：“他将通过言说表达自身的能力视为知识的决定性属性。在此很难说他是错误的。因为显而易见，在知识中，在相关的意义上，包含着对被知晓之物的确定意识”。

IX.

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是因为黑格尔的立场表现得不够清晰。这不仅涉及在黑格尔的描述中起操作作用的普遍性概念；它也涉及黑格尔所断言的我们在“意指”什么与在“说”什么之间的不一致的性质（GW 9, 65/69 f.）。——就黑格尔对普遍者的刻画而言，引人注目的是，例如这一概念被整体或多数（GW 9, 68）的概念所叠加，而黑格尔并未专门考虑一个整体本身也可以是一个特殊者或个别者的可能性（索尔 1976, 287 很好地指出了这一点）。在这一脉络中仍需追问：具有部分且被指出的对象性事物，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正如由一个对象所例示的概念是普遍的那样是普遍的？[17]

这个问题现在也触及了对“意指”与“说”之间的不一致的解释。将黑格尔所谈及的事实理解为存在方式上的差异是很自然的，这种存在方式将概念刻画为普遍者，而将从属于概念的对象刻画为个别事物。这种解释在如下程度上也是说得通的：那些坚定黑格尔观点的希腊哲学家（参见注16），就其实质而言所着眼的问题是通过普遍词项对殊相进行穷尽性描述。在这一脉络中，可以说是典范性地应当指出塞克斯都·恩披里柯（Adv.Log.I, 195–198）为昔兰尼学派所列举的论证。然而对于这种解释出现了一种复杂情况。因为《精神现象学》第一章中的脉络并不涉及——或者至少不主要涉及——一个对象性事物 
x
 是否能借助一个谓词 
F
 而被穷尽性地描述的问题。处于争论之中的宁可在于：究竟是否根本可能存在某种无概念的认识，以及我们是否拥有一条通向实在性的直接途径。

在此脉络中引人注目的是，黑格尔在对感性确知的描述框架内允许使用“树”与“房屋”等表达式（GW 9, 65 f.），而并未对这一事实加以指摘，更谈不上从一开始就将其用来反对感性确知的立场（例如参见阿德勒 1931, 322，伊波利特 1946, 91 以及索尔 1976, 284，注 2）。

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显然费力地迂回于对这一个、这里和现在的摧毁，这反驳了最初所假定的解释；由此同时产生了一个先入之见，即倾向于认为黑格尔在此所认为的在被“意指”的个别者与被“说出”的普遍者之间的矛盾，至少不能在例示普遍者的个别者与被对象所例示的普遍者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在黑格尔并非单纯忽略了对感性确知进行攻击的这一显而易见可能性的前提预设下，这一事实大概只允许如下解释：黑格尔实际上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他认为该问题是紧迫的，并且——借用海德格尔发问方向的一个词——是本源性的。对他而言，紧迫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通过指示性表达式和相应的手势来识别出充当或必然充当感性确知出发点的那个直接基础。与此相对，事物在概念的映照下被描述这一事实，可以说是某种派生的现象，不需要特别的关注。如果是这样，那么黑格尔所断言的在“意指”与“说”之间的矛盾，在当前相关的层面上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所言说（GW 9, 68）的意义上的“这一个这里”、“这一个现在”恰恰不是个别的东西，而是“聚集在一起的多个现在的多数”。因此，这关涉到具有部分并在此意义上是普遍的被表述之物与作为被意指之物根本不具备此类性质的被意指之物之间的对立。——然而，作为被表述之物的这一个现在是否是一个具有部分的整体，是值得怀疑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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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阿希姆·哈格纳

[1]: 维兰德 1973, 67–82，特别是 70：“然而，如果人们给黑格尔指出逻辑或语义错误，却没有同时考虑到他自己就已经知道并考虑到了这种错误性的可能性，那对黑格尔是不公允的”。——亦参见维尔 1973, 41：“这种意识用来表达其经验所说的语言——现在是白昼，这里是树——，对它自身而言必然显得是不自然的，甚至是颠倒的”。对比亦见夏尔 1980, 39：“只要检验［……］不是唯一地关联于此处由意识所主张的真理（不论这种真理是历史上出现过的，还是专门为这一开端而抽象出来的），那么检验就完全可能显得是吹毛求疵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 ↩



[2]: 例如参见丹尼尔斯 1983, 88。宁克 1948, 16 早已谈到一种“前哲学的、非批判的心态”。——相反参见韦斯特法尔 1973, 89：“感性确知是一种不实在的抽象。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并非始于纯粹感性的稀薄领域，而是始于关于事物及其属性的日常意识的具体生活世界。”——91：“为了理解知觉在黑格尔经验现象学中的优先地位，人们所要把握的必须超出诉诸感性确知的单纯派生性质。人们还必须认识到，用这个名称根本没有指称任何真实的意识形式”。 ↩



[3]: 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序言”（GW 9, 24）和《哲学预备训练》（TW 4, 111）中谈到“感性意识”（与“知觉意识”相对立），偶尔也将感性确知刻画为“常识”（TW 19, 374–375），并称之为“个体的未经教化的立场”（《精神现象学》“序言”，GW 9, 24）。 ↩



[4]: 这与泰勒 1975, 141/德译 1978, 195 所给出的普遍刻画“经验论”是一致的：“这种观点显然与经验论有某种相似之处。它与经验论并非同一的，因为它不像经验论那样被明确规定。但是，意识具有原初的感受性并在智力（即把握概念的）活动性之前开始发生作用这一表象，无疑是一个经验论主题，正如认为这种感受性（接受性）的表现形式相较于我们就意识的属性或活动性所能达到的任何其他看法具有更高程度的确知一样。” ↩



[5]: 对此参见 GW 9, 59 f.。——这一思路需要进一步辩护。我在格雷泽 1986, 182–186 中尝试做出这样一种辩护。 ↩



[6]: 就我们此处的段落而言，无疑会产生一些问题。——克莱斯格斯 1981, 133 似乎认为该问题并不那么严重：“但是，感性确知作为规定自然意识的环节之一可在自然意识中被证实，自然意识完全能够拥有对其自身的意识，并且有能力指出纯粹直接的知识在其对象理解中所具有的功能与意义”。 ↩



[7]: 不同的作者指出了黑格尔在编排感性确知的检验时所依据的苏格拉底对话结构。为此，韦斯特法尔 1973, 83 指向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61b–162b，即苏格拉底所说的“没有任何言论出自于我，而是始终出自对话者，而我仅仅懂得一点微不足道的事，那就是对另一位智者的言论进行恰当的处置与检验［……］。因此我必须再次求教于聪慧的泰阿泰德”。这种类比看似自然，但对于当前的脉络并不十分具有说明力。 ↩



[8]: 亦对比海因里希 1983，第1版 1974, 113：“感性意识本身无法做出回应和解答。它也从未纯粹作为自身而存在。然而确实存在着当代和先前的哲学思潮，与它们就此类意识展开讨论显得是必要的。” ↩



[9]: 摧毁直接性是黑格尔的一个核心主题。对这一主题的评估具有奠基意义的是黑格尔在《逻辑科学》中的讨论，——参见“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逻辑科学》第I卷（TW 5）。 ↩



[10]: 今天的读者在此特别会想到伯特兰·罗素关于“通过亲知的知识”的构想，并由此想到他将感觉材料视为意识的直接给予的对象的表象。例如参见罗素 1970，第1版 1912, 25：“我们将说，对于任何东西，只要 ↩



[11]: 对这种优先性的观察尤其得到了奥特曼 1974 的很好强调。 ↩



[12]: “这”、“现在”、“那里”的这种形式结合见于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知觉是关于如此这般者的，而不是关于某一个这的；但是人所知觉到的，必然是一个这，并且在某处和现在”（87b29）。在此处，正如在 100a16（“人们固然知觉个别者，但知觉是关于普遍者的，例如关于一个人，而非关于卡利亚斯这个人”）一样，可以假定亚里士多德在指涉意图中的 x 与作为 x 被知觉之内容的知觉内容 y 之间做出了区分。——对此对比劳埃德 1979, 145。对此可对比在《泰阿泰德篇》的感觉批判中所发现的共同者（KOINA）结构。参见格雷泽 1985, 51–56。 ↩ ↩



[13]: 克莱斯格斯 1981, 142 对黑格尔结构作出了类似的理解：“回答不是一个判断、一个陈述句，而是具有直接命名的功能。现在有一个名字：黑夜（占支配地位的黑暗）。命名的性质使得名字与被命名者构成直接的统一”。——然而，这种解释假设是否带来了很大收获是存疑的。因为如果黑格尔（克莱斯格斯就事情而言或许所设想的）确实意指某种当代哲学家所理解的与命题式知觉相对立的非命题式知觉（例如对比托德 1975, 325–362；克劳福德 1972, 201–210），那么黑格尔究竟意指“这一个现在是黑夜”这一命题真值的转变，就很难理解了。为了捍卫关于“变陈旧了”的真理的说法，应当说黑格尔把写下来的命题本身视为关于（非命题性的？）知觉事 ↩



[15]: 此处应当补充的是，黑格尔从“对我们而言”的视角仅仅是将语言表达能力的尺度作为阐释的工具引入的。因为诸如“它关于它所知晓的东西只陈述出这一点：它存在”（GW 9, 63）“仅仅包含着事情的存在”（出处同上）这样的句子，当然绝不能被解读为关于感性确知事实上表达了什么或采取这种立场的人事实上说了什么的报告。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关于采取这种立场者所假定的意识状态的阐释（与评估）。 ↩



[16]: 类似的思考也见于《全面教学纲要》（1830）第20节以及《哲学史讲演录》第I卷（TW 18, 534–538）中关于麦加拉学派斯提尔彭的刻画脉络中。 ↩



[17]: 类似的问题在关于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共相地位的问题脉络中就已经出现了。在此处也存在着一方面在属性构想与另一方面在聚集体观点之间的动摇。依我之见，琼斯（1975, 161 ff.）特别出色地指出了这种动摇。——关于《范畴篇》的观点与柏拉图《斐ile布篇》（15a）中将理念视为多数的视角之间的接触，参见弗雷德 1978, 34。——我在格雷泽 1983, 30–56 中采纳了该观点，进一步参见厄勒 1984, 180 ff.。 ↩



[18]: 感谢我关于《精神现象学》讨论课的各位参与者提供的多方面启发，特别是马丁·邦德利博士、爱德华·马尔巴赫博士、黄敦博士与让-克劳德·沃尔夫博士［1986］；对于制作这一版本所提供的无价帮助，我对丽贝卡·伊泽利深表谢意。 ↩



知觉；或物与错觉

专门或者哪怕只是明确探讨“知觉”章的研究文献并不多。少数确实涉及该章的研究，要么将其解读为一部重写本，其底本据称是柏拉图的《泰阿泰德》（韦斯特法尔，M. E. 1973）、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韦斯特法尔，M. E. 1973）以及休谟《人性论》中的特定章节（韦斯特法尔，K. R. 1996）；要么——显然以前提预设了思辨方法及其各个环节独立于特殊内容为基础——聚焦于黑格尔论证的概念-体系性维度（贝克尔 1969、1971与1982，舍耶尔 1980）。

除此之外，“知觉”章仅在更高层面的研究脉络中被讨论。此时对其阐释通常构成如下尝试的组成部分：将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与黑格尔某种特定的体系构想联系起来（海德格尔 1980），将其确立为贯穿始终的康德批判（格尔兰 1966），或者在自身体系性理论的背景下将其发展为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克莱斯格斯 1981）。

相反，极度缺乏的是那些作为疏释深入文本及其难点、而不在上述两种方式中偏于一端的操作流程。朝着这样一种同时也为所有更深入思考奠定基础的研究方向，迄今大概只迈出了——固然是规模宏大的——一步（芬克 1977）；通过下文对“知觉”章及其论证的重构，我希望接续这一步。

不过，首先应当勾勒出可以称之为《现象学》的任务、体系性意义或“理念”的东西。因为在下文中，我将不得不一再借助于某些方法上的和概念上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全都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现象学》应当实现某种极其特定的“理念”。

这一草图的大致轮廓已经由《现象学》的三重含义所确定，依我的看法，其“理念”正是通过这三重含义的结合而构成的：根据黑格尔，《现象学》是思辨逻辑的导论，是在特定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以及“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GW 9, 56）。在开始尝试重构“知觉”章的论证（2.）之前，我也将简要阐明这三重含义（1.）。

I. 《现象学》的“理念”

I.1 思辨逻辑的导论

在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初期，逻辑学承担着作为真正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导论任务。这种早期的、被谢林贴上“科学的怀疑论”（谢林 1859, 269）标签的逻辑学，即有限反思的逻辑学，应当通过对自我的有限反思规定的考察，揭示其根本的矛盾性，拒斥有限反思的认识要求，并由此导论入作为自在存在者科学的形而上学。黑格尔本人在其耶拿初期，在很大程度上将这种逻辑学等同于费希特和谢林作为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所从事的工作。

然而，在1804/05年的逻辑学残篇（GW 7, 3–125）中，逻辑学不再仅仅是有限反思的逻辑学。在那里也探讨了形而上学认识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黑格尔早期的体系草图中，直到讨论从逻辑学过渡到形而上学、或者已经处于形而上学开端的那一点才被接纳。并且在他1805/06年的实在哲学体系草稿中，黑格尔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统一为“思辨哲学即逻辑学”（基默勒 1967, 55），在1806年夏季学期的一份授课预告中，这一体系第一部分正是这样被命名的。

然而，以此方式空缺出来的作为导论入思辨逻辑的科学位置，在1807年由《现象学》所占据。

之所以根本必须有一门导论，其根源在于：思辨逻辑出现在时间之中，换言之，它与其他哲学立场（如经验主义的、批判的与怀疑论的立场）并存。如果它要在这样一种语境中证明其断言的合理性——即其思辨-观念论知识是唯一的真相——，那么在此之前就必须拒斥所有其他的真理要求。

因此，考虑到这些真理要求及与其相应的立场，对于作为导论的《现象学》而言是基础性的。

黑格尔早在《差异》篇中就已经指出，为此所需要的不仅是仅仅对置一个只被断言为优越的新体系，或者如莱因霍尔德在其《贡献》中所尝试的那样对哲学的当下现状进行描述。对某个特定哲学体系之优越性要求的承认以此方式仍然是偶然的，它依然取决于：某种本身无法赋予自身体系形态的“更为普遍的哲学需求”（GW 4, 7），出于一种“本能的倾向”（GW 4, 7），在这个体系中发现了某种与其自身需求相契合的东西。

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当承认建立在对自身非真理性的洞见之上时，这种偶然性的缺陷才得以消除；而真正的哲学（在早期耶拿著作中它主要仍以批判的形式显现）正是向各个立场证明了这种非真理性。唯有以此方式，它才能为唯一真正的哲学体系的出场和被承认开辟道路。

因此，作为导论的《现象学》并非仅仅直接拒斥所有其他哲学立场的真理要求。相反，它试图将这种拒斥塑造成由相关立场自身做出的自愿承认，即基于其自身的辩证“经验”（GW 9, 60），承认其各自真理要求的无法成立。

为了能够展开这一尝试，还需要两个额外的规定，它们随后与《现象学》作为思辨逻辑导论的刻画共同构成了《现象学》的“理念”：根据黑格尔，一方面它是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这样一种怀疑论的纲领，正是促使相互竞争的立场自愿承认其真理要求之无法成立、并让它们通过自我检验的途径达到这一认识的努力的方法论表达。就此而言，这一纲领构成了《现象学》导论入思辨逻辑所采取的形态。与此紧密相联的是在自身显象中自身思维的精神或理念的概念，该概念构成了对此的体系性保障。对此我下文还将简要论及。

然而，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纲领的贯彻，以前提预设了在一种完全特定的视角下吸纳其他立场及其真理要求：如果要使某种类似于自我检验的事情成为可能，这些立场就必须被视为认识为真的方式，并因此被赋予一种特殊的结构。这种结构必须具备这样的特质：能够向所有被吸纳的立场证明其存在。它必须从根本上排除任何一个立场能够断言这一结构并未构成其基础、因而自身不能被视作认识为真的方式。对此，研究了认识为真诸方式之结构的有克拉默 1978，尤其是 376–389（本西彭 1993, 148–153 对此进行了批判性讨论），舍耶尔 1980, 19/20，以及克莱斯格斯 1981, 70–74 等。而这种结构是在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的框架内展开的，根据第二项尚未讨论的规定，《现象学》正是这样一部历史。下文应当首先阐明这一规定，因为如果脱离认识为真的方式及其特定结构，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纲领就几乎无法贯彻。

I.2 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

《现象学》实现了一个对主观性的能力与成就进行完整起源性呈现的构想，这种呈现是在由自我意识原则及其多层结构所引导的、直至完满自身关联的体系性先后次序中展开的。它由此处于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传统之中，该传统的尚未体系化的、感觉主义的开端见于孔狄亚克1754年的《感觉论》，随后在费希特1794/95年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其1797–99年的《以新方法阐述的知识学》以及谢林1800年的《先验观念论体系》中得到延续。——杜辛 1993 对这些关联、自我意识的历史对于黑格尔耶拿时期思想发展历程的意义及其在该历程中的地位、它对《现象学》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主观性理论的各个维度进行了详尽研究。只要涉及黑格尔那里的自我意识观念论历史，下文的阐述便均以该论文为参考。

对于这样一种自我意识的历史而言，在费希特和谢林那里正如在黑格尔那里一样，除了主观性能力与成就受原则支配的发展之外，首先具有构成性意义的是被考察的自我与考察着的自我之间的区分。

考察着的自我在此体现了充分展开的自身关联的复杂结构，并且凭此属性构成了那类能力与成就之展开在体系上所遵循的原则。在这一展开过程中，被考察的自我逐步趋近于考察着的自我，因为它相继成为自为的，并最终在充实的自身关联中知晓自身。

所阐明的主观性能力与成就，即被考察的自我在其起源的各个阶段上所认同的内容，黑格尔现在不同于费希特和谢林，将其构想为认识为真的方式。

这样一种认识为真的方式之结构，是由知识或确知与作为“自在的”（GW 9, 58）真理之间的二分，以及意识（即认识为真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二分所规定的。唯有这一规定才使得依据其自身尺度进行的自我检验（GW 9, 59/60），以及包含在这一自我检验之中的辩证经验成为可能，而这种经验对于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纲领具有构成性意义。

随后，作为二分法其中一方面的对象或真理，在被考察的自我与考察着的自我的区分脉络中，可以从双重视角来加以审视：在被考察自我的视界中，它仅仅是“对于它”（GW 9, 59）；而从考察着自我的眼中看去，它显现为其“对于我们”（GW 9, 58）所是的样貌。《现象学》并未提供任何线索表明，“对于它”和“对于我们”能够被归诸被考察的自我或考察着的自我之外的任何其他审级。因此，诸如将“对于我们”等同于《现象学》读者在观察“自然意识的辩证运动”时所获得的经验（韦斯特法尔，M. E. 1973, 85），实际上是不应当被纳入考虑的。这种等同似乎既无法合理解释意识逐步趋近于被称作“对于我们”的立场的必然性，也不能说明为何《现象学》文本一再指出某物仅仅是以某种特定方式“对于我们”呈现、而并非“对于它”（即对于该意识）呈现。因为如果读者的经验确实归因于对意识及其经验的观察，那么读者的经验就会与这种经验重合，以至于“对于我们”和“对于它”将不再有所区分。

I.3 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

对于各个认识为真的方式之主体而言——正如《现象学》作为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所呈现的那样——，在其确知或知识与其所持以为真的东西之间裂开了一道鸿沟。在由其自身所施行的“检验”（GW 9, 58）中，它经验到：依照其自身的尺度，其真理要求是不具理据的，真相恰恰是曾被它认作真相者的反面；它由此陷入一种“彻底怀疑”（GW 9, 56），作为特定认识为真方式的主体，它在其中趋于毁灭。唯有绝对知识才免于这种彻底怀疑，因为它能够证实其真理要求，并使确知或知识与真理达到重合。在绝对知识中，在保留二者差异的同时，达到了认识为真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和谐一致。

对真理要求的这种检验如今被称为“怀疑论”，乃是因为它使除绝对知识之外的一切认识为真方式的暂时性变得透彻明白，并以此消灭了它们。而它之所以被称为“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则是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构想，它引发这种消灭并非作为外部作用，而是每次都作为依据其自身所接受的尺度而进行的自我检验。

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把认识为真的主体引上的彻底怀疑之路，之所以不是终结于该主体的第一次自我检验，而是直至绝对知识才告终结，其前提预设在于黑格尔关于特定的否定的理论，以及将该理论理解为借以能够同样把握逻辑进程与实在历史进程的方法原则。而这条道路的各个关节点及其次序之所以不能被任意选择，即《现象学》作为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所施行的批判之所以具备体系性，其条件乃是这样一个论点：认识为真的方式同时也是精神或理念的显象方式，精神或理念在其中思维活动和认识自身：认识为真的方式以思辨逻辑的范畴为其基础。这些范畴的先后次序与辩证关联保证了从感性确知到绝对知识的道路上所有步骤的体系性必然性。

这一先后次序似乎以此参照了黑格尔在1805/06年最初的思辨逻辑草稿中所作的范畴排列：“绝对存在，即自身转变成他者（成为关系）生命与认识活动——以及知晓着的知识、精神、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GW 8, 286）。据此，“知觉”章应当以关系范畴为其基础。这一观点由珀格勒 1966 在主要与富尔达 1965 的批判性商榷中得出，除汉森 1994（尤其是 47–49）外，如今已被普遍接受。

相反，关于在自身显象中自身思维活动与认识的精神或理念的构想，尽管当时体系性语境尚有不同，但在耶拿时期之初大概就已隐约浮现在黑格尔眼前。因为《论哲学批判的本质》一文所阐发的一种批判构想，似乎在结构上预示了这一构想：正如该文所指出的，对于批判而言重要的是，“认识精神反照的杂多，其中每一个在哲学中都必定有其领域，并认识到其下位性与欠缺性”（GW 4, 120）。在此，被称为“精神的反照”的，正是那些“同一种且同一的哲学的理念”（GW 4, 118）依然被“混入呈现之中的主观性与狭隘性”（GW 4, 119）的“映象”（GW 4, 119）所遮蔽的立场。据此，同一种且同一的哲学理念之不完满的“形态”（GW 4, 119）应当立足于精神的反照，正如在《现象学》中精神或理念的范畴环节奠定了认识为真的诸方式作为其显象一样。

在那里，精神在这些属于它自身的显象中思维活动和认识自身。尽管在《论哲学批判的本质》的研究中并未直接谈及这种对自身的思维活动与认识，但它至少暗示了这一点：因为既然批判以同一种且同一的哲学的理念为尺度，既然它从精神的角度来考察受到批判的立场，那么当它了解精神反照的杂多时，它始终也是在与自身打交道。

然而，在与《现象学》的导论功能相联系时，这种在自身显象中自身思维活动与认识的精神或理念的构想便陷入了一个循环，该循环显然同样已经在《论哲学批判的本质》一文中显现端倪：按照黑格尔的要求，《现象学》在展开各个认识为真的方式（它们分别以精神或理念的范畴环节为基础）时采取的是辩证操作流程。然而，辩证操作流程与范畴本身属于思辨逻辑，而思辨逻辑的层面本应当通过对认识为真诸方式的阐明才得以达到。并且在《论哲学批判的本质》的研究中，批判被定义为“顺从于［哲学的］理念”（GW 4, 118），该理念被设定为其尺度。批判向其所探讨的立场指出该理念的存在，哪怕是以尚不完满的形态。撇开如下一点不谈——即对于作为顺从于哲学理念的批判而言，唯有那些“［该］理念……存在于其中”（GW 4, 118）的立场才提供了可资着手的靶子，而“假哲学”（GW 4, 119）的立场则不然——，这种批判构想的困难在于：批判本应当首先导引入哲学的理念，然而它早就把该理念当作尺度来使用了。正如在作为导论的《现象学》中对认识为真诸方式的呈现一样，批判在其预备性活动性的框架内同样求助于某些手段，而这些手段按理只有在这项预备工作完成后才应由它支配。因此，在《论哲学批判的本质》一文中，似乎不仅在酝酿关于在自身显象中自身思维活动与认识的精神或理念的构想，而且也在酝酿与其相连的种种困难。

如果我现在在下文中尝试重构黑格尔对知觉及其辩证经验的阐明，那么这一重构正是在方才指出的《现象学》之“理念”的三个环节背景下进行的：知觉的经验首先是思辨逻辑导论的组成部分。由此对于一篇疏释而言，便产生了至少指明相互竞争的真理要求及属于它们的立场的责任，这些要求与立场可能在“知觉”章中遭到拒斥。因为这样一种拒斥应当包含在《现象学》的导论功能之中。

此外，知觉及其经验构成了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中的一章，对于一篇疏释而言，这意味着有责任顾及那些与在这样一部历史中呈现主观性的能力和成就及其重新解释直接相关的规定。例如，必须将分别标明为“对于它”和“对于我们”的两种视角区别开来，这两种视角在文本中时常看似重叠。然而最重要的是，必须将知觉视为一种认识为真的方式，其特定结构不仅将其与费希特和谢林所阐明的能力与成就区分开来，而且也将其与我们从“日常”语境中所熟知的知觉心理过程区分开来。

如果考虑到知觉最终代表了作为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通往绝对知识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其与后者的决定性区别也就显明了。知觉要求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完全一致作为真理。然而，知觉距这种唯有在绝对知识中才得以达成的完全和谐一致、乃至距仅仅在自我意识中建立起来的形式上的和谐一致都还相差甚远。但因为作为一种认识为真方式的知觉与其真理要求重合，所以它在关于该要求无法成立的经验中趋于毁灭。就此而言，知觉正如认识为真的其他方式一样，其意义仅仅在其次序框架内、仅仅作为被扬弃者才成立。而这既不适用于费希特和谢林的自我意识观念论历史中各自具有现实意义的主观性能力与成就，也不适用于知觉的心理实施过程。

II. 知觉；或物与错觉

“知觉”章的内容与结果简要总结如下：认识为真的主体即“知觉活动”（GW 9, 71），在其对象即“具有诸多属性的物”（GW 9, 71）上经验到了多与一的矛盾。对象在这两种规定之间不断摆荡。然而，因为知觉活动用作真理准则的是自身一致性，所以它试图通过起初把自身、随后把其他对象视作造成各自相矛盾规定出场的根源，来避免这种矛盾。但无论以哪种方式，它都没能把其对象的自身一致性作为真理挽救下来。使知觉作为一种认识为真方式脱颖而出的真理要求由此证明是无法成立的，而这便意味着它的瓦解。继知觉之后被接纳的认识为真方式是知性，知性以力的思想为其对象。在力的思想中，力一再越出其一性而朝向其表现或属性的杂多，以便从那里再返回其一性，由此，一性与杂多的矛盾便被扬弃并保存下来。力是实体-偶性关系的理念，物及其诸多属性正是代表了这种关系。

这样一种总结现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究竟何种思考导致了将知觉对象规定为具有诸多属性的物？一性与杂多的矛盾根源于何处，并且在哪些形态中呈现出来？为何知觉活动的真理准则必须是自身一致性？使知觉活动能够起初将恰好威胁要摧毁自身一致性的那种规定的出现归诸自身、继而归诸其他对象的条件又是什么？

除了“知觉”章内容与结果的简短总结所引发的这些问题之外，一旦进入对该章的阅读，还会产生更多问题。例如，它们涉及黑格尔所使用的某些概念与论证的用法，或者知觉活动的经验所经历的阶段数目。

因此，“知觉”章论证的重构不仅承担着指明黑格尔当时可能意想的竞争立场及其真理要求的任务，或者顾及那些与在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中呈现主观性的能力与成就并将这些能力重新解释为认识为真诸方式相关的规定，而且还必须回答上述问题。

II.1 将知觉对象规定为具有诸多属性的物

根据黑格尔，这一规定应当出自对感性确知经验之结果（GW 9, 71）的展开。在对这种经验的观察中，考察着的自我发现，感性确知作为“自在的”真理并不是个别的感性“这一个”（GW 9, 64），并且既非作为“现在”（出处同上），亦非作为“这里”（出处同上）。它毋宁是对这个被指明的个别感性现在或这里的特定的否定，其结果构成了这第一种认识为真方式的真理。“一个反思入自身的或单纯者，它在他者存在中依然是其所是；一个绝对是诸多现在［或这里］的现在［或这里］”（GW 9, 68），一个直接的、感性的“普遍者”（GW 9, 68），“指明”（GW 9, 68）作为“一场从被意指的［个别现在或］这里出发、穿过诸多［现在或］这里的运动”（出处同上）通向该普遍者：这就是感性确知经验的结果或其真理，黑格尔主张从中“对于我们”展开作为知觉对象的具有诸多属性的物。因此在下文中，不仅需要理解这种展开是如何发生的，而且同时必须检验，它是否确实仅仅以感性确知的真理为基础。

不过先作一点说明：感性确知的主体即被考察的自我，在指明的运动中、在“自在的”成为“对于它”的过程中失去了其真理或其对象，并由此与这场运动重合：“显而易见，感性确知的辩证法无非就是其运动的单纯历史［……］而感性确知本身无非就只是这段历史。”（GW 9, 68）这种重合对感性确知而言意味着其作为认识为真方式的毁灭，而知识与真理或意识与对象的对立本应当对该方式具有构成性意义。知觉作为这样一个被考察的自我——对于它而言，感性确知已成为对于它的“自在的”或者说其经验结果的一个“环节”（GW 9, 71）乃是真理或对象——，就此作为另一个新的自我被考察着的自我所吸纳。因此，不可能是同一个被考察的自我作为“意识”，“取代最初的自在体，即个别者，［……］把握了这一自在体的自为存在”（舍耶尔 1980, 48/49）。在作为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导论入思辨逻辑的自我意识观念论历史框架内，每一个单个认识为真方式的主体都会陷入彻底怀疑并趋于毁灭。因此，某种认识为真方式的主体绝不可能与继它之后的方式的主体相同一，而如果舍耶尔的断言要是正确的话，他就必须预设这一点。

以上是前言说明。现在，黑格尔对出自感性确知真理的物及其诸多属性的展开，始于将这个在“对于我们”看来构成知觉“原则”（GW 9, 71）的普遍者，分配到对一种认识为真方式具有构成性意义的两个方面。据此，在对象方面，它以中介了的单纯者的形态出现，该单纯者在他者存在中依然是其所是。而在主体方面，普遍者显现为指明的运动，它被等同于知觉活动。

在黑格尔看来，考察着的自我对这两种形态以及普遍者本身的吸纳是“必然的”（GW 9, 71）。因为在此被吸纳之物乃是“生成的”（出处同上），只要它是感性确知经验的结果。与此相反，对纯粹直接存在作为感性确知原则及其环节的“显象式的吸纳”（出处同上）——这些环节并不是作为先于它的一种认识为真方式之主体的经验结果而现成存在的——则需要另一种合理解释，正如贝克尔 1971, 21、舍耶尔 1980, 46 以及克莱斯格斯 1981, 127–133 详尽讨论的那样。

在感性确知及其纯粹直接存在原则之后，吸纳知觉及其普遍者原则，就应当作为精神或理念的显象构成认识为真诸方式基础的范畴先后次序而言，如今也是必然的：在1805/06年的逻辑学草稿中，“绝对存在［……］自身成为他者（关系［……］）”4。当个别的现在或这里暴露为普遍者时，它也已然变成了“自身成为他者”或关系。然而，为什么这种关系必须是一种物（作为实体）及其诸多属性（作为其实体的偶性）的关系，为什么知觉的对象必须是具有诸多属性的物，这既不能直接从作为“知觉”章基础的关系范畴中得出，黑格尔在这一时间点上也尚未从感性确知的真理中将其展开。他仅仅指出，普遍者在此出现所采取的形态中的单纯者是一个中介了的单纯者，人们对于这种感性-直接的中介了的单纯者，必须能够看出这种中介。而据此，具有诸多属性的物便应当已经现成存在了。

然而，显然只有当在《现象学》作为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所承担的导论功能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时，这一规定才变得合乎情理。在这一功能中，考虑到相互竞争的立场对它而言是强制性的。就“知觉”章而言，这些立场首先可能涉及休谟在其《人性论》第一卷《论关于感官的怀疑论》与《论古代哲学》各节中所主张的立场。

休谟尤其在后一节中讨论了与作为“一”（休谟 1978, 288）的“身体”（休谟 1978, 288）及其诸多“感性品质”（休谟 1978, 288）相关的困难，这些困难让人联想到知觉活动在面对物的一性与其杂多时所遭遇的问题：“最具判断力的哲学家们一致承认，一个身体的表象无非是由心灵所创造的不同、自在独立的感性品质的表象之汇聚，这些品质构成一个客体，并在其间显现出恒常的结合。然而，尽管这些品质本身是自在独立的意识客体，这十分确定，但我们每次都将它们所构成的整体视作一，并同时视作某种尽管发生非常根本的变化却依然保持同一的东西。但公认的复合性显然与这种被假定的单纯性相矛盾，并且变化同样与同一性相矛盾。”（休谟 1978, 288）将这段引文与黑格尔对知觉经验的讨论在两部文本背后的意图以及特定概念的用法方面进行比较，固然显现出严重的差异。但在我看来，这些差异并不反对黑格尔参考了这一节以及休谟《人性论》中的另一节，正如韦斯特法尔，K. R. 1996（尤其是 154–169）试图证明的那样。不过，这些差异应当是一个迹象，表明黑格尔将其所吸纳的立场观念化了。

这样一种观念化，一方面意味着有可能将哲学问题从其原始脉络中剥离出来，并在发生变化的体系性语境中重新加以讨论。此外，它还使得一种认识为真的方式完全可以代表多种立场。此时，它便是这些立场排除了历史偶然性的理论“本质”：因此完全可能的是，黑格尔在将知觉对象规定为具有诸多属性之物以及阐明知觉经验时，不仅想到了休谟关于单一身体与其诸多感性品质的困难，而且也想到了某些亚里士多德式的（芬克 1977, 95）与康德式的（韦斯特法尔，M. E. 1973, 84/85；芬克 1977, 92）定理，或者柏拉图哲学的特定教义。

例如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阐明了柏拉图反对智者派“空洞的辩证法”（TW 19, 71）的转向。而为了刻画这种辩证法，他借用了物与其属性的例子。此外，这一刻画还包含着一段描述，这段描述完全可以是知觉经验在“对于我们”呈现时的样貌：“因为对立者的统一根本上浮现在每个意识眼前；但理性之物尚未进入其意识的意识，却始终把对立者分隔开来。一切皆是一，我们对每样事物都这样说：‘它是这一个一，并且我们同样在它身上指明杂多，指明诸多部分与属性’，——但在说这话时又说，它是在与它作为多完全不同的方面作为一的，而并未把这些思想结合在一起。表象活动与言谈就这样从这一个跳到另一个，又跳回这一个。”（TW 19, 71）

因此，知觉对象作为具有诸多属性之物的规定，在黑格尔做出该规定的早期时间点上，显然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如下情况时才显得合乎情理：即“知觉”章包含着对某些特定立场的——隐蔽的——论辩，对于这些立场而言，在统一与杂多的对立视角下考察物及其属性是核心的。这一规定被置于其出自感性确知真理的展开之前，可能表明它在其中将扮演指导性视角的角色。而这令人猜测，不仅这种被提前的关于对象的规定，而且将其作为具有诸多属性之物的展开，为了得到理解，都预设了比仅仅感性确知的真理更多的东西。

II.2 将知觉对象展开为具有诸多属性的物

然而首先，这一真理仍构成这一展开下一步骤的出发点，该步骤旨在证明设定诸多属性的合理性：黑格尔指出，构成知觉原则的普遍者表现为一个感性-直接的普遍者。它出自对个别感性这一个的特定的否定，这种否定“同时是一种否定和一种保存”（GW 9, 72）。它不仅消灭了个别的感性这一个，而且还将其作为“关于某内容的无，即关于这一个的无”（出处同上）连同其感性的、直接的特质一同“保存”（出处同上）下来。相应地，作为这种特定的否定结果的普遍者，乃是一个感性-直接的普遍者。

对普遍者本性的这一回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黑格尔随后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样一种普遍者包含了“中介或否定的东西”（出处同上），而这在它身上随后显现为区别或“对立”（GW 9, 73）——称作“有差别的、被规定的属性”（GW 9, 72）。就此事态而言，唯当它是一个包含着否定的直接感性普遍者时，才能谈论属性。

然而，在这种情况存在之处，伴随着对这样一种有差别的、被规定的属性的设定，“设定了诸多这样的属性，一个属性是另一个属性的否定”（出处同上）。不过文本并未对这一主张给出明确的理据。它仅仅指出了这样一种理据可能呈现的样貌：它谈到了“有差别的、被规定的属性”，并确认“一个［这样有差别的、被规定的属性］是另一个属性的否定”（出处同上）。据此，使一种属性真正成为属性的规定性，根源于它与它所不是的另一属性的区别，或者正如黑格尔在另一处所言：根源于它与另一属性的——反对——“对立”（GW 9, 73）。但这仅仅要求设定两种属性。基于这样一种对立而设定诸多属性，唯有在其从一开始就发生在感性知识的既与杂多领域、黑格尔赋予知觉的“感性知识的丰富性”（GW 9, 71）已经现成存在的地方才是必需的。唯有在那里，咸的才不仅确实与苦的相对立，而且同样与辣的或酸的相对立。包含着设定诸多属性的一种属性之设定，由此处于类似于黑格尔在《逻辑科学》中所阐释的经验选言判断的“野蛮的”（GW 12, 83）选言之前提预设之下：“经验选言判断是没有必然性的；A要么是B要么是C要么是D等等，因为种类B、C、D等等是被找到的”（GW 12, 81）。“颜色要么是紫、靛蓝、浅蓝、绿、黄、橙，要么是红”（GW 12, 83）。

黑格尔正是主张以此方式，在作为感性确知真理的感性-直接普遍者身上指明了诸多属性。至于作为这些属性所归属的物，在此尚未被提及。黑格尔直到接下来的两个步骤中才试图将物展开出来，这两个步骤同时应当使潜藏在这样一种物之中的根本矛盾显现出来。而这也应当是如下事实的原因所在：黑格尔起初并未展开物，而是展开了诸多规定性的单纯“一般的物性”（GW 9, 72）、“媒介”（出处同上）或“也”（出处同上），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它构成了标明知觉对象特征的两个——彼此矛盾的——环节之一。

II.2.1 作为“也，漠不相关的统一”（GW 9, 73）的物

在展开对象的这一第一环节的开端，存在着这样一种回忆：感性-直接的普遍者以中介了的单纯者的形态作为知觉的对象。作为在他者存在中依然是其所是的单纯者，这种中介了的单纯者与自身相关联。如果人们聚焦于这种自身关联，并同时淡化曾将普遍者或中介了的单纯者标明为属性的否定、区别或对立，那么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人们所面对的就不再是属性，而是“规定性”（GW 9, 72），这些规定性相应地“与自身相关联”（出处同上），并且“彼此漠不相关，每一个都自为存在，摆脱了另一个”（出处同上）。像“白”、“红”或“黑”这样彼此反对对立并就此相互排斥的属性，以此方式转变成了像“白”、“辣”或“立方体”这样的规定性，它们绝非相互对立，因此彼此“相安无事”（出处同上）。

然而，作为诸多规定性之“也”的一般的物性，无非就是纯粹自为考察的、包含在中介了的单纯者或规定性思想之中的自身关联的单纯物化：“但单纯的、自身一致的普遍性本身［J. H.］又与它的这些规定性相区别，并且是自由的”（出处同上）。因此，它应当将这些规定性作为媒介包容于自身之中，这显得正如如下断言一样是或然的：规定性的自身关联以及由此它们彼此间的漠不相关，根源于对作为一般的物性或“也”的、与自身相关联的普遍性的“分有”（出处同上）。因为这将前提预设了黑格尔不是从感性确知的真理中展开诸多属性或规定性，而是展开一般的物性或“也”，并随后将诸多规定性展开为它的环节。然而正如所表明的那样，论证采取了相反的途径：对于单纯被物化为作为“也”的一般物性、而非被展开出来的自身关联，论证求助于诸多规定性。

如今，这种物化仅仅在知觉对象作为具有诸多属性之物的规定背景下才显出其“合理性”，这种规定正如黑格尔——显然也是考虑到与在他看来代表了对物及其属性之研究的立场进行论辩——已经在其展开之前就做出了。该规定构成了在其中将包含在中介了的单纯者或规定性思想中的自身关联加以物化甚至显得不可避免的视角。因为在从一开始就确定要探讨具有诸多属性之物的地方，这些属性或规定性一旦被展开出来，就不能仅仅是自为持存，而是必须是属于某物、或更准确地说是在某物之中的规定性——毕竟这里涉及的是具有感性-直接的、因而是例如空间性特质的规定性。相反，如果脱离这一视角，仅从感性确知的真理出发，就无法明了人们如何能够从诸多规定性达到作为其“也”的一般的物性。


随后对知觉对象之第二环节的展开——这一环节首先把该对象标识为物——，则以“也”及其展开的有效性为前提。因为这第二环节乃是对“也”之视角的改变的结果，正如这种改变要求采取同样的操作流程一样，该操作流程此前也曾使得将诸多属性视为规定性成为可能：在此，感性直接的普遍者或经中介的单纯者的两个蕴涵项——或者自身相关，或者否定——中的一个被突出出来，而另一个则被完全抽离不顾。如果说在上文是突出了自身相关而导致将诸多属性领会为规定性，那么现在则是聚焦于否定——作为区分或对立——，从而引出了将诸多规定性视为属性的观点，并由此也引出了对“也”的改变了的视角。

II.2.2 物作为“一，排他的统一”（GW 9, 73）

黑格尔对知觉对象这第二环节的展开，始于指明属性之规定性的原因，属性正是凭借这一规定性才首先成为属性的。该规定性应当基于一种属性对它所不是的其他属性的相反对立，也就是基于如下事实：它们“相关于作为对立者的其他属性”（GW 9, 73）。这种对立关系诚然不可能在一个“也”或作为媒介的一般物性内部发生，在其中彼此漠不相关的规定性正是自身相关的。相反，属性必须“必然在被排除在它们的‘也’之外的属性上［具有其］对立关系”（出处同上）。如果一个“也”包含诸如“白”这样的属性，那么与它对立的属性（如“黑”）就必然在另一个“也”之中。但现在，第一个“也”本身由“白”这一属性所规定，从而与由“黑”这一属性所规定的、并被它所排斥的“也”相对立。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就迫使人们现在把“也”或一般物性视为一、排他的统一或物。

因此，知觉对象究竟必须被领会为诸多规定性的“也”还是被领会为一，必须被领会为一般物性还是被领会为物，这似乎取决于直接感性且经中介的单纯者的两个蕴涵项中究竟哪一个恰好被推至前景：如果是标识着彼此漠不相关的规定性的自身相关，那么对象就必须被视为“也”。反之，如果是否定——它作为对立使规定性成为规定的属性——，那么对象就必须被视为一。

但据称存在于对象之中的矛盾，显然基于如下事实：自身相关与否定同样本质地属于直接感性且经中介的单纯者，它既是规定性同时又是属性，因而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被长久遮蔽。漠不相关地持存于规定性“立方体的”、“辣的”或“沉重的”之旁的自身相关规定性“白”，同时又是规定的属性“白”，因为它与“黑”、“红”或“黄”等属性相反对立。在刚才所提示的——在突出自身相关或否定与将对象视作“也”或一之间的——因果关联背景下，这意味着对象必须始终交替地时而被视为诸多规定性的“也”或多样性，时而被视为一。多样性与统一的矛盾就此而言不过是根植于直接感性且经中介的单纯者之中的那个“矛盾”的作用结果。

II.3 知觉主体的经验

在黑格尔开始考察知觉与其对象所经历的经验之前，他首先阐明了这种经验所处的条件：在此预先设定的是，某种视之为真之方式的主体的经验，始终作为对其知识与对象或真理的和谐一致的检验而发生，而对象或真理作为本质的东西或“自在的”乃是检验的尺度。

作为尺度，对象或真理现在绝不可改变。因此，知觉起初也把它的对象设定为不可变的本质的东西或“自在的”。

正如感性确知那样，它对对象于是“只须去接受，并将自身保持为纯粹领会；由此向它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真相。如果它自己在这种接受中有所作为，它就会通过这种增添或删减而改变真理”（GW 9, 73）。

然而，与感性确知不同，知觉具有“对错觉之可能性的意识”（GW 9, 74）。它意识到在其领会中有错失对象的可能。只要这包含着对正确领会与错误领会的区分，知觉的行为方式便已经不再是纯粹领会了。

但这样一种对错觉可能性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知觉是作为指明运动的普遍者，而这种指明运动蕴含着对单个感性的这一个之真理的错觉：指明将“现在”揭示为“过去的，或被扬弃的”（GW 9, 68），于是指明运动便过渡到这个作为最初“现在”的他者存在的、过去的或被扬弃的“现在”。就此而言，“他者存在本身直接对它是存在的，但却是作为虚无的、被扬弃的东西”（GW 9, 74）。因为“现在”的真理在于其过去存在或被扬弃状态这一点，同样被证明是一种错觉。结果，“这他者存在，或对最初者的扬弃［……］本身又被扬弃，从而返回到最初者”（GW 9, 68）。

这最初者诚然不再是单个的直接的东西，而是一个作为单纯者的普遍“现在”，它在他者存在中保持为其所是，一个保持自身一致的单纯者。既然这一单纯者作为对象体现着真理或“自在的”，知觉所设定的“真理的标准”（GW 9, 74）便是“自身一致性”（出处同上）。

然而此前已经表明，直接感性且经中介的单纯者既以自身相关也以否定为特征，以至于它交替地呈现为规定性与规定的属性，并将对象呈现为“也”与一。知觉以此方式将被提供“有差别的环节”（出处同上）或视点，知觉在真理所要求的自身一致性背景下将它们相互比较。“但是如果在这种比较中显现出一种不一致”（出处同上），那么知觉在其中看到的就不会是对象的非真理性（对象作为自身一致者绝不容许任何不一致），而是它自身的非真理性。相应地，它将试图自己重新恢复被它所破坏的自身一致性：知觉在其经验范围内将表现出一种举止（出处同上），黑格尔相应地将这种举止称为“自身一致的”（出处同上）。诚然，这种举止——正如对对象不同视点的比较一样——只有在存在对错觉之可能性的意识之处，在视之为真的主体意识到对对象的某种特定视点可能是错误之处，才是有意义且必要的。

那么，拥有这样一种意识的主体的经验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呢？知觉采取了何种行动来确保其对象的自身一致性？在我尝试详细呈现这一点之前，为了更清晰起见，我将首先简要概述我同克莱斯格斯（Claesges 1981, 157/58）一起在知觉经验中所区分的三个阶段的内容与结果。

在前两个阶段（GW 9, 74及以下）中，对象呈现为“纯粹的一”（GW 9, 74）或“一个单一者”（GW 9, 75），并由此呈现为物。因此知觉最初也试图把“一”作为对象的自身一致的真理加以固执。但它不可避免地也会把属于这样一个物的属性领会为诸多自身相关的规定性，并因而被迫在“也”的多样性中看待对象的真理，而这一真理与最初的真理相矛盾。但知觉同样无法把这一真理维持为自身一致的，因为规定性始终也会显现为属性，并迫使人们把对象领会为一。这样，知觉在其经验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中确保对象自身一致性的企图便告失败，这归因于如下事实：自身相关与否定同样固有地属于直接感性且经中介的单纯者，因此它同时呈现为规定性与规定的属性。因为这在对象上导致了一与“也”或统一与多样性的矛盾。为了避免这种矛盾，知觉随后采取了特定的举措：在第一阶段，它只是简单地把各自与自身一致性相矛盾的环节揽到自己身上；而在第二阶段，它可以将这一环节归咎于“它向自身的反思”（GW 9, 75），并将这种反思与它对最初被知觉环节的“单纯领会”（出处同上）区分开来。但这两项举措都没有成功。

此外，作为其经验第二阶段的结果，知觉意识到：对象的相互矛盾的环节之所以在对象本身之上，是因为对象返回自身，或者“反思到自身中”（GW 9, 77）。因此，知觉将不再把在第三阶段（出处同上）于特定方面代表统一与多样性的两个环节——自为存在与相互存在——一方面分派给自己、另一方面分派给对象，而是分派给两个不同的对象。通过这种方式，对象自为地作为反思到自身中者所是的一的存在，应当作为其自身一致的真理得以拯救。然而，随着这一企图也告失败，知觉及其对象最终归于毁灭。

II.3.1 第一阶段

首先，知觉把对象视作纯粹的一。但它在对象上同时也注意到“那‘属性［……］’，它是普遍的，但由此超出了个别性。因此，对象性本质作为一的最初存在，并不是它的真实存在；既然它是真相，那么非真理性就落入我自身之中，而领会是不正确的”（GW 9, 74）。知觉在对象上注意到某种作为他者存在扬弃了其作为纯粹之一的最初真理的东西。不过，在此所涉及的绝不可能是作为规定属性的属性（它恰恰不具有普遍性），而只能是自身相关的规定性。

这一点得到证实：当知觉“为了属性的普遍性之故”（出处同上），作为对象的“第二真理”（GW 9, 68）而把对象设定为“一般的共同体”（GW 9, 74），而不是设定为一（若知觉注意到了某种规定的属性，情况本该如此）。这直到现在才发生：“我现在进而把属性知觉为规定的、与他者相对立并排斥他者的属性。”（出处同上）然而，对属性的知觉与将对象视作一乃是结合在一起的。于是，一般共同体现在对知觉而言也变成了“排他的单一者”（出处同上）。

因此，它把一般共同体作为非真理性揽到自己身上，并现在主张对象在真理中是排他的一。但知觉却遭遇到了彼此漠不相关的、自身相关的规定性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揭穿了它把对象断言为排他的一的主张。

因此，知觉现在把“普遍的共同媒介”（出处同上），即作为诸多规定性之“也”的媒介，视为关于对象的真理。至于对象是排他的一，知觉则将其作为又一种非真理性揽到自己身上。

同时，它由此穷尽了把对象把握为一个作为这样的一而保持自身一致者的所有可能性：知觉一再被迫把经中介的单纯者看作规定性，从而把对象看作“也”的多样性。

因此，如果它在此背景下还知觉到某种“单纯的东西”（出处同上），那么那只能是“纯粹自为的单个［规定的］属性”（出处同上）。但如果单纯自为地看待它，它就会变成单个感性的这一个，变成“一般感性存在”（GW 9, 75）。因为作为“规定存在”（GW 9, 74）的规定属性，只有在与他者相对立中才是某物。

然而，由于知觉面对的是单个感性的这一个，它便返回到感性确知的“意谓”（GW 9, 75）之中，并由此返回到“自身内部”（出处同上）。因为知觉无非就是对单个感性的这一个之否定的真理，因而单个感性的这一个才过渡到了知觉之中。而这总是一再发生：“感性存在和意谓自身过渡到知觉中；我被抛回到了开端，并且重新卷入到同一个在每个环节中且作为整体自我扬弃的循环之中。”（出处同上）

当然，知觉重新卷入这一循环时，已不再是它倒退回感性确知之前的那同一个知觉了。因为在此过程中它已经意识到，“这一循环的结果和真相是它的瓦解，或者说是从真相出发向自身的反思”（出处同上）。知觉在试图确保对象作为一的自身一致性时，最终达到一个单个感性的这一个。这使它与自身相对峙，因为鉴于这一感性的这一个，它被迫倒退回感性确知或返回自身。知觉由此意识到那“对我们而言”早已确定之物：它不是“单纯纯粹的领会，而是在其领会中同时从真相出来并反思到自身之中”（出处同上）。

以这种方式，知觉诚然改变了真相：它的对象，即自身一致的经中介的单纯者，向它转变为一个单纯感性的这一个，从而转变为关于它自身的真理。在感性确知的情形中，它与其对象的关系是完全直接的，由于其对象上的变化，其“真理的力量”（GW 9, 66）不得不被置入主体之中。相反，知觉作为其经验第一阶段的结果，意识到自己从真相出发向自身的反思。因此，它能够把对象的变化作为“非真理性”（GW 9, 75）记在自己向自身反思的账上，从而暂时拯救对象的自身一致性：“它把它对真相的领会与它知觉的非真理性区分开来”（出处同上）。它把其中与对象自身一致的真理相矛盾的一切，都归咎于后者。

II.3.2 第二阶段

正如在第一阶段开端一样，知觉在其经验的第二阶段也起初把对象当作一并由此当作物来接受。但知觉在第一阶段被迫将对象视为一般共同体或“也”的那些有差别的、普遍的、自身相关的规定性，现在被它归于自己的反思：它把“也”的环节揽到自己身上，并试图以此方式维持对象作为一或物的自身一致性：“因此，这物实际上只是在置于我们的眼睛前时才是白，在置于我们的舌头上时也是辣，在置于我们的感觉上时也是立方体的，等等。这些方面的完全差异，我们不是从物中取出，而是从我们自身取出；它们在我们那与舌头截然不同的眼睛等器官上，才这样分离开来。因此，我们就是那种［作为‘也’的］普遍媒介，诸如此类的环节在其中彼此分立，并且自为存在。”（GW 9, 75及以下）通过这样一种举止，知觉便会避免其对象内部的矛盾，否则该矛盾就会在普遍性环节（诸多自身相关的规定性的“也”所代表的环节）与一的环节之间产生。它以此方式本可以再次维持自身一致性。

但这种状态不可能持久。因为知觉以物为对象，而物之所以为物，仅仅是通过“规定性”（GW 9, 76），通过这一规定性，“它与他者相对立”（出处同上）。恰恰是从规定性的这一根本意义中，现在对知觉而言应当产生出一种必然性：把物的真理置于诸多自身相关的规定性的“也”之中，并将一的存在作为非真理性记入其反思的账目。黑格尔试图分三步使之变得言之成理。在第一步中，他提醒人们注意：物的规定性基于其属性的规定性，而属性的规定性本身又归功于对各自与之对立的属性的否定。如果存在某种规定的属性，那么也必然始终存在与之对立的属性。以这种方式，黑格尔便表明了物的规定性以属性的存在为前提。

相互对立的属性固然应当标识有差别的、由此也相互对立的物；它们应当不可能成为同一个物的属性。因此，在对其多样性的证明应当构成通向作为对象真理的“也”的道路之第一步的地方，必须在第二步中证明：它们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物上存在。为此，黑格尔把属性视作各自“物自有的属性”（出处同上）。与此同时，他在物上强调，物作为真理“在它自身中［存在］；凡是在它上面的，都是作为它自有的本质在它上面，而不是为了他者之故”（出处同上）。在这一语境中，作为物的自有属性而在物上面的规定属性，便不能“仅仅为了其他物之故并为了其他物［而存在］，而是［首先必须］在它自身中”（出处同上）存在。但对规定的属性而言，这意味着与它对立的属性必须与它自身在同一个物上。因为否则的话，它主要就是为了那些对立属性各自所在的物之故了。

由此在第二步中就已经表明，物的规定性以同一个物上存在着许多规定的属性为条件。为了现在证明这种规定属性的多样性严格说来只能是自身相关的规定性的多样性，而它们据称所在的物只能是一般物性、即作为“也”的媒介，黑格尔在第三步中诉诸了他在展开知觉对象时所做出的规定。因为据此，一种不是在有差别的物上、而是在同一个物上的多样性，实际上根本不再是在一个物上，而是在“物性之中”（出处同上），即在作为“也”的媒介之中。相应地，在这一媒介中存在的不是规定的属性，而是“自在自为并且彼此漠不相关的”（出处同上）规定性。

因此，从作为出发点的物的规定性出发，确实会通向一条通往诸多自身相关的规定性之“也”的确定道路：“因此，在真理中正是物自身是白、也是立方体的、也是辣的，等等；或者说，物就是也，或者是普遍媒介，其中诸多属性彼此并列持存，而互不触及、互不扬弃；这样被把握，物就被当作真相来把握。”（出处同上）

在作为“也”的这一普遍媒介之中存在着的“有差别的、独立的属性”（出处同上）的多样性，因而实际上呈现为自身相关的规定性或“自由质料”（出处同上）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现在与同样出现在知觉之中的“物与其自身的统一”（出处同上）处于矛盾之中。“因此，正是这种统一，应当由意识揽到自己身上”（出处同上）。在知觉经验的第一阶段中，将物的统一作为非真理性揽到自己身上，曾表现为知觉简单地把“也”或共同体断言为真相（GW 9, 74）。但在第二阶段中，知觉意识到了将自己对真相的领会与自己知觉的非真理性区分开来、并将这种非真理性记入自己向自身反思之账目的可能性。因此，知觉把“也”之中的自身相关的规定性的多样性作为真理归于领会，而把物的一的存在作为非真理性归于其反思，并试图以此确保对象作为“也”的自身一致性。——然而，如果说“它[1，作为一的物]是白、也是立方体的、也是辣的，等等”（GW 9, 76），那么在这里多样性与统一、领会与反思恰恰尚未被区分开来，而是结合在一起并相互矛盾。最后引用的这个句子在字面上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与GW 9, 76, 20–23（在那里只有“也”被突出排印）不同，它在这个标明多样性的“也”之外，同时突出了代表统一的“它”以及连接这两个环节的系词“是”。——然而，为了终究将“也”的多样性与一的存在分别指派给领会与反思，并由此得以维持物的自身一致性，知觉现在引入了“就此而言”（出处同上）：“因此关于物是这样说的：它是白、也是立方体的、也是辣的，等等。但是就其是白的而言，它不是立方体的；并且就其是立方体的也同时是白的而言，它不是辣的，等等。将这些属性合而为一仅仅属于意识，因此意识不可让它们在物上合而为一。为此，意识引来了就此而言，通过它使这些属性分离开来，并把物保持为‘也’。”（出处同上）

尽管如此，知觉试图通过将破坏物之自身一致性的环节归于其反思来确保物作为真理的自身一致性的企图，仍然失败了。因为知觉不仅必须使自身，而且必须使物，既成为“纯粹无多样性的一”，又成为“瓦解为独立质料的也”（GW 9, 77）（即自身相关的规定性的多样性）。就物而言，黑格尔把这一过程描述为“返回”（出处同上）：物从最初向知觉呈现为知觉之真理的一过渡到被知觉视为其反思之非真理性的“也”，并从“也”再次返回到与其自身的统一之中；在这一统一中，物似乎将差别从自身中排除出去，并重新向知觉显现为一。

物在这样返回自身之后，诚然正如知觉在返回自身之中没有保持为原样一样，也不再是同一个物了。按照黑格尔的规定，它更应当是“一个反思到自身中的、或单纯的［物］，它在他者存在中保持为其所是”。于是，知觉现在也意识到，物对它而言“以某种特定方式呈现出来，但同时又从它呈现的方式中走出来并反思到自身之中，或者说在它自身具有一种对立的真理”（出处同上）。知觉以此方式“从在知觉中行事的这第二种方式——即把物当作真实的自身一致者，而把自身当作不一致者、当作从一致中走出并返回自身者——本身走出来了，并且对象对它而言现在就是这整个运动，这一运动此前曾被分派给对象和意识”（出处同上）。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知觉把一的存在与和它相矛盾的“也”的多样性同样设定为其对象的真理。相反，它仍将一如既往地试图避免在这一作为真理的对象之中出现矛盾，而真理的标准依然是自身一致性。只是现在，当对象对知觉而言被视为整个运动时，知觉便不能再简单地把各自矛盾的环节揽到自己身上或将其归于自己的反思，而是必须找到一种途径，在对象本身一方扬弃这种矛盾。

II.3.3 第三阶段

在这一阶段，物起初同样又是“一”（GW 9, 77）。就其“反思到自身中”（出处同上）而言，它作为一乃是“自为的”（出处同上）。然而物也向知觉呈现自身。它“也为他者”（出处同上）。并且由于物同时从它所呈现的特定方式中走出来并反思到自身中，由于它在自身具有的真理各自与向知觉显现的真理相对立，所以“它自为地是另一个东西，不同于它为他者［为意识］所是的”（出处同上）。

但对象自为存在并为他者存在、从而具有一种“加倍的、有差别的存在”（出处同上）这一情况，正是知觉经验第三阶段中多样性的根基所在，而这种多样性与反思到自身中的对象自为所是的统一相矛盾。相应地，拯救对象作为一的自身一致性的企图，就必须在于使自为存在与相互存在的同时性这种多样性远离这一个对象。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知觉在其经验的第一阶段本会把与统一相矛盾的环节直接揽到自己身上；在第二阶段，它本会将这一环节记在自己反思的账上。然而在第三阶段，将从一的存在到多样性并返回的运动分派给对象与知觉，已经不再可能，因为作为整个运动的“物自身”（出处同上）既具有“一的存在”（出处同上），也同样具有加倍的有差别之存在的多样性。如果要在对象的多样性与其一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仍然得以避免，并且要在这一的存在中将对象维持为自身一致者，那么构成多样性根基的这两个环节——自为存在与相互存在——就必须被判归于“有差别的物”（出处同上）：“一般对象性本质上所具有的矛盾，由此分配给两个对象。因此，物固然自在自为地是自身一致的；但这种与其自身的统一受到其他物的干扰；这样，物的统一得以保留，同时他者存在处于物之外，正如处于意识之外一样。”（出处同上）在此背景下，相互存在就不再需要被判归给对象本身。它仅仅从另一个对象的视角出发属于该对象，从而使得该对象仅仅通过一个环节、通过它自为所是的一的存在来规定，而不再同时通过自为存在与相互存在的多样性来规定。矛盾得以扬弃，而物作为一的自身一致性得以拯救。

但知觉将经验到，自为存在与相互存在的“差别必须降临到被分离出来的单个物自身之上”（出处同上），并由此同时，一的存在与多样性的矛盾也必须降临其上。

黑格尔对这种经验的呈现始于确认：自为存在与相互存在应当被分配给的这两个“有差别的物”（出处同上），乃是“被设定为自为的”（出处同上），并且相互存在仅仅从各自另一个物的视点出发才属于两者。以这种方式，“每一个物不是与它自身不同，而仅仅是与他者有差别”（出处同上）。然而，这种分配所包含的对这两个物的区分，却意味着对自为存在与一的存在的损害。因为在这样一种区分中，每一个物“本身都被规定为一个被区分者，并且具有与他者的本质差别在自身之上”（出处同上）。黑格尔用这一表述再次暗示了一般物性向物的转变，即把自身相关的规定性视作规定的属性的结果。据此，对于一个其规定性基于特定属性的物而言，与那些由各自相反对立的属性所规定的其他物之间的对立或差别乃是根本性的。它是“作为一个被区分者被规定的”。并且由于这种差别归功于规定的属性，规定的物便连同这些属性同时具有了差别“在自身之上”。

由此，知觉通过把自为存在与相互存在分配给两个不同的对象来维持其真理的自身一致性、即对象的自为存在及其一的存在的企图，便告破产：因为这两个物在其对立中相互关联，意味着它们各自也为他者存在，而且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对另一个物而言，这一个物是标识其自身之物的反面，从而从其视点来看是与这一个物自为所是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并且，物以其属性的形态在自身之上具有差别，意味着差别“必然作为多样性状［或作为多样性］的现实差别在它上面”（GW 9, 78）。

现在，相互存在与多样性仅仅在物彼此相对被考察、其规定性由此被还原为其差别这一限度内，才降临到各自的物之上。在知觉唯独将一个作为物必须被规定的物“自为地”（出处同上）纳入视野的限度内，它便显现为“单纯的规定性”（出处同上），这种规定性才是它与另一个物相区别的根据。物这样便既不为他者存在，也不在自身具有多样性。而为了不让两者伴随着“加倍的‘就此而言’”（出处同上）终究再次降临到物之上，知觉引入了本质者与非本质者的差别：迄今为止它曾将这种差别分配给自身与其对象。但既然对象现在是整个运动，这种差别作为整体也必须被转移到对象之上：单纯的规定性便构成“它的、将它与他者区分开来的本质特征”（出处同上），而“其余的多样性状则是非本质的”（出处同上）。“物借此在其统一中固然具有加倍的‘就此而言’在自身之上，但却具有不等的价值。”（出处同上）

最终摧毁对象之一的存在的，恰恰正是知觉曾设定为本质环节的那个环节：单纯的规定性本应将物与另一个物区分开来，使得它的自为存在与其一的存在得到保证。区分在知觉章中始终也意味着否定。在单纯规定性的情形中，这固然绝不能是针对某个“他者”（出处同上）的否定，因为由此必然会使为他存在与多样性降临到物之上。相反，单纯的规定性作为“对一切他者存在的绝对否定”（出处同上），必须确立起相应的“绝对差别”（出处同上）。然而，伴随而来的却是“自为存在的终止”（出处同上）与物之一的存在的终止。因为物作为单纯规定性乃是绝对的或“仅仅自身相关的否定”（出处同上），它否定了它自身，从而也否定了本应标识它的自为存在。而在它不是自为的地方，在此语境中它就只能是为他者的。

此外，物“［……］仅仅在它不处于对其他物的关联中的限度内，才是自为存在的一”（出处同上）。而物恰恰通过绝对差别进入了这种关联，物作为单纯规定性借助对一切他者存在的绝对否定确立了这种绝对差别。它“关联［……］于他者，并且本质上仅仅是这种关联；但这关系乃是对其独立性的否定，物反而因其本质属性而归于毁灭”。

因此，知觉在其经验的第三阶段中，同样未能通过把单纯规定性设定为物的本质环节以及物与另一物相差别的根本原因，来确保其自身一致、自为存在与一的存在。随着单纯规定性的确立，在物作为一的自为存在之外，始终也会有相互存在并在物之上出现多样性。对象“在同一种视界下是其自身的反面，自为的只要它是为他者的，而为他者的只要它是自为的”（GW 9, 79）。对象同时是一与多样性。由此在《现象学》内部发生了意识的第二次颠倒，知觉及其对象在其中归于毁灭。因为“一个附着有为他者之存在的自为存在”（出处同上），不再对应于作为经中介的单纯者曾是知觉对象的直接感性普遍性。这样一种自为存在毋宁是“无条件的绝对普遍性”（出处同上）。而这种绝对普遍性作为力，乃是知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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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颠倒的世界”

“颠倒的世界”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占据着最为关键的地位：它将我们从对作为纯粹意识的显现意识的现象学考察——亦即作为与纯粹被意向世界相对立的纯粹意向意识——推进到对作为自我意识的显现意识的考察中。其重要性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因为在对意识的意义与结构的阐释中，这样一种运动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我们从将意识视为一种与其对象在种类上不同的“某物”的“认识论的”与“理智主义的”考察，被推进到对作为在世界之中活生生的、内在的卷入的意识的考察，以至于“认识者”不能被当作单纯的旁观者。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它仍然是《现象学》中最晦涩的段落之一，这种状况通常被归因于该段落中所勾勒之立场的固有荒谬性。毕竟，颠倒世界（verkehrte Welt）归根结底是一个颠三倒四的、荒谬的世界。[1]

我在本文中将指出，这个“颠倒的世界”恰恰就是如此：一个荒谬的立场。这并不是说应当忽视它或将其斥为“荒诞不经”，而是说它的重要性与可理解性恰恰在于其荒谬性本身，在于它作为对此前被认为构成显象世界之可理解性的东西的不可理解的颠倒而显现（appearance）。更确切地说，我将指出，这个颠倒的世界是对我们在《现象学》的这一节点本应被引向之结论的误解与曲解。黑格尔的意图——这通过该节中使用条件语气而非直陈语气的结构得到了强化——正是要让我们把这种误解看作误解。而另一方面，当这种颠倒被正确理解时，它就向经历《精神现象学》的教化过程（Bildungsprozess）的现象学上的“我们”带来了明晰的认识：意识不仅仅是有限的意向性，而且就其本身而言是无限的。意识即自我意识，意识除自身之外不受任何限制。

I.

对一部哲学著作的单个章节进行阐释的任何尝试都会遇到重重困难。就黑格尔而言，这近乎疯狂。因此，对“颠倒的世界”的阐释不能仅仅孤立自存，而必须在其结构中包含对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整部著作的阐释。一篇短文的篇幅限制排除了这样一种整体阐释。尽管如此，我仍将尝试提出一种简要勾勒的阐释版本，希望能足以作为对眼前这一《现象学》章节进行阐释的基础。

“颠倒的世界”位于对知性意识及其对象“力”的考察的接近尾声处。它完成了将意识视为与世界相对立的意向意识的分析。反过来，这种对作为意识的意识的考察，又处在对精神的考察的开端，精神具体地显现自身为世界历史以及个体的真正实体。后者构成了《精神现象学》的终极主题。那么，对我们而言重要的就是理解知性意识与力的分析在精神的整体展开和分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现象学》的任务在其“序言”以及《逻辑科学》的“导论”中都得到了清楚的阐明。这一任务在于展示一般科学的生成，这一生成是从直接精神或感性的、常识的意识走向真正知识或哲学科学的历程。前者在自为中是无精神的：它自在地是其自身的实体，但并未意识到自身作为实体，也未意识到这一实体作为主体。而后者，即真正的知识，在其自为中就是其自身的纯粹概念。它已经达到了与自身融为一体，获得了通达存在、通达存在者本身的始源根据的途径（GW 9, 24；GW 21, 32–34, 54–55）。之所以必须展示这种生成，首先是因为日常意识或自然意识乃是一种在世的存在，对它而言哲学是不可理喻的。但同样，这种展示之所以是必需的，是因为要成为科学、要成为对绝对知识的绝对把握，这门科学的真正领域就必须在生存论上被接纳，抛开自然意识的羁绊（GW 9, 431–432）。从直接精神或自然意识的角度来看，哲学科学（这也是我们在此谈及的唯一科学）乃是一种荒谬、一种不自然的颠倒（ein Verkehrtes）。因此，《精神现象学》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展示并澄清起初看似荒谬之物的可理解性（GW 9, 23）。黑格尔在序言中的这些论述表明了他关于讨论颠倒与颠倒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并为其在著作中的位置提供了线索，即位于自然意识被迫首先放弃其“自然”世界的那个节点。这正是对意识的分析转变为对自我意识的分析的节点。

完成这一任务的途径同样得到了清楚的指明。我们必须踏上一条怀疑与绝望的历程（GW 9, 56），在此历程中我们穿越我们自身的实体以及作为已然生成的世界精神（GW 9, 25–26）。用不那么形象的语言来说，我们是要将我们自身的定在（Dasein）置于我们自己面前，不再仅仅是经历它，而是要对这种经历在结构与内容两方面所蕴含的东西产生明确的意识。简而言之，我们通过对我们在世界中以及朝向世界维持自身的诸多形态中所懵懂经历之物的内容与结构产生明确意识，从而为哲学科学作好准备。在这一教化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在世存在的任何形态所蕴含的中介与否定性。因此，这种教化乃是一条怀疑与绝望的历程，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除绝对认知之外的所有形态从根本上（à fond）而言都是虚假的形态，而是因为现实性被揭示为在朝向世界与在世存在的任何单一形态中都不是直接可通达的。

这诸多形态之一便是知性意识的形态。知性是人面对存在者的一种形态，此时人不是将存在者面对为感性的、质料的存在，而是面对为范畴或思维物（Gedankendinge）。这些思维物被意向为构成无条件普遍者、即显现之物的绝对根据（Urgrund），并且这样来构成它：使得在知觉和行动的各种形态中直接显示出来的诸区分，在一个“观念”的“客观”领域内获得无条件的根据并被统一起来。知性应当是关于感性事物的超感官根据的自我奠基的知识，因而是一种试图将“真正实在者”置于认知意向意识面前的尝试。

对知性意识的现象学分析源于知觉意识无法为自身奠基。知觉以及作为其“对象”的广延世界表明自身为诸多统一体之杂多的显露，这一杂多在知觉者-被知觉者的母体内部于经验中展开。但在此杂多中同样存在着一种作为无条件普遍者的统一体，一种将广延的杂多“这一个-这里-现在”“聚合在一起”的时空统一体。当常识（或建立在“知觉即知识”以及“存在者的本质是广延”这一假定之上的哲学立场）试图阐明其自身的这种统一性时，它要么陷入将这种统一性单纯设定为一种“所予”或公理，要么陷入一种在知觉世界中所经验到的“一”与“多”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上含糊其辞的欺骗。诚然，知觉成功把握了逃避直接感性意识的“这一个-这里-现在”，因而“真正摄取了”其世界的对象。但是，对存在者的这种摄取或占有未能达到其自身对知识的要求；因为仍然存在着某种不可名状之物（je ne sais quoi），它将知觉知识和经验主义哲学标示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知识。知性意识声称通过明确承认并将思维物（Gedankendinge）视为终极实在的构成因素来克服这一缺陷。

因此，对知性意识的现象学分析之目的，就在于探明朝向世界与在世存在的这样一种形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理解绝对、无条件“对象”的绝对、无条件知识。探究的历程将揭示出否定的结论：知性未能完成其成为绝对知识的任务，因为如同纯粹意识的整个形态一样，它预设了主客二元论以及所予的优先性。而通过对颠倒的、荒谬的世界的讨论所显示的肯定结论将是对如下真理的辩证承认：意识即自我意识，亦即意识乃是一种朝向世界并在世界之中的卷入，在其中主体与客体相互蕴涵为一种从原初统一性中产生出来的二元性，而非一种随后必须被统一起来的预先给予的二元论。

通过对关于知性的思考从中产生并为其服务的这种问题脉络与主题脉络的简要勾勒，我们现在可以转向考察导致关于颠倒的、荒谬世界的思考的这种意识形态之结构的这一问题了。[2]

II.

在考察知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场包含两种基本立场的运动。第一种立场或认知与存在的形态是：存在者的本质见于一个超越于认知者、并被构成一个保持静止且不受变化影响的规律王国的超感官领域中。这仅仅是作为知觉显象之辩证法的要求而出现的。显象本身以各种方式处于认知者与智性实在“之间”。最终，显象被构成广延与运动，而智性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则被构成非感性的力（Kraft）。这就是第一个超感官世界，并蕴涵着对广延以及对作为“这一个-这里-现在”之母体的知觉世界作为终极实在的否定。

对这种立场的澄清伴随着对莱布尼茨立场的考察，尤其是如他在《自然的新体系及其实体交往》第2节和第3节（Leibniz 1960 b）中所展现的那样。如下文所见，我正试图将《现象学》中的这一章理解为莱布尼茨与康德之间的一场“讨论”。对刚才提及的莱布尼茨著作与“知性”开篇关于广延与力的章节所作的细致比较——这一任务超出了本篇短文的范围——将表明黑格尔在这里心目中所想的基本上就是莱布尼茨的立场。考察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TW 20, 233–255）中关于莱布尼茨的评述将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

按照此处所代表的观点，我们并非在知觉者与被知觉者之间或单一与众多的各种显示之间摇摆不定，而是试图将这个世界的过程的整体把握为“就把握真理的过程而言同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GW 9, 84–85）。[3]我们作为现象学对象的，是一种将构成力的形而上学的、非感性的“事物内部”呈现在自身面前的意向意识立场（GW 9, 85）。我们正在考察的是试图从存在者本身及其在先天的、非感性的根据中的整体性来理解存在者的意识形态。

然而，这第一个超感官世界未能成为无条件者，反而使我们卷入了事物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区分、显象与实在之间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本身就需要一个根据。一方面，显象是由诸力的游戏或显示所构成的，因而是变化的领域。这实际上正是知觉意识呈现在自身面前的同一个世界。另一方面，实在是由客观的规律领域构成的，这是一个为显象和变化奠定根据、但自身不受变化影响的规律王国。

问题由此产生：就显象世界而言，这些规律的必然性何在？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这种意识所经历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它卷入了一个解释（Erklären）的过程，它复制了显象世界，但将该世界置于不可变规律的统摄之下。这第一个超感官世界是“把知觉世界直接地且无中介地提升到普遍性的要素或领域中；它在仍然为自身保留着变易与继起之原则的知觉世界中有着其必然的对应物和对应类型”（GW 9, 96–97）。简而言之，处于这种立场中的知性除了在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形式下重复杂多或显象世界的构成之外，什么也没做。它陷入了一个同义反复的过程，并且“是一种不仅什么也没解释［nichts erklärt］、反而如此清楚［klar］以至于当它准备说出某种与已说之物不同的东西时却什么也没说、仅仅再次重复同一回事的解释［Erklären］”（GW 9, 95）。所做出的“澄清”与有待澄清之物是同一的。但这里也有一个肯定的结果：“通过这个过程，就事情本身而言并未产生任何新的东西，但这一过程仅仅作为知性的过程具有重要性”（出处同上）。随着这一认识，意识“已经从作为客体的内部过渡到了知性内部的另一边”（出处同上）。

第二个超感官世界以及知性意识的第二种主要立场对我们而言已经产生出来。存在者的本质现在要见于知性本身之中，其构成方式是：其规律在不可变的普遍性内部包容了变化与区分。显象本身被纳入这一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被纳入其中，因为对知觉的现象学分析已经产生出知觉作为知觉者-被知觉者之不可分割母体的真理。

“坍缩到这一侧”现在将无条件普遍者、即认知与存在的内部作为显象引入。“超感官者就是如其在真理中那样被设定的感性者与知觉者；然而感性者与知觉者的真理乃是作为显象。因此，超感官者就是作为显象的显象”（GW 9, 90）。这里在作为映象（Schein）、即作为显现着的事物的显象，与另一方面作为显象的显象：Erscheinung als Erscheinung 之间作出了区分。黑格尔在序言中最清楚地阐明了这种区分及其对我们此处的意义：“显象是生成与消逝的过程，这过程本身并不生成也不消逝，而是自在地存在着，并且构成了现实性与真理生命的过程”（GW 9, 35）。也就是说，诸显象的显现构成了显象本身的实在性，而显象本身作为过程自身反过来构成了它们的根据。显象，即生成与消逝的自身包容，乃是我们称之为无条件普遍者的真理。因此，显象本身与第二个超感官世界乃是同一的。

随后是一段关于走向这第二个超感官世界之运动结果的相当紧凑的讨论。从“解释无非是对其根据在于知性本身的诸显象的解释”（也就是说，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朝向显象世界并在显象世界中存在）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认识到：规律的领域（非变化，贯穿杂多的持久性）与变化的领域（显象，杂多的事件）对意识而言是同一个领域。然而与此同时，在所发生之事（显象的显现）与所发生之事的规律、规则、原则以及根据之间的区分仍然得以维持。

“知性由此得知，显象领域本身的规律乃是：产生出并非区别的区别。换言之，它得知，同名者从自身排斥自身；并且恰恰因此，这些区别或差异仅仅是这样一种在真理中绝非区别且在整体中被扬弃的区别：或者说，非同名者或异名者相互吸引。”（GW 9, 96）。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达到了一种充满矛盾的状况，关于“颠倒的世界”的讨论由此产生。显象本身的规律似乎摧毁了本应构成规律性的所寻求的统一性与稳定性。规律以及规律概念本身包容了差异中的同一与同一中的差异。

III.

在现在进而讨论这个“颠倒的世界”之前，我想通过回顾康德来奠定一些基础。我认为，在从第一个超感官世界走向第二个超感官世界（及其各自的意识）的运动中，我们通过对第一个超感官世界的辩证批判，经历了一个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及其在先验演绎中所包含的对其必然性的证明相对等的现象学对应物。[4]由知性所表达的规律应当是事物内部的规律，即显象的根据与本质的规律。就意识而言，知觉意识所面对的显象领域无法为自身奠基。但我们在关于第一个超感官世界的讨论（康德与黑格尔都将其归于莱布尼茨）中也发现，一个超感官的彼岸同样无法为显象奠基，而仅仅是直接地把感性与知觉上发生的事情纳入一个智性的、非感性的世界之中。然而，要么必须存在一个智性的、无条件的领域，要么我们就只能被抛弃给知觉世界无根据的“知识”。如果后一种情况属实，我们的探究就告终结了，虽然我们确实拥有“自然知识”，并且能够而且确实在运用必然性与规律的概念，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沦于休谟的哲学怀疑论。

康德的“先验转向”正是由同样的困境引起的，他提出了自己对休谟和莱布尼茨立场的替代方案。通过先验演绎，他为知性的终极原则奠定了基础：“一切对象都处在一条可能经验中直观杂多的综合统一的必然条件之下”（Kant 1911, A158, B197）。随后，纯粹知性原理阐明了这一终极原则的意义，并确立了康德版本的显象规律。

“之所以根本会有诸原则，完全归功于纯粹知性。它不仅是就发生之事而言的规则能力，而且本身就是根据其一切能够作为对象向我们呈现的东西都必然符合规则的那些原则的源泉。”（Kant 1911, A158–59, B197–98）

这就是说：通过知性原理，杂多作为杂多的形式，以及这种杂多作为客观经验（经验实在的与先验理想的）的结构与可能性本身，以这样一种方式被结合在一起，使得世界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都被奠基在知性本身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思想与直观、自发性与所予性，皆无一者优先于另一者；每一方若脱离另一方都是抽象的，而这正是原理分析论所纠正的。因此，时空世界的统一性与知识的构成性综合产生出了显象的规律，我们现在必须重复这一规律：

“因此，一切综合判断的最高原则就是：一切对象都处在一条可能经验中直观杂多的综合统一的必然条件之下。”（Kant 1911, A158, B197）

康德现在为认知者与被认知者双方都确立了根据。但尽管“我们现在不仅已经考察了纯粹知性的领地，并仔细巡视了它的每一个部分，而且也测量了它的范围，并在其中给每样东西指派了其合法的席位”（Kant 1911, A235, B294），康德仍认为有必要紧接着进行双重讨论：即关于“把一切对象普遍区分为现象与本体的根据”以及“反思概念的反歧”的讨论。这里产生了一个关于为什么这种分析会出现在“先验分析论”与“先验辩证论”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如此完整地阐明并确立了显象的规律，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进而揭露误用纯粹理性的本质，并明确将以往的形而上学作为“幻相的逻辑”来抨击呢？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下。他论证道，尽管我们确实已经“指派了每样东西的合法席位”，并且现在准备“探索环绕着真理之岛的幻相之海”（Kant 1911, A235–36, B295），但为了有助于强化我们的确信，我们或许可以首先对已经考察过的内容作一个总结性陈述，并演证我们不得不接受其研究结果。这种演证可以向我们揭示“依据何种名义我们占有着甚至这个领域，并可以认为自己免受一切对立要求的侵害”（Kant 1911, A236, B295）。这并不是通过对“先验分析论”进行实际的总结来完成的，而是通过（1）强调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区分，并标示出这种区分与莱布尼茨在智性世界与感性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 et mundus sensibilis）之间所提出的区分之间的差异，以及（2）讨论当知性在其自身运用中未能恰当地做出这种区分时所产生的反歧。[5]换句话说，插入这两节的理由是阐明康德自身经验学说中世界的可理解性与莱布尼茨的智性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之间的差异。

康德在此论证说，如果要想正确理解“先验辩证论”中所包含的批判以及“先验方法论”中所提供的展示，我们就必须理解批判体系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即在批判-先验哲学中，不同世界之间或同一世界的不同方面之间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区别。虽然“莱布尼茨建立了一个世界的理智体系，或者更确切地说，相信自己能够通过仅仅将一切对象与知性及其思维的孤立形式概念相比较来获得关于事物内部的知识，［……］［留给——JF］感性［……］只是关于物自身的一种混乱表象方式”（Kant 1911, A270, B326），但康德本人阐明了一个“智性世界”，在其中“我们知性的一切概念之客观运用的条件仅仅是我们感性直观的方式，对象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作为杂多被给予我们的”（Kant 1911, A286, B342）。以往的形而上学陷入了“先验的反歧，即把纯粹知性的对象与显象相混淆”（Kant 1911, A270, B326）。

这里所澄清的是：作为知性概念的概念确实与事物的内部是同一的；但是这里的“内部”所意指的，并不等同于它对莱布尼茨及其前人所意指的。内部与外部、显象与超感官者之间的区分，就知识在其自身的显现中而言，不再是一种区分。我的对象不再是一个作为意向意识所意向的超越物的超感官、仅仅智性的“彼岸”；相反，知性本身就是对象作为对象的根据的整体。知性不是主观的，而是“包容”了主客区分。诚然，康德并未提供黑格尔从意识走向自我意识的运动，但可以说他为这一运动奠定了基础。[6]

“在处理诸显象时，我将始终不得不只在感性条件下、在先验反思中比较我的诸概念；因此，空间和时间将不是物自身的规定，而是显象的规定。物自身可能是什么，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因为一件事物除了在显象中之外，绝不可能来到我面前。”（Kant 1911, A276–77, B332–33）

有了对这种差异的明确阐明，康德现在可以进而论述关于知性意识之错误的超越运用的本质了。从超越性到内在性的激进转向成为了焦点，突显并证明了他关于“哥白尼革命”的主张的合理性。

IV.

我曾指出，我们可以通过将目光转向康德来对黑格尔对知性的处理获得某种理解。特别是，我指出，从第一个超感官世界到第二个超感官世界的辩证运动，可以被看作黑格尔版本的康德对莱布尼茨与休谟二者的拒斥及其对自身先验立场的阐明。我现在对将原理学说与先验辩证论隔开的那两节的意义与实质提出了一种阐释：即对康德而言，重要的是强调并论证他自身的“先验”立场与构成以往提供无条件者之尝试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差异。最后，我指出康德方面的这种“澄清”为“意识即自我意识”这一论点奠定了基础。

我讨论康德的现象-本体区分及其对反歧之讨论的目的，在于引出如下进一步的看法：黑格尔在其对颠倒世界的讨论中所作的澄清，与康德在刚才所讨论的《纯粹理性批判》诸章节中所作的澄清是相同的。

在我们暂别《现象学》的地方，显象规律所产生的矛盾被引入了。请允许我重复这一段落：

“知性由此得知，显象领域本身的规律乃是：产生出并非区别的区别。换言之，它得知，同名者从自身排斥自身；并且恰恰因此，这些区别或差异仅仅是这样一种在真理中绝非区别且在整体中被扬弃的区别：或者说，非同名者或异名者相互吸引。”（GW 9, 96）。

第二种规律（以及第二个超感官世界，因为知性现在给出了内部世界的规律）现在产生了，在其中，“先前属于显象领域的特征并处于内部世界之外的东西，［找到了——JF］进入超感官领域本身的途径”（GW 9, 95）。智性世界与感性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 et mundus sensibilis）、不可变者与可变者、一与多、同一者与相异者，现在属于同一个领域，而不是像在第一个超感官世界中那样属于不同的领域。然而，我们现在所达到的这个单一领域被确定为事物的内部、显象本身的根据。而这个世界首先显现为一个具有第二种显象规律的第二个超感官世界，这种规律既是荒谬的，也是对第一种规律的颠倒与曲解。曲解与颠倒的原因在于，一切区别都是内在区别：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一种要求：“不动脑筋的思想把这两条规律放在一起，并意识到它们的对立。诚然，第二条规律也是一条规律或一种内在的、与自身相同的存在，但这宁可是一种与相异者自身的相同，一种在不恒常中的恒常”（GW 9, 96）。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不动脑筋地继续按照对第一个超感官世界的解释方式来解释这第二个超感官世界；它们在种类上是不同的。将第二个世界及其规律讨论为颠倒的、曲解的和荒谬的，乃是对这种区分的阐明，它展示了如果这第二个包含矛盾的可理解性领域真是一个与第一个超感官世界的显象相对立的第二超感官世界的话，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我们被提醒注意到这第二种显象规律的实际本性时，荒谬便告止息：即“在内部与外部、显象与超感官者之间作为两种现实性的区分，不再是这里所存在的区分”（GW 9, 97–98，斜体为笔者JF所加）。

所要完成的任务与上述康德的任务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直接坚持这种差异本身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得出在未对旧形而上学（第一超感官）与新立场（第二超感官）作出区分时所遵循的荒谬结论来完成的。如果不作这种区分，荒谬的矛盾就会随之而来，而“第二个超感官世界”实际上只会使得它声称要为其奠基并使之可理解的显象世界变得不可理解。酸变成了甜，北极变成了南极，罪行变成了善，惩罚变成了恩惠，等等，因为变化者与不可变者属于同一领域，并且同时主要是规律，即不可变的必然性。[7]只要可变的知觉世界就是这第二个超感官的、规律性的世界，那么不稳定性、变化和差异作为该领域的固有构成要素，就丝毫不亚于稳定性、无变化和同一性。按照传统解释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同一性变得毫无意义。这第二超感官领域的规律在此被误解为，实际上就是无法无天。

然而，当按照区分现在真实的样貌——即作为内在区别——来作出区分时，超感官者作为超感官者就消失了。事情并非是甜即是酸、北极即是南极、错即是对等等，而是它们相互规定，必然处于一种自我定义的关系之中。这就是显象的规律，内在定义与规定的辩证构成。规律就在显象领域本身之内，因此变化着的显象乃是无条件的或自我条件的。

“因此，作为颠倒的、反常的世界的超感官世界，同时凌驾于另一个超感官世界之上，并将另一个包含在自身之中；超感官世界在其自为中就是颠倒的，也就是说，它是其自身的颠倒。它在一种统一体中包含着自身与其对立的世界。唯有如此，差异才是作为内在差异、或指涉其自身的差异：它就是无限性”（GW 9, 99）。

思维物（Gedankendinge）处于经验本身之内，构成了处于经验之中的世界，特别是在解释中的世界。因此，知性意识是无限的，因为它除自身之外不受任何限制。这就是说：由于处于流动与广延之中的知觉杂多与合乎规律、秩序井然的知性之间的区分，本身仅仅是意识自身内部的一种区分，所以在意识本身面前并不存在任何超感官且超越的某物。正如康德也曾说过的那样，但黑格尔现在给出了其最强烈的阐释：“物自身可能是什么，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因为一件事物除了在显象中之外，绝不可能来到我面前”（Kant 1911, A276–77, B332–33）。对黑格尔而言，意识分析由之开端的意谓（Meinen）与“这一个”（Dieses）的结构与意义完全处于意识内部。现在说意识意识到自身是颠倒的，就是说它意识到了这种内在的超越性，从而能够在现象学上达到对自身作为自身意识、自我意识（Selbstbewußtsein）的意识。

因此，从纯粹意识态度的视点来看——在这种态度中，认知者与客观显象以及为这种显象奠基的超感官者相对立且超越于它们——颠倒的、荒谬的世界仍然是颠倒和荒谬的。但是，当意识的界限被明确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当意识到这种二元性的颠倒与反常并且认知者与可知者坍缩进经验本身之中时，荒谬性就烟消云散了。随着这种“荒谬性的烟消云散”，我们朝着绝对知识和哲学科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们从根本上质疑了那种认为对象和真理乃是自在的（an sich）且不同于意识的常识性自然态度（正如黑格尔已经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这种态度认为科学是荒谬和反常的）（GW 9, 103）。

V.

当然，在这一点上，与康德的平行对应开始瓦解了。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康德进一步推进这个论证，德国唯心主义的历史就会有所不同了。黑格尔在这一知性章节末尾的论证圆满完成了向“意识即自我意识”这一认识的过渡。我们在此无法对此进行深入追踪。

我只希望能够阐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一段困难而晦涩但至关重要的段落。我曾指出并试图表明，这种晦涩性在于其荒谬性，而这种荒谬性乃是一场辩证论证的结果；黑格尔在这场论证中通过一种基于压制关键差异的归谬（reductio）论证，展示了两件事：（1）将先验哲学中差异的内在性当作超越性来对待的误解，以及（2）我们由此被引向唯心主义原则的对该立场的正确理解。这两者都是通过论证显象与超感官无条件者之间的区分是一个错误来得到证明的。我曾指出，回过头来看看康德关于现象与本体的区分以及对反思反歧的讨论，将有助于阐明黑格尔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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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齐普

[1]: 让·伊波利特与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此必须除外。两人都作出了持续的努力来阐明这一段落的意义，前者参照了基督教教义，而后者则参照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我在此参照康德与莱布尼茨来理解该段落的尝试并不与任何一种阐释相冲突，而是对它们的补充。参见 Hyppolite 1946 与 Gadamer 1964。亦参见 Horn 1963 与 Goldstein 1988。 ↩



[2]: 关于我对“意识”一节以及《现象学》整体的观点的更详细说明，参见 Flay 1984。 ↩



[3]: 对比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第IV卷第1–4章（Leibniz 1960 a）中对知觉与统觉的讨论。 ↩



[4]: 此处或许可以补充的是，黑格尔本人在序言中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的可能性，即我们应当以使之成为我们自身的方式重新穿越世界精神已经走过的道路。参见 GW 9, 24–26。莱布尼茨与康德在《百科全书》的导论性章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那里以更具教学性质的形式为《逻辑学》作了准备。我关于此处被“重新占有”的正是莱布尼茨与康德的看法，只能通过证据来确立，我希望这些证据将在本文的余下部分变得显明。 ↩



[5]: 在这两节中，康德所反对的都是莱布尼茨。 ↩



[6]: 关于这一点，参见康德在B139处对自我意识的讨论。无论如何，黑格尔正是这样看待康德的。参见他在《哲学史讲演录》（TW 20, 332）中关于康德的讲演中对此的讨论。 ↩



[7]: Zimmerman 1982, 369 对此点提出了批评。然而，我认为我已经考虑到了他认为我所遗漏的所有事情。 ↩



《精神现象学》中的承认运动

《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无疑属于整部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篇章之一。尤其在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中，欲望与斗争、主人与奴隶、劳动以及苦恼意识等主题被广泛接受、讨论，并且往往被作为对黑格尔整体阐释的基础。[1] 在当代，尤其是相互承认的概念吸引了阐释者们原则性的兴趣。人们在这一概念中看到了黑格尔整个实践哲学的原则[2]，甚至超越黑格尔，看到了“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3]或市场经济民主[4]的基本概念。

在下文中，首先将探讨承认概念对于“自我意识”章第一节（A.）的意义（I），进而探讨其对《现象学》后续进程的意义（II）。随后我将讨论对承认概念的新近根本性吸收与运用（III）。

I.

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探讨的是“知识”与“对象”的关系——用现代的话说，可以说是在每一种认识观点中所包含的“本体论蕴涵”（ontological commitments）。它们既包含在关于知识对象的观点中，也同样包含在关于“真正的”（客观的、适切的、“科学的”）知识本身的尺度与标准中。关于后者，人们可以联想到普特南的合理可接受性标准。[5]

然而，黑格尔是在极其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知识”的：属于其中的有一切对真理的主张——不仅包括陈述某种真实之物的理论性主张，也包括实践生活、道德与宗教的确知，甚至包括“真正的”艺术作品与公正制度的主张。问题在于，其中自觉采纳或者说隐然预设了关于“真正的”现实性或实在性（亦包括精神实在性）的何种观点。尤其是：知识——不仅是其内容，而且主观确知本身——如何属于这种现实性？黑格尔意欲达到的结果是：知识与对象、主观性与实在性本身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真正的实在性，即“绝对者”，表明自身是一个由概念与逻辑关系构成的体系，这些概念与逻辑关系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是现实的又是“自为的”即精神的。

意识本身就包含着试图确证关于现实性的某种观点是否适切、是否在行动中以及在与他人意见的比较中经受住检验的尝试。按照黑格尔，人们也可以将这种“经验检验”应用于隐匿本体论和知识标准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在知识的获得或陈述中，那些为真正知识与客观实在性所确立的尺度是否经受住了检验。按照黑格尔，人类文化史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可以被“解读”为这样的经验过程。当然，哲学家为此必须将它们编排为并不总是与实际进程相契合的序列。他最终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他已经在历史经验过程中认识到了构成绝对现实性的逻辑关系与概念关联，这种现实性不再被任何片面的形而上学或科学哲学所扭曲。[6]

在对那些“执着于”知识与对象之对立（两者均在上述宽泛意义上理解）的立场进行批判性检验的过程中，人们在“自我意识”章的开端得出了自我意识构成真正实在性这一论点。在检验史或经验史继续推进之前，黑格尔冠以一篇篇幅较大、结构相当复杂的导论（第四章A节之前，GW 9, 103–109）。在其中，首先从总结概括的哲学家视角刻画了迄今检验的结果。这先是从知识的一面进行，然后从“实在性观”（生命的本体论，GW 9, 104–107）的一面进行。

令人困惑的是，黑格尔随后就已经呈现了一种“经验”（GW 9, 107 f.），唯有通过这种经验，自我意识的“概念”才得以完满：这就是欲望的经验。它是一种尝试，试图通过在享用中将感性世界完全“工具化”以服务于自我确证，来证明自我意识的唯一实在性。然而在“行动经验”中表明，欲望着的自我（而非仅仅麻木的、动物性的欲望）的真正且持久的满足，唯有在一个活生生的、在享用中仍然保持并肯定自身的“相对者”中才有可能。[7] 由此，关于自我意识实在性的论点才达到了与前几章意识经验史终点相适应的阶段：不仅自为主体具有主观性或自身相关性，而且独立于其愿望与表象的、恒常的、“客观的”对象性也具有这种性质。

然而，随后对自我意识概念的考察（GW 9, 108 f.）又是从哲学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的（GW 9, 109，“为我们”），并在已达到的成果中揭示出精神的结构，即一种集体自我意识的结构，在其中各个个体主体（“不同的自为存在的自我意识”）能够“在其对立的完全自由与独立性中”得以展开（同上）。这种“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的统一，后来表明自身是一个民族在法权、伦理、宗教与哲学生活中的完满承认。

然而，在紧接着第四章这一导论对自我意识的诸“形态”——即主张自我意识之真正实在性这一论点的诸立场——所作的检验中，黑格尔后退了数步。他从对自我意识之主体间性结构的一种新的概念性展示开始，他明确将这种结构称为“承认运动”（同上）。接下来的经验（在 GW 9, 110 底部以“自我意识首先是单纯的自为存在”这一句子开始）与这种结构也仅仅是部分契合，尤其是仅仅“非对称地”契合。

在此我想首先简要探讨这种结构的复杂展示。其前提预设在于：根据讨论了16至18世纪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的第三章（“力与知性”），无论是（真正的）实在性还是自我意识，从根本上都具有一种被黑格尔称为“无限性”的结构特征。这种结构在于：某物通过自身过渡到其对立面，或者“就是”其对立面。黑格尔如何在自然（被理解为受法则支配的力的交互作用）的概念与过程中阐明这一点，在此无法详细讨论。重要的是，无论是一般的自我意识还是个体的自我意识都具有这一结构，黑格尔在讨论承认运动时将其称为“双重意义”。它在于：每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在某种方式上都在另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中拥有自己的同一性，但也必须否定自身的这种“他者存在”。它必须通过划界重新赢得自身，并借此同时将他者“自由释放”。但它不能仅仅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做到这一点，而是他者必须为自身或“通过其自身”完成相同的过程。黑格尔将这称为行动的双重意义，“既是它自己的行动，也是他者的行动”（GW 9, 110）。

若想用现代术语简要重述自我意识的这种主体间性结构或社会本质，人们可以说，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的转变与改变，离不开来自“伙伴”的期望（或“对期望的期望”）、推动、反应、确证等等。对自身个体性的意识——费希特早在其1796年的《自然法》中就曾试图对其进行“演绎”——以个体之间的互动与相互理解过程为前提预设。黑格尔早在耶拿时期的著作中就试图指出一种特定的互动序列，个体的自我意识可以在其中得以“形成”。这样一种序列显然也是《现象学》中对承认运动之讨论的基础。无论如何，人们实际上唯有借助此类互动才能弄清这一运动的各个阶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并没有为第一阶段呈现出相应的形态。“对于自我意识来说，存在着另一个自我意识；它已经走出了自身”（GW 9, 109）——人们在此还可以联想到黑格尔刚刚讨论过的欲望的经验。该经验表明，持久的自我确证唯有在一个本身具有自我意识决定性特征（鲜活性、在自身的限制或“否定”中保持自身的能力等等）的相对者中才有可能。但是，人们必须对这种经验作极为宽泛的阐发——即联系早年黑格尔不称之为欲望而称之为爱的东西——才能将黑格尔在下文中关于“承认运动”第一阶段所作的刻画应用于其上：经验到自身“作为另一个他者”，并在此他者中同时看到“自身”。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的献身性自我忘却中“丧失”了自身，这可以在不仅具有欲望而且具有感受性的爱中显现出来——同样也可以显现在如下事态中：一个人在对方的情感中所关涉的正是自身，即被爱以及在其中被承认。

对于承认运动的第二阶段——它既消除或“扬弃”了这种自我的丧失，也扬弃了对他者的吞并——人们可以在《现象学》中援引斗争的经验，斗争的结构在这里可以说是被预先勾画出来的。当然，在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中，必须区分黑格尔在此合二为一的几个环节：一方面是作为执着于自身感性生存及其需要与享乐的他者存在；另一方面是既否定自己的同一性与个体性又必须对此予以确证的他者。

这种对他者和他者存在的扬弃是一种“返回自身”，它不仅从对他者的依赖中重新赢回自身的同一性与独立性，而且也重新将这个他者自由释放，但这已不再是在“自我意识”章中被“经验”到的，而是在“精神”章中才被经验到的。因为事实表明，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性的存在者之间的承认，唯有在一种共同的自我意识中才有可能，这种共同自我意识在诸制度中被“实体化”，并在个体的生活与意识中得到确证。对于“人际间的”承认而言，需要的是在“我们”中对“我”、以及在“我”中对“我们”的承认。

在《现象学》之前和之后的著作中，黑格尔就已经将这一点呈现为为承认而斗争的结果，因为这场斗争导致了对法权状态之必然性的意识。[8] 黑格尔在承认概念分析的末尾可能指涉了法权状态，当时他谈到个体“相互承认对方为相互承认者”（GW 9, 110）。按照黑格尔，作为人格的相互承认正是法权关系的本质特征。然而，在A节末尾，《现象学》对法权状态只包含了十分间接的提示，对此我稍后还会谈及。但是，黑格尔坚持爱、斗争、自然统治与劳动的形态，这意味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9]以及尤其是与近代自然法[10]展开论辩的法哲学脉络得以保留。

如果人们将行动的“双重意义”的认识应用于自我丧失及其扬弃的各个阶段，那么对承认之结构的讨论就告完成了。而且这是以一种“双重”的方式再次进行的：扬弃的行动既必须是针对自身与他者的行动，也必须是单方与对方双方的行动。自我意识要求在他者之中并针对他者来认识自身，并且这是通过相互的献身与解放来实现的。

接踵而至的关于为承认而斗争以及主人与奴隶关系的经验史，必须被理解为承认运动第二阶段的经验史，即扬弃他者存在以及另一个“独立存在者”的经验史——正如所言，这是一段尚不完备的、并未达到完满返回的经验史。在此我只能对此作简要勾勒。

首先所关涉的是在与他者的直接相遇中确证自我意识的“本体论立场”——亦即主张真正的实在性是纯粹的自身意识，而其他一切被意识到的东西则是非本质的或“虚无的”这一论点。这种确证又包含两个环节：一方面，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在“内部关系”中确证这种纯粹“自为存在”的意义。这就是说，它必须表明，这种自我意识对它而言意味着一切，而在冲突情况下，其余的定在则毫无意义。其次，人们必须面对一个仅仅为了确证第一个个体的这种“自由”而存在的他者来做出这种证明。

黑格尔在早期的耶拿著作中已经阐明，这样一种证明乃是一切为荣誉而决斗的意义所在：每个人感到对自己负有义务的自我意识或自我形象，在受到任何质疑时都必须被证明为至高无上的、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但他同时将这种决斗模型与古典自然法的一个形象联系起来：在正义战争中获得奴隶。这一从亚里士多德到格老秀斯所坚持的论点表明，人们可以将正义战争中被击败者作为饶其性命的交换而降为奴隶。这种表象也是一个民族与其征服者之间的臣服契约理论的基础，该理论在霍布斯那里仍可找到，随后受到了卢梭的极其激烈的抨击。因此，在为承认而斗争的结局中，所涉及的是社会统治关系的一种最初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粗糙的”形式。

黑格尔现在遵循了《现象学》的操作流程，让这种确证的尝试归于失败，并转化为意图之物的对立面即其“颠倒”。他首先在那个在斗争中确实将自己的自我意识置于生命之上因而成为“主人”的一方展示了这一点；随后在那个因贪生怕死而失败、沦为“奴隶”的一方展示了这一点。失败或逆转对于双方而言均成立，但主人一方以困境告终，而在奴隶一方，则在与其相对立的他者中导向了对自我自由进行确证的最初形式。

主人，或主人意识，出于多重原因注定要失败。一方面，因为作为被征服者的他者不再有能力进行自由的承认，而被迫的确证则是“不算数的”。在概念层面上与此相契合的是行动之“双重意义”的缺失：主人在解放和确证其纯粹自我意识方面所做的一切，超出了失败者的能力，并不同时是“他者的行动”。最后，证明自我独立于生命和独立于他人的尝试也归于失败：主人需要奴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作为器官或有生命的工具——才能生活，他变得依赖于奴隶。

与之相反，起初失败的奴隶之所以被引向一种积极的“逆转”，这种逆转甚至使他超越主人的意识向前迈出一步，是因为在他身上能够结合三种经验环节：其一是作为对一切特定需要与愿望之“震颤”的恐惧；其二是对主人的服侍，主人的自由自我对他显现为值得追求的目标，他将自己“不自由的”目的置于其下；最后是劳动，它使通过恐惧与服侍得以解放的自我意识能够在事物中进行“对象化”。在此黑格尔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制作（poiesis）概念，并同时从意识理论上对之加以阐释。按照亚里士多德，工匠将规划产物的形式从灵魂转移到质料中。对黑格尔而言这意味着：加工事物的人在对象中直观自身的自我，并同时摆脱自然的权能——通过“入世禁欲”摆脱其内在自然的权能，通过“技术性的”自然支配摆脱其外在自然的权能。

然而，对自然的加工只包含了自由经验的前提预设，而非这种经验的确知。正如黑格尔在下一节开端所言（GW 9, 116），奴隶（“服役意识”）仍旧将其独立行动在被加工事物中的对象化，与他在主人身上所面对的自由意识割裂开来。通往“自我意识的新形态”（同上）的真正一步，再次由进行分析的哲学家所开启，哲学家认识到，自由自我意识与其对事物的统治这两个环节的统一，存在于这样一个自我意识之中，对于该自我意识而言，事物的真正实在性存在于其思想形式或概念之中（同上）。

黑格尔为这种形态引入了古代的斯多亚主义和怀疑论哲学，以及——在其同样“逆转的”经验之后——前近代的基督教（在“苦恼意识”一节中）。这在此无法作详尽阐释。在下文中，我仅就《现象学》后续进程中对于“承认运动”而言至关重要的诸方面作概括性的探讨。

II.

在《现象学》之前的耶拿著作中，黑格尔曾让在精神共同体中对个体自我肯定的“扬弃”紧随为承认而斗争之后。在几乎与《现象学》同时构思的1805/06年《精神哲学》中，这体现为经济交换关系与法权承认关系。后来，在海德堡和柏林版《全面教学纲要》的精神哲学中，他也同样指出了法权关系，在其中被承认为人格的个体获得了“精神的生存”。在1805/06年的手稿中，紧接着是一个明确用承认与被承认的术语表述的过程，即个体自我意识与在法则和制度中“得以实现”的普遍意志或共同体精神之间的论辩与联结。

与之相反，《现象学》的推进方式全然不同。它过渡到了晚期古代哲学与中世纪基督教自我意识的“理论”形式。直到后来，在“理性”章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以及“精神”章（第六章）中，才重新涉及自我意识的实践与社会形式。在此，黑格尔伦理概念的基本形式（这些形式主要在后来的《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体系性展开）当然被作为现象学的经验阶段来处理：在对（古希腊）伦理的讨论中的家庭，在以“财富”为标题下的市民社会的诸方面，以及在关于精神的教化与异化一节中关于国家的诸方面。

这些伦理形式也属于承认运动，这一点可以从黑格尔在“精神”章末尾关于道德的一节中再次回到承认概念（该概念此时已得以实现）这一事实中看出。然而，在实践理性与伦理精神的所有这些形式中，首要关涉的并非“人际间的”承认关系，而是个体的——但随后理解为普遍理性代表的——自我意识与普遍意志或共同体精神之间的关系。用“自我意识”章导论中的话说，所关涉的是“我”对“我们”以及反过来的关系。但与1805/06年不同，黑格尔在此极少使用“承认”这一概念。

要说斗争与统治的经验——用近代自然法的术语说：自然状态与“自然的”专制统治的经验——导致了法权关系，仅仅就如下意义而言才是成立的：斯多亚主义紧随统治之后，而其哲学对黑格尔而言构成了罗马法的基础。后者随后在很久之后，在“精神”章第一部分的末尾，在“法权状态”的标题下被加以讨论。但即便在这里，人际间的法权关系也仅仅是一个方面。黑格尔在这一章中主要表明，法权人格的理念作为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内容是不充分的，其实现必然转化为其对立面，即绝对的专制统治。但即便在此，主要在罗马家庭法的所有权结构（作为其家族成员所有者的家族父权人［pater familias］）中表现出来的欠缺的人际间承认，也仅仅是国家秩序中对个体性承认不足的一个方面。

在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中，承认的“实践”意义居于前景，而在《现象学》中，知识的维度则更为重要。具有反思性及其自律意识的自我意识应当被证明为实在性的“原则”。借此，它从在“主体性哲学”（康德、费希特）以及该时代精神自我理解中的片面理解中被解放出来。它被认识为现实性的“精神实体”。为此，黑格尔将两个过程置于前景：其一是现实性在理性概念中以及在认识和行动的主体中“走向自身”的客观思想秩序中的日益“主体化”（“观察的理性”一节）。其二是将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性与人格性原则提升为社会秩序的尺度（实践理性的诸形态），以及提升为被视为最终绝对真理的内容（精神与宗教）。这些过程也可以被理解为在“我们”中对“我”以及反过来的承认之阶段序列。

其他个体甚至社会秩序与共同体活动对个体自我意识的“实践”承认，对此而言是不够的。相反，自我意识——正如在“自我意识”章第二节中就已经显示的那样——还希望在独立于偶然个体的某一主体中让自己的本质得到承认。契合于这种承认追求的，乃是一个绝对精神存在者的宗教概念，该存在者承认或“爱”这些个体。

然而，承认运动甚至超越了对一个彼岸的、“全然他者”的自我的崇拜。个体意识渴望与这个上帝联合。因此，基督教（对黑格尔而言是完满的宗教）教导了一种上帝与人分离并重新联合的过程。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发展中，它扬弃了这个上帝的彼岸性，并在宗教与伦理共同体中使上帝与人类“和解”。该共同体完满的法权与国家制度形式在《现象学》中——与早期和晚期的精神哲学不同——虽然没有得到体系性的探讨，但在对古代伦理与近代异化精神的批判性处理形式中已经清晰可见。据我之见，人们不能由此断定黑格尔仅仅将这些形式理解为精神反思行动的制度化体现（参见霍耐特 1992, 98, 104）。黑格尔明确将道德承认与宗教意识相提并论：绝对知识正是从对其相互契合的洞见中产生的。

由于道德意识被黑格尔呈现为承认之实践维度的完满，因而在此还应作简要讨论。黑格尔在此再次拾起自法兰克福时期著作以来就一直萦绕于心的话题：“偏离的”个体或“罪犯”与道德和法权上相整合的社会之间的分离与和解。然而，这场论辩对他而言现在通过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派著作中关于个体“天才”道德的争论表现出来。[11] 如果道德存在于良知的自律之中，那么它随时可能与普遍的道德尺度发生冲突。

然而，在关于道德的一节中，这种冲突的各种态势与“伪装”导致了一种以相互放弃为形式的“和解”。一方面，坚持自身良知的个体必须承认其决定的片面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错误。另一方面，普遍道德意识必须将良知决定，即使在其不循规蹈矩和“邪恶”之中，也承认为精神的必然环节。“和解的言辞乃是定在的精神，它在其对立面中，在作为绝对在自身内的个别性的纯粹知识中，直观着自身作为普遍本质的纯粹知识——这是一种相互承认，而这就是绝对精神”（GW 9, 361）。良知与普遍合法则性被承认为同一个精神的两个环节，该精神在个体的决定中具体化并向前发展。

这种和解的实践与社会形式，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并未加以展开。但终章中关于这种道德形态与发达的（经由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洗礼的）基督教之间相契合的提示表明，他主要在宗教道德的形式中看到了它们在起作用。宗教公社是公共道德与私人良知相互纠偏的首要媒介。这种合乎理性的宗教性唯有在等级分明、立宪为法权与福利国家的君主国中才有可能，黑格尔在1805至1830年的其他精神哲学著作中对此做了详尽阐述。

III.

黑格尔从费希特那里接过了承认概念。费希特在其自然法著作中将法权关系理解为对自由自身规定的相互承认，并将这种关系“演绎”为一般个体自我意识的条件。[12] 对黑格尔而言，法权——类似于受赫尔德影响的历史法学派——是民族精神的诸多形式之一。但他结合费希特和早期谢林关于自我意识的生成理论，在耶拿时期的著作中发展出了一种精神教化理论，在其中，合乎理性的自我意识认识自身并发现自身得到承认。他在此将“人际间的”承认形式区分为一个包含爱、斗争与法权的序列。

在此之上构建起个体与在制度中客观化的共同体精神之间“更高阶段”的承认运动。用《现象学》精神概念的术语来说：即在“我们”中对“我”以及反过来的承认运动。由于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著作中仍将宗教、艺术与哲学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伦理的”民族精神的形式，因此它们也属于这种更高阶段的承认过程。在耶拿时期末期，黑格尔更清晰地将“绝对精神”与“客观精神”区分开来。前者在其完满中独立于民族精神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它仅仅在其自我呈现与自我认识的图像、表象和概念中拥有自己的质料。另一方面，在个体理性面前得到正当化证明的国家的自由伦理，依然仰赖于绝对精神的诸形式。

由于《现象学》的前景是对真正实在性具有精神结构、自我意识因而面对的并非“陌生的”实在性而是面向其知识与行动建构起来并在其中得以“反思”的实在性这一点的证明，因此在其中，我与我们相互承认的过程居于前景。然而在此，将把自身理性用作行动线索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整合”进在此理性面前得到正当化证明的共同体这一实践主题，占据了广阔的篇幅。黑格尔探讨了历史上出现的个体与其共同体直接统一或“素朴”认同的态势，以及自主自我意识与——家庭、国家或宗教——共同体的伦常及制度相分离的态势。这一过程的目标是在某种最适宜的“活动空间”下的整合。这一目标一如既往地被称为作为相互肯定与“自由释放”的承认。

使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对实践哲学深具吸引力的主要有两点：其一，将对人格自由相互尊重的法权承认扩展为对他人福祉与个人“同一性”的“团结的”赞同形式。其二，赞同、界划与自由释放相整合的“模式”思想。当黑格尔将这一“运动”作为对行为方式、社会构造（家庭、职业阶层、国家）以及制度（法权、行政、国家权力等等）进行体系性呈现的线索时，他由此为一门既是体系性的又是“具体的”实践哲学提供了一条——或许在今天依然适用的——原则。

但人们也必须看到，黑格尔自身的哲学构想对这一原则的应用设置了界限。这导致了他的承认理论中根本性的“非对称性”——尤其是相对于个体而言有利于共同体的“我们”或精神“实体”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在国家的制度“实在性”中，对个人独一无二性的承认仅居于次要地位。通过放弃“吞并”而“自由释放”他者的维度，在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中被片面解释为有利于后者。

对黑格尔而言，个体对其特殊的、“不可混淆的”同一性得到承认的诉求[13]，必须在情感上由家庭满足，在理性上由其职业阶层的社会环境满足。然而即使在阶层层面上，首要关涉的也是胜任的、“正直的”职业义务履行与符合阶层身份的行为方式。个体的生活方式的创新性与创造性——即使并且恰恰当它构成了对既定行为方式的“个性化”诠释时——如何能够“贯彻”到共同伦常之中，黑格尔在社会群体（阶层）的层面上就已经没有加以讨论了。在国家意志形成的层面上，这样一种作用就更不可见了。《法哲学原理》中的国家权力学说几乎把个人意见的意义完全缩减为立法权之阶层代表团中的“具有专业素养的”表述。[14] 黑格尔在西欧国民议会的选举操作流程中，就已经看到了私人意见在国家立法的空间中一种危险的、“未经滤清的”显示。然而，在法权层面上，黑格尔对“偏离常轨的”个体的承认，仅仅具体化为赦免制度或对处于“法律之上”的君主人格性的非常呼吁。

黑格尔在1805/06年的耶拿《精神哲学》中，明确将放弃式地自由释放他者这一环节也应用于国家与个体的关系（GW 8, 255）。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一如既往地将这种关系把握为实体与其偶性的关系。当然，黑格尔的实体概念并非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概念，而《现象学》与《逻辑科学》的努力恰恰在于将实体把握为主体，该主体在独立个体中显示自身并反思自身。尽管如此，在制度层面上，偶性相对于实体的某种偶然性与可替代性依然保留了下来（对黑格尔而言，并不存在对本质性偶性与非本质性偶性的最终界分）。

依循伦理而生活，首先也意味着把握到国家制度是自身目的，在冲突情况下个体的生存与福祉对于国家制度而言仅仅是偶性的。根据黑格尔后来的《法哲学原理》，在国家制度中，“从长远来看”（in the long run）固然也最充分地考虑了个体的特殊利益。在市民社会由国家维稳的市场关系中放开个体的特殊性，以及在保障市民财产权与契约法权方面，国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个体特殊性的展开，并将其作为“国家目的”。在此意义上，国家放弃了极权主义或家长制式的吞并。

但是这种自由释放，无论如何从现代法权发展的立场来看，终究有着严格的界限。当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时，它有权“完全专制地”（GW 8, 259）行事。鉴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对战争——不仅是防御性战争——的广泛接纳，其中包含着对“自由释放”的极大限制。而且公众意见的自由与批评的权利在黑格尔那里也被限制在狭隘的、维持国家存在的界限之内（参见《法哲学原理》第315–320节）。这一点因代议民主制元素在黑格尔权力分立中的从属地位而进一步强化。

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可以主张如下立场：对于一个能让个体的特殊性在——经由社会“缓冲”的——市场进程中得以展开、且其关于共同福祉的观点获得民主承认的国家，黑格尔提供了最好的理据。例如，几年前福山继承科耶夫的阐释就提出了这一论点（参见福山 1992）。当然，针对他的阐释人们可以提出异议：他从人类学角度重新解释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并赋予其历史哲学一种黑格尔明确放弃的前瞻预言色彩。这在此无法作进一步阐述。[15]

针对这种对承认学说的肯定性吸收，人们也可以尝试特别突显其早期耶拿版本的批判性环节，并将黑格尔自身的发展解释为对此的背离。霍耐特将此作为一项远远超出黑格尔范围的关于“道德冲突的语法”研究的对象（以下参见霍耐特 1992）。

按照霍耐特的观点，黑格尔主要在其早期的耶拿著作（1802/03）中发展出了一种承认形式理论，当代的批判社会理论依然可以以此为基础。[16] 在“为承认而斗争”的构想中，黑格尔为社会群体的“道德冲突”提供了一种模型，使人类的道德与法权发展变得易于理解。这些冲突发端于被拒绝承认的经验，并在——有利的情况下——导向更高、更具体且在制度上更有保障的承认形式。

即使是这一发展的目标，在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承认理论中也已经勾勒出了基本轮廓，亦即在《伦理体系》（1802/03）就已呈现的三种承认形式中：“在家庭的情感承认关系中，人类个体作为具体的需要存在者被承认；在法权的认知形式承认关系中，个体作为抽象的法权人格被承认；而在国家的情感启蒙承认关系中，个体最终作为具体普遍者，亦即作为在其独特性中社会化了的主体而被承认”（霍耐特 1992, 45）。爱、法权与团结是承认的三种形式，社会承认斗争所关涉的正是它们的实现与充实。

霍耐特如何试图通过“后形而上学的”社会理论来改造这一路径，在此无法讨论。然而对于《现象学》的阐释而言重要的是，霍耐特像此前的哈贝马斯（哈贝马斯 1968, 36）一样，在该著作中就已经看到了对早期承认学说的“背离”。早期的三种承认形式仍被构想为社会形成的“媒介”，而自1805年起，但在《精神现象学》中则是明确地，它们沦为了被“独白式地”理解的精神的单纯反思阶段。在其精神哲学中受费希特影响而进行的“意识哲学彻底塑造”（霍耐特 1992, 55），将承认的形式缩减为精神外化与返回自身的诸阶段。

在1805/06年的精神哲学中，霍耐特认为这主要显现在承认的最高阶段，即原先被理解为“团结”的国家的伦理中：国家仅仅被理解为精神之“反思行动”的“制度化体现”（霍耐特 1992, 98），伦理领域如今“被涤除了所有的主体间性”（霍耐特 1992, 101）。在《现象学》中，为承认而斗争完全被缩减为“形成自我意识的功能”，并被“局限于在主奴辩证法中所代表的意义”（霍耐特 1992, 104）。通过《现象学》“方法上占优的”构想，黑格尔最终“堵死了重返其早期最强直觉——即为承认而斗争的尚未完工的模型——的道路”（同上）。

显而易见，我上面提出的阐释在某些方面与这种解读发生了冲突。在此只需再次提醒，黑格尔在展示承认的“运动”之前，恰恰将精神概念理解为一个“我们”，在此“我们”之内，各个个体可以独立化，并且能够彼此相对立以及与“我们”相对立。承认运动本身进而包含了早期著作中承认构想的所有结构要素。

黑格尔在《现象学》后续进程中未曾明确地“实现”这些要素，且承认的实践意义在其中退居幕后，其原因在上文已有所暗示。然而，在精神的实践形态系列的末尾，在道德章中，相互承认——甚至是针对“外人”的相互承认——被明确指定为绝对（！）精神的内容。只有当人们从意识理论上理解反思概念，并剥离其逻辑本体论方面（这些方面尤其是由后来的黑格尔反思逻辑所展开的）时，人们才能谈论所谓独白式结构。

然而必须向霍耐特和哈贝马斯承认的是，黑格尔无论是在《现象学》中还是在其早期和晚期的著作中，都没有充分挖掘其承认学说的“潜能”。这在对黑格尔不同著作中贯彻这一“直觉”的内在批判中也能得以证明（参见齐普 1979, 278 ff.）。

依我之见，黑格尔并未将承认运动缩减为为承认而斗争。针对科耶夫对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哲学过高评价，这一点也必须予以强调。若在“承认运动”的概念阐释框架下以及在其余耶拿时期文献的框架下看待《现象学》的“自我意识”章，就会清晰地看到：为承认而斗争——更不用说紧随其后的主人与奴隶的经验史——仅仅是“承认运动”中的一种形式和一个阶段。属于这一运动的各种互动形式，作为整体构成了教化过程，并且——在摆脱了其片面性与非对称性之后——也构成了精神的“生命”。这也同样适用于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的晚期构想。但绝不可否认的是，黑格尔违背其意图与概念，恰恰未能使客观精神的制度摆脱个体对国家的承认所占据的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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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作为《精神现象学》的线索

1844年，卡尔·马克思在其《巴黎手稿》中找到了实现其哲学的切入点。他将自己的国民经济学批判构想为一部新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这部天才的早期著作在他看来是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与秘密，从而也是整个哲学的诞生地与秘密：精神的本质被置于劳动之中。当然，黑格尔把劳动过多地局限于精神劳动，亦即从理论出发、从而从精神在其现前性中的实现出发来看待劳动。但黑格尔关于主人与奴隶斗争的论述也表明，政治上的统治思维必须被克服，让位于一条通过共同劳动通向自由的道路。马克思顺理成章地在其《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附上了一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尤其是对《现象学》（Phänomenologie）的概述。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概述并没有以“A. 意识”这一章开篇；相反，它将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统统归拢在第一章“A. 自我意识”之下。像布鲁诺·鲍威尔这样的友人，依然从宗教批判出发，依据黑格尔的《现象学》解读了古代宗教史与精神史，并在此过程中将黑格尔的哲思把握为一种自我意识哲学。在宗教领域的争论由索伦·克尔凯郭尔继续推进，他试图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锚定在苦恼意识之上，从而再次将自我意识现象学的一个节段确立为核心。克尔凯郭尔没有提供一种精神现象学，而是提出了一种生存阶段学说，该学说让人类的道路在信仰中达到顶峰，因此必然在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活动中看到一种迷途。

20世纪延续了这场以自我意识现象学为导向的黑格尔论争。例如，让·瓦尔（Jean Wahl）于1929年出版了一部关于黑格尔哲学中苦恼意识的著作。数年后，亚历山大·科耶夫开启了他在巴黎关于黑格尔的讲座，这些讲座从自我意识现象学出发，将黑格尔哲学阐释为对人的人性化生成及其历史的把握。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认同科耶夫的信心，即认为人类各群体与各民族已被联结在单一的人类历史之中，黑格尔已为这一历史找到了对政治领域的理性设置原则与对宗教信念之批判的充分意识。因此，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尤其在其《现象学》中）谈论自我意识的？这一问题将分三步展开。首先应当追问，《现象学》中关于自我意识的一章究竟应当如何解释。然后应当阐明，对黑格尔而言，自我意识究竟如何成为规定绝对知识的线索。最后，可以指出黑格尔如何凭借其切入点融入哲学史，以及他的任务设定在今天如何能够被我们重演。

I. 自我意识现象学

1806年2月，黑格尔将那部后来定名为《精神现象学》的著作的第一批文本片断送交印刷所。这些文本片断呈现了最初的形态，以感性确知开端。开端是对这一体系部分之意义的简短导言，该部分起初本应当是对逻辑学或思辨哲学的导论，并且仅仅是一部关于逻辑学的著作的第一部分。黑格尔后来（在目录中）给这篇简短导言冠以“导论”的标题。

这篇导论追问：究竟何种知识才根本有能力建构起一门科学，也就是首先建构起一门逻辑学或思辨哲学？知识能否自我审查其确知是否具有真理？黑格尔坚持认为，知识从其本性或本质出发就被赋予了自我审查的规定。知识能够且必须一再经验到：真理与它的确知并不契合。在德语日常语言中，“确知”一词确实指向一种可能落空的主观态度，而“真理”一词则更强烈地指向客观性。我确知明天也会是好天气；但这种确知是否符合客观事态？我明天所获得的经验或许会裁定这一问题。

意识的经验科学所关涉的并非此类经验性的问题。这门科学诚然旨在引向逻辑学或思辨哲学，亦即引向对基本概念和思维形式的正当运用。借助简单的例证，应当向拿起一本逻辑学著作的读者阐明如何正确运用基本概念。例如这样一个例证便是“这一个”（„dieses“）这个词。确知试图通过这个词把握纯粹的、绝对个别的存在。然而，听到这个词的其他人却并不确定所指的究竟是这一个“这一个”还是那一个“这一个”。这意味着，即使是“这一个”这个词本身也已经在自身中包含着一种复杂的普遍性。把握纯粹存在的确知落空了。真正存在于这种借由“这一个”这样的词表达出来的确知之中的，已经是一种“这個性”（Diesheit）：这单个物，它可以拥有许多普遍属性。运用来自存在领域的范畴（亦即质与（纯）量），自身就会进一步导向运用来自关系领域的范畴，例如实体与偶性关系。在进行经验的意识或显现的精神背后，存在着《逻辑科学》的必然道路，这条道路从存在导向关系，然后再进一步导向其他思辨的基本规定。因此，意识的形态与《逻辑科学》的环节相契合；现象学作为关于精神显象的学说，关联着作为精神之真正科学的逻辑学。

黑格尔在他当年的实在哲学末尾给出了思辨哲学之逻辑学的基本环节，从而也给出了其主要节段：存在、关系、生命与认识活动；认识着的知识、精神、精神对自身的知识。黑格尔现在将思辨哲学统一地把握为逻辑学，但在上述划分中依然回响着传统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之二分。首先给出逻辑的基本概念和思维形式；在范畴之外，加入了诸如作为生命与认识活动之基本特征的目的论等具有区分性的思维形式。然后在一个形而上学部分中追问：作为认识着的知识而知晓实在性的认识活动究竟如何存在。只有当单个个体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民族或伦理精神在宗教与科学中获得关于这一精神自身的知识，并借此将上帝、世界与灵魂结合在一起时，这种认识着的知识才有可能。《意识经验的科学》（后来冠以《精神现象学》的标题）遵循逻辑学的这一道路，让自然的、未经教化的意识在运用逻辑环节的过程中进行经验。由于黑格尔将《精神现象学》融入体系整体，这部现象学便具有两种文本类型：首先是作者——他心中已然观照着体系的整体——指明所涉及的是哪些逻辑环节；然后他展示自然意识如何伴随各个逻辑环节进行其经验。

因此，在呈现最初形态时指出，感性意识所关涉的是纯粹存在。然后通过例证（运用诸如“这一个”之类的指示词）展示，未经教化的意识如何伴随这一逻辑规定进行其经验。经验表明，我们从这一逻辑规定被引向其他规定，亦即首先被引向单个物与诸多属性之间的关系——知觉的主题。事实上，属性（比如桌子的坚硬）并不会脱离其承担者而在空间中飞舞——那将是一个我们无法生存的世界。知性的第三种形态最终必然得出结论：具有诸多属性的单个物作为一种关系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承担这些属性的实体是力，这种力从自身的统一出发走向属性的多样性，然后又一再将这些属性回束于自身的统一。只有这样，关系的“理念”才得以表达出来，正是这种理念才使实体与偶性的分离成为可能。“存在”与“关系”这两个逻辑环节反映在意识的三种形态中，因为第三种形态为展开的逻辑规定收紧了总结性的“结”。

至此，与对象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序列便告终结。最后的经验表明，对象显现出与意识相同的结构：即那种从统一或同一性导向多样性或差异、然后又回到统一与同一性的力。由此可以开启一条新的发展线索：凡根本存在之物，在其完满形式中不正是生命吗？生命从其隐德来希（Entelechie）出发塑造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并且一再将这一有组织的整体回束于统一的隐德来希。这种生命能够认识自身。这发生在知晓世界并知晓自身的人身上。如果动物知道它们各自是以何种方式成为马或大象的，那么它们就会是像我们一样的理性存在者；然而只有人类才会建立起生物学乃至兽医学这样的东西。《现象学》必须将生命与认识活动的结构环节规定着凡存在之物这一点带入经验，并借此与自然意识一同演练，从而能够获得一种“自身确知的真理”（„Wahrheit der Gewißheit seiner selbst“）。直到后来的目录中，黑格尔才将这一经验过程置于“自我意识”标题之下。这里所涉及的是认识自身的或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亦即活生生的自我意识。因此，自我意识的经验包含两个部分：首先关涉生命中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其次关涉其自由或自身性，在其中，单个个体自身仍然融入生命与自我意识的统摄整体之中。最初的三种形态展示了主人如何在生死斗争中坚持作为自身的欲望，随后生命的继续持存如何将奴隶置于主人身旁，以及最终这一对立如何在赋予人类对事物和生命之支配权能的劳动中得到消解。对于第二组形态序列，黑格尔自己赋予了明确的标题：“斯多亚主义、怀疑论和苦恼意识”。

黑格尔从社会哲学与精神史中汲取简单的例证，以便借助它们（正如先前借助“这一个”一词的运用）来说明：凡存在之物既是物性与生命，也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伴随其自由仍然受制于存在与生命的直接性；它必须通过一种否定从这种束缚中解放自身。然而，自然的、未经教化的意识如果狭隘地将这种否定理解为一种杀戮，那便误解了这种否定。在这种理解中，生命的肯定设定与其直接性的否定彼此分裂开来，恰如在生死斗争中胜利者与作为纯粹尸体的死者彼此分裂开来一样。经验表明，自我意识中对生命直接性的否定必须得到不同的理解，亦即不得抽象地与生命的肯定设定相对立。被否定的生命在自我意识中必须丧失其直接性，但作为自我意识的根据却仍须持存下来。为了以必要的方式中介肯定设定与否定，黑格尔引入了另一个例证：奴役与统治的关系。他竭尽全力阐明，自己并非在探讨社会哲学主题，而是在运用一个说明性的例证。没有经受住死亡危险且执着于生命的奴隶，代表着生命持存的直接性；而主人则代表着能够在经受死亡危险中扬弃这种直接性的自我意识。奴隶只有与迫使其劳动并依靠奴隶劳动生活的主人在一起，才成其为奴隶。一方面是物性的存在与生命的直接性，另一方面是自身性与统治，二者通过推论得到中介。在此过程中，主人既通过统治的推论也通过享受的推论得到刻画。统治的推论是：主人是存在的权能；存在是奴隶的权能；主人是奴隶的权能。享受的推论是：主人通过奴隶关涉物；奴隶通过劳动关涉物；主人通过在别处完成的劳动关涉物（恰恰体现为单纯享用桌上准备好的食物）。

这里并没有让生命与自我意识在绝对者中以直接的肯定设定与抽象的否定彼此分裂开来，而是将这两个结构环节相互中介起来。然而，这种中介仍然是片面的和不平等的：主人对自己所做的，与他对奴隶所做的大不相同。他并不将自身屈从于劳动；因此他的统治必然在奢靡的享受中走向死胡同。所以黑格尔提示了第三种形态，该形态从奴隶的一方来看待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但随后也克服了这种片面的视角。劳动被证明是走向自由的真正道路。奴隶通过劳动塑造物理之物与有生命之物，借此赢得了统治权能，且不再需要外在的主人：他自己就是自己麦田的主人，也是自己羊群的主人。我们能否在劳动中看到生命与自我意识的真正中介？对此黑格尔给出了“部分如此、部分不尽然”的回答：劳动必须以特定方式被把握，不能将其视为单纯资产者（Bourgeois）的分离活动，而必须被把握为公民（Bürger）对统治与劳动的对立之克服，公民既是资产者（Bourgeois），也是公民（Citoyen）。

第二组经验过程序列所展示的与其说是对生命直接性的克服，不如说是自由在自我意识中的具体化。如果黑格尔在此指涉精神史的形态，那么这绝非在一场历史性的探讨之内；这些形态仅仅说明意识在运用逻辑环节时所获得的经验。一旦人经验到他通过劳动延续了自然的塑造力量，从而变得具有自我意识和自身性，那么他就能与斯多亚主义一道，在这一自我意识中同时发现世界的逻各斯。然而，如果斯多亚主义仅仅一再重复：人无论在王座上还是在枷锁中都应当与逻各斯合一并借此获得自由，那么它难道不是依然是不近人情的吗？这一类断言仍然是“索然无味”的，因为它们并未为具体情境中的行动提供准则。作为第二个例证的怀疑论展示了自我意识如何通过揭示既定之物的矛盾性来消解对它的束缚。苦恼意识则引入了犹太-基督教宗教史的现象，并阐明具体的人在其有限性中能够与作为绝对自我的上帝相中介。

对于呈现这些经验过程的导入性说明清晰地指明了其主旨所在：未经教化的意识应当学会运用那些向它表明凡存在之物——亦即世界、灵魂与上帝的交织——既必须被思考为生命、也必须被思考为自我意识的逻辑规定。在此清晰显现的是，这里关涉的并非作为自我意识存在者的单个个体的人。相反，应当将绝对自我把握为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生命以及伴随生命的物性提升为自我意识。这一过程是一种复杂的中介，其中双方必须相互承认。生命必须承认自身趋向于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必须在生命中看到其持存的基础。上帝应当成为人，人应当从上帝出发认识自身。这一承认的过程表明，最高的逻辑结构是目的论，在其中，自在体成为自为的。

II. 自我意识与绝对知识

逻辑的基本概念和思维形式有助于黑格尔从其根据出发并在其关联中把握凡存在之物。因此，在人们可以在狭义上称为“逻辑的”那些思辨哲学部分旁边，并立着“形而上学的”部分。在撰写《现象学》时期，这些形而上学部分冠以“认识着的知识”、“精神”、“精神对自身的知识”的标题。在此展开的知识与行动方式，应当通过关于理性、精神、宗教与绝对知识的现象学节段得到演练。当理性将意识对对象的定向与自我意识结合起来时，它必须在三个节段中分别展示三种形态，亦即在意识的态度与自我意识的态度之后，紧随以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综合。由此，知识被证明为一种知晓实在性的知识。关于作为伦理精神的精神之章节展示了这种认识着的知识如何实在地存在：在单个的人中、在等级或阶级中、在各民族中、在历史中。在宗教中，精神获得了关于自身的知识，亦即关于赋予其意义的根据及其将一切联结在一起的神圣中项的知识，在一种直接的趋向中，这一中项被称为“上帝”。

宗教的诸形态是从此前展示的形态中获得的。此前的形态构成了若干线索，在线索上，两种形态在第三种形态中找到终结性的“结”：感性确知与知觉在知性中结为纽结，主人的欲望与主人-奴隶关系在劳动中结为纽结，斯多亚主义与怀疑论无论如何都在苦恼意识中结为纽结。宗教贯通这些线索构成的束，然后依据在这束线索中分别作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种形态并列并置的形态来理解自身。因此，自然宗教的第一种形态是从感性确知出发来理解自身的，但也是从主人的欲望和斯多亚式的自我出发来理解自身的。它（例如在伊朗的宗教性中）伴随感性确知，将光与其同黑暗的区别设定为神圣者；这一神圣者随后（正如在犹太宗教性中）变成了以光为袍的主人。以这种方式，根本可能的宗教性形式得到了现象学式的推导。但借此，宗教的历史便在逻辑上得到了把握，因为在现象学形态的背后站立着逻辑学的基本环节，正如在感性确知背后站立着纯粹存在一样。

当黑格尔区分自然宗教、艺术宗教与启示宗教时，他将意识的立场赋予自然宗教，将自我意识的立场赋予希腊艺术宗教，而将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赋予作为启示宗教的基督教。在这启示宗教中，上帝不仅是直接预先给定的光，而且也不仅仅是由艺术家创造的具有人类形态的神圣雕像；上帝是在直接性与具有自我意识的艺术的统一中被经验到的，亦即在这一必死的、历史性的人身上被经验到的，在其中彰显着上帝对人类的要求。因此，启示宗教是三位一体的宗教，在其中，早期基督教对神圣者的经验被提升到了概念。然而唯其如此，早在宗教领域中，历史连同其经验便已能够趋向于概念的透明性。

精神对自身的知识不仅是直接寻求终极意义的宗教，而且同时也是绝对知识，绝对知识将精神关于自身的宗教知识与反思知识统一起来，从而为现象学诸形态之束结成了最后的“结”。黑格尔提醒人们注意：在意识的形态旁边加入了意识在自我意识中被扬弃的形态——在感性确知旁边加入了对灵魂的面相学观察，在知觉旁边加入了启蒙对功利关系的坚持，在知性旁边加入了道德的自我意识。唯有如此（在优美灵魂的形态中），对神圣者的直观才能同时是自身直观。因此，并非与意识相对立的自我意识，而是二者在它们的综合中，才是绝对知识的线索。这一综合在“逻辑上”已经昭示于苦恼意识之中，苦恼意识放弃了其苦恼，从而从一个统摄性的目的论过程中来理解单个的自我意识。唯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达成了自我意识仅仅昭示出的东西：绝对者的最终透明化，它将所有单个形态重新收回自身之内。绝对知识不是与其他形态并列的又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例如作为感性确知的那种“形态”，但这种感性确知已明了自身在整个过程中的位置，因而知晓其界限。由此，现象学便能够导入《逻辑科学》，后者不仅谈论存在，而且是在所有思辨基本环节的关联中看待存在。

《精神现象学》能够在对某物的一切意识中发现一种朝向自我意识的倾向，因为自我意识被把握为绝对者对自身的意识化（从而按照宗教的语言：我们心中的上帝）。单个的人只能依据他们在伦理精神与宗教精神中以及在作为绝对者透明化的历史中所占据的位置，来参与这一自我意识。正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赋予其思维活动一种对历史的特殊亲和性。在此，黑格尔必须将由逻辑学所引导的意识历史与偶然的世界历史区别开来。他在《现象学》末尾说道：“知晓自身的界限，意味着懂得牺牲自身”。逻辑学的思辨知识以及对这种知识的现象学演练，必须将自然与历史中的偶然性置于自身之外并特意予以释放。借此，现象学的历史便区别于现实的历史：意识的历史是可能经验的“被把握的组织”，它遵循逻辑学的概念；在它之外加入了偶然之事，例如对存在的定向恰恰是在大希腊被发现的。唯有将这种偶然的历史与作为历史可能经验之被把握组织的《现象学》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被把握的历史”，它在偶然之物中发现永恒与持存之物，从而导向对历史与精神的逻辑理解。

III. 自我意识作为目的论

对某物的意识所具有的双重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被证明为生命，生命在对方之中并与对方一道发现自身，并且应当成为自我意识。在这一自我意识中，自在之物才成为自为的，因此这一自我意识是一个目的论过程。从这一前提预设出发，黑格尔在撰写《现象学》时期能够重新吸收新柏拉图主义传统及其犹太（斐洛式的）以及基督教的改造。在此过程中，当亚里士多德将自我意识（Noesis Noeseos，思想的思想）同时把握为生命（Zoe）与现实性（Energeia）时，他便扮演了引领这一新柏拉图主义的角色。黑格尔着重强调的“现实的”知识——这种知识唯有在历史过程中才找到自身——必须从亚里士多德将Energeia理解为Zoe和Noesis Noeseos的观点出发来加以解读。黑格尔凭借其自我意识《现象学》，与其友人谢林既亲近又疏远。谢林在1809年关于人类自由本质的著作中，同样试图在绝对者中将作为幽暗根据之物与作为上帝自身的所是之中介起来。然而黑格尔坚持认为，这种关系在一切人类学、神学和形而上学之前必须在逻辑上得到澄清。由于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都放弃了这些逻辑努力，他们不得不仓促地提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或信仰生存的论点来反对黑格尔。

黑格尔在《现象学》序言中将自己出于形而上学意图谈论自我意识的方式总结为这样一个命题：实体必须被思考为主体。借此，他既没有将自我意识与意识相对立，也没有将近代对终极自身确知的定向与古代对存在的定向相对立；相反，他将实体的主体存在解释为一个目的论过程。借此，绝对者在其中对自身变得透明的概念，便与时间和历史发生了关联。《现象学》的结尾将时间称为（在历史的离散中）在此存在的概念。因此，只要精神尚未完成，时间便是精神的命运与必然性。相反，关于在自身中完成了的精神则说，它通过概念“泯除”（„tilgt“）了时间，从而泯除了命运般的离散。黑格尔为他自己的时代索求了精神的这种完成。但他只有通过仓促短路地消解思辨哲学的关键问题——例如将善的理念从而将伦理精神推移得过分靠近生命的目的论结构——才能确立这一主张。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盲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仍在致力于解决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卷入了未获解决的困难。因此，正是黑格尔的这部著作能够有助于我们针对其内部所蕴含的问题敞开黑格尔哲学，并借此关联到我们时代的诸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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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杜辛


黑格尔《现象学》中的理性概念

今天，理性论证有助于寻求真理或做出决断已不再被视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一方面可以从特意确立普遍合理性标准并为其投票表决、或在实践领域为理性决断标准进行辩护的尝试中看出；另一方面，尤其是可以从后现代的理性批判以及晚期胡塞尔、乃至更是晚期海德格尔的诊断中看出——他们认为欧洲科学的理性已经陷入危机，乃至作为普遍化的技术理性最终掩盖了存在者的一切真理。——无论是在对合理性的此类表态中，还是在对理性的此类批判中，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都未得到一致的规定；支持理性或反对理性的理由也各不相同，部分相异的反向理由之间甚至互不相容。因此，关于理性的谈论在当前显然已经变得含混不清。

由此便形成了一种局面：重新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关于理性的规定，可能具有特殊的定向价值。黑格尔恰恰处于与我们今天相似的境地，因为他看到自己不得不对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某些对理性不太友好的立场表态——无论这些立场属于狂飙突进运动和早期古典主义，还是属于浪漫派。仅举两例：歌德在《浮士德 I》中强调了浮士德对各门科学以及从事科学活动的不满。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梅菲斯特诱惑他走向丰沛充实的生活，并且说出了例如已成为名言的诗句：“理论是灰色的，亲爱的朋友，而生命的金树常青”（第2038行及以下）。我们必须首先重新意识到这句格言令人反感之处。对黑格尔来说，这显然是令人反感的；因为理论——即一切科学和一切哲学——由此遭到了贬抑。[1]或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论诗的对话》中宣称，诗是一切事物（包括科学）由此出发并复归于其中的源头，这一思想部分地已见于哈曼和赫尔德，而作为整体同样见于青年谢林。黑格尔对这种科学批判和理性批判进行了清算；他的总论点是：在此类批判中，理性和科学认识的规定是不充分的；真正的理性认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普遍的，从而也把握了活生生的存在者。然而，黑格尔将这种关于纯粹逻辑思想以及实在的自然与历史精神宇宙的不受限制的理性认识，与《现象学》中有限理性的有限意义区分开来。

因此，下文将展示：第一，1807年《现象学》中的理性在自我意识的体系性历史内部呈现为一种特定的、但却是暂时的据信为真方式；第二，浪漫派原则上对其感到不满的这种理性据信为真立场的起点与终点，正是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而黑格尔意欲从理性内在性地超越它们；第三，有限理性在《全面教学纲要》的主观精神内部如何获得一种新的体系性地位，以及它与绝对理性认识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在结尾处，将指出非工具性、非技术的有限理性在现代主观性理论内部的意义。

I. 自我意识历史中的理性。黑格尔1807年的《现象学》

在1807年的《现象学》中，理性是一种核心的据信为真方式，意识在其“向着科学的……教化”（GW 9, 56）[2]——即通往确凿的科学认识——的道路上穿越这种方式；在它之前有意识的各种据信为真方式，如感性确知、知觉、知性以及自我意识的据信为真；在它之后则是精神的各形态及其据信为真方式。然而，理性并非简单地作为我们精神中与感受、知觉、知性等并列的一种能力出现。正如黑格尔早在1802年的《怀疑论》论文中一样，他在《现象学》中也嘲讽了当时人类学或心理学对诸能力的“收集”进行“罗列讲述”，仿佛这些能力在我们精神中是“如同装在一个口袋里”（GW 9, 169；对比 GW 4, 237：“一口袋能力”；亦对比 329）。这种批判的背景乃是一门体系性的自我意识观念论历史的纲领，黑格尔是从费希特和谢林那里接纳这一纲领的。简而言之，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有两项基本任务[3]：其一，它必须按照由某一原则所规整的体系性阶梯次序，阐述自我意识的各种能力与成就，直至自我意识达到一种充实的自我关联；通过这种体系构想及其原则，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便与经验人类学区分开来。其二，它必须在各个不同阶段上区分观察着的“我”与被观察的“我”，并展示被主题化和被讨论的被观察的“我”如何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逐渐充实着主观性的诸规定，直至它等同于那代表着充实的、自我关联的“我”之充分展开的方法与内容立场的观察着的“我”，并在此达到完满。单从这一架构便可看出，自我意识的自我关联在此并非按照僵化而静止的主客体关系模型来思考的。被观察的“我”或“我-客体”的阶梯式发展，在此是通过“我”的能力与成就的体系性展开而发生的，在这些能力与成就中，“我”以日益复杂的方式成为自为的，直至它最终在其完满的自我关联中把握自身。黑格尔将这种完满的自我关联规定为“绝对知识”。

当然，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将自我意识的历史置于一个相对于费希特和谢林而言全新的体系性语境之中。[4]对他来说，它既非如费希特那样作为体系之基础奠定的先验观念论的组成部分，亦非如谢林那样作为一种精神哲学形式的先验观念论；对黑格尔而言，它毋宁是进入体系的体系性导论，即进入作为体系第一部分的思辨逻辑的导论。[5]黑格尔在耶拿最初赋予其早期逻辑学（作为反思与有限理性的理论）这种导论功能之后，《现象学》才获得了这一导论功能。直到黑格尔在思辨意义上构想逻辑学，并赋予它对绝对者的纯粹思想认识，才需要一种新的体系性导论，即作为自我意识历史的《现象学》，它阐述据信为真方式直至“绝对知识”的发展。——然而，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暂时的据信为真方式没有一种能够经受住检验，因此所描绘的自我意识之路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怀疑论”（GW 9, 56）；在其中，广义上作为据信为真主体的据信为真的意识，在构成封闭自足的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阶段上都陷入彻底怀疑。在此，一个阶段内部的论证推进是通过意识的“辩证经验”来实现的，在这一经验中，意识发觉自身此前认作真相的东西的反面呈现为真相。这一洞见引发了意识的怀疑与彻底怀疑。由此大体得出：在这段作为“自我实现的怀疑论”的自我意识历史中，所讨论和体系性展开的并不是“我”本身的能力与成就，而仅仅是只要它们呈现为据信为真方式时的能力与成就，因而并非探讨感受本身，而是探讨感性确知。——因此，《现象学》是作为“意识经验的科学”（正如最初的副标题所示）[6]的自我意识历史；然而，它之所以是这种历史，仅仅在于它是进入体系、特别是进入思辨逻辑的体系性导论，并且是呈现意识的“辩证经验”及其各自彻底怀疑之路的“科学的怀疑论”。唯有通过这种彻底怀疑之路，意识才能达到真正的知识。

这段作为对证明自身为非真的据信为真形态进行体系性阐述直至达到真正知识的自我意识历史，对黑格尔而言同时也是精神的现象学或显象学说。意识形态及其各自据信为真的形态由此被形而上学地解释为尚未在其真理中出场的精神的显象。自我意识作为逻辑学导论以及作为“自我实现的怀疑论”的历史，由此获得了思辨形而上学的基础。然而，这是否符合导论本身的性质（导论原本应当首先使形而上学认识成为可能），仍是有疑问的。

有限理性作为把握真相的特定方式的阐发，正是被纳入黑格尔《现象学》的这一构想之中的。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早在前一个“自我意识”的立场中，“真理的固有王国”（GW 9, 103）就已被踏入。对于自我意识而言，真相或对象具有自我意识的属性；在此，对象并不意味着天然的或技术制造的物体，而是具有作为表象着的自我意识的意向相关项这一宽泛意义，自我意识将这种意向相关项认作真正的存在者并在此意义上认作真相。但是，对于自我意识而言，其对象仍是另一个与之处于否定性关联中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在作为自我意识形态的生死斗争或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与此相对，理性意味着自我意识的据信为真，它对其对象即自我意识获得了实定的关系。因此，理性拥有“即是一切实在性”（GW 9, 133）[7]的确知；费希特曾将这种确知归诸纯粹的“我”。理性据信为真发现，其意向性的对应方本身即是一个实定的理性之物。因此，即是一切实在性的理性之物在其概念中并不是抽象和空洞的，而是一个充实的普遍者。然而，在《现象学》中，这种理性据信为真仅仅属于单个的自我意识；这也正是这种据信为真的暂时性根据所在。

单个自我意识的理性据信为真现在必须被实现出来；这种实现被划分为一系列特定的形态。据信为真的第一阶段是基于一条主导性的理性原则对自然以及精神的自然面进行理论认识活动；在此表明，理论上所吸纳和所认识的仅仅是一种现成被发现的理性之物。然而，纯粹被动的现成存在并非理性考察中理性之物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理性之物在第二阶段试图作为单个自我意识主动地实现自身。由于开头提到了歌德《浮士德 I》中浮士德敌视理性和科学的立场，在此特别提请注意黑格尔的批判性解释。黑格尔在“快乐与必然性”一节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浮士德的立场在其反讽的后果中不自觉地显现为合乎理性的。浮士德背离了科学，投身于他所认作的生活之中；他享受快乐与欲望的满足，并在此陷入其个别性之中。与此相反，他真正寻求的乃是充实的、鲜活的普遍性。在单个人的快乐体验之无本质性的经验中——这正是黑格尔的论点——隐藏着一种痛苦的洞见：他原先认作真相的东西（个体的快乐）的反面才是真相，即必然性与命运，而必然性与命运当然不能停留于未被把握的状态，而是必须作为充实的普遍性被把握。——理性据信为真的第三阶段在于尝试实现单个自我意识的实践理性，该自我意识主张在自身中承载伦理上充实的普遍性。

II. 理性据信为真发展的起点与终点

理性据信为真之发展的起点与终点，以黑格尔对康德和费希特的纯粹“我”原则以及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的清算为特征。

理性确知自己“即是一切实在性”；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正是“观念论”的原则（GW 9, 133及其他多处）[8]，康德在统觉的统一中、费希特在“我是我”这条基本原理中把握了这一原则。对黑格尔而言，这其中包含着：“我”或自我意识不仅是与其他对象并列的一个对象，而且是排除了可设想的其他对象的唯一对象；它在实定的自我关联中从本质上将自身把握为全部真理，并且在此其中，其自我关联的据信为真是普遍的和合乎理性的；它在一切存在之物中从本质上认识到自我意识；如随后所证明的那样，这也适用于作为亏缺的自我意识的一切自然存在者。因此，纯粹的“我”或统觉就是范畴，即一般存在者的普遍根本规定，在理性自我关联的阶段上表明，这种存在者是思维的存在，或者说范畴的本体论意义在自身内部是自我逻辑的。在1805/06年的实在哲学中，黑格尔曾宣称：“逻各斯［是］理性，事物的本质与言论，事情与言说，范畴。”（GW 8, 190）[9]在此，范畴的希腊渊源（更确切地说是亚里士多德渊源）作为思想命题与存在者意义的统一被强调出来。在《现象学》中，这一逻各斯从主观性理论的角度被把握；它就是将自身及一切知晓为自我意识的理性。因此，这一理性立场以各种变体从希腊人一直延伸到康德和费希特；并且在原则上它也是黑格尔自己的立场。

然而，在《现象学》的呈现中，这一立场仍带有一些暂时的局限性，黑格尔在其对耶拿时期对康德和费希特批判的回溯中指明了这些局限性；它们总的来说在于：这种理性之物仅仅是一个有限自我意识的有限据信为真。一方面，黑格尔解释说，理性作为观念论的立场是直接出场的，遗忘了通往该立场的道路。对于理性据信为真的形态而言，同样存在的是：意识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是重新开始的，并不顾及先前的阶段。其中暗含着对康德哲学、特别是对费希特哲学的指责，即它们各自从自身的原则出发，只能断言该原则的有效性，而没有预先提供用于辩护该原则的体系性导论，就像黑格尔通过《现象学》为体系和思辨逻辑认识预设了一篇体系性导论以作为对这种认识方式的辩护一样。费希特1797年为《知识学》所作的两篇导论，对黑格尔来说显然也只是外在的预备训练性引导，而非用于辩护原则的体系性导论。

另一方面，从观念论角度被理解的理性自我意识仅仅把范畴把握为直接的单纯统一，因而无法理解范畴的多数性作为范畴（即自为地即是一切真理的“我”）的诸类族如何应当从中产生出来。对这种暂时性的指出，同时尤其构成了对康德理论的指责；黑格尔把将范畴的多数性作为从判断形式中得到的“现成发现”接纳过来称为“科学的耻辱”（GW 9, 135；亦对比 167 f.）。对康德的这一斥责是他与费希特和谢林所共有的。避免这种归咎于康德的错误，正是黑格尔早在1801/02年耶拿早期逻辑学中体系性范畴展开的目的所在；直到《逻辑科学》和《全面教学纲要》中，仍然可以看到对康德的同样批判（参见 GW 12, 44；GW 20, § 42 注），并强调在逻辑学中纯粹思想规定必须被体系性地展开。平心而论应当提及的是，康德在书信和反思札记中确实勾勒了判断形式及相应的范畴的独立体系性展开；[10]但这是观念论者们所不可能知晓的。在《现象学》中，这一本来属于逻辑学的范畴体系性展开问题的背景，显然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多次表达的思想，即如果逻辑学从康德-费希特式的“我思”原则出发，那么逻辑学就是观念论。（参见 GW 4, 400；亦参见 GW 7, 3 f.）[11]纯粹自我关联的“我思”必须体系性地展开为其自身特有的规定或范畴。在《现象学》的“理性”章中，黑格尔就此勾勒了他的表象：思维着的自我意识的原则在其统一即自我关联的同一性中，已经包含了差别。这一差别现在本来必须在普遍者、特殊者与个别者的概念规定中按思辨推论方式展开；在这些规定中，自我意识各自特定地知晓自身；在它们的关系以及从一个规定到另一个规定的规整过渡中，它最终在自身的思维运动中将自身作为一个整体把握下来。作为展开了的自我意识，它在这种思辨推论的结构与运动中知晓自身，而思辨推论的内容正是那些概念规定。[12]

然而，在《现象学》中，这种自我对自身的充实知识的构想并未由理性自我意识实现出来。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理性自我意识的局限性与暂时性归根结底在于：由于它作为仅仅被直接理解的统一无法在其自身特有的规定中内在性地展开自身，因而仍然是缺乏内容的，并在此意义上是抽象的。因此，在康德那里必须从外部加入一个杂多；因此，费希特构想了作用于“我”的“阻碍”理论，以使进一步的发展根本上成为可能。对纯粹康德式或费希特式的“我”之空洞性的这一批判，黑格尔也早已在《信仰与知识》中阐述过。在《现象学》中，他更为明确地强调：这种观念论陷入了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即为其原则（理性的“我”）主张一切实在性，却又将杂多或阻碍作为对它而言外在之物与它分离。

因此，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理性乃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据信为真方式，按照这种方式，作为观念论原则的“我”确知自己是范畴，即思维活动与存在者的统一；但它仍然是有限和片面的，因为它直接出场并且仅仅断言其确知，因为它将那种统一理解为无法展开为内部差异的单纯且直接的统一，并因而它自身是空洞和抽象的，必须首先被充实。起初，理性的、具体的统一作为在自然中被给予且现成存在的东西为它所信服；此时理性据信为真表现为自然认识活动。但是，自我关联的合理性对于作为内容的理性不能采取被动的态度；它必须对被表象者的理性内容发展出一种自发的、能动的关系。这是通过实践理性及其实现的各种方式发生的。确知自己是思维活动与存在者的统一或一切实在性、并且试图一方面在理论上一方面在实践上实现这种确知的理性自我意识，乃是同一种理性或同一种据信为真属类。按照黑格尔的阐述，向理性的实践实现的过渡乃是基于理论理性认识活动的匮乏。

在对理性的实践实现、特别是其作为“立法的理性”和“审查法则的理性”的最高阶段的阐发中，黑格尔同样批判性地关联于康德——作为影响一直持续到黑格尔自身时代的启蒙运动的关键代表，具体而言是关联于康德关于实践理性的伦理学说。黑格尔对康德这一学说的拒斥显然基于一种不同的理性构想。在此应当强调的主要是这一构想，而非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论证的根本误解。[13]

在对“立法的理性”的阐述中，黑格尔让人联想到康德的伦理自律；然而在黑格尔所看到的其矛盾展开中，它却走向了反面。黑格尔的构想在于展示：自我意识对理性内容的主观确知依赖于该理性内容（该理性内容显现为“伦理实体”，显现为一个历史具体的伦理共同体），并且相对于伦理实体而言仅仅停留为一个环节。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自我意识在立法中的确知仅仅是——这与康德完全不同——“这一实体的自为存在的环节”（GW 9, 229。关于下文参见 229 及以下各页）。

如果自我意识试图独立地给出特定的实践法则，那么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它就会陷入矛盾：把某种本来处于条件之下的东西宣告为绝对有效的义务，把某种纯粹偶然的意愿内容宣布为实践上必然的。例如，黑格尔以此批判了新约中关于爱的诫命（康德曾积极吸纳并解释为道德义务）：“爱你的邻人如同你自己”。黑格尔认为这是一种出于偶然感受的行善，而康德曾明确排除了这一点。此外还必须评估何为对他人而言是善的和合目的的；而单纯由个人做出的这种评估并不是实体性的；归根结底只剩下了危难救助，而这种救助在内容上依赖于偶然的情境。因此，个人的行善只要应当呈现为一项特定的义务，就被黑格尔证明为是不一致的。黑格尔的一句话对于这种观点的背景极具代表性：“具有知性的”——即认识到善的——“本质性行善……在其最丰富和最重要的形态中乃是国家的具有知性的普遍行动”（GW 9, 231）。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作为伦理实体的国家乃是普遍的、具有知性的和成功的行善的担保者；根据这种看法，国家最好且最有效地践行了新约中爱的诫命。鉴于这种国家主义的看法，人们自然会推测：黑格尔在原则上显然也期待着“地上之城”（Civitas terrena）完成“上帝之城”（Civitas Dei）的任务。

爱的诫命只是特定义务的一个例子；黑格尔在《现象学》中批判了一切特定的义务，因为它们意味着行动的实践必然性，而行动所意愿的特定内容却是偶然的。由此，伦理反思的整个领域都应当变得无关紧要。当然，康德也看到了意愿内容的这种偶然性，正因如此他将伦理法则构想为准则的纯粹形式普遍性。然而按照黑格尔的表象，若要在现实性中履行义务，就绝不能停留于意志内容的偶然性上。

黑格尔在此处的论证目标在于表明：“立法的理性”与其所表象的内容上特定的义务之间变得不一致。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必须抽离特定内容，而仅仅考察所诫命行动的形式普遍性。这乃是通过“审查法则的理性”来进行的。黑格尔借此——正如早在1802年的《自然法》论文中一样——再次反对康德的道德哲学，即反对康德置于准则的形式普遍性之中的行动道德标准。黑格尔反驳它的论点与前述论点等价：一项纯粹形式普遍的义务可以吸纳相反的内容，并由此诫命截然相反的事项，而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些事项在各自内部而且都显现为不一致的。由此，内容再度成为义务普遍性的内在组成部分，如前所述，这并不符合康德的学说。

黑格尔在批判时眼中有另一种实践理性模型：将自身视为自律的和审查法则的单个自我意识的理性，对黑格尔而言在真理中并没有独立的持存；它毋宁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的人民这一具体伦理实体的自为存在与确知的环节。作为伦理实体的自为存在的自我意识，将这一伦理实体作为其理性主题化地表象出来。它所知晓的法则或义务，乃是国家的规则与法律；黑格尔并未设想其他具有实体性伦理意义的法则。但伦理实体并非不现实的理想，而是作为所有人意志之制度的现实国家。黑格尔由此将作为普遍理性的实践理性本体论化；（对此及下文参见 GW 9, 235 f.）；他将实践理性解释为实体，在其中，能动的单个自我意识的自我知晓仅仅停留为一个环节。在单个自我意识的这种自我知晓中，伦理实体知晓其自身。这样一种作为持存的伦理实体的理性，当然不再是纯粹本真意义上的实践理性。——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理性据信为真的最后形态即作为“审查法则的理性”，正是奠基于这种作为伦理实体的理性之中的；然而，即使这种伦理实体性理性的暂时性也在于：其本质仅仅是实体，该实体至多在作为其环节的单个自我意识中拥有其知识；其本质尚非那种出于自身本质而知晓自身的精神，因而归根结底尚非完全知晓自身的主观性。主观性关于自身的这种知识，对黑格尔而言唯有在最终的、不再受任何怀疑的据信为真的基底上，在“绝对知识”的基底上才能形成。

III. 作为《全面教学纲要》中主观精神环节的“理性”

《现象学》在精神哲学内部的根本变化、其在内容上缩减一半以上的决定性删节、其在本身即保留为缩略本的“理性”章便告终结、以及它与“心理学”的结合，早在纽伦堡的中学课程中就已经发生了。由于对此尚缺乏历史批判版全集，且对这些改动的一项历史重构迄今虽取得了重要的部分成果但尚未完成，[14]在此作如下几点说明便已足够：早在1808/09学年面向中级班的“精神学说”中，黑格尔在实质上就计划了从“现象学”向“心理学”的过渡，然而根据黑格尔的报告，这一过渡直到一年之后才付诸实施。早在1808/09学年的这一课程中，“《现象学》”就以“理性”章的缩略本而告终。今天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心理学”出自1810/11学年。需要补充的是，黑格尔根据巴伐利亚“教学规范”（一项通用教学计划）的规定，必须在纽伦堡的学校教授心理学。黑格尔由此按照自己的意图展开了缩略版“现象学”与“心理学”的总体语境。纽伦堡的预备训练性手稿就这样至少在素质上包含了黑格尔随后在《全面教学纲要》三个版本的语境中更详细展开（尽管仍处于高度凝练的概括中）的内容；他在柏林计划撰写的关于主观精神哲学的更详尽著作未能问世。[15]

《现象学》（如今它以“理性”章过渡到“心理学”）在内容上的改动，本质上是由主观精神哲学的全新体系性语境所奠定的。在此，晚年黑格尔在原则上仍然坚持早先的《现象学》乃是进入思辨逻辑的必然体系性导论。[16]——作为主观精神哲学组成部分（在体系上预设了思辨逻辑）的“现象学”，第一，不能是进入这门逻辑学的体系性导论。由此得出：意识、自我意识与理性的诸立场与逻辑学范畴的关系，不同于《现象学》作为导论的构想中的关系；它们基于已经明确展开的范畴。因此，作为主观精神哲学组成部分的“现象学”，第二，不再可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怀疑论”。意识阶段与自我意识阶段的先后次序并非系于导论构想的怀疑与彻底怀疑之路。结果，这种“现象学”，第三，在各个单独阶段内部也不再阐明意识的“辩证经验”（后者反过来属于那个“自我实现的怀疑论”，从而属于导论构想）。——然而，主观精神哲学内部的“现象学”仍然是自我意识的体系性、观念论历史。黑格尔再次反对当时经验心理学对精神的诸“力量”所作的“机械的汇集”，[17]并要求对精神的能力与成就进行由原则引导的有机体系性展开，而不以仅适用于自然存在者的不适当规定来加以刻画。但是，在主观精神理论内部，“现象学”与“心理学”中自我意识的体系性历史如今不再针对据信为真方式的阶梯次序（因为这反过来属于导论构想），而是针对主观精神自身的能力与成就的规整先后次序；在这些能力与成就的运用中以及在它们的构成产物中，主观精神循序渐进地把握自身。

主观精神哲学内部的“现象学”呈现了处于其分裂中的有限精神，即一方面处于意识或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处于对象的对立关系之中的有限精神。这一“现象学”合乎逻辑地以理性的立场告终，理性即是将这些分裂环节复归于统一。理性在有限自我意识的阶段上代表了理念的统一；它是作为展开了的“我”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同一性；这个“我”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客体的普遍性，并知晓自己是把握自身的、“凌驾于客体之上的”（GW 20, § 438（仅见于第三版））主观性；在其中，对“我”而言存在着全部真理。

理性的这一立场仅仅被作了概括性的刻画；并未如1807年的《现象学》那样描绘理性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具体的形态；理性也不意味着暂时的据信为真方式。相反，通过“理性”，在“我”与客体中分裂的精神仅仅在大体上被展开为更高的、且被中介的统一。作为这种统一的理性构成了哲学“心理学”的普遍基础，并构成了它对保持在自身内部并日益在其内部产生合理自我认识的精神之能力与成就的连贯阐述的基础。这种自我认识在主观精神的理性思维活动中达成，该理性思维活动以思辨推论的方式知晓自身。[18]——黑格尔在此运用了自我意识作为主客体关系的自我关联模型（该模型最初由康德在范畴的演绎中奠定，并被莱因霍尔德把握为普遍的、本原的原则），对黑格尔而言，它演变为了作为包含着差别的动变的主客体同一性的自我关联模型。这一运用于精神哲学中的模型，基于逻辑学中所呈现的纯粹思维活动对其自身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思辨统一。但在逻辑学中，这种统一首先是从完全其他的关系规定中逐步发展出来的；对黑格尔来说，它是日益复杂的纯粹关联方式及其关联项的结果；因此它绝非被简单设定甚至预设的，而是通过这种理念性起源才得以构成并由此同时得以奠基的。正是它呈现为主观精神那种自我关联的理性同一性的范畴根本规定。

VI. 结语

因此，根据体系性语境的不同，理性对黑格尔而言首先意味着一种有限据信为真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我”关于自身的知识被构想为思维活动与存在者的统一；正如黑格尔针对康德和费希特所阐明的那样，这种统一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绝不能停留于抽象与形式化，而是必须作为具体统一被展开。因此，超越康德和费希特对形式理性的局限的，并不是像浪漫派所采取的那样诉诸审美直观、诗性直观或感觉，而毋宁是这种内在具体的理性构想。第二，理性意味着实在的主观精神的一个环节，即在意识或自我意识与对象中分裂的精神复归于其自身的统一，这种统一乃是自我意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一种知晓自身的统一。这种统一在主观精神的思想自身活动中被特意阐明。第三，这种理性奠基于一种思辨的、无限的统一之中，黑格尔也将这种统一视为绝对理性，它是那种绝对的、在一切事物中知晓自身且凌驾于客观性之上的“包摄性的主观性”（GW 20, § 215 注；对比 § 214 与 § 577）的统一。

人们当然可以对绝对形而上学提出异议，黑格尔关于绝对主观性以及有限主观性的理论正是属于这种形而上学的。然而，黑格尔在不同语境中关于理性的主观性理论构想具有无可争辩的体系性意义。理性在每种情况下都是知晓自身的知识之统一。在此过程中，黑格尔完全自觉反思地运用了主客体关系与主客体统一的自我意识模型，这一模型对他来说是从关联与自我关联的其他方式中产生出来的；它是与其他自我关联模型并列的一个模型，但对黑格尔而言当然是决定性的。现代主观性理论完全可以从黑格尔的这一理论中汲取关于自我关联结构规定的内容与方法洞见。——此外，黑格尔关于理性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构想，绝非由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基本含义所支配。相反，正如早在古希腊逻各斯本体论中那样，理性意味着作为知识与存在者之统一的本体论结构，对黑格尔而言，这种统一固然属于现存的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性既不强占其世界，也不强占存在者以掩盖其本真意义，而是将真正的存在者认识为自身，认识为主观性。在此同时包含着——针对浪漫派、特别是针对青年谢林——在自我意识的充实自我关联中，思维活动优先于诗。自我本质上在思维活动中把握自身。尽管这种思维活动是辩证展开的（即在矛盾中展开），黑格尔仍然坚持统一相对于任何多数性的优先地位；否则任何论证的一致性都会丧失。因此，黑格尔的理性理论处于希腊逻各斯本体论的延续之中，并且作为主观性理论在最优秀的意义上同时是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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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比斯蒂卡斯-科科维斯

[1]: 参见 G. W. F. Hegel: Ästhetik. Hg. von F. Bassenge. Berlin 1955. Nachdruck: Frankfurt a.M. o. J. II, 574. ↩



[2]: 对此参见 Marx, W. 1981: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Die Bestimmung ihrer Idee in „Vorrede“ und „Einleitung“. 2. erw. Aufl. Frankfurt a.M., 45 ff. ↩ ↩



[3]: 对此请允许参引拙文：Hegels „Phänomenologie“ und die idealistische Geschichte des Selbstbewußtseins（原版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载于：Godišnjak za povijest filozofije 6, 1988, 32–48。新版载于：Hegel-Studien 28 (1993), 103–126）。在该文中同样清楚表明，自我意识的观念论历史在孔狄亚克关于一尊人类雕像如何一种接一种能力苏醒过来的描述中有一个经验先驱（参见 Condillac, E. B. de 1754. Traité des sensations. 2 Bde. Paris）。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中提及了孔狄亚克的这一学说，参见《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1830），GW 20, § 442 注。 ↩ ↩ ↩



[4]: 关于谢林与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的构想之异同，参见 Marx, W. 1977: Aufgabe und Methode der Philosophie in Schellings 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und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 Ders.: Schelling: Geschichte, System, Freiheit. Freiburg und München, 63–99。此外亦参见上一条注释中提及的拙文。 ↩



[5]: 对此参见 Fulda, H. F. 1975: Das Problem einer Einleitung in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2. Aufl. Frankfurt a.M.。 ↩



[6]: 标题问题已在下文中得到解决：Nicolin, F. 1967: Zum Titelproblem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 Hegel-Studien 4, 113–123。 ↩



[7]: 参见《费希特全集》（J. G. Fichte-Gesamtausgabe. Abt. I, Bd. 2. Hg. von R. Lauth und H. Jacob unter Mitwirkung von M. Zahn.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65），约第299页。 ↩



[8]: 关于这一阐释，参见 Hyppolite, J. 1946: Genèse et structur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 de Hegel. Paris, 211–222；亦参见 Labarrière, P. J. 1968: Structures et mouvement dialectique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 de Hegel. Paris, 95 ff.。尤其参见 Kaehler, K. E./Marx, W. 1992: Die Vernunft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35–83 中详尽且审慎的阐释，该书亦阐明了黑格尔在“理性”章开头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 ↩



[9]: 这一补入依据霍夫迈斯特（参见 Hegel: Jenaer Realphilosophie. Hg. von J. Hoffmeister. Nachdruck: Hamburg 1967, 183）。 ↩



[10]: 参见 Reich, K. 1986: Die Vollständigkeit de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3. Aufl. Hamburg。关于探讨康德判断形式表之体系构想的较新文献，参见 Brandt, R. 1991: Die Urteilstafel.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A 67–76; B 92–101. Hamburg, 9–43 中的详细综述。——依我之见，判断形式表以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此所作的阐释本身是否就已经满足了体系性展开的要求，恐怕仍然是存疑的。 ↩



[11]: 参见 Rosenkranz, K. 1844: Hegels Leben. Berlin, 188；那里载有黑格尔的一段引文（大概出自耶拿时期的后半段）：“费希特的知识学以及谢林的先验观念论，两者都不过是试图纯粹自为地呈现逻辑学或思辨哲学而已。” ↩



[12]: 在1805/06年的耶拿实在哲学中，黑格尔曾指出，在这样一种思辨推论中的“联项”（Copula）——即结合者，从逻辑上看：同时在自身中包含诸极端的思辨中词——就是“我”（参见 GW 8, 197 注）。关于思辨推论在逻辑学中具有的主观性理论意义的进一步阐发，请允许参引笔者的论述：Düsing, K. 1995: 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 Hegel-Studien. Beiheft 15. 3. Aufl. Bonn, 203 f.，对比 266 及以下各页。 ↩



[13]: 对此例如参见 Görland, I. 1966: Die Kantkritik des jungen Hegel. Frankfurt a.M. 160 ff.。对《现象学》上述两节的详细内在诠释见于 Scheier, C.-A. 1986: Analytischer Kommentar
zu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Die Architektonik des erscheinenden Wissens. 2. Aufl. Freiburg und München, 275–288；以问题为导向、阐明实质思想发展的论述见于 Kaehler, K. E./Marx, W. 1992, 215–228。 ↩



[14]: 对此参见 Rameil, U. 1988: Der systematische Aufbau der Geisteslehre in Hegels Nürnberger Propädeutik. In: Hegel-Studien 23, 19–49；此外同氏 1990: Die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 Hegels Nürnberger Propädeutik. In: Hegels Theorie des subjektiven Geistes in der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Hg. von L. Eley. Stuttgart–Bad Cannstatt, 84–130。 ↩



[15]: 亦参见黑格尔在柏林时期关于主观精神的要点记录与纲要：Ein Hegelsches Fragment zur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Eingeleitet und hg. von F. Nicolin. In: Hegel-Studien 1 (1961), 9–48 以及 Hegels Vorlesungsnotizen zum subjektiven Geist. Eingeleitet und hg. von F. Nicolin und H. Schneider. In: Hegel-Studien 10 (1975), 11–77。 ↩



[16]: 例如参见《逻辑科学》第二版（1831），见 GW 21, 32。关于这一问题参见 Fulda, H. F. 1975, 22 ff., 83 ff.。 ↩



[17]: 黑格尔：《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1830），见 GW 20, § 445 注。亦参见 § 451 附释（TW 10, 257）。关于自我意识的历史在黑格尔主观精神哲学中的意义，参见 Lugarini, L. 1979: Die ‚vernünftige Betrachtungsweise‘ des Geistes in der Hegelschen Psychologie. In: Hegels philosophische Psychologie. Hg. von D. Henrich. Hegel-Studien. Beiheft 19. Bonn, 141–158，同样参见 Düsing, E. 1986: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Selbstbewußtsein. Behavioristische, phänomenologische und idealistische Begründungstheorien bei Mead, Schütz, Fichte und Hegel. Köln, 328 ff.。 ↩



[18]: 关于主观精神之这种思维活动的阐释，请允许参引笔者的论述：Hegels Begriff der Subjektivität in der Logik und in der Philosophie des subjektiven Geistes. In: Hegels philosophische Psychologie. Hg. von D. Henrich. Hegel-Studien. Beiheft 19. Bonn 1979, 201–214。 ↩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理性的道路

黑格尔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第五章初看起来为其批评者提供了绝佳的把柄。该章预定的主题是理性，然而它却包含了将颅相学、《浮士德》与绝对命令并置在一起的看似非理性的拼贴。它的风格犹如大杂烩，包罗了密集的分析、诗意的翱翔、晦涩的暗指与尖刻的批判。简而言之，“理性”一章似乎提供了一个绝佳范例，展现了构成“有史以来最笨拙、最普遍的神秘化工具”的“毫无意义且令人发狂的言辞”[1]。

然而，第一印象并不代表一切：“理性”章包含着连贯的论证。其统一性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表达。首先，该章与黑格尔更宏大的论证策略相一致；只有着眼于《现象学》整个规划的全局，我们才能理解“理性”章的论证。此外，该章具有例证的统一性：最重要的是，黑格尔在“理性”章中的目标是与德国唯心主义的历史做一了结；他批判的靶子以及用于攻击的工具，往往可以在康德、费希特与谢林那里找到。

对“理性”章做详尽的训诂将需要写成一整本书[2]。本文的目标则更为有限：它将试图勾勒出解读该章的一种策略。这一策略有两个方面：首先，它要求展示文本整体的总运动及其在“理性”章中的反映；其次，它要求区分文本中各个不同的论证层次。因此，本文将探讨这两个要点，然后进而对“理性”章的第二节——“理性自我意识通过自身实现”进行示范性解读。

I. 运动

《现象学》第五章的标题是“Gewißheit und Wahrheit der Vernunft”，即“理性的确知与真理”。为了理解该标题的意义，我们必须理解该章在文本中的位置；因此，有必要对《现象学》的结构作一些一般性的说明。

《现象学》不仅仅是对某个论证的展示，而且是朝向一个终点的运动。这一目标有数个名称：黑格尔既称之为“绝对知识”，也称之为“思辨哲学”；在这一点上，意识对其对象拥有了充分的知识，在此处它的确知与真理相符。

文本的运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加以刻画。最显然的是，它是通向绝对知识的一条线性道路。这一运动的出发点是自然意识。运动本身则是意识的经验。知识通过一系列离散的阶段或“意识的形态”走向其目标。每一章都对应着一种意识形态。这些阶段并非具有同等价值；相反，它们包含着一种真实的演进，其中每个阶段都在对知识的探求中包含并超越了其前行者。

《现象学》还具有一种三分的运动。目录将文本的各章划分为三组。前三章（“感性确知”、“知觉”与“力和知性”）归入“意识”的名下。第四章“自身确知的真理”被称为“自我意识”。最后四章（“理性”、“精神”、“宗教”与“绝对知识”）则构成了最后一组。

这种形式划分构成了文本论证的实质内容。如前所述，文本的目标是意识充分认识其对象的关节点，在这一点上确知等同于真理。在“意识”中，焦点始终在于对象以及意识直接认识对象的尝试。在这些尝试失败之后，意识被抛回自身，它试图认识自身，从而达到了“自我意识”。然而，这种对认识者的片面关注并不能公正地对待对象；因此，在文本的最后部分，黑格尔探讨了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

这种从对象到意识再到二者统一的三分运动，不仅表征了全书的整体特征，而且也反映在各个具体章节之中。例如，“感性确知”始于对对象的非中介知识的尝试。当这一尝试失败时，意识试图通过转向作为直接认识者的自身来把握认识的过程。当这也导致不连贯时，它便试图在其直接性中审视认识过程的整体。

对文本的运动与目标的这种理解，对于解读“理性”章至关重要。首先，该章的标题以及全书的三分结构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即理性构成了意识的一个转折点：不仅在该章中确知达到了真理，而且文本三分运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以“理性”开端的。黑格尔通过将理性的视角等同于唯心主义来强调该章的核心地位：“理性是意识确知它自己是一切实在；唯心主义就是这样来表达理性的概念的。”[3] 意识理性地看待世界，而世界也理性地回视意识。

此外，文本的三分结构也反映在“理性”章内部。该章有三个主要部分：“观察的理性”、“理性自我意识通过自身实现”以及“自在自为地现实的个别性”（下文简称为“观察理性”、“行动理性”与“个别性”）。因此，理性始于对对象的认识（“观察理性”），继之以对自身的认识（“行动理性”），并终结于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统一（“个别性”）。同样，“观察理性”的三个分节也表现出相同的模式：“对自然的观察”关涉对象，“逻辑法则与心理学法则”关涉意识，而“相面术与颅相学”则关涉被当作对象来看待的意识。

最后，理性不仅与文本整体的发展平行，而且还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演了意识此前的经验。“观察理性”着眼于客观性，明确重述了“意识”阶段。（Miller 145; GW 9, 137）“行动理性”与“个别性”则呼应了“自我意识”的教训：聚焦于主体间性与斗争的“行动理性”推进了“主奴关系”的主题；而强调孤立个体中介其与普遍者之关系的“个别性”，则重申了“自我意识的自由”。

II. 层次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的运动以及理性在该运动中的作用，我们必须进一步区分文本的修辞与论证结构。特别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该文本是同时在数个层面上写就的。

《现象学》的论证包含两个主要层次。一方面，存在着意识在通向绝对知识的道路上的经验。另一方面，存在着在思辨哲学层面上展开的框架性元讨论。黑格尔将第一个层次界定为对意识而言。第二个层次他界定为对我们而言——我们是意识经验的思辨观察者，我们已经达到了逻辑的真理，并能理解那些对意识自身而言毫无意义的东西。为简明起见，我将第一个层次称为“现象学的”，将第二个层次称为“逻辑的”或“思辨的”。

现象学层次与逻辑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现象学》记录了意识通向思辨哲学途中的经验。每一种意识形态都经历一种离散的经验形式；然而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进展却是超出意识自身的。我们作为思辨的观察者，背着意识为各个阶段之间提供了联系纽带。我们看到了意识经验所隐涵的意义；正因如此，我们为意识的新阶段提供了出发点。

这种层次之间的区分对于全书的论证和修辞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在开篇数章中，两类文本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线；例如，“感性确知”始于思辨层面上的一小段附论，其中意识的出发点被界定为直接的东西（das Unmittelbare）、个别者（das Einzelne）或存在（Sein）。随后，意识在现象学层面上获得其经验，而该章则以在思辨层面上重述这一辩证法的结果——普遍者（das Allgemeine）——而告终。

这种三段式结构在“知觉”中依然清晰；“力和知性”中某些出了名的难点，可以归因于论证层次之间缺乏清晰的区分。从“自我意识”开始，出现了另一种模式：各章（包括“理性”）都以思辨层面上的一段长导论开篇，这段导论与正文本身截然分开。在“理性”章中，各个主要部分的导论同样是从思辨视角写就的。唯有当我们进入各个分节时，我们才遭遇意识的经验；而在那里，我们也同时拥有逻辑性的文本与现象学性的文本。

逻辑不仅构成了现象学讨论的框架，而且也构成了它的基础。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对应着一种逻辑规定（Miller 491; GW 9, 432）；意识的经验是对思辨哲学的一种训练。因此，要理解理性，我们必须理解奠定该章基础的逻辑规定。

这种逻辑规定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描述。首先，它可以被刻画为一种知道着的知识（wissendes Wissen）。在撰写《现象学》的同时，黑格尔于1805/06年开设了精神哲学讲座。这些讲座的手稿包含了一份思辨逻辑学的简要草案；有些人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道，这正是奠定《现象学》基础的逻辑学[4]。这一逻辑学的各项规定分为两组，每组包含三项：存在（Sein）、关系（Verhältnis）、生命与认识活动（Leben und Erkennen）；接着是知道着的知识（wissendes Wissen）、精神（Geist）以及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Wissen des Geistes von sich）（GW 8, 286）。正如珀格勒所论证的，这些规定可以映射到《现象学》上，其中知道着的知识对应于理性[5]。

那么，什么是“知道着的知识”？也许它是一种知道自己在知道的知识；一种确信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确信自己将在世界中发现自身理性结构的知识。也许一种“知道着的知识”是重构康德先验逻辑的一种尝试，正如黑格尔在纽伦堡时期的《逻辑科学》中对“主观逻辑”所尝试做的那样。黑格尔在该章导论中与整个唯心主义、尤其是与康德和费希特的交锋中，便隐含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话虽如此，黑格尔在该章中并未明确提及知道着的知识。然而，他确实讨论了范畴（die Kategorie），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两种规定相互等同起来。范畴是作为能思维的现实性的存在与本质的统一（Miller 142; GW 9, 134）。在“观察理性”中，范畴出现在对象一方；在“行动理性”中出现在意识一方；而在“个别性”中则出现在意识与其对象的统一之中。因此，观察的理性确信它将发现存在与本质的统一；也就是说，它确信将在具体事物的合乎法则的本性中发现自身理性特征的反映。行动的理性试图实现存在与本质的统一；也就是说，它试图将其关于善的观念强加给世界。最后，个别性本身就是范畴：绝对命令无非是断言法则或本质能够由具体的个体意识推导出来或加以检验。

黑格尔以第三种方式表达了理性固有的逻辑关系：理性无非是一方面的普遍性（Allgemeinheit）与另一方面的个别性（Einzelheit）之间渐进的中介。黑格尔经常求助于这种语言，进一步将普遍者等同于本质与中介，将个别者等同于现实性（Wirklichkeit）与直接性。因此，例如在观察理性中，分类的任务就是在个别事物中发现普遍者；快乐与必然性关涉的是个别快乐行动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普遍后果；而立法则关涉个别行动者制定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法则。

理解意识之现象学发展的最后一把钥匙，在于黑格尔对例证的运用。黑格尔借助取材于哲学、历史与文学的例证来阐释意识的经验。因此，“自我意识的自由”通过斯多亚主义、怀疑论与基督教宗教的例证得到说明；伦理（Sittlichkeit）通过古希腊戏剧的例证展现，特别是通过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而“良心”则在雅可比的《沃尔德马》（Woldemar）中得到例示。

既然理性的立场是唯心主义的立场，黑格尔在该章中的例证往往取自康德、费希特与谢林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对自然的观察”的最后环节是对谢林自然哲学的含蓄批判。同样，黑格尔在讨论立法的理性和审核法则是，显然想到了康德，在较小程度上想到了费希特；不那么明显但同样确凿的是，“德行与世界进程”中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批判。最后，唯心主义为该章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统一性。正如同康德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一样，理性中的运动与例证也是从理论出发（在“观察理性”中），走向实践（在“行动理性”与“个别性”中）。

然而，黑格尔的例证并非全部取自唯心主义；相反，他考察了他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因此，对自然的观察不仅讨论了康德与谢林，还讨论了亚里士多德、林奈、本杰明·富兰克林、J. J. 温特尔、F. A. C. 格伦、G. T. 特雷维拉努斯以及 H. 斯特芬斯等人。他对相面术的考察以拉瓦特为主要例证，而加尔的著作则是他讨论颅相学的出发点。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那样，行动理性的例证包括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卢梭的《爱弥儿》、席勒的《强盗》以及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是论证决定了例证，还是例证决定了论证？也许这个问题提得不得当；历史、哲学与文学对黑格尔来说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意识经验的完全恰当的例证会自行呈现，事实上也必然会呈现出来，因为它们是具有必然发展与表达的意识的产物。尽管如此，人们不禁要问，例如“快乐”是否可以有《浮士德》之外的其他例证：因为，如果意识的经验是一场逻辑训练，如果这种经验对所有意识都有效，那么每天必然会呈现出成千上万个关于快乐的例证。

III. 对行动理性的解读

正如我们所见，“理性”章要求一种对其在《现象学》中的位置以及文本的多层结构保持敏锐的解读。作为如何解读该章的一个范例，我想转向它的第二节——“理性自我意识通过自身实现”，或者如黑格尔也称呼它的那样，“行动的理性”。该节包含一段导论和三个分节：“快乐与必然性”、“心的法则与自大狂乱”以及“德行与世界进程”。在下文中，我将分别探讨导论和每个分节。

“导论”

行动理性以一段包含十三个自然段的导论开篇。这一讨论完全在思辨层面上展开；我们尚未直接关涉意识的经验，而是关涉理解该经验所必需的背景。该导论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涉从意识理性向自我意识理性的过渡以及自我意识在该章中的总体道路（第1–2段）；[6] 第二部分关涉实体范畴（第3–6段）；第三部分关涉实体与当前讨论的关系（第7–11段）；而第四部分则是对下文内容的概要预示（第12–13段）。

摆在我们面前的对象现在是自我意识（第1段）。在颅相学中，我们拥有了内部与外部、普遍者与个别者、意识与对象的完全（尽管相对直接）相互渗透。就意识与对象都被规定为自我意识而言，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标：概念与对象相符，真理与确知相符。意识在对象中看到了自身；对象对它而言不再是异己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完成了向自我意识的过渡。

行动理性的发展也将与自我意识的发展相平行；它将是一个从独立走向自由的运动（第2段）。话虽如此，它的各个环节与自我意识之间并没有严整的一一对应关系；不过，我们仍将在快乐（Lust）中看到欲望（Begierde）的轮廓，在为德行而战中看到为自我意识而进行的斗争，并在实现过程中看到劳动的轮廓。

对我们而言，观察理性的经验结果是实体（第3段）。实体是意识与其对象、现实性与本质、普遍者与个别者的相互渗透。在其实体最初的形式中，实体仍未实现；然而，实体的“外在定在”乃是“伦理”（Sittlichkeit）的领域。实体的各个环节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它是普遍共同体与其个别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成员依靠共同体而生存，但共同体本身由其成员构成，因而依赖于他们而获得其实际现实性（第4–6段）。

实体与伦理也是《现象学》第六章“精神”开篇的范畴；它们在“理性”章中的出现可能显得为时过早。然而这只是部分属实，因为实体具有双重维度：它既是意识经验所走向的目标，也是它所脱离的起点（第7段）。伦理作为一个目标，在于实体仅仅初步显现，因而尚未充分实现（第10段）。它作为一个起点，在于这种直接性本身必须被克服（第8–9段）。用不那么专门的术语来说，一个人类个体必然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即便他或她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理性”章余下部分的任务，将是意识到意识植根于一个社会世界。只要意识尚未认识到自身的社会本性，“伦理”就是一个目标；而只要它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伦理与实体就是出发点。

黑格尔关于伦理实体的范式往往取自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因此，他在导论结尾对实体的讨论中，将伦理的道德立场等同于古代世界的智慧（第6段）。这对他在“行动理性”中对例证的选择具有深远的影响：既然他主张将伦理的统一理解为出发点而非目标更契合“我们时代的精神”，那么行动理性的例证所描绘的将是一种已经把古代世界抛在身后的意识。

黑格尔在两个节点上概述了“行动理性”的道路：一次是在导论的结尾，另一次是在“德行与世界进程”的开端。这两处导论都突出了自我意识理性发展的逻辑背景。在“快乐与必然性”中，个别个体面对命运的虚空普遍性。在“心的法则”中，意识与其对象都既包含普遍性也包含个别性；然而这些环节在意识中是统一的，在对象中则是对立的。最后，德行与世界进程两者都是普遍性与个别性的中介统一；而这种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克服行动理性的基础。

快乐与必然性

“快乐与必然性”是《现象学》中最简短的部分之一，仅由七个自然段组成。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思辨层面上写就的，阐明了意识的目标（第1段）。在第二部分中，意识将其意图与其实际经验进行对比（第2–6段）。该分节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关涉这一经验的结果，无论对意识而言还是对我们而言（第7段）。

自我意识面对一个同样被规定为自我意识的对象（第1段）。它的目标是在对方中意识到自身。这与“自我意识”一章的平行关系是明确的；逻辑背景也同样清晰：意识是个别的，并且已经放弃了普遍性。它的个别性或直接性表现在对直接感觉的享受中，表现在它放弃了观察、理论、科学和法则的普遍性（第1段；参见第2段）。

黑格尔从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中汲取关于快乐（Lust）的例证。浮士德本人就是抛弃了科学与法则之普遍性的意识。梅菲斯特是黑格尔的“地灵”（Erdgeist），是感性与个别性的代表，诱惑意识远离对自然的观察。格雷特岑则是他者，浮士德正是通过这一意识来寻求自己的被承认与自己的快乐。

黑格尔通过梅菲斯特的一段台词表明了他对歌德的借用（第1段）。有趣的是，黑格尔并没有逐字引用；而是进行了意译改写，尽管这种改写仍保留了诗句的形式。这种不精确的根源或许在于黑格尔记忆力的疏漏。但也许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黑格尔只有在符合其意图的限度内才会进行“引用”。他挑选了一段长篇台词；从中删去了一整段；他甚至编辑了诗行并更改了代词的性。简言之，他只取所需，而且不多不少。黑格尔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对歌德的文本解读；相反，是歌德为黑格尔提供了一个关于快乐的例证。

尽管意识在“快乐”中的经验与在“自我意识”中的经验相似，但它有着重要的差异。最关键的是，快乐并不等同于欲望——“自我意识”中的一个核心有效概念（第3段）。在欲望中，意识否定其直接的、活生生的对象。而在快乐中，对象具有范畴的价值；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直接在场的，而且具有“思想的形式”（同上）。必须被否定的不是对象的存在，而是关于其独立性的意识。欲望寻求吞食消费其对象，而快乐则寻求与他者的结合，如浮士德与格雷特岑的结合。

快乐的经验对于意识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包含着一个意识完全预料到的环节：它与对象合而为一，从而自身成为自己的对象（第3段）。然而即便在此处，它也并未完全获得其原本预期的东西：与对象的统一改变了它自身的品性；特殊的、独立的个体变成了整体的一部分；或者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个别者的扬弃就是普遍者。

对其幸福的享受具有另一个更出乎意料的结果：个别性在普遍性中的扬弃，同样也是对个别者的否定（第4–6段）。普遍者对个别者的这种否定，在现象学上表现为个体落入命运或必然性之手。意识所做的一切都转而反对它自身；浮士德的一切图谋都导向毁灭：快乐（Lust）导向丧失（Verlust）。意识将这种丧失体验为一种毫无意义的颠倒；它不明白行动自有其后果。它活在当下，活在感觉的直接性中。

对意识而言，其经验的结果无非是对其丧失的觉察（第7段）。然而对我们而言，意识已经展现出它自在地是普遍的：对黑格尔来说，个别者的否定就是普遍者，而个别的意识招致了自身的否定。个别性与普遍性的这种统一将为下一种意识形态奠定基础。

心的法则与自大狂乱

“心的法则与自大狂乱”作为行动理性的第二分节，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我们而言写就的；它完成了向心的法则的过渡，刻画了其目标，并描述了其对象（第1–5段）。第二部分描绘了意识的经验（第6–9段）。最后一部分展现了该经验对意识而言（第10–11段）、对其对象而言（第12–13段）以及对我们而言（第14段）的结果。

当意识试图在快乐中实现其幸福时，它体验到自身在残酷而无情的命运手中必然遭遇毁灭。我们作为思辨的观察者，则看得更清楚：个别者在普遍者中必然被扬弃，而这种扬弃仅在部分意义上是否定。我们看到，普遍者对于个别者而言是必然的；而这两个环节的直接统一，将构成下一种意识形态在逻辑上的出发点。

意识现在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直接统一；也就是说，它是（个别的）心之（普遍的）法则（第1–2段）。此前的意识形态仅仅寻求自身的享受，而这颗心则在普遍福祉中体会快乐；既然它的快乐直接就是法则，它便试图实现普遍的善（第4段）。这颗心面对着一个同样包含普遍性与个别性环节的对象；然而，它们表现为对立而非统一。该对象是人类在其中受苦的“暴虐的世界秩序”；它是压迫个体之心的普遍法则（第3段）。

于是，意识的任务便是在世界中实现其法则，将其法则从非现实性转化为现实性。然而在这样做时，它陷入了矛盾。当其实际现实化时，心的法则变成了活生生的普遍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它不再是心的法则，而是世界的法则。我的法则不再是我的法则；美好之境（eutopia）的条件成了乌有之乡（outopia）（第6段）。此外，当意识将其个别法则提升为假定的普遍性时，它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它只是某一颗特殊的心之法则。它不是所有人心的法则；其他人只把它看作一颗心的法则，因而看作对他们之心的压迫（第7段）。再者，付诸行动的意识无法将世界贬斥为异己的现实性，因为世界正是它自身活动的产物（第8段）。

因此，意识经验的结果乃是狂乱（第10–11段）。这颗心在其根基处体验到了难以承受的矛盾。其心之法则应当是现实的并具有普遍有效性；然而当其法则成为现实时，它却失去了有效性。此外，其心之法则原本是本质性的东西；然而将其现实化的命令却证明了世界秩序实际上才是本质性的，而意识自身反倒是非本质性的。简而言之，心的法则既是本质性的又不是本质性的，它既应当被现实化又不应当被现实化。

世界秩序同样是颠倒倒错的（第12–13段）。一方面，它按说应当是所有人心之法则的表达；另一方面，每个成员又都有其自己心之法则。原本应当是普遍秩序的东西，实际上却成了一场普遍的战争：每个人都试图实现自己的法则，因而陷入了争夺主导地位的与他人的斗争。

对我们而言，意识的经验导致了一种对立（第14段）。对立的每一方都保持着普遍性与个别性之中介的与直接的关系。一方既强调普遍者的非现实性，又强调个别者的倒错，并被称为“德行”；另一方则强调普遍者的偶然性以及个别性的力量，并被指定为“世界进程”。

数个例证可能构成了这一分节的基础。一个显然的思想源泉是17和18世纪的自然法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可能指涉了卢梭、潘恩与霍布斯。在《爱弥儿》中，卢梭指出，“心只从自身接受法则”，[7] “如果不建立在人类心灵的自然需要之上，整个自然法权就只是一种空想”（《爱弥儿》235；《全集》523），“正义的第一种情感是人心与生俱来的”（《爱弥儿》279；《全集》584），而且最重要的是：

“法律！哪里有法律，哪里又有法律受到尊重？在任何地方，你看到的都只是个人利益和人们的激情假借法律之名统治着。但自然与秩序的永恒法则确实存在。对智者而言，它们取代了实在法。它们通过良心与理性铭刻在心灵的深处。正是为了获得自由，他才应当甘愿受制于这些法则。……自由不存在于任何政体形式之中；它存在于自由人的心中。”（《爱弥儿》473；《全集》857）

卢梭的主题构成了黑格尔出发点的基础：心的法则与专断的实在法相对立，而智者应当顺从自己的心，而不是顺从既定的秩序。

意识在其狂乱中痛斥“狂热的教士”与“贪婪的暴君”（第11段）。这可能是对托马斯·潘恩的指涉，潘恩在《人的权利》中将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正义政府，与由教士和征服者建立的不义政府进行了对比。[8] 同样，世界秩序的狂乱可能是对霍布斯的指涉：在黑格尔将普遍秩序描述为“所有人针对彼此的斗争”（第13段）的地方，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状态乃是“每个人针对每个人的战争”。[9]

然而，黑格尔的例证并非全都是哲学性的。席勒的戏剧《强盗》（Die Räuber）可以构成整个这一节的文学基础。席勒的主人公卡尔·摩尔是一位热情、心地善良的贵族。由于其弟弟弗朗茨的背叛，卡尔逃入森林并成了一伙强盗的头领。卡尔开始鄙视社会及其习俗，而弗朗茨则成了领地的主人。弗朗茨在家族城堡中逐渐发疯；在一系列由其狂热本性所引发的悲剧之后，卡尔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狂乱：“唉，我是多么愚蠢，竟然妄想用恶行来纠正世界，用法外狂悖来维护法则！”[10] 戏剧以卡尔向当局投降而告终。

这以其特有的方式构成了该分节的一份梗概。卡尔代表心的法则，弗朗茨代表世界秩序；生性善良的卡尔反对其邪恶的兄弟，试图按照自己的法则生活。兄弟二人都以各自的方式显露出发狂的状态；两人在终幕落幕时实际上都走向了毁灭。

在另一个层面上，心的法则的道路始于爱弥儿，终于卡尔·摩尔。卢梭或许为黑格尔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席勒则提供了将卢梭的前提推向其合乎逻辑的（哪怕是始料未及的）结论的契机。对黑格尔而言，“高贵的野蛮人”正是“野蛮的贵族”的先驱。

德行与世界进程

遵循行动理性其他分节的模式，“德行与世界进程”包含一段导论（第1–5段）、描述意识经验的中间部分（第6–12段），以及无论对意识还是对我们而言的结果（第11–13段）。

黑格尔所说的“德行”与“世界进程”是指什么？有德行的意识视善高于自我；恶劣的个体未能在其生活中实现善，反倒为了自身目的败坏了善的纯洁性。有德行者受到顺从世界进程的意识的反对：对后者而言，善只是从属于自我的快乐与自我保存的手段；它可以被实现也可以不被实现，全看何者有利。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承认善与自我两者的价值；它们只不过对其价值的评估不同而已。

德行与心的法则都试图改良世界，然而它们有着重大区别。对于心的法则而言，善是一种能够被、而且必须被实现的直接情感。然而，德行与善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心是不可信赖的；事实上，正是心自身才是一切倒错败坏的源头；它必须受到训诫调教并被塑造成有德行的。

德行与世界进程两者在逻辑上都被规定为普遍性与个别性的中介统一（第1段）。个别性环节的现象学形式是自我，普遍性环节的现象学形式是法则或善。这些环节对于互相对立的意识而言并非具有同等分量：对于德行而言，本质性的环节是善；而对于世界进程而言则是自我。德行将自身与世界之中的倒错败坏判定为个别性；它的目标无论在自身还是在其对方之中，都将个别性从属于普遍性。另一方面，世界进程仅在符合其目的的限度内才利用普遍的善。

德行将其实现善的尝试体验为一场反对世界进程的斗争（Kampf）（第3段）。它希望代表尚未实现或抽象的普遍者而战（第4段）。因此，善是一种能够由个体通过行动而现实化的本质。黑格尔将这种抽象的、未实现的普遍性等同于人类的天赋、力量或才能（第5段）。为了善而战或运用自己的天赋，就必须涉及个别性或自我的环节；而事实上，为了善而战本身就是运用自身的天赋。

无论对德行而言多么必要，反对世界进程的斗争都是一场虚妄的假打（第6段）。首先，德行无须战斗：它坚信善最终将取得胜利，而且善本身是不可伤害的。其次，德行不应战斗：善已经被等同于它的武器，而这些武器决不能受损；同样，世界进程的武器也是善的显现（Manifestation），它们同样决不可受到伤害。最后，德行无法战斗。它在战斗中运用自己的天赋；这些天赋已被等同于普遍者，而普遍者又反过来被等同于善。然而，世界进程同样利用它的武器——亦即善——来反对德行。因此，只要置身于战斗之中，世界进程就体现了善，并且对德行的攻击刀枪不入。简言之，意识陷入了矛盾，冲突是不可能的：德行必须行动却又无法行动；它想要通过攻击善来保全善；它必须利用个别者来抗击个别者。

然而，世界进程却没有这种顾虑。它能够战斗，而且确实在战斗。它能够“冒任何风险并承受一切损失”（第7段）。对意识而言，战斗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世界进程必然得胜。在德行仅仅是抽象的地方，世界却是现实的；在德行自在存在的地方，世界却是自为存在的；在德行瘫痪的地方，世界却是胜利凯旋的（第9段）。

德行的失败给意识带来双重结果。一方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德行被抛在身后：世界进程并非邪恶，而是积极行动的，并且善能够被现实化（第10–11段）。另一方面，世界进程同样被超越了：它仅仅通过与德行的对比而存在；它的个别性仅仅借由与普遍性的对比而存在（第12段）。意识的经验已经揭示出：自我尽管抱有最糟糕的企图，却必然现实化了共同的善。

对于思辨的观察者而言，意识的经验证明了个别性的运动就是普遍者的现实性（第13段）。至此，行动理性走向了终结：普遍者与个别者、本质与现实性、意识与世界不再互相对立；向“自在自为地现实的个别性”的过渡已经完成。

在撰写“德行与世界进程”时，黑格尔心中可能考虑了数个例证。最有可能的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写道：

“人类所处在的道德阶段……乃是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迫使他服从法则的意向是：出于责任而服从，而不是出于自发的偏好，亦非出于未经命令但欣然承担的努力。他始终能够处于其中的道德状态乃是德行［Tugend］，亦即处于斗争［Kampf］之中的道德意向，而不是假想拥有意志意图之完美纯洁性的神圣性。”[11]

对康德而言，道德是个体反对自身的斗争：德行是“处于斗争之中的道德意向”，也就是说，是普遍责任与个体偏好之间的一场战斗。

“德行”背后的文学例证可能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德·拉·曼恰》。黑格尔不仅将德行比作骑士（第6、7段），而且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沉溺于空洞的说辞与无谓的战斗，让人联想起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最终，世界进程战胜了堂吉诃德与德行两者：老骑士死去了，一种生活方式也随之消逝。

IV. 结语

与黑格尔批评者的观点相反，《现象学》具有论证的统一性。“理性自我意识通过自身实现”构成了该文本连贯性的首要范例。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它展示了文本的逻辑统一性。行动理性始于普遍性与个别性、本质与现实性的对立，而整个一节明确就是这些环节的渐进中介。一旦澄清了逻辑关联，现象学层面上奇特的曲折回旋便说得通了。例如在“德行”中将善出人意料地等同于力量与才能，唯有因为两者都是普遍性与本质在现象学上的形态，才有可能成立。

此外，现象学层面具有叙事上的统一性。如果说《现象学》整体是一部“教养小说”（Bildungsroman），那么这一点在行动理性中尤为明显。“快乐”有些像一个贪婪的孩子，“心的法则”像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德行”则像一个饱经沧桑、深知人心潜藏着何种邪恶的中年人。该节中渐进的逻辑中介反映在意识日益复杂的经验之中。

最后，该节展现了文学例证的统一性。《浮士德》、《强盗》与《堂吉诃德》是浑然一体的：歌德将浮士德置于一个神话般的中世纪世界；席勒将卡尔·摩尔置于早于他两个世纪的一座森林和城堡之中；塞万提斯的骑士则生活在一个不再有骑士精神的世界里。他们全都是来自迷失的过去、狂暴地对抗着一个走向歧途之世界的人。

简而言之，对“理性自我意识通过自身实现”的解读表明，我们只需理清黑格尔论证的各个线索，就能避免纠缠不清。黑格尔并不是戈尔迪乌斯，解开他的著作是完全可能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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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意识的形态，而是一个世界的形态——关于《精神现象学》“精神”章的思考

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向科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把直接的自我意识置于自身之外，而是要与它相联结，或者说要表明，自我意识是如何且为何归属于科学本身的。黑格尔对这一要求的根据阐述在于：若没有意识的现实性，科学就只是目的，只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是精神实体而非精神。黑格尔要求道，科学“必须外化自身并自为地存在，这无非是说，它必须把自我意识设定为与自身为一”（GW 9, 23）。

针对那种受如下意见支配的思维方式的独断论——即认为真相存在于一个作为结果或直接的东西被知晓的命题中——黑格尔展开了一门科学的纲领，该科学将绝对知识的呈现与现实性原则即直接的自我意识联结起来。这一纲领不仅对科学与现实性的关系产生后果，也对自我意识产生后果。伴随着这些后果，也指明了从开端起就规定黑格尔《现象学》特征的两种视角。一方面，这里所踏上的科学之路对于自我意识而言应当显明为通向真正知识之路；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应当是真正知识向世界的一种外化。对自我意识而言，这一纲领呈现为通向真正知识的阶梯。对于绝对知识即形而上学而言，这条道路则变成一种“自我省思”，一种赋予普遍精神以其自我意识的“回忆”（GW 9, 25）。两种视角在《现象学》的呈现中紧密交织。黑格尔既把《现象学》称为“转变中的知识的呈现”，也称为“意识经验的科学”。经验在实施这一纲领时的决定性角色，取决于黑格尔赋予自我意识的功能：科学在其“外化”中依赖于自我意识的诸经验，唯有在这些经验中，科学的诸规定才是真正现实的，唯有在这些经验中，这些规定才具有“精神”。《现象学》表明，这些经验并非那种从中推导认知的特定感官经验。“经验”在此包罗了人所遭遇的一切：科学洞见、生活事物、良心问题、宗教经验与哲学洞见。黑格尔对现象学呈现的要求，正是要推导并阐发知识与经验的这种关联。然而，特定的真理定义与个体的社会及宗教经验究竟有何相干？这些经验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证明对科学而言是必然的？

黑格尔所阐明的要求，排除了对真正知识的纯粹认识论推导或呈现；相反，从自然意识及其“立场表态”、从其对现实性的理解出发，构成了这部《现象学》的本质特征。在此，这种意识究竟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对于真正的知识而言是具有奠基性功能，还是具有认识论的和纯粹解释性的功能，起初是漠不相关的。原则上，《现象学》的呈现是从主观世界阐释的全部杂多出发的，起初并不提出挑选标准。绝对知识应当在主观世界阐释的多样性中呈现自身。因此，引导考察的认知自我根本无法避免从这种多样性中选出范例性的形式。挑选的标准对读者而言起初仍处于隐晦之中，但黑格尔明确指出，道路的终点即认知着的知识规定了这种挑选。由此，在此提供挑选标准的应当是绝对知识的逻辑基础规定。所援引的范例性经验还必须满足另一项条件：它们必须作为自立的形式出现。因为个体要求科学向其递出阶梯的法权，建立在“它知道自己在其知识的每一种形态中都拥有的绝对独立性”（GW 9, 23）之上。

从这一出发点出发，对于这一科学的呈现而言，便产生了一种系统性的问题展开与对自我意识的现实性的诉诸之间的紧密交织，这些现实性在黑格尔看来在具体的（精神）历史现象中变得直观。如果这种交织对于现象学的呈现是不可放弃的，那么同样产生的问题是：绝对者的科学，亦即紧接在《现象学》之后的逻辑学或思辨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呈现，依赖于黑格尔在“导论”中所表述的这种“对认识的实在性的考察与检验”。“既然精神经验的那个体系只包含精神的显象，那么从该体系走向处于真相的形态中的真相的科学，似乎就纯粹是否定的，人们可能会想要免受作为虚妄者的否定者之苦，而要求毫不耽搁地被引向真理；何必去和虚妄者打交道呢？”（GW 9, 30）

但是，从绝对知识的立场来看，有待检验的知识真的只是虚妄者、只是与科学相对立的东西吗？黑格尔在规定《现象学》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时，只是表面上有所动摇：他有时将《现象学》引入为通向真正知识之路，从而作为通向真正科学的“预备训练”；但在另一处，他又把科学的谓词赋予《现象学》本身，或者将它规定为科学的一部分。这种变动的规定源于其出发点的双重纲领性：直接意识应当被引向科学，但这条道路同时必须被把握为绝对知识的一种必然“外化”，纯粹概念必须过渡到意识之中。这一双重诉求通过如下表述得以表达：“真相不仅应当被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应当被理解和表述为主体”（GW 9, 18）[1]。这一公式阐明了《现象学》的双重视角：一方面，对于自然意识而言，它是通向真正知识的阶梯与工具，因而也是前科学、预备训练；另一方面，从纯粹概念出发，这种向现象之中的外化绝非善意的迁就，而是必然属于绝对知识的概念本身，就此而言，《现象学》是科学的一部分或本身就是科学。伴随着这种双重纲领性，概念与现象的交织对于《现象学》而言是根本性的。

这种系统性问题展开（它完全可以——伴随着扩展——被理解为对真正知识的推导或演绎这一先验纲领的延续）与历史考查方式的交融，在接受史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与I. H. 费希特一样，在R. 海姆看来，《现象学》呈现为一种杂合体：认识论的论证过程与实在哲学的论证过程被黑格尔混杂在一起，从中不可能产生出任何完整的东西。[2] 有人提出指责，认为黑格尔不知如何在两种论证过程之间作出决断，因而以不被允许的方式将两者混为一谈。卡尔·马克思强调了《现象学》中的人类学进路，即黑格尔在此把握了劳动的本质，并将现实的人把握为其自身劳动的结果；而较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如G. 卢卡奇，则为了发展革命的历史构想而援引了黑格尔的《现象学》。从“唯有完整的精神才拥有一部现实的历史”这一视角来看，黑格尔与《现象学》成了“历史唯物论的先驱”。“《现象学》的方法建立在历史考查方式与系统考查方式的统一之上，建立在确信范畴的逻辑-方法论先后次序、范畴相互推演的辩证次序与人类的历史发展之间存在深刻关联的基础之上。”[3] 卢卡奇早在早期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著作中，就试图利用黑格尔的《现象学》来服务于他自己的关切，即美学的奠基。不过在那里——大概是在E. 拉斯克对黑格尔批判的影响下——对于将逻辑-系统性范畴与历史经验相关联乃至等同起来的做法的合法性，怀疑占据了上风。

黑格尔将系统性呈现与对历史现象的援引相结合的《精神现象学》纲领，直到最近在黑格尔研究中依然充满争议。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尖锐地聚焦于这样一个疑问：学习着的意识在《现象学》中所完成的发展，究竟是不是“运行在一门预先设计好的逻辑学的轨道上”[4]。对争论焦点的考察表明，不仅这种结合本身是或然的，尤其是被援引的历史现象对于转变中的知识的总体过程所具有的位阶与功能更是如此。引入的事例很难与实际事件的年代学相一致，要从所描绘的现象本身中提炼出其必然先后次序的“线索”也同样困难。

针对将所援引的事例与实际年代学及历史进程相调和的尝试，O. 珀格勒指出，《现象学》是将思辨规定的体系呈现为历史的：《现象学》“把思辨规定设定为意识形态的对象，因而是一门逻辑学从‘纯粹概念的形式’向‘意识与其对象打交道的经验的历史’的外化”（珀格勒 1993, 354）。在此具有决定性的是，纯粹概念的这种“外化”仍是不完备的：“它将对象保持在与意识的关系之中，在对象上仅把握进入思辨规定……的东西”（同上）。从外化的这一第一阶段出发，它随后必须将对象从与意识的关系中释放到对象的对象性之上。唯有伴随着精神的这种“牺牲”，偶然的历史才得以达到。因此，偶然的历史作为一种有序的关联，唯有通过《现象学》的问题提法才能被把握：特定的历史现象唯有在它们与意识的关系中才成为可把握的。两个“外化阶段”——“偶然的历史”与“概念作为意识史的外化”——的结合，构成了“被把握的历史，在其中，精神回忆其自身转变生成并把握自身”（珀格勒 1993, 355）。

在这篇篇幅有限的论文中，只能探讨此处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局部方面。起初作为论点引入的、关于思辨基础规定与历史现象援引之间关联的阐释，下文将在转变中的知识的一个有限阶段上——即在“精神”章中意识的发展上——加以检验。在此，关于承载现象学形态的逻辑学问题，在此将不得不暂不讨论。首要关注的应当是厘清黑格尔所援引的历史事件的位阶。黑格尔在何种程度上将个体的历史经验解释为一种逻辑基础规定的外化？他又如何为他所主张的知识规定与社会建制之间的契合进行辩护？如果黑格尔成功使这种关联变得合情合理并为其完成辩护，那么历史形态就可以作为思辨知识的外化来把握。但在这种情况下，所挑选的事例决不必契合事件的实际年代学。它们届时便可以仅仅作为范例性的形式被援引。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援引，在下文中将构成这些问题的试金石。其中的核心应当是澄清这一问题：黑格尔是否将援引历史经验作为范例性知识形式这一做法贯穿于《现象学》的总体构想之中？抑或在“精神”章中是否追求了另一种论证意图，该意图以前提预设了另一种与历史的关系，并且例如不得不顾及事件的实际年代学？

II. “精神”章的地位

在《现象学》中探寻实践哲学或政治哲学的构想，大多围绕着其中所给出的对诸如斗争与劳动等行动方式的分析、围绕着黑格尔对诸如家庭与法权等建制的考察，或者围绕着所援引的诸如启蒙与法国大革命等历史进程展开。在这一语境中，“精神”章的分析似乎特别适合于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系统性呈现。[5]

相较于先前的显象形式——意识、自我意识与理性——意识在“精神”章中所获得的经验应当有所不同，其区别在于：精神的形态现在作为“自我支撑的绝对实在的本质”而出现。意识迄今为止的所有形态都是意识自身的抽象，孤立于个别环节之中的它们具有一种映象，仿佛它们作为自身而存在一样。然而，在“序言”中黑格尔曾强调，意识的一切形态都具有独立性的品格。而现在，它们却显现为纯粹的抽象。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出现的形态的独立性，都建立在如下绝对形式之上：一切知识形式对意识而言都是直接确知的。它们的独立性起初纯粹是主观的；但唯有在精神的阶段上，一个现实的伦理本质才应当被达到：“精神是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只要它是直接真理”（GW 9, 240）。意识的确知不再仅仅关涉“主观的”知识形式，而是将一个现实的世界作为对象，“独立性”必须具有一种客观意义。但这究竟是如何达到的呢？黑格尔凭借这一新的诉求，岂不是超越了《现象学》迄今为止作为知识要求的检验程序的关切？

在这一新的经验水准上产生的问题是：“精神”章中所引入的现象，是否还能以同样的方式被理解为纯粹的检验审级或“课业”？伴随着“精神”章，是否根本就引入了一个打破先前纲领（即检验知识形式）的新开端？不过，在先前的检验中，实际上也已经援引了实践关系，例如在检验“自身确知的真理”语境中的主人与奴隶关系。生死斗争无可避免地具有实践后果。最初“理论性的”检验程序必须通过吸纳新原则来加以扩展。黑格尔在此清楚表明，真理绝非仅凭主观视角就能获得的。与同胞的交锋是不可或缺的。[6] 黑格尔必须在与先前经验形态的划界中，论证新的真理规定以及与之必然相连的经验。学习着的意识必须满足何种条件才能使新的经验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绝对知识本身的外化，或者理解这些外化的方式，是否发生了改变？伴随着“精神”章，关于逻辑基础规定与历史现象之间关联的问题因此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这一语境中，尤其需要厘清历史形态在“精神”章中对于呈现转变中的知识所具有的“位阶”。

学习着的意识在意识、自我意识与理性的诸形态上所获得的经验，证明了各自信念的有限有效性。立法的理性与检验法则的理性面临着证明其诸确知仅具有限有效性的经验。通过自身的绝对化，它们将自身从伦理意识的整体中孤立出来：它们是伦理意识失去操持的环节。正如在一切否定的经验中一样，在此也显现出某种肯定的东西：伴随着这种经验，伦理实体将自身呈现为意识（参见GW 9, 234）。基于这种经验，“正当者”对意识而言不再纯粹是外在的，而是向它“自在自为的”。不过，这种检验程序仅仅关涉普遍性（例如在定言命令中）。面对有待克服的经验，它显现为形式主义的，只能被赋予有限的有效性：“精神本质由此……对自我意识而言成为自在存在的法则”（GW 9, 235）。这自在存在、永恒有效的法则成为伦理实体，它是自我意识的本质。希腊城邦的美丽伦理在黑格尔看来是个体与法则统一的表达。“实体以及普遍的、自身一致的、持存的本质——乃是众人行为的不动摇且未瓦解的根据和出发点——以及他们的目的和目标，作为一切自我意识被思想的自在体”（GW 9, 239）。

黑格尔将这种统一的破裂解释为精神走向认知着的意识的推进。实体与意识从此作为分离的因素出现。对于转变中的知识而言，基于精神的自在体与自为存在之间的差异，产生出走向新的知识形式的进一步迈进。精神在这一第一阶段上，一方面是实体，即不动摇的、正直的自身一致性；但另一方面，自为存在的实体乃是“瓦解了的、自我牺牲的有效本质，在其中每个人都完成其自身的作品，撕裂普遍存在并从中取走属于自己的一份”（同上）。实体在自我之中的这种瓦解与个别化，构成了意识的这一形态的现实与生动之处。自我与被分割的实体各自联结在直接统一之中：“构成一个世界的个体”。冲突在相互撞击的世界之间爆发——在黑格尔看来，它范例性地体现在克瑞翁与安提戈涅的冲突之中——摧毁了主体迄今为止与其世界阐释相联系的自身确知：“因为受难，我们承认我们犯了错”——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受难正是破碎的统一与罪责的符号。正是这种异化构成了进一步迈进的契机。但精神必须离开这种直接性，并且“通过一系列形态达到对其自身的知识”。

必须从经验形式的杂多中进行挑选。新的形态不应作为纯粹的单一体形式出现，而应作为定在着的形态经受检验。范例性形态或经验形式的挑选，在此同样受到绝对知识将绝对形式证明为现实形式这一关切所规定。因此，黑格尔在下文中列举了那些他试图从实践哲学领域纳入思辨哲学的“核心主题”或基础规定。在家庭之外，加入了带有政府的共同体、人身独立性的体系与所有权、对人法权与对物法权——这一区分仍以康德为导向——，以及劳动、谋生与享乐，还有在“各自集会”即同业公会中的联合（GW 9, 246）。所有这些形态，黑格尔在此再次强调，“与先前的形态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实在的精神、真正的现实性，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的形态，而是一个世界的形态”（GW 9, 240）。在黑格尔看来，在这些形态中达到了成为一切实在性的确知：它们是伦理精神的形态。

相较于先前的知识检验过程，至少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需要澄清精神对于《现象学》这一新阶段的角色——在“精神”章中，是否继续在范例性形态上演练逻辑基础规定？其次，如何解释这种“进一步迈进”？这是脱离转变中的知识过程并独立于其发生，以至于转变中的知识只是去重演一个已经在自身中并通过自身被规定的过程——还是说，这里的推进同样仅仅是由转变中的知识所规定的？第三——这也是首先应当探讨的——当这些形态如今构成一个世界时，这意味着什么？自由自我意识的经验已经表明，纯粹停留于自身确知之中的真理规定注定失败。另一个自我意识携带着权能强行闯入，并在主人与奴隶的斗争中要求承认自身的真理。然而，如今这些经验不再仅仅对意识具有决定性，而是应当塑造并规定一个“世界”。先前作为不同真理要求之间的冲突而出现的东西，如今发展成了一个应当总体上规定个体生活的历史因素。这种诉求的扩展应如何奠基？“知识”本身及其对自身效能的诉求已经发生转变。不再是那个对单个个体而言是确知的东西能够算作真理，而是那个具有塑造力地规定世界本身的东西。在诸科学之外，这例如包括语言、劳动和家庭。这些新出现的“知识形式”中的每一种，都直接以塑造的方式渗入世界本身并成为建制。自我意识的“知识”已经成为一种权能要素。对于转变中的知识的呈现而言，这意味着它从此必须以实在的历史形态为导向，因为在这些形态中奠定了这些知识形式的基础。唯有在这些具体形态上，才能展现出知识在通向绝对知识的道路上的“进步”。

希腊城邦的伦理，即实体的直接知识，通过伦理行动中的冲突导向伦理实体的抽象知识：伦理沉沦于法权的形式普遍性之中。自我在其中确立了自身的有效性。在人格形态中，自我获得了现实性，然而其代价是：自我与实体的统一现在瓦解了：“世界在此具有作为一种外在之物、作为自我意识之否定者的规定”（GW 9, 264）。[7] 个体在“新的”建制中无法重新找到自身——“共同的”作品或“众人的行为”作为认同基础被摧毁了。与意识相对立的世界显现为陌生的现实性；但在其（否定的）定在之中，它同样必须被把握为意识的作品。“世界通过自我意识自身的外化与丧失本质而获得其定在”（GW 9, 264）。与意识隔离开来的、解绑了的诸要素“自为地”乃是“纯粹的毁灭及其自身的瓦解”。但黑格尔指出，这种否定的本质显明为人格性本身的异化，人格性正是以这种方式跃升为“狂暴要素”的“嬉戏”。黑格尔认为，这一形态证明自身为精神，乃是通过它——即使在其异化中——证明自身为自我与本质的自觉统一。精神昔日“唯一的天下”分裂为一个双重世界：“第一个是现实性世界或其异化本身的世界；而另一个则是精神超脱于第一个世界之上在纯粹意识的以太中所建立的世界”（GW 9, 266）。这两个彼此对立的世界——作为此岸的教化世界与作为彼岸的信仰世界——必须在它们的相互依赖中加以把握。异化是意识的产物。在黑格尔看来，正是启蒙扰乱并颠覆了在此占据统治地位的形态。“有用性”与“目的”是如今规定意识与现实性关系的那些概念。在意识的新形态，即“绝对自由与恐怖”中，这些概念不再

被应用于外在的现实性，而是被收回进自我之中。分裂为此岸与彼岸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返回到自我意识中。呈现精神的新形态即道德，以过渡“进入另一个国度”为前提预设——唯有在新的知识形式作为形态组织起来的地方，这种确知才是可经验的。

III. 伦理整体性是一个民族

“绝对伦理整体性无非是一个民族”（NA 449）——黑格尔在耶拿初期的这一公式，正面对抗了康德/费希特式将伦理分解为合法性与道德的做法。黑格尔对其自身出发点的肯定性呈现，正是从绝对伦理统一的这一格言开始的。然而，伦理与一个民族的等同，在“伦理的悲剧”中破裂了：否定者，作为个别性，同时也作为法权领域和经济，作为原则确立了自身的有效性，并摧毁了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直接统一。黑格尔决没有将否定者的这种闯入纯粹视为点状发生的事件，仿佛这只是发生在希腊城邦伦理中的一桩偶然事件。黑格尔对这种对抗的把握更为根本，它存在于不同层面上。一方面，它呈现为光明的阿波罗与欧墨尼得斯即地下权能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但这种对立也出现在国家的两个阶层中：与作为光明面的普遍阶层相对立的是非自由人阶层。黑格尔随同柏拉图将后者描述为受邪恶暴力的本性所支配。促成武士阶层作为自由人阶层享有特殊地位的，并非军事经验，而是死亡的经验、冒自身生命的危险，构成了这一阶层的品格。这种意识乃是“实在的绝对伦理意识”（NA 462; 150, 151）。处于需要与劳动的差异之中、处于占有与所有权的权利和正义之中的非自由人阶层，并不包含死亡的危险。诚然，这第二阶层以及随同它的第三阶层即农民，使得自由人能够独立于维持自身生存的忧虑。然而，这一成就无法改善他们在民族伦理中所占的份额，就绝对伦理而言，第二与第三阶层的工作纯粹只能作否定性评价。

但在黑格尔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镇压这些权能。唯有在国家的一定范围内听凭这些否定性权能活动，在他看来才能保全整体的伦理。通过伦理权能内部的这种分化，黑格尔在《自然法论文》中保证了一个民族的伦理持存。在历史上，阶层的这种分化也由于罗马帝国的形式统一和平等原则而走向没落。这也是绝对伦理的终结。在所有人法律平等的境况下，唯有自觉地将否定性原则、将资产者、将私人生活纳入普遍者之中，才能带来补救。然而，依然保留着高贵阶层的分化与析出，在黑格尔看来，高贵阶层在这一境况下能够担保绝对伦理的维系。在《自然法论文》中，伦理的这些子系统的形成对于黑格尔而言是“自然”的功绩。他的出发点因此与自然法的传统相对立，对于后者而言，市民社会的法权与所有权体系可以从单个个体的自然权利中推导出来。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从单个个体出发的做法无异于伦理的“原子化”。

将伦理与一个民族等同起来，自早期耶拿著作起就是黑格尔实践哲学进路的出发点。如果为了演练特定的实践知识形式，必须经验一个世界的形态而非仅仅是意识的形态，那么这一出发点对于《现象学》而言同样具有有效性。若将早期的耶拿进路与《现象学》中“精神”章的构想进行比较，就不能忽视体系维度上的差异。在《自然法论文》中，黑格尔在与自然法传统的划界中，呈现了他关于实践哲学的构想，并随之呈现了他对绝对伦理的理解。在转变中的知识的现象学语境中，这些目标不能以相同的方式被追求。因为转变中的知识的呈现，根本不可能旨在脱离意识去展示伦理建制。相反，必须在意识中揭示这些设施的主观前提预设。然而，《自然法论文》关于伦理本性自身能够产生分化和分裂、从而使起初作为否定者被经验的东西也能够整合进整体性之中的看法，又如何与《现象学》的纲领相协调？在O. 珀格勒看来，正是对现代自然法理论和国民经济学的吸纳，规定了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的立场。如果黑格尔关于伦理的构想现在从主体出发，这不仅相较于《自然法论文》是一个新突破。在耶拿时期的讲课（1803/04年）中，黑格尔还曾发展出一种潜能论，该理论在本质上将精神把握为中项。精神是概念与意识之间的中介者。[8] 直到1805/06年在《实在哲学II》中，黑格尔才取代了这种潜能论。“我”如今成为中心，劳动、所有权与法权等形式正是从“我”出发被展开的。《现象学》又是如何让这些形式发挥作用的呢？

《现象学》的纲领在此同样允许两条论证路径。一方面，这些形式必须作为由意识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被引入；另一方面，它们是绝对知识的“自身外化”或回忆，因而必须从绝对知识中展开出来。前文已经指出，此外伴随着“精神”章，在转变中的知识的过程中达到了一种特定的新局面。“理性即精神，乃是因为成为一切实在性的确知被提升为真理，且理性意识到自身作为其世界，并意识到世界作为其自身”（GW 9, 238）。伴随着在此达到的“知识形式”，学习着的意识今后唯有在具体的历史形态上，才能经验到绝对知识的所有进一步的基础规定。因此，对于《现象学》而言便产生了一项任务：在现实的形态上阐明“伦理知识”，亦即按照上述展开的纲领——既将它呈现为意识的作品，也将它呈现为绝对知识的外化。

然而，如果考察黑格尔作为现实形态所援引的事例，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这里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在先前的形态中，经验确实也已经通过实在的历史事例得到了阐明。例如，黑格尔早在意识经验的语境中就已经将希腊古典时代向罗马帝国的过渡作为主题。从关于“主人”与“奴隶”的各自片面意识中，发展出了斯多亚哲学与怀疑论哲学的意识形式。

这种从属于希腊城邦的意识形态向与罗马帝国相联系的意识形式的过渡，如今在“精神”章中再次被作为主题：希腊城邦的直接伦理形态被关于人格的形态和抽象法权体系所取代。黑格尔本人强调了这两个“事例”之间的差异：“对斯多亚主义而言仅仅存在于自在体的抽象之中的东西，现在乃是现实的世界”。这种现实性在“意识”章中仅仅作为意识的形态出现，而现在达到的水准则是：对所达到的知识形式而言，知识形式、自我阐释与世界塑造之间的根本关联变得透明可见。先前只能作为意识内在之物加以讨论的问题，伴随着这一洞见才首次对于《现象学》而言成为可阐明的。

在“罗马帝国”这一历史形态中，对于意识作为精神的经验过程而言，只需抽取出对于实在形态而言具有基础意义的内容或起统治作用的目的。[9] 与这些结构交织在一起的偶然与非偶然要素的全部丰富性，并没有被这一呈现所涵盖。与其他关于伦理的呈现不同，转变中的知识的理解始终受限于那些可在主体意识中揭示出来、并为学习着的意识塑造了这一形态的内容。它们的挑选始终由外化进这些形态中的绝对知识所规定。这一论点在下文中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呈现中得到直观展示。

通过法权对“所有权”进行制度性保障的必然性，在黑格尔看来是希腊伦理没落不可逾越的后果。人格在法权面前的形式平等，固然使受到契约保护的所有权成为可能，但出现的“自我”却依然毫无实在性可言。“成为一切实在性的确知”在此仅仅属于制度形式，而不属于自我。在与自我的关系中，世界纯粹是一种外在之物，是自我意识的否定者。黑格尔通过这种星丛表明，个体作为人格沦为完全的非本质之物。另一方面，外部世界通过自我意识的否定性劳动获得其定在。“毁灭”规定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整体如同每一个单个环节一样，是一种自身异化的实在性；它分裂为一个国度——在其中自我意识现实地既是它自身又是它的对象——以及另一个国度——纯粹意识的国度，该国度在第一个国度彼岸没有现实的当下存在，而是存在于信仰之中”（GW 9, 265）。

IV. 绝对自由与恐怖

精神先前的教化阶段展示了异化了的精神赢获所缺失实体的努力。对实体性的努力在“有用性”中找到了其对象与目的。作为这一原则领域的“统治”与“财富”规定了这种努力。与先前的教化阶段不同，努力的“客体”变成了权能要素，教化与语言上升为权能要素。在第三节“绝对自由与恐怖”中所达到的教化阶段的基础，在于将“对象的有用性”原则收回进主体之中。在自身规定中，主体在本质上将自身把握为“为他存在”。但这种为他存在显明为“绝对的自我重影”（GW 9, 317）。个别主体扩展为普遍主体，“自身的确知是普遍主体，其认知着的概念是现实性的本质”（同上）。由此，精神变成了“绝对自由”，只要这种纯粹的自身规定即主体的自发性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在规定自身的行动空间时，主体并没有面对任何其他自由本质，由于普遍性归属于它自身，这种自由是绝对无边界的。

如同在一切形态中一样，在此也可以区分出两个环节。一方面，黑格尔将这一形态规定为自我意识，其自身确知构成了实在的以及超感官的一切精神群体的本质。另一方面，精神的本质与现实性以意识关于自身的知识形态显现出来。从自我意识中发出这样的要求：实在的普遍意志应当与所有单个个体的意志相同一。然而，如果单个意志被设定为与普遍意志同一，那么一个单个意志也可以将自身置于“世界之宝座”上并作为普遍性来行动。黑格尔在此没有指明其参照点——拿破仑，黑格尔将拿破仑理解为大革命所要求的个体自由的“完成者”。单个自我意识与所有单个个体同一。在“世界之宝座”上，唯有意识才是精神本质或权能拥有其实体的要素。在历史上，这种绝对统治以前提预设了阶层国家的崩溃，亦即那个通过“划分为群体而组织起来”的体系。“因此，在这种绝对自由中，一切阶层——即整体所分化成的精神本质——都被消除了”（GW 9, 318）。“有用性”原则一如既往是一切实在存在的谓词。在这一新形态中，它作为原则不再局限于外部世界的对象，而是被转移到了自我之上。

但是，意识若不关涉一个对象，又如何能规定自身呢？意识自身变成了意识的对象。现存的对立如今仅仅作为普遍意识与个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支配着意识。这种纯粹“意识内在的”对立阻碍了肯定性作品的塑造。这种意识既不能产生出“语言的普遍作品”，也不能产生出现实性的普遍作品，既不能产生出法则，也不能产生出自觉自由的普遍设施。


黑格尔在这一语境中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赋予自身以意识的自由究竟能否在一件作品中成功完成现实的塑造。然而，无论自由是将普遍实体提升为对象、允许权力分立与劳动分工，从而使普遍自由以这种方式分割为各个肢体而出现；还是普遍作品产生于一个单个的现实意志，这都无法取得成功。在第一种情况即权力分立与社会劳动的等级划分中，个体注定要承担一项特定任务，成为一种被规定的存在。他们由此不再是普遍自我。但即使在第二种模型中——即单个个体的统治模型，其中这个单个现实意志的行动作为作品呈现出来——也必然是“所有其他单个个体都被排除在这一行动的整体之外”。正是这里起统治作用的“知识形式”阻碍了“肯定性作品”。在黑格尔看来，“普遍自由”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开启通向肯定性作品的道路。这一形态依然“纯粹是否定的作为；它纯粹是消失的暴怒神”（GW 9, 319）。相反，在一部肯定性作品中，众人的行动具体化自身。但在这里，行动缺乏与某种可塑造的现实性的任何关联。唯一的参照点是自我的普遍性，然而这种普遍性唯有在对其他自我意识的“消灭”中才能实现自身。

唯有死亡才是“普遍自由”的作品。这种死亡既没有任何“内在广度，也没有充实”。在这一死亡中所被否定的，乃是绝对自由自我的“未充实之点”：“因此它是最冷酷、最平淡的死，其意义并不大于砍掉一棵甘蓝菜头或咽下一口水”（GW 9, 320）。

连政府的智慧也无法超越“死”这一“单音节的平淡”，也就是说——正如黑格尔探寻塑造一部肯定性作品的可能性时所阐明的那样——政府根本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普遍意志的持续之点或个体性”。这种个体性必然将其他个体排除在其行动之外——事实上，在黑格尔所处的时代，第二种模型（单个个体的绝对统治）已在这一形态中得以确立。在其行动中，这一政府成为被规定的意志，从而与普遍意志相对立：“因此它绝对不可能不作为一种党派而呈现自身”（出处同上）。

对于转变中的知识的教化过程而言，这意味着对自我意识之经验展开进一步分析成为可能：意识在这里被绝对自由的经验所规定。在这一形态中，绝对自由成为经验的对象。自在地看，绝对自由是抽象的自我意识，死亡的恐怖是它的实在性，并且作为实在性在这里被经验到。这种经验与自我意识关于“绝对自由”所抱有的概念截然对立：“即普遍意志只是人格性的肯定性本质”（GW 9, 321）。对于学习着的意识而言，这里显现出一种翻转：“普遍意志作为绝对肯定的现实自我意识，正因为它乃是这种提升为纯粹思维活动或抽象质料的自我意识现实性，便翻转为否定的本质，并同样表明自身乃是对思维自身活动或自我意识的扬弃。”（GW 9, 321）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这一具体的历史形态中，最终使人摆脱“恐怖统治”的，并不是对自我理解之否定性特质的洞见，而是对绝对主人即死亡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教会了人们接受“精神群体的组织”。在这里，对死亡的恐惧促成了一场转变，促成了对这一形态最初目的——即通过单个自我意识实现自由——的脱离与放弃。自我意识返回到一种仅仅被分立且受限制的作品，但却是一部具有实体性现实性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自我意识与实体以如同这一过程的出发点一样的方式相互渗透。不过，如果这乃是这种经验的唯一结果，那么精神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这种循环。黑格尔强调，在这一“返回”中还有另一个维度必须注意。在被抛在身后的精神形态——即绝对自由——中，“世界完全采取意识的形式，作为普遍意志”与自我意识处于交互关系之中。“因此，它在与那个本质的相互作用中所获得的教化乃是最高尚和最终极的教化：亲眼看到其纯粹简单的现实性直接消失并过渡到空无之中”（GW 9, 322）。在这里，自我未受混淆地经验到自己的异化，这种异化并没有被充实为财富或荣誉。教化、荣誉、财富、精神与洞见的话语、信仰的天界或启蒙的有用性的一切规定，都在绝对自由的否定中丧失了。但同时，这种否定在其现实性中并非某种外来之物，“而是那在自己的最终抽象中绝无任何肯定之物、因而不能为这种牺牲回报任何东西的普遍意志”——这种“自我的未充实否定性在内在概念中翻转为绝对肯定性”（GW 9, 322）。意识经验到，唯有普遍意志才是“它的纯粹知识与意愿”。在这种知识与意愿中，它并没有丧失自身，因为它是作为“关于作为纯粹知识的本质的纯粹知识”的自我意识。“道德”作为意识的新形态正是建立在这一洞见之上。但对于学习着的意识而言，新的意识内容唯有在一种新的塑造中才成为可经验的。精神的这一新形态是在另一个国度乃至在另一个民族中实现自身的。

V. 不是意识的形态，而是一个世界的形态

自我意识的自由从“斯多亚主义”与“怀疑论”的意识形态过渡到了“苦恼意识”的形态。如同精神一样，“苦恼意识”也展开了一个双重世界。然而，由“苦恼意识”所产生出来的世界，黑格尔仅仅将它们引入为意识形态，而没有作为真正的一个世界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意识正是从这些形态中起支配作用的自我与实体之间的异化中产生出来的。从罗马帝国抽象法权的统治中，产生出带有“此岸”与“彼岸”之分离的中世纪世界。伴随着人格及其对实体性的追寻而开启的异化，在“绝对自由”中达到了顶点。“精神”章中所完成的一切运动的根本动机，乃是自我对现实实体的探寻，对自我与世界之统一的探寻。通过自身设定的目的、财富或权能所进行的认同被证明是不稳定的——两者在变动不居的语境中都可以显明为善或恶。连信仰也无法向撕裂的自我提供统一：因为信仰在这里纯粹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启蒙揭示出了信仰的这种否定性意义。启蒙凭借其“有用性”原则，使信仰的真理王国与现实性原则相和解。然而，这种“有用性”不仅应当显明为对象的谓词，而且也应当显明为主体的现实性。在“绝对自由”的形态中，意识赢获了这种现实性。意识将普遍意志经验为自己的知识与意愿。在这一新经验的基础之上，新的形态即道德在另一个国度中建立起来。

对于“绝对自由”的形态而言，死亡经验始终是决定性的。在这里，对普遍意志的组织与划分唯有出于对这一绝对主人的恐惧才被接受。唯有这种恐惧，才使得放弃由单个个体实现普遍者成为可能，并由此促成了向一种被分立且受限制的作品的返回。

由此，在自《自然法论文》以来对黑格尔始终有效的、将伦理生活形式与一个民族相绑定的主张中，展现出了决定性的差异。如果在《自然法论文》中是这一民族的“本性”规定了一个伦理共同体的边界，那么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则表明，正是意识的边界将一个民族绑定在这一或那一形态之上。不过，这里作为基础的意识概念应当范例性地去理解，它是这一形态的“精神”，从而不能直接作为现实性在这一形态的每一个单个个体身上得到证明。即使对自然法学说的强化吸收，也没有阻碍黑格尔坚持他最初的进路，即“伦理”与民族的结合。这一进路在如下程度上得到了修正：自我中、个体中的这种“本性”通过各自的意识形式规定了这一形态的边界。在“恐怖统治”的终点，对于学习着的自我而言，目的亦即普遍意志乃是这样一种洞见：普遍者唯有在自身的知识与意愿中才能得到规定。为了获得这一洞见，也必须走过“歧途”。例如将自我的自由作为自身目的的诸形态，始终背负着自希腊伦理没落以来一切知识与行动的目标，即建立自我与实体的统一。这种统一唯有在一个民族的伦理中才能实现，这一精神形态有能力将有限的任务“局部化”并在一个整体中加以组织。在同样作为“绝对自由”形态之尺度的作品概念中清楚表明，黑格尔如何试图将现代个体对自我实现的要求与“一个民族的作品”中的伦理整体性构想联结起来。这一作为世界形态的“绝对自由”始终绑定在这种“本性”、这种目的之上，目的乃是它的“实体”。

对于向绝对知识迈进的学习着的意识而言，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无论这究竟是意识的形态还是一个世界的形态，都是漠不相关的——唯有通过新赢获的洞见才能完成。但这种过渡对于现实形态的意识而言却是被阻绝的。由于个体带着自己的“阐释”与“理解”以塑造的方式介入世界，其异化以及克服异化的尝试便成了社会与政治实在性中的一种权能要素。在这里显明了语言、财富与信仰的重要性。它们正是使得这种世界形态成为可能并赋予其合法性的那些因素。一个“被塑造的世界”在这里变成了学习着的意识的可经验对象，正如在更早阶段上意识形态成为可经验的那样。栖居于这一世界之中的意识在其全部现实性中是如此深地嵌入在这一形态之中，以至于向一种新形态的简单迈进对它而言始终是无法企及的。这就是“精神”章中对于经验过程所诉诸的诸形态而言所构成的“新”局面。这些形态与它们的现实性不可分割地绑定在一起，其程度在于：意识形式在这里产生并承载着客观建制。对于转变中的知识的经验过程而言，这种一个世界的形态也变成了经验的客体，变成了学习绝对知识之基础规定的客体。

然而，精神的这种进一步迈进，那种以这一过程之终点为导向的目的论，难道恰恰在这一转折点上不会显现为或然的吗？现实形态难道没有被思辨知识为了自身的目的——即赋予自身以意识——所滥用吗？对于耶拿早期的构想而言，一个民族的本性指明了内在的发展可能性。评判各个形态的内部尺度，乃是形成绝对伦理的能力。对不同形态进行比较并将其排入一种目的论序列，起初并不是追求的目标。各自的“本性”预先给定了各个形态的目标、目的与可能性。面对达到科学、达到绝对知识的目标，现实形态在《现象学》的教化过程中成了走向新的、更完满形态的必然迈进的一部分。引人注目的是，黑格尔在将其所描绘的形态与具体历史现象相对接时的审慎克制：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等并未被明确提及。黑格尔与具体历史现象的关联，已被学术界反复阐发。[10] 黑格尔在指明其历史参照点时的克制，可能是一个提示：在他看来，被经验到的形态并不仅仅出现在这一历史境况中，而是作为范例性形式完全可以在其他星丛中重现。然而，目的论届时便仅仅关涉知识的进程，但它并不因此就自动在历史本身中发生效力。这将意味着，在“精神”章中，学习着的意识所经验到的形态同样具有纯粹范例性的意义。所援引的历史事例作为范例性形态，仅仅为绝对知识的形式所诉诸。它们的排序与目的论仅仅关涉学习过程或当下在绝对知识中的自我阐释，而绝非在事实历史中预设了一种内在的目的导向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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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马尔·克勒

[1]: 第二个句子中的“同样”表明，在第一分句中应当表述为“真相并非仅仅是”。如果把谢林对费希特“主体化”的脱离、以及同时转向斯宾诺莎的核心概念“实体”联系起来思考，这一论点的背景就变得合情合理了。谢林的转向在这里仿佛应当在更高层面上再次被撤回。参见 Metzke, E. [^3]1970: Die Vorreden Hegels. Heidelberg, 160。 ↩



[2]: Fichte, I. H. [^2]1841: Beiträge zur Charakteristik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oder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selben von Des Cartes und Locke bis auf Hegel. Sulzbach. Haym, R. 1857: Hegel und seine Zeit. Berlin. 关于接受史的总体情况，参见 Pöggeler, O. [^2]1993: Hegels Idee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eiburg, München, 170 ff.。 ↩ ↩ ↩



[3]: Lukács, G. 1948: Der junge Hegel. Über die Beziehung von Ökonomie und Dialektik. Zürich. NA 2 Bde Frankfurt a.M. 1973（引自该版本），718。 ↩ ↩



[4]: Schmitz, H. 1992: Hegels Logik. Bonn, Berlin. 301. 关于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参见 Fulda, H. 1965: Das Problem einer Einleitung in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Frankfurt a.M.；Düsing, K. 1976: 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 Bonn。 ↩



[5]: 例如，卢卡奇就将客观精神的领域归入“精神”章，参见 Lukács 1948, 728。 ↩



[6]: L. 齐普阐明了“承认”对于这一过程的作用。参见 Siep, L. 1979: Anerkennung als Prinzip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Freiburg；以及 L. 齐普在本书中的文章。 ↩



[7]: 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罗马帝国的法权状态在这里并未像同时期写成的《实在哲学II》（1805/06年）或后来的《法哲学》中那样构成伦理领域的出发点。参见 Siep 1979。然而，黑格尔本人在《现象学》中强调，法权状态是一种发达的知识形式（参见 GW 9, 264）。在这一语境中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法权在这里并没有作为一种原则被引入，而是作为精神的一种形态：人格以及建立在人格之上的法权，在这里构成了罗马国家的内容与目的。 ↩



[8]: “我们考察组织着自身的意识的各个环节，既不是在主体方面以能力、倾向、激情、冲动等形式，也不是在对立面的另一边作为事物的规定性，而是考察它如何作为两者的统一与中项而绝对自为地存在”（残篇 20，载于：GW 6, 290）。在语言、记忆与劳动这些个别潜能中，实现着人的社会化与个体化。由此，这些潜能的展开“并不是一种与‘客观’精神相区别的‘主观’精神哲学的论题”，而是这些形式是由概念与意识的相互交织所构成的（Pöggeler 1993, 66）。 ↩



[9]: 关于这里所使用的目的概念的问题，参见 M. 比嫩施托克的著作：M. Bienenstock 1992: Politique du jeune Hegel. Jena 1801–1806. Paris。 ↩



[10]: 例如参见 D. 克勒关于黑格尔对雅可比之吸收的研究，载于：同氏 1993: Hegels Gewissensdialektik. Hegel-Studien 28, 127–141。 ↩



[11]: 由此，卢卡奇在《现象学》中所看到的范畴的逻辑先后次序与人类历史发展之间的那种“深刻关联”，在这里恰恰是找不到的。 ↩



黑格尔的良心辩证法

在考察目前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VI. C. c节“良心，美丽灵魂，恶及其宽恕”的各种阐释时，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概念-体系性的、可以说黑格尔内在的阐释，[1] 与那些将本节理解为某种时代批评和文学批评的阐释，[2] 显然互不相通。此外，在这些研究中，对《现象学》的阐释与黑格尔在《现象学》时期的相关著作或讲演——特别是像1805/06年实在哲学讲演手稿这样的《耶拿体系草案》——并未建立起任何实质性的关联。

与此相反，下述考察出发于：在《精神现象学》的“良心章”中，体系性-概念性的问题展开与时代批评和文学批评存在着紧密的交织——正是在这种交织的基础上，良心辩证法才首次展现出其真正的实际功能意义；同时也出发于：1805/06年思辨哲学的构架与《现象学》的“纲领”存在着对应。[3] 根据这一事情上的和谐一致，“科学的每个抽象环节[都应对应着]显现着的精神的一个形态”，即逻辑学的每一个思辨概念都必然对应于《现象学》中各自特定的实质探讨（参见 GW 9, 432），这篇简短的论文自然无法对此专门加以论证，而必须将其作为前提预设；然而，通过与黑格尔后来的《法哲学原理》中良心辩证法所发生的转变进行比较，应当表明：这一构想的具体改变可以追溯到“体系”整体、尤其是思辨哲学的转变，并因而也可以追溯到《现象学》被修正了的功能。

因此，接下来的思考首先应当探讨良心辩证法中时代批评与概念-体系性问题展开的交织，以便随后阐明“良心章”在《现象学》整体中的意义，并最终阐述在发生了转变的“体系”语境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内部良心辩证法改变了的功能与形态。

I. 《精神现象学》“良心章”中时代批评与概念-体系性问题展开的交织

在分析《精神现象学》第VI. C. c节中一方面黑格尔对同时代立场的批判、另一方面严格的概念-体系性论证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联时，首先简要勾勒本节论证进程的各个主要阶段显得十分得当：

在第VI. B节“自身异化的精神；教化”末尾的“绝对自由与恐怖”一节中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纯粹抽象的普遍性之后，黑格尔指出，自身异化的精神必须背弃自我毁灭的绝对自由，并且必然转向道德精神之邦——普鲁士，作为康德道德哲学之邦。

然而，康德道德哲学的立场及其公设学说也仍然只是道德自我意识展开的一个单纯“过渡阶段”，因为“道德世界观”与“伪饰”两节表明，源于康德道德哲学的道德意识陷入了一系列矛盾之中，这些矛盾全都归结为：意识将道德与义务设定在了一个与自身不同的本质之中，从而造成了一种“甚至不再存在于言词之中的”区别。（GW 9, 339）[4]

与道德意识相反，良心作为对自身的直接知识，在第VI. C. c节“良心，美丽灵魂，恶及其宽恕”中，同时知道自身即是纯粹的普遍者亦即义务，因为除了这种自身一致性之外，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规定。于是，它的诚笃性并不在于定在着的外在行动中，而在于其合乎义务的信念之中。这种信念必须被表达出来，只有这样，它才能被同样表达自身信念的他人所承认。通过信念的这种相互言说，各个个别良心的结构一致性与普遍承认便得以成立。

良心由此丧失了一切对象性的外在性；唯有由它自身表达出来的言说仿佛作为“回声”返回自身。然而，这种良心由此便缺少了“外化的力量”，作为试图保持其纯洁性的绝对内在性，它变成了“美丽灵魂”。然而，真正行动着的良心由于其行动的规定性，陷入了与义务之普遍性的对立之中；与此同时，它特殊的个别性也处于与其他各个个别者的对立之中。

在评判着的良心看来，行动着的良心被视为恶与伪善的，因为行动着的良心与普遍者并不一致，却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宣告为合乎义务的诚笃，而这种诚笃本应始终契合于普遍者。但评判着的良心本身同样也是恶与伪善的，因为它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评判行动着的良心的行为，但自身却根本不行动，即不去实现义务。此外，它还给深信义务而行动的良心强加了一种从行动内容中借来的意图，并把这种个别的评价冒充为普遍公正的评判。

因此，既然评判着的良心也包含着恶的环节，行动着的良心便在评判着的良心那里重新认出了自身，并为了与对方一致而承认了自身，但同时也期待着评判着的良心承认其罪过。然而，评判着的良心作为“硬心肠”拒绝了这种承认，它用自己的“美丽灵魂”来抗拒对恶的承认。它由此陷入了不正当之中，并且是破裂崩溃的，因为在对方那里缺少了它的现实化与承认。随后，评判着的良心必须放弃其片面的、未获承认的评判，即予以宽恕，正如行动着的意识同样宽恕了它一样：作为相互承认的和解乃是绝对精神的体现。

在这一过程中，绝对精神知道自身是与自身的对立和更替，即既作为行动着的——个别的、自为存在的——良心，又作为评判着的、从而抽象且非现实的良心。在言说中，精神对自身的确知的确证得以完成。唯有通过这种外化，在其定在中断裂的知识才回归到其自我的统一之中，成为“在自身的绝对对立面中普遍的知道自身”（GW 9, 362）。

此处所揭示的“良心章”的结构，与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的小说《沃尔德马》[5]的发展脉络十分精确地相契合，在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逐字呼应的地步，这一点早在20年代就由埃马努埃尔·希尔施初步指出，最近又由古斯塔夫·法尔克作了详尽的论证。6 这部小说的第一

部分对道德、德行与良心问题作了总体的展示，其中作为小说主角的沃尔德马极力主张良心的立场，反对传统的德行与道德观念以及法则的实定性。这一部分可以等同于《现象学》中对良心立场的正面呈现，将其视为对康德关于意识与义务的分裂的克服。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中，沃尔德马直接的诚笃性受到了质疑，因为其片面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与普遍德行的矛盾被揭示出来，甚至良心本身也因其将自身绝对化地凌驾于他人之上，并伴随着缺乏对他人良心立场合理性的理解，而被揭露为恶与伪善。用现代的话来说，人们必须承认，主体间性现象被用来作为对被提升为绝对尺度的个别良心立场的纠偏。这一问题的发展过程又恰恰契合于《现象学》的良心辩证法，其中行动着的良心可以等同于沃尔德马的“对手”亨丽埃特，而评判着的良心则可以等同于沃尔德马本人。

既然黑格尔早在图宾根神学院时期就已经阅读了雅可比的小说《沃尔德马》和《阿尔维尔》，并在后来的耶拿早期著作《信仰与知识》中明确对雅可比在《沃尔德马》等作品中展开的道德观念采取了批判立场（参见 GW 4, 382 f.），那么他对这部小说的了解——作为《精神现象学》中良心辩证法呈现的一种可能范本——自然毋庸另行专门论证。相反，甚至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仿佛“良心章”完全是为了批判同时代的道德观念——不仅是雅可比的观念——而撰写的。

良心辩证法各个个别环节的典范角色相抵触。参见 Falke 1987, 134, Anm. 6。

与此相反，奥托·珀格勒对黑格尔与浪漫派之关系的解释则有所不同——且依我之见十分中肯——因为他既指出了与雅可比《沃尔德马》的结构平行性，也指出了“良心章”中的个别形态与黑格尔对其同时代人（诺瓦利斯、荷尔德林、施莱尔马赫、弗·施莱格尔等人）的看法之间的相近性。参见 Pöggeler, O. 1956: Hegels Kritik der Romantik. Bonn; 尤见 49 ff.。

然而也有迹象表明，黑格尔在《现象学》的“良心章”中，与他在例如《美学讲演录》中针对《沃尔德马》的尖锐论战[7]相反，仍然以一种完全积极的方式接续了雅可比。首先应当考虑到，良心辩证法的立场作为“精神”章的结语，构成了《现象学》内部道德与伦理问题展开的最高阶段。紧随其后的唯有“宗教”和“绝对知识”各章，但它们已不再明确将道德问题作为主题。此外，通过相互承认中和解的动机，绝对精神的领域已然被触及；早在“主人与奴隶”一节中就扮演着杰出角色的承认原则，证明自身是导向宗教与绝对知识的终极目的论结构。因此，《现象学》在道德问题上并未提出任何取代良心辩证法立场的“替代方案”——相反：如同谢林1809年《自由论》那样，恶的环节必然属于其中的那一辩证法，必须被视为善之可能性亦即伦理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前提预设。因此，雅可比的观念在这里绝非仅仅受到批判和被扬弃，而是应当被直接视为道德意识经验过程的典范。

这一评价得到了《现象学》尤其是“精神”章的整体目的论结构的证实。无论是对《安提戈涅》或狄德罗小说的阐释，还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刻画以及对康德道德观念的批判，对黑格尔而言都不是自身目的；相反，它们应当引导进入意识经验史的不同“阶段”，并由此同时阐明“精神哲学”的基本概念。因此，黑格尔仅引用了康德一条完全脱离所讨论问题脉络的评注，而雅可比的名字根本未曾出现，这绝不能被看作是黑格尔的偶然疏忽：这两种立场在其典范功能中，既代表着一个特定的精神史时代，也代表着一种特定的体系性构想。后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现象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因此，脱离所要展开的事情本身问题而孤立地提出对康德或雅可比的明确批判，恰恰与《现象学》的基本主调相背离，因为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后者的任务正是在于以其“被概念把握的组织”保存历史，即外化精神的“自知的、自我中介着的转变过程”。（GW 9, 433 f.）

II. 良心辩证法在《精神现象学》内部以及就黑格尔当时“体系”而言的地位与意义

以黑格尔在序言和导论中提出的《现象学》“纲领”与文本本身基本契合为前提预设，便呈现出一条在规定性否定的道路上、从感性确知中意识的最简单形态直至绝对知识的必然进程，良心辩证法作为该过程的一个发展阶段必然位列其中。[8] 关于良心辩证法在这一整体目的论结构中的具体地位，黑格尔用来结束“精神”章构架的那句话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因此，伦理世界、撕裂为此岸与彼岸的世界以及道德世界观就是这些精神，它们的运动以及向精神简单的自为存在之自我的回归在此展开，并且作为它们的目标与结果，绝对精神的现实自我意识将显现出来。”（GW 9, 240）

既然通过完全的外化而“向精神简单的自为存在之自我的回归”呈现在良心辩证法中，那么良心辩证法便展开了《现象学》的核心动机，即把实体把握为主体，而且是作为中介的结果，亦即一种“运动着的自身一致性”（GW 9, 19）。这在“精神章”的末尾表现为：在和解的“是”中相互承认被等同于绝对精神，因为这种承认标示出这样一个节点——在此处绝对精神将自身认识为与自身的对立和更替，亦即在其定在中断然分裂的知识回归到自我意识的统一中。

不应被理解为纯粹的“偶然产物”。关于这一点，参见 Pöggeler, O. [2]1993: Hegels Idee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eiburg, München; 另见同氏 1966: Die Komposition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载于：Hegel-Studien. Beiheft 3, 27–74。

赫尔曼·施密茨以另一种方式探讨了这一问题；与他对《现象学》“最初计划”的“重构”相比，现存文本倒更像是黑格尔的一次“出轨”。按照施密茨的假说，“精神”章最初本应紧接着依据其解释居于核心地位的第V. C. a章“精神动物界和欺骗，或事情本身”，因为根据他的理论，整个“精神”章（VI）以及第VII和VIII章都落在了《现象学》的“最初计划”之外。在此无须逐一反驳施密茨的主张——这无疑需要一篇专门的论文——但对他所采取的操作流程确实令人产生疑虑：一方面，在我看来，恰恰是“精神”章在其处于《现象学》文本内部的实际位置上也具有极佳的意义；另一方面，我决不认为黑格尔的历史指涉是“骇人听闻的时代错误”，而是将其视为意识经验史的典范形态。在这一脉络中，我认为黑格尔在《现象学》最后数页中所展开的“历史”观贯穿了整个文本的基础，而施密茨显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最终甚至想把关于绝对知识的整章从《现象学》的“最初文本”中剔除出去。参见 Schmitz 1992, 238 ff.; 尤见 282 ff.。在此实现了义务的抽象普遍性（自在）与自我的绝对个别性（自为）的中介。因此，良心辩证法作为仍属于“精神”章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构成了通向后续关于宗教和绝对知识各章的过渡。

在这一脉络中，值得注意的是，良心辩证法中相互承认的立场在“宗教”章的开篇并未以拒斥的形式被批判性扬弃，而是在《现象学》的这第七章中，仅仅是将此前已然隐含包含的宗教主题在其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详加展开。

良心辩证法由此可以被看作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领域的“交汇点”——这里权且在一种完全转用于《现象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其中，单个行动着的、并在此将自身绝对化设定的自我意识可以代表主观精神领域；而在“主体间性问题”背景下的评判着的良心以及义务与言说的普遍性中，所呈现的是客观精神领域，正如在此之前关于伦理的历史真理的问题本质上应当归属于客观精神一样。最后，承认原则以及在自身对立面的运动中对自身的确知则指向了绝对精神。

从前述讨论中可以看出，良心辩证法决不仅仅代表黑格尔对道德问题探讨的顶峰，而是同时揭示了思辨概念的基本结构，特别是黑格尔所作积极把握的精神的二律背反基本结构。这以典范的方式通过意识在处理思辨基本概念时的经验过程之描述而发生，从而使精神能够在自身的“深度”中启示自身，正如黑格尔在《现象学》最后一段中所要求的那样（参见 GW 9, 433）。因此，“良心章”中对精神概念的阐释与逻辑学或思辨哲学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不单纯属于伦理学或实践哲学的事情。在这一脉络中，更有必要指出《现象学》章节顺序与黑格尔当时逻辑学划分的基本契合，正如1805/06年实在哲学讲演手稿结尾的总览所示（[1.] “绝对存在，[2.] 自身成为他物（关系），[3.] 生命与认识活动——以及 [4.] 知性之知，[5.] 精神，[6.] 精神对自身的知识”（GW 8, 286，编号为 D. K. 所加））。[9] 据此，《现象学》的“精神”章契合于作为思辨哲学的逻辑学的第五章。（众所周知，黑格尔在上述体系残篇III构架中所描述的逻辑学构想从未付诸实现，但它绝不可与后来的《逻辑科学》混为一谈。）

早在《现象学》序言中黑格尔就阐明，逻辑学只是在方法上陈述“真理生命的”运动，并由此建立起“纯粹本质性中的整体建筑”（GW 9, 35）。据此，逻辑学与《现象学》以各自特定的方式处理完全相同的内容。然而，在逻辑学中，知识的对象已经作为特定的概念以“简单性的形式”（GW 9, 30）呈现出来，而在作为意识经验科学的《现象学》中，意识的形态还分化为存在与知识、亦即知识与真理的对立，并再次自我扬弃（参见 GW 9, 432）。因此，《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沿着必然经历的迂回道路引导进入思辨的基本规定，而在“良心章”中，特别是精神在与自我意识的关系中的结构，以及在这一脉络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语言、恶与和解等现象在与神圣者关联中的结构得到了探讨。正是在其上述所界定的功能中，良心辩证法为黑格尔早期哲学“体系”中逻辑学与现象学的紧密体系性关联提供了一个卓越的范例；在此，这个唯有从各个残篇与草案中方能推断出其具体形态的“体系”，既不应被理解为一个均质且完全自洽的板块，也不应被理解为一个模糊且或多或少偶然的关系结构。

III. 《法哲学原理》中良心辩证法的修正功能

早在黑格尔的纽伦堡时期，正如他在《高级班哲学全面教学纲要》第129节中所界定的那样，现象学的角色相对于1807年的《现象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精神现象学与人类学、心理学并列，将精神作为意识来考察，只要精神与作为客体的他者发生关联。在《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全部三个版本的划分中，现象学地位的改变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此，精神现象学与人类学、心理学并列属于主观精神学说，如今仅包含“作为这样的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各节。然而，按照这种划分，良心问题已不能再在精神现象学内部进行讨论，而是落入了实在哲学的另一部分，即客观精神学说的道德章之中。[10]

这种体系性的归置完全契合于1820年《法哲学原理》的结构，在那里，良心主题在第二篇“道德”的第三节“善与良心”中再次由黑格尔详加探讨。然而，比起1807年的《现象学》，其处理形式本身就已经显示出实质性的差异：在《现象学》中，是在整体目的论结构的背景下沿着规定性否定的道路经历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而在《法哲学原理》中，单单分节（§）的形式就已经表明了对良心主题的一种较为静态的构想。论证的推进不再类比于雅可比《沃尔德马》的戏剧性结构，正如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和哲学史讲演录中尖锐批判了雅可比对主观性的强调之后，根本无法再轻而易举地积极接续雅可比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述一样。相反，对雅可比立场的批判必然同时被视为黑格尔对自己早期立场的批判——尽管他自己并未明说。在《法哲学原理》中探讨良心主题时，各个单独的环节不再像《精神现象学》中那样在一场辩证运动中被扬弃；相反，尽管有必要的批判性限制，它们作为伦理的必然构成要素仍然保留了相对的合理性。因此，至少在与《现象学》相同的意义上，已经无法再谈论良心辩证法了。

诚然，在《法哲学原理》中，作为对行动合乎义务之主观信念的个体良心立场，也与超个体的基本原则和法则的客观立场相对立。然而，后一种立场不再像《现象学》中评判着的良心那样又是另一种良心立场，而是作为法权与义务的客观保障者的国家并不承认主观良心（参见 § 137）。良心立场纯粹形式的、亦即毫无内容的意志规定——源于对自在自为之善的纯主观认识与意愿——固然也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提出问题，即良心时刻冒着蜕变为恶与伪善的危险，因为任何随意的——从而也包括坏的和不道德的——内容都可以附会到它的信念之中。然而，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却走了一条与《现象学》不同的道路。这就是说，黑格尔展示了不同“类型”的问题情形——从对周围他人的伪善，经由声称任何一条好的根据都足以作为行动辩护理由的“概率论”，直到将自身主张为绝对者的自我意识的主观性（这尤其借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反讽观念予以呈现和批判）——它们全都可以归结为良心抽象的自身一致性对于行动的任何内容都漠不相关。在第140节“e)”项下，沃尔德马意义上的主观信念立场也受到了严厉批判，因为该立场受制于犯错的可能性，从而无法面对伦理的客观真理要求任何有效性。针对这一——起初并非毫无根据的——良心立场的这些不同反驳，固然在必要时也可以被解释为某种辩证过程，但该过程无疑必须归于与行动着的良心同评判着的良心之间的辩证对立完全不同的类型。

不过，具体细节上的刻画在许多点上与《现象学》“良心章”相吻合，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尤其在将自身主张为绝对者的主观性背景下描述“美丽灵魂”时，能够明确参照《现象学》的这一节。同样，《法哲学原理》第139节“附释”中关于只有人能够作恶才是善的的论点，也与《现象学》“良心章”的核心意蕴相契合。然而，方法上的操作程序以及背后的整体结构构想却明显偏离了《现象学》，正如和解的调和不再是通过作为绝对精神之“作品”的相互坦白与承认来实现，而是法权的抽象普遍性与主观知识立场的抽象道德在具体伦理国家的意义上的具体伦理中得到了中介。

尽管法权与道德只有在伦理这一支撑性基础中才获得现实性，且伦理的理念已然指向无限者、从而绝对者，但《法哲学原理》中的“良心章”却不能像《精神现象学》的良心辩证法那样在同等意义上被理解为通向绝对精神领域的过渡。这与两部文本在“体系整体”语境中的不同功能相伴而行：当《现象学》中的良心辩证法一方面探讨道德与伦理问题、另一方面又探讨思辨的基本概念与结构时，《法哲学原理》的相应章节则主要集中于道德问题以及向伦理的过渡。对良心的论述在功能上受到如此强烈的限制，还可以通过《法哲学原理》与彼时已被大幅修改的逻辑学之间远不那么紧密的关联得到解释；形象地说，良心辩证法已经从“体系”的核心领域经由实在哲学更多地走向了边缘。由于实在哲学和包括善的理念在内的理念论，以及对耶拿逻辑学构想而言曾如此意义重大的生命概念，如今在《逻辑科学》内部不再占据如此宽广的篇幅，良心主题便缺少了通向逻辑学的决定性联结纽带。（参见 Pöggeler 1988, 34。）

另一方面，在《法哲学原理》内部，良心辩证法也不再在相同的意义上构成对道德与伦理探讨的顶点，因为它作为一个——尽管是必然的——环节，在伦理的实现过程中终究只构成了一种“过渡阶段”。黑格尔自己对《精神现象学》的参照很容易掩盖在这一脉络中存在的差异；黑格尔所主张的与《现象学》良心辩证法的契合，主要涉及他考察的个别结果，却不涉及良心辩证法的整体构想与整体意图。

总而言之可以确定的是，从《精神现象学》到《法哲学原理》，良心辩证法在功能与素质方面的转变，应当被解释为整体体系性构想发生深刻变迁的表现。虽然一方面《现象学》的首要任务是借助意识经验史的辩证运动来展开思辨的基本概念、并在此章中专门展开精神概念，但另一方面《法哲学原理》在远更为严密构建的体系整体背景下——其中每个环节都被赋予了特定的任务——主要承担了对道德与伦理问题的讨论。对良心辩证法这两种不同版本的比较，同时可以就1807年的《现象学》为何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不能再轻而易举地嵌入黑格尔后期的体系构想之中提供若干启发。尽管前面的考察不得不局限于《现象学》的一个单独的分支方面，但它或许已经表明，这样一种发生发展史式的比较在涉及其他问题群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证明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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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隐喻作为解读《精神现象学》的线索

《现象学》宗教章的导论包含了该著作中一些最为艰涩的段落，然而这些段落同时——单凭其表达形式来看——便有望对解读整个著作的意义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些文本中，第8至第10段尤为突出；在这些段落中，黑格尔预告了宗教各个不同形态之运动的意义，并同时指明了它们与该书此前四个主要大节——即“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的主要结构的关联。黑格尔通过将宗教作为“精神的自我意识”与“在其世界中的精神”或精神的“定在”相对立，强调了宗教在整体中的特殊地位。关于后者，黑格尔指的是一个由不同环节组成的能动的、自我运动的整体：“但这些环节就是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亦即作为直接精神、尚不是关于精神之意识的精神”。（GW 9, 365）[1]

这些环节的先后次序并非指时间上的先后。毋宁说，它们被构想为整个精神不可分割的方面，因此它们不能要求一种在时间中绵延的现实性。但整个精神的现实性（在一种尚待澄清的意义上）在时间中通过个别形态展开自身，这些形态赋予普遍者以一种特殊的具体化。这些形态被呈现为刚才提及的环节内部的“区别”，正如例如“感性确知”、“知觉”以及“力和知性”在意识的方面规定了整个精神那样。

然而，黑格尔在宗教章第10段中断言，直到这一点为止所出现的诸形态，从自我意识的精神的视角来看，其排列秩序与此前所显现的不同。并且他补充了这一奇特的譬喻：“因此，如果说此前推进中的单一序列通过‘结’标志了其中的折回，但又从这些‘结’重新延续为单一一束长度，那么该序列如今可以说恰恰在这些‘结’即普遍环节上折断，并分解为许多条线；这些线被总括进一个‘束’中，同时对称地联结起来，从而使每一个别形态在其内部所构成的相同区别彼此汇合”（GW 9, 367）。

显而易见，“结”的意象以及依赖于它的所有其他意象，如果人们想对整体的组织及其各部分的契合获得起码的清晰认识，就必须无条件地予以阐明。这将在下文中尝试进行，其中将重新采纳并总结一项早期研究工作的成果。[2]

I. “结”作为连续性的中断与重新开始

在《现象学》刚才引述的段落中，黑格尔谈到了一个推进的序列，其中特定的“折回”由“结”来标志；然而该序列从这些“结”继续其运动而延伸为一个“长度”。该文本的上下文毫无疑问地表明，所提及的序列指的是《现象学》的诸“形态”，亦即构成整个精神之“现实性”的那些“区别”。每一位《现象学》的读者都能亲自发现，对这些形态的精确规定如何在一章又一章中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成问题。虽然在开端处，前两章能够清楚地规定“感性确知”与“知觉”的形态，但在第三章中却出现了标题的奇怪翻倍，这似乎也是“力和知性”的形态建构中内容翻倍的表征。在第四章中，界限划分变得更加复杂，该章现在明确划分为两个小节，而这两个小节又指向不止一种形态，例如第一节中的“欲望”、“统治”与“奴役”，第二节中的“斯多亚主义”、“怀疑论”与“苦恼意识”。从第五章开始，对形态作出明确界定的问题实际上变得无法解决，而人们不得不确认：《现象学》中的形态绝不能被看作固定的统一体，而宁可被视为它们按照黑格尔所呈现的那样，即一个处于教化中的意识的经验，流动的规定，这些规定根据它们所显现的上下文，被当作经验的某种整体性，或者其本身就被当作另一种形态的经验环节。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的是，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推进，无论其成问题的界分这一事实如何，在呈现的某些特定点上都会被中断，以便随后再次重新开始。黑格尔恰恰是用“结”这一隐喻的其中一种含义来标示这些点的。他明确指出了他在这一语境中借助该隐喻究竟意欲何为，换言之，他所指的上述中断点究竟是什么，即“普遍环节”。我们已经知道“环节”意味着什么：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等等。相对于它们作为自身“区别”所包含的形态而言，它们是“普遍的”。“结”也被称为“折回”，这一名称对于黑格尔而言不仅具有中断或后退的消极意义，而且同时具有“向更进一步者的过渡”（Werke VII/1, 241）这一积极意义。就此而言，他能够断言，形态的序列“重新延续为单一一束长度”。

“结”的这一复合意义不仅在《现象学》中被运用，而且在黑格尔著作的其他地方也被运用。例如在耶拿自然哲学体系草稿中，“结”代表植物茎干线条的中断，或者代表新植物从中展开的种子（GW 6, 197；亦见 GW 8, 136）[3]。在同样的意义上，这一隐喻出现在《逻辑科学》关于“尺度关系的节点线”这一节中，因为在那里所探讨的是某一特定质内部量之连续性的突跃式中断，该连续性随后过渡到一种质的全新规定，以便进一步发展。

II. “结”作为在某一原则权能下将个别点联结为一个整体的诸环节

“结”之隐喻的第二个意义结构，无论在《现象学》中还是在黑格尔的其他文本中，都谈到了通过一个奠定统一的原则将不同要素的复多性联结起来。在黑格尔的教授资格论文《论行星轨道》中谈到了重力，重力通过各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结与中心”，“其中每一个虽然都具有该关系其余的复多性，但已将这复多性收归于其自身原则的权能之下，并通过其法则及其自身的组织将其凝聚在一起”。[4]

在第三部耶拿体系草稿的精神哲学中也可以发现这一隐喻的类似运用。在那里谈到世袭君主时说，他是一个“坚固的、直接的结”，因为他在伦理整体中将各个单独的利益汇合在一起（GW 8, 262）。在他对柏林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论中，这种“结”的意义也凸显出来，因为黑格尔断言，不同哲学的各个个别原则例如在柏拉图哲学或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哲学中联结为一个整体，并由此“犹如在一个结中被保存起来”。[5]

这些关于该隐喻的范例与《现象学》有什么共同之处？恰恰在于：“普遍环节”，即意识、自我意识等等，之所以是“结”，不仅在于每一个环节的开端都意味着形态推进的中断，并在运动中确立起一个新的开端，而且还在于它们是将它们所呈现的整体内部的所有单个形态加以联结的一种特定形式。而且，这种联结是在一种特殊原则的权能之下发生的，该原则在每种情况下都建立起一种新的综合。用黑格尔的话说：“在所考察的序列中，每一个环节都在深化于自身的同时，以其特有的原则形成一个整体”（GW 9, 367）。而在下面几行中则写道，“确知自身的精神”（即宗教）不容许这些个别原则孤立自存，因而将所有环节聚集在自身之中并凝聚在一起。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黑格尔究竟将什么样的原则与《现象学》的每一个普遍环节或主要大节联系在一起？除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这些普遍标题之外，黑格尔并未对相应的原则给出任何明确的提示。尽管如此，人们仍可尝试根据对《现象学》相应部分的细致研读来阐释其意义。在此我只能非常简要地概括我自己的阐释。[6]

在我看来，将意识的所有形态聚合为一个结构性统一的原则，可以阐释为由意识所规定的对象性原则。这里所指的是黑格尔在《现象学》导论中写到意识将某种东西与自身区分开来、同时又与该东西发生关联（GW 9, 58）时所给出的仅具操作性的规定的基本结构。借助这一结构，黑格尔获得了一个操作图型，该图型不仅普遍地对于真理与确知的比较、或者对象与概念的比较至关重要，而且此外还对共同构成意识这一主要大节的前三种形态的运动起着规定作用。对此我们在“绝对知识”一章中可以找到黑格尔的明确表述：“因此，对象一部分是直接的存在，或一般的事物——这契合于直接意识；一部分是其自身的变异、它的关系或为他存在，以及自为存在、规定性——这契合于知觉——一部分是本质或作为普遍者，——这契合于知性”（GW 9, 422及下页）。意识的全部发展都在于扬弃它自身与对象的分裂，而这恰恰就是意识原则的意思所在。

自我意识的环节在其所有形态中归纳在另一原则之下，即承认的原则。尽管这一原则与黑格尔在实在哲学、更确切地说在1803/04年和1805/06年的精神哲学中所阐述的内容具有某种亲缘关系，但其意义绝非一种实在哲学意义上的。两个对立自我意识的不同中介方式，仅仅用作实体与主体——或者用逻辑语言表述，生命与认识活动——之间关系的范例，即它们在一种目的论结构中的相互制约性的范例；黑格尔关于这种结构例如写道：“因此，生命的单纯实体就是其自身分裂为各种形态，并且同时是这些持存区别的瓦解”；但是“在这一结果中，生命指向了与它自身不同的另一者，即指向意识，对于意识而言，生命作为这种统一或作为类而存在”。这一意识起初仅抽象地将自身作为“纯粹的我”作为对象，但通过它的经验，“这一抽象对象将向它自身丰富起来，并获得我们在生命中所见到的展开”（GW 9, 106及下页）。在自我意识章的两个部分中，按照承认的模式，一方面展示了生命并非具有单纯实体的性质，而是具有主体的性质；另一方面展示了自由思维活动的主观性必须回溯关联到生命的普遍实体上。

将理性的所有形态联结为一个普遍环节的原则，乃是哲学观念论的原则，即存在与思维活动的同一性或统一原则。在理性章的导论中，黑格尔与费希特和谢林展开论辩，要求将我=我这一同一性的直接确知转变为一种展开了的真理：“然而，自我意识不仅自为地、而且唯有通过它成为这种实在性，或者宁可说通过它将自身证明为此种实在性，它才自在地是一切实在性”（GW 9, 133）。在绝对知识中，黑格尔回顾性地谈到理性，并断言理性从存在与自我意识的抽象统一出发，随后通过接下来的诸形态展开为作为充实统一的我=我（GW 9, 423及以下各页）。这种展开起初发生在一个片面的理论层面上，但理性章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就已经过渡到了实践的我，尽管采取了一种同样片面的、仍然拘囿于个体性的方式。

精神章标志着向一种更为丰富、更为普遍的考察方式迈出的决定性一步，这一考察方式可以表述为和解的原则。这里所指的尚不是整个精神，而仅仅是黑格尔称之为“直接精神”的那种精神，它直到宗教章才能在其规定的完满丰富性中意识到自身（GW 9, 365及下页）。和解的原则在于将曾联结自我意识诸形态的普遍承认原则在实践—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具体化。现在所探讨的是对自由主体在共同体中的行动所必然产生的对立与片面立场的克服，例如希腊伦理中神圣法则与人类法则之间的对立，或者基督教世界与现代世界中教化与信仰之间、以及恶与“优美灵魂”之间的对立。

III. “结”作为发展的依托点与方向点

刚才提到的这些原则与“结”这一意象的第三种意义结构有着密切的结合。后一种意义明确出现在黑格尔晚近的一部著作中，即《逻辑科学》第二版序言。在那里谈到了在思维活动中如本能般起作用的“自然”逻辑。但它的基本规定必须被提升为自觉意识，因为否则意识质料的杂多就无法获得稳固性与方向：“在这张网中，不时打上一些更加牢固的结，它们是其生命与意识的依托点和方向点；它们之所以具有牢固性与权能，恰恰归功于它们被呈现在意识面前时，乃是其本质性的自在自为存在的概念”（GW 21, 15）[7]。

当我们把注意力重新转向宗教章导论时，我们可以发现，黑格尔对他在此用“结”所形象化表达的东西，也使用了“普遍方向”这一表述（GW 9, 367）。按照他的构想，在从精神向宗教的过渡中发生了形态的重新排列，这些形态此前构成了一个推进的序列，现在却被规定为平行线。这些线契合于此前曾将诸形态联结起来的普遍环节，因为它们再现了先前在各个不同环节内部所呈现的相同内容或“区别”。

但是，即使它们现在也可以被称为“结”——黑格尔并没有明确这样做——，其发生的原因也不同于推进连续性的中断与重新展开，或不同于在共同基准下对诸形态之杂多的汇聚，尽管后者与“结”的新含义更为接近。因为此前显现为诸形态联结原则的东西，现在被视为整个精神发展的定向点：“此外，从整个呈现中自然可以明了，应当如何理解这里所表象的普遍方向的并列协调，以至于无需赘言指出：这些区别本质上只能被把握为转变的环节，而非被把握为部分”（出处同上）。对于这些环节，黑格尔还指出，在《现象学》中关键在于将它们理解为精神借以意识到其自身本质的规定，这又让人想起《逻辑科学》中已提及的依托点与方向点。

IV. “结”作为精神之物与自然之物、逻辑之物与经验之物的结合

《现象学》最重要的独特性之一，形象地说，与其运行在两条既相互区分又相互关联的轨道上有关。一方面，它涉及对处于教化中的自然意识道路的呈现，自然意识从显现着的知识推进到真正的知识，直到它达到这样一个点，“在这一点上，它摆脱了自身纠缠于仅对它而言并作为另一者的异己之物的映象，或者说在此显象与本质相等同”（GW 9, 55, 62）。这一点不仅是《现象学》过渡到逻辑学或“思辨哲学”（GW 9, 30）的那一点，而且已经是《现象学》内部意识与对象之分裂被克服的转折点，即自我意识章的开端。从那时起，《现象学》便运动在“精神固有的王国”中（GW 9, 103），尽管该过程的顶峰——精神的自我意识——稍后在宗教章中发生，随后又以另一种形式在绝对知识中发生。

但另一方面，黑格尔断言，“科学的每一个抽象环节”——即逻辑学的范畴——都“契合于显现着的精神的一个形态”——即《现象学》（GW 9, 432）。相应地，甚至感性确知、知觉、力和知性也已经隶属于特定的逻辑范畴。意识诸形态相继演替的“科学”必然性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但这仅仅“对我们而言”——即对那些已经走完处于教化中的意识之路的人而言——才是可理解的，而对于亲自经历其知识之不足的令人绝望的经验的意识本身而言则不是如此（GW 9, 61）。

对于逻辑之物或精神之物与经验之物或“自然之物”（在“自然”意识之“经验”的意义上）的这种结合，黑格尔在另一处所使用的“结”之隐喻的某种特定含义再次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他借助这一隐喻谈到了埃及宗教，因为他恰恰想唤起人们对这样一种结合的注意：“奥西里斯、太阳、尼罗河，这三重者在一个结中联结起来［……］如此，这一相异之物，即自然显象与精神之物，交织在一个结中”。而在下面又一次写道：“没有哪个规定只是图像而不同时是意义，每一个都是另一个：从一个规定中解释出另一个规定。由此产生了一种由许多表象联结在一起的丰富表象，在其中个体性保留为根本之结，而没有在普遍者中瓦解”（Werke IX, 255及下页）。

关于《现象学》的诸形态，难道不能说出同样的话吗？这无疑也涉及具体的、个别的表象，借助这些表象，逻辑学的普遍思想或纯粹思想为尚未受教化的意识而被形象化，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对象在特定先后次序中的运动必然性仅仅“对我们而言”是明了的，而对于自然意识而言，其经验的真正根基乃是“在其背后进行的”（GW 9, 61）。出于预备性的考虑，为了对思辨哲学进行一种特殊的、尚未在科学要素中推进的导引，黑格尔所挑选的范例无疑包含着某种表象的混合物，在其中真实知识的欺骗性映象暂时得到了容忍。尽管如此，在它们之中仍可看出显象学形态的逻辑意义，例如存在的范畴（如实在性与否定、统一与复多、无限性），被呈现为假定的直接而个别的“这一个”，但后者在真理中表明自身为被中介的普遍者；或者关系范畴的实体性关系，在知觉形态中被呈现为具有许多特性的事物，等等。[8]

V. “结”作为必须被扬弃的对立

“结”的隐喻不仅代表着将不同的、甚至可能相异的要素联结或结合为一个统一体的积极意义，而且正如在所考察的第一种意义结构中已经确认的那样，它也指涉了相反的一面。如今在本次考察的末尾再次出现了一个消极方面，这一方面现在并不是显现为随后又重新继续的连续性的中断，而是显现为呈现了相互对立观点的发展的终结。这些对立起初出现在从一种意识形态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过渡中，黑格尔将其称为“意识的逆转”（GW 9, 61），但它们也以更高水平重新显现，即显现为黑格尔恰恰对其运用了“结”之隐喻的整个精神不同环节之间的对照。如前所述，每一个这样的环节都代表着一个特有的原则，该原则可以与其他原则区分开来并与之相对立。当黑格尔说中断且恢复的形态序列所延续成的长度“如今在这些‘结’即普遍环节上折断，并分解为许多条线”，这些线随后对称地“总括进一个‘束’中”（GW 9, 367）时，他所指的正是这一点。因此，这涉及一种作为对立本身而被克服的对立，其中对于新的统一而言，不再使用“结”的隐喻，而是使用了“束”的隐喻。

“结”之隐喻的近义运用也可见于黑格尔的其他著作。例如在他的论文《论自然法的科学对待方式》中，“结”被关联于喜剧中的对立（GW 4, 460及下页）；或者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与不断产生新冲突的法国大革命的形式自由相关联：“众人的意志推翻了内阁，此前的反对派如今执政；但后者只要现在成为政府，便再次面临众人的反对。运动和不安就这样继续下去。历史正是停留在这一冲突、这一结、这一问题面前，并须在未来的时代中加以解决”（Werke IX, 541）。

《现象学》的“解法”恰恰就是用“束”之隐喻来说明的那种解法：宗教作为整体化的中介力量，并不在其他“结”之后形成一个新的“结”，而是宁可从“结”的序列中迈出，并将诸“结”在其中折断的所有线条束紧在一起，正如在花束的系扎或麦捆的捆束中所发生的那样。在我看来，这一意象毫无疑问地使得强调宗教章在《现象学》中的特殊地位成为可能。在宗教章中，经验着的意识的全部发展都被总结起来，因此它所呈现的并非又一个抽象环节，而是整个精神的“实体”。关于这一实体，黑格尔在宗教章的导论中断言，它“如今已走将出来”，并且它“在自身中聚集并凝聚”一切环节，在此“其现实精神的全部丰富性”中向前推进，其中它的所有特殊环节“共同地”在自身中“摄取并接纳”“整体的同一规定性”（GW 9, 367）。相应地，黑格尔将宗教的各个不同历史形态呈现为：在它们之中，此前在一种特有原则下被束缚于特定之“结”的所有其他形态重新彼此汇合：“因此，如果说一般地属于知晓自身的精神［即宗教］的是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那么属于知晓自身的精神的规定形态的，就是在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内部各自特别展开的那些规定形式”（GW 9, 366）。

最后可以说，“结”的隐喻之所以特别有用，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探讨《现象学》的诸多方面，而大多数注评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方面的内在关联。借助这一隐喻，首先能够更好地理解《现象学》的形态与逻辑学、历史以及宗教的特殊关系。显而易见，显现着的知识的呈现所针对的真正对象并非自然意识本身的形态，而宁可说是由这些形态所说明的逻辑概念与思辨原则的意义，这些形态正是归属于这些原则的权能之下而获得排列的。正因如此，黑格尔才能够将《现象学》作为他在1806年夏季学期耶拿讲座中关于逻辑学或思辨哲学的授课文本。[9]

同样，人们不应再怀疑：在早于宗教章的任何章节中，时间都未曾在世界历史的维度上出现，因为唯有在宗教章中，整个精神才呈现为宗教的对应项。关于它，黑格尔在该章导论中写道：“唯有整个精神存在于时间之中，而作为整个精神本身的诸形态的那些形态，则在先后次序中呈现自身，因为唯有整体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并因而具有对异己者的纯粹自由的形式，这种形式将自身表达为时间”（GW 9, 365）。然而，如果黑格尔在下面几行中断言，在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直接精神的环节内部，各形态在时间上也存在差异，那么他所指的并非世界历史的时间，而仅仅是时间的一种“被概念把握的组织”（GW 9, 434），这种组织从时间中抽取出某些显现形式，以便根据体系性标准为了意识教化的目的而使用它们。因此，这里所涉及的是取自历史的范例，并在诸环节（或诸“结”）内部以历时性的先后次序显现，但这一先后次序在从一个“结”向另一个“结”的过渡中被中断并重新开始。

相反，在包罗万象的宗教之“束”中，精神首次作为一种整体性出现，这种整体性虽然尚不是黑格尔在绝对知识中将其与偶然-实在的历史和现象学的历史相区分的“被概念把握的历史”（出处同上），但确实达到了一种世界历史的维度，该维度被融入宗教史的理念型形式之中——东方的自然宗教、希腊人的艺术宗教以及基督徒的启示宗教。整个精神的这种历史显象对于黑格尔而言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它使精神能够在时间中将自身观照为“具有定在的”或对象性的概念，然后它才能在绝对知识中将自身提升到概念的“形式”，并由此达到被概念把握的历史的纯粹透彻性。在这一意义上，宗教呈现了绝对知识的“绝对内容”（GW 9, 426）。然而正如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这恰恰构成了宗教对于《现象学》而言不可或缺的功能：“因此，在精神尚未自在地、尚未作为世界精神达到完满之前，它便无法作为自我意识的精神达到其完满。因此，宗教的内容在时间上比科学更早道出精神是什么，但科学才是精神对自身的真正知识”（GW 9, 429及下页）。然而，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宗教如何能够使世界精神达到完满？答案是：通过宗教自身使其发展达到完满，这也就是说，通过一个民族在其自身的宗教中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形式与该民族的世界历史定在之间发生一种实在的契合（GW 9, 370）。但由于上帝化身为人乃是作为精神自我意识的宗教的本质组成部分，据黑格尔称，宗教唯有在基督教中才能达到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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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正字法与标点遵循 H.-J. 加沃尔编研读本。汉堡 1990。 ↩



[8]: 尽管近来这一点遭到了质疑（参见 Schmitz, H. 1992: Hegels Logik, 300–307），但在我看来，O. 珀格勒提出的将第三部耶拿体系草稿（1805/06）中精神哲学末尾的体系草图作为现象学与逻辑学之间契合关系之最重要提示的建议，依然是最为恰切且论据最充分的立场。对此参见 Pöggeler, O. 1973: Hegels Idee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eiburg, München 1973, 269 及以下各页。并见 W. 邦西彭为脚注1所提及的《现象学》研读本所作的导论，XXVI 及以下各页。 ↩



[9]: 对此参见加布勒与罗森克兰茨的报告，载于 Kimmerle, H. 1967: Dokumente zu Hegels Jenaer Dozententätigkeit (1801–1807). In: Hegel-Studien 4, 71, 84。 ↩



绝对知识：时间、历史、科学

《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或许是黑格尔所有文本中最具争议的文献之一。由于它位居全书末尾，从而同时应被理解为当时所规划的体系第二部分的导论；加之其循环往复地回溯开端，在成书时间上又极为切近那篇著名的序言；并且恰恰在对绝对者进行主题化探讨时、在“意识的道路”已然走到终点之后，重新抛出了偶然性与时间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迫使阐释者一方面必须深入探讨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必须深入探讨现象学与历史的关系，换言之，必须直面这部著作自身的“秘密”。

众所周知，对绝对者的理性认识这一问题，早在耶拿时期就已经作为哲学任务摆在黑格尔面前；不仅如此，当时就已经谈及一种“绝对精神对自身的知识”（Hegel GW 8, 280），并指明了艺术、宗教与科学的三分法。[1]而在《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中，所关涉的恰恰应当是这个绝对者的自我建构，它不仅应当过渡到思辨逻辑学中概念过程的整体化，而且还应当过渡到朝向自然与历史的偶然性的重新外化，从而重回意识的道路。

然而，这几页文字从一开始就仿佛笼罩着一层英雄史诗般的光晕，并不单单是因为其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启发：在1807年5月1日写给谢林的一封信中，黑格尔恳请这位朋友包涵其著作中后半部分更严重的“粗糙不成形”，其编纂工作“完全是在耶拿战役前夜的午夜时分才结束的”（Hoffmeister[3] 1969, I 161–162）。尽管迫切的生活困顿有可能会带来更多混乱而非精神上的明澈，但这绝未以任何方式减弱这几页文字的哲学力量，它们历来都在不断引发激烈的理论交锋。在关于《精神现象学》这部分内容最重要的哲学阐释中，在此值得一提的有海德格尔1930/31年冬季学期的弗莱堡讲授课（Heidegger 1980）、马尔库塞1932年的黑格尔专著（Marcuse 1989, II 347–362），以及科耶夫1933至1939年间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所作的系列讲授课。在注释性文献方面，此处可以参看鲁塞更为详尽的解读（Hegel 1977, 7–88, 123–246），以及拉巴里埃的阐释，后者将论绝对知识的这一章解释为通往整部著作的静态平衡以及各个形态与章节的动态运动的“钥匙”（Labarrière 1968, 185 ff.）。

I. 各个现象学环节的最终“汇聚”与精神的新形态：绝对知识的“意识”及其转变

对对象与意识之间分裂的克服构成了绝对知识本身的特征——按照黑格尔明确的定义，即“在精神形态中知晓自身的精神，或概念式把握着的知识”（GW 9, 427）——而这一克服首先是通过将对象本身的各个环节以及意识与之相对应的举止态度的整体性（即根本上是《精神现象学》的全部发展历程）再次重复一遍来作铺垫的。对先前各个现象学环节的列举，在论宗教的一章中就已经作为对全体运动的概括性回想而被勾勒出来。[2]但实际上，第6章“精神”的导论也是从对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的先前环节的勾勒开始的（GW 9, 239）[3]。不过，这一新的概括重述对较早阶段提出了更为精炼的选择，从而能够指明该章的理论意图。因此，在此容许我们再次重述这一总结性概述的核心要点，以突出其体系性意义。

首先，在开端的直接存在、知觉与知性这些现象学阶段中，对象证明自身是意识的知识；随后，观察的理性的经验——依照这一经验，“自我的存在乃是一个物”，因而物被视为已被扬弃，因为：“物即自我”（GW 9, 423）——在自身异化的精神之受到教化的自我意识中获得了印证，依照后者，事物仅仅是有用的。这种在意识章、理性章和精神章的发展进程中被追踪的事物之真实存在的知识，最终在道德意识和良知中成为关于真实本质与绝对本质性、关于内在与自身的知识，在此，定在与确知合而为一。在此过程中，“精神与其真正意识的和解”（GW 9, 424）得以实现；而在宽恕中，定在还进一步与自我=自我的知识相等同，从而力求实现“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和解”（GW 9, 425）。但这首先是由宗教精神所达成的，尽管这仍是以意识的方式发生的，因为这种和解是以一个被客体化了的、作为现实本质的上帝的自在存在形式出现的。无论如何，精神的意识与其自我意识、它的存在的知识与其本质的知识之间的联结，现在被引入作为绝对知识的真正任务，而这便“终结了精神形态的这一序列”（GW 9, 425），因为精神必须知晓自身在概念的统一中如何是自在自为的，也就是说，作为对纯粹知识的知识，作为对概念的知识。

优美灵魂这一形态已经证明自身是对自身作为精神的知识——尽管是片面的，因为它与自身的现实化和充实相对立。在行动的精神和宗教中，这种尚且空洞的知识最终获得了它的内容，并将其概念与定在及本质结合在一起，但仅仅是以表象的方式。而在绝对知识中，概念此外还应当是“自我在自身中的行动作为一切本质性和一切定在的知识，关于这个主体作为实体、以及关于实体作为其行动之此种知识的知识”（GW 9, 427），也就是说，内容尚显匮乏的行动意识，与其在本质的知识和存在的知识中依然处于分裂状态的宗教意识，应当在一种关于自身的概念式知识中联结起来，而这恰恰允许了“各个环节的汇聚”以及“在概念的形式中把握住概念”（GW 9, 427）。

对现象学发展的先前阶段进行挑选的线索，明确是逻辑-体系性的，这一点由诸如自在/自为/自在自为、存在/本质/概念、意识/自我意识/理性或精神、或内容/形式等论证工具的反复运用所证实。若将这一线索与精神章或宗教章开头的呈现相比，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先前的总结仅仅表达了精神的意识作为对其存在的意识的简要勾勒；[4]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总结表达的则是对绝对本质的意识作为自身的不同方式，即对自身的一种初次知识，尽管这仍处于将精神本质规定为真正对象的规定之中，正如这在宗教作为精神的最初自我意识中所显现的那样。在绝对知识中对先前发展历程的最终圆满完成中，人们首先是通过对其概念的意识而达到精神的绝对自我意识的。因此，对这一道路的概括重述本身就是精神在其作为绝对者而具有的对自己之意识中的“精神的最后形态”（GW 9, 427）。这是一种“同时赋予其完满而真实的内容以自身之形式的精神，并由此既实现其概念，又在这一实现中保留在其概念之内”（GW 9, 427），在此，它的真理与它的确知，它的定在或内容与它的自身，它的本质或它的形式，作为概念式知识的最后形态，作为概念中的科学而变得澄明透明。

现象学形态的这种再次汇聚，可以被解释为绝对知识本身的“存在”或“定在”，作为它的第一阶段和其绝对意识的客体。此处恰恰指涉了《精神现象学》所提供的那门向哲学意识自身显象的“意识经验的科学”，这并非偶然，该科学在此处被勾勒出来，并在突出其概念-体系性意图的情况下被呈现：绝对知识的存在或意识，由此便是其自身转变的概念真理，是其作为科学把握之形态的被知晓的道路，是最末且完美的成形，因为一方面意识的差别与撕裂被彻底克服，但另一方面它在概念中仍是科学的、从而也是哲学意识的客体。[5]

II. 精神与时间：绝对知识的“自我意识”及其本质

黑格尔将上述科学道路本身及其定在特征呈现为一种时间性的道路。这不仅是精神在现象学上显象的时间——即世界精神在其存在中的外在时间，大致从伦理的古代延续到后革命的自我——也不仅是精神之自我意识的被思维的时间——即以类型学方式呈现在绝对上帝历史中的、其本质与实体的内化时间——毋宁说，这是思维活动的概念时间，它在对近代哲学的一个简要概述中被阐释出来。

对哲学史发展脉络的指涉显得极为明晰：从笛卡尔将思维活动与存在等同，经由斯宾诺莎对无自身实体的探讨（莱布尼茨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个体性），再通过启蒙的外化与卢梭的绝对自由，最终汇入康德对意志的颂扬、费希特自我=自我的自身等同、谢林对实体与主体、内容与反思的重新等同，以及黑格尔自身的哲学构想中（参见 GW 9, 430 f.）。论绝对知识的一章在对时间的思考与近代哲学史之间建立的关联，尤其由迈克尔·默里（Michael Murray 1981, 700）以及约瑟夫·弗莱所阐明，后者强调了哲学史与精神现象学构想本身之间的关系（Flay 1974，特别是 54 ff.）。对让·伊波利特而言，绝对知识也必须在与作为“哲学的逻辑”的“哲学的哲学”的紧密联系中加以解释（Hyppolite 1971，特别是 165 f., 174）。众所周知，黑格尔于1805/06年冬季首次讲授哲学史。正如奥托·珀格勒（Pöggeler 1989）所提醒的那样，这门讲授课应当与《精神现象学》有着特别密切的亲缘关系，因为它很可能是作为精神历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来呈现的。瓦尔特·耶什克指出，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本想通过哲学史来探讨（绝对）精神的历史性，并以此种新方式将历史与理性联结起来，但由于世界历史与绝对精神的历史乃至历史性之间的关系仍未阐明，这一尝试必然遭遇挫折（Jaeschke 1996, 363–373）。

论绝对知识的一章所主题化探讨的哲学发生过程，无论如何绝非单纯地堕入时间或知晓时间。思维活动的时间-历史道路也是对时间本身的占有，可以说，它不仅是一条走入时间内部或从时间出发的道路，而且更是一条得益于重心转移——即从存在的广延（作为广延物）的核心地位转向时间的优先地位（作为自身的时间性）——而走向时间的道路：思维活动的新时代，同时也是对时间的新思考！[6]

此外，这种在历史上展开的对时间的思考，并非显现在任意的时间之中，而只有当那“知道自己是什么”（GW 9, 428）的精神的意识上升为其自我意识，即上升为对其自身实体与自身本质、自身根据与自身的知识，也就是上升为其绝对确知时，才会显现出来。这样一种成就曾由作为精神之最初自我意识的宗教所实现，尽管这还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显现的。宗教经验，尤其是在启示宗教中，已经从对绝对本质与绝对实体的知识发展为将精神视作自身与主体的知识；这一发展——在艺术宗教中已从本质的对象性定在推进到上帝形象的自身——最终通过作为三位一体学说之真正核心的道成肉身而获得印证。[7]永恒本质与直接临在的上帝之间的和解（而上帝在死后被推入过去，从而证明了其作为一种事变和历史事件的现实性），使绝对者在教团中达成真正自我意识的第三个环节成为可能，即作为“活在自己的教团中、在其中每日死去又复活的精神的普遍性”（GW 9, 418）。依此方式，人们达到了一种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它超越了永恒者的抽象性以及对失落当下的彻底怀疑。在克服了表象的、因而依然处于分裂状态的维度之后，相比之下，在简要概述的近代哲学史中，关涉的反倒是对绝对精神自身的实体与本质的一种自为存在且概念式的知识。在精神的这一自我意识中（其关键点在于实体与存在的主体化变易），各个环节不再是那些仍受意识之差异所影响的宗教形态，而是自知晓的概念方式。

对黑格尔而言，一个体系性全体的这些组成部分乃是思辨科学的概念根据；思辨科学作为一个全体尚未能够完满完成，尽管宗教已经能够未被概念把握地将变为主体的实体以及变为时间的存在广延表象出来。正因如此，哲学史概述从笛卡尔开始，恰恰是因为直到近代的宗教，尤其是新教，才划定了基督教为近代哲学的思维活动提供新土壤时所达到的概念与科学问题的边界：即将绝对者表象并思维为精神以及对自身的知识。

因此，存在着精神的绝对自我意识必须致力于解决的两个紧迫问题：其一是时间（实际上是近代）的问题，它绝非作为单纯的事变，而是作为历史的科学（《精神现象学》本身亦当归入其中）落入时间之中；其二是与此相关联的对宗教的关系，近代科学最终从宗教中产生，并与宗教保持着联系，至少在宗教能够以表象的方式预测科学之概念整体的意义上是如此。此处将特别关注第一个问题，尽管正如后续所展示的那样，它与第二个问题也是紧密相连的。

关于时间作为概念的定在、而一旦概念达到其纯粹性就必须由概念将其消灭的那些盛名与非议并存的论断，曾让阐释者们大费思量，并在一些权威解释中被理解为历史终结的印记（例如 Kojève 1947，特别是 364 ff., 381 ff.），或是被视作对一种客体化了的时间缺乏充分问题化探讨的证明（例如 Heidegger 1986[16], 434 f., § 82）。然而，此处所关涉的与其说是基于自然科学或历史学的时间定义（这不过是精神所堕入的精神的时间，并伴随着由此产生的一切偶然性[8]），不如说是对时间性问题的一种回想，这也是为什么再次指向了在时间中知晓自身而非单纯身处其中的宗教意识。不仅如此，现象学道路本身的意义也在此受到了探讨，即那种在其意义上转化了时间的知性与概念运作。如果意识仅仅沉溺于时间之中从而尚不能思维时间，以及“全部精神只是［……］在时间之中”（GW 9, 365）这二者属实，那么，将时间性理解为对时间的思维活动，就只能在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内部发生。因此，时间（作为精神的“堕落空间”）只是只要精神还在走其（历时性）有限受限的道路，就是“精神的命运与必然性”（GW 9, 429）[9]。相反，唯有在对已然渡过的历程进行自我意识的回想时（这一回想已被宗教以表象的方式完成），时间的那个相异者才会显现出来，它不仅是一种相异的时间（例如作为时间本身的受表象彼岸的救赎，哪怕是在其假想的终结之后），而且在此意味着概念审视的（共时性）非时间性[10]。

正如同在最初对绝对精神的概括重述中，各个现象学形态的汇聚被视作其意识的客体并因而被视作其意识的存在那样，现在，绝对知识的本质或自我意识，乃是在哲学中被知晓的精神自身的历史性与非时间性，是其作为真实且绝对的实体而“转变为［精神］自在所是的那种存在”（GW 9, 429）。

哲学史的双重性实际上在《差异论文》中就已经被表述出来，其中强调了每一种真正的哲学如何将永恒绝对者的问题确立为自身的问题，并对之给出一个完满的回答。[11]但这几页《精神现象学》的尾声还补充道：现在哲学的时代已经到来，这绝非任意一个时代，而是现代的近代，在其中，哲学成为自知精神的支配形态。哲学优于优美希腊伦理的艺术，亦优于基督教中世纪的宗教，其原因在于它阐释了一种新时间与新时间性的概念（对此参见 Brauer 1982，特别是 135 ff., 171 ff. 和 185）。唯独针对这超越了有限者与历史者的循环性或线性、亦超越了末世论的第三种时间，人们才能谈论“历史的终结”。而这仅仅会凸显出：哲学史的唯一旨趣当然绝不是它的历史，而是哲学本身（对此参见 Vieillard-Baron 1978, 20）。唯有在这一意义上，对于作为哲学的哲学科学而言，时间与历史才被消灭，因为哲学掌握了必然性的权能，并在其思维活动中自由地规定其（新）时间。这样一种特性绝非将哲学宣布为非历史的，恰恰相反，它正奠定了哲学的历史性。

III. 成形的终结与朝向新直接性的外化/回忆：绝对知识的“理性”及其概念

“因此，在知识中，精神终结了其成形的运动”（GW 9, 431），因为概念已经达成了存在与自身之和解。然而，这一终结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端，预示了体系的蓝图。据此，精神在思维活动中对自身的知识，也就是将其存在知晓为在自身之外的空间——在自然的舞台上，精神在此寻得了其转变的“剧场”——以及将其自身知晓为其历史的时间。那些曾伴随着意识进程的加倍与分裂，在此于更高的层面上复现，因为真理与确知的撕裂在体系的现实理性中被联结起来：向着存在与实体的广延的外化，以及向着自我意识的主体深处的回忆，如今构成了所勾勒的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的指导方针，但也构成了一种向着作为“新世界与精神形态”（GW 9, 433）的新开端和新诞生的定在的回归。在此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尤其是回忆的运动（对此参见 Verra 1970），在其中既能辨认出柏拉图式的回忆，也能辨认出基督教的特征，因为柏拉图的回忆与基督的苦路在绝对知识的“救赎性回忆”（anamnèse salvifique）中合而为一（Vieillard-Baron 1978, 37 ff.）。

早在《耶拿逻辑学草稿》中，黑格尔就已将认识活动理解为一种总结归纳的操作和一种圆圈运动（参见 GW 7, 116–117），同样，精神的自我认识也被呈现为从其相异者返回自身并回归开端的循环（参见 GW 7, 173 和 177）。[12]这一循环的象征如今也适用于由绝对知识的理性与概念所定义的新历史与新历史性，即在其转变为其意识所汇聚、并在其自我意识中对其时间性本质进行回想之后。那些在《精神现象学》本身中寻得其舞台的不同历史类型——例如从历史中抽引出来用于范畴训练的实例、实际的世界历史、意识或宗教的类型学历史——在此相应地按概念整理为三种不同的历史，在它们之间促成了一种在偶然事物与逻辑-体系性事物之间的圆圈式中介：第一种是单纯事变的偶然历史，即所谓作为精神的存在与生命的单纯转变和真理的“事件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作为精神的命运；第二种是按意识组织起来的显象知识的历史，即《精神现象学》自身所呈现的作为意识经验的历史、作为穿越“图画的画廊”（GW 9, 433）的彻底怀疑的道路，以及作为精神的确知与认识活动；最后一种则是科学与哲学本身的概念式且被概念把握了的历史，作为知识所达到的现实性，作为绝对精神真实且被知晓的历史与历史性。唯有在最后这种历史与历史性中，在被概念把握之物中的消灭与扬弃，才不仅适用于作为偶然事变的历史或时间本身，而且也适用于单纯历史性的东西：[13]因此，绝非事实的先后次序，亦非各种形态，构成了精神这一最终阶段的特征，它毋宁是那个“精神王国”——这并非偶然地终结了柏林《哲学史讲授课》的最后数页，据米什莱与罗森克兰茨的见证，那些内容是受到耶拿笔记启发的。众所周知，那里的论述与《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许多概念和措辞完全一致，例如著名的结语：“世界上升起了一个新的时代”，或是认为时代的立场终结了“精神形态的序列”，而这一序列正是“真正的精神王国”（Werke 15, 689–691）。[14]

在先前对时间的回想中，人们能够观察到两种不同时间的合流，即汇聚的回溯性时间与视域的前瞻性时间，也就是自然与历史中演进过程的年代学和线性时间，与作为对概念理解的逻辑-目的论-过程性时间之预测的启示与救赎的表象时间。这标志着思维活动的新时代的到来，它超越了作为精神单纯在时间中存在的存在的时间，亦超越了作为精神实体与精神主体的时间性的本质的时间。如果绝对知识的时间必须被视作第三种时间——它既非作为悲剧性过渡之时间的自然与历史事变的客观且有限的时间，亦非作为反思之时间的意义的主观且内化的时间——那么，哲学近代的这种“绝对”时间就促成了绝对精神与哲学体系的新历史与新历史性。学界曾反复探讨绝对知识的时间问题：安德烈亚斯·卢克纳认为，《精神现象学》作为一个整体，在动态图型法的意义上提供了时间概念的谱系学，其中时间与概念被等同起来，以避免有限性世界与永恒性世界之间的二元论，因此，概念把握式的“消灭时间”必须被置入无限性的时间之中，置入在历史中得以充实的“当下、机缘（kairos）、瞬间”之中（Luckner 1994, 228 和 234）。卡特琳·马拉布则认为，绝对知识所促成的并非一般意义上时间的辩证扬弃，而是某种特定时间的辩证扬弃，通过被思维活动所解放的未来，预示了一种在希腊目的论时间与基督教线性时间之间达成综合的新时间（Malabou 1996, 176 ff.）。

在由绝对概念所完成、并在精神王国的先后次序中所达到的“深度的启示”（GW 9, 433）中，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无论如何达成了外-化与深入自我的回忆之间的相互交融，亦即达成了朝向对象化的广延与沉入“去对象化了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交融：在作为有限性之“命运”的时间“之后”，在作为下地狱的“髑髅地”的历史“之后”，[15]概念的这种时间与这种历史、这种概念的时间与这种被概念把握了的历史，就是那种达成和解的精神的“无限性”，它道出了绝对知识——以及《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句话：“从这精神王国的酒杯中 / 泛起为它翻滚的无限性”（GW 9, 434），黑格尔正是以这句对席勒《友谊》一诗诗句的著名化用来结束全书的。[16]

众所周知，写于论绝对知识一章完稿之后的序言中，反复出现了与该章所勾勒的新思维活动和新时代的特征相呼应的共鸣。证明“将哲学提升为科学的时机已经成熟”（GW 9, 11），最终被呈现为整部著作的宏图：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精神已经“与它迄今为止的定在与表象世界决裂”（GW 9, 14，加·巴·加粗），以至于人们正生活在向一个新时期的过渡之中，因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诞生的时代”（同上），在其中，认识活动将不再仅仅“满足于自在体或本质”（GW 9, 19，加·巴·加粗）。“这样知晓自身为精神的精神，便是科学。科学是精神的现实性，是精神在自己的要素［即在概念中——加·巴·注］为自己建立的王国”（GW 9, 22）。

为了能够对《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以及最后写就的数页至少做出初步的总结，最后还应当考虑到，黑格尔大概唯独在此处才明确探讨了时间、历史与科学之间的关联，并勾勒出理性与绝对精神的时间及历史性这样一种维度。这种关联后来由于时间与历史的作用逐渐被局限于自然哲学或客观精神哲学领域，而多半被掩盖了。除了探讨黑格尔所勾勒的时间、这种新型历史性以及所追求的科学是否依然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历史或历史性以及我们的科学之外，《精神现象学》中那被消灭的概念时间作为对无限性的当下即刻经验、对理性与精神之历史性的指引，以及黑格尔对一门新科学的呼吁，对当代思维活动而言依然是一种持续的启示与要求。尽管绝对知识的概念多半从一开始就容易令人起疑，但它在黑格尔那里绝不意味着某种终极的启示或升华，亦非一劳永逸达到的终点，而是恰恰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始终从新出发，在概念上将开放的时间与开放的历史汇聚起来，并通过“新的诞生”使其得以实现。既非有限性的悲剧性丧失，亦非关于另一种时间与另一种历史的幻觉，而是那个始终有待完成的进程——向着自然表面与存在广延的外化，以及深入历史与自身深处的回忆——证明自身是对全体的一种开放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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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多·拉迈尔

[1]: 参见 GW 8, 277 ff.。早在这一语境中，艺术就被赋予了直观与表象的认识方式，以及形式与直接性的逻辑水准；宗教被视为受表象的精神，其中是在本质及其与现实性的和解阶段上展开论证的；而在哲学的绝对科学中，概念终于得以达成。 ↩



[2]: 对此参见马里亚诺·德·拉·马萨的博士论文《结与盟》（Knoten und Bund）。 ↩



[3]: 不过，这似乎是现象学发展每一个关键节点的特征，例如参见第4章“自身确知的真理”中对较早意识阶段的简要重复（GW 9, 103 f.），以及第5章“理性的确知与真理”开头对意识、绝对本质与成为自我意识的知性以及苦恼意识之间的过渡所作的简要概述（GW 9, 132）。 ↩ ↩ ↩



[4]: 在宗教章的开头，真实精神、自身异化精神与确知自身精神的各个阶段，同样被呈现为精神之“意识”的形态（GW 9, 364）。 ↩



[5]: 参见 GW 9, 428：“更具体地指明这一内容，它无非就是刚才所表述的运动本身；因为它是自身遍历自身且确乎自为地作为精神来遍历自身的精神，这乃是通过它在其对象性中具有概念的形态而实现的”。 ↩



[6]: 参见黑格尔在 GW 9, 430 中所强调的作为当代哲学特征的自我之自身一致性与时间的接近：“因此，正如刚才本质被表述为思维活动与广延的统一那样，如今应当将其把握为思维活动与时间的统一”。读者应当注意，在此提出的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中，存在的广延（间接指向谢林）与自我的深度（间接关联费希特）就已经处于相互关系之中了。 ↩



[7]: 参见 GW 9, 419：“因此，这种知识［即上帝自己死了——加·巴·注］便是灵感涌现，通过它，实体成为主体，实体的抽象与无生命性死去了，从而实体变成了现实的、单纯的和普遍的自我意识”。 ↩



[8]: 早在耶拿自然哲学中，就已经谈及时间的消灭与扬弃，只要时间的各个环节之整体性维度被强调出来，参见 GW 7, 195。根据塞巴（Seba 1980, 47）的看法，在绝对知识中“既非物理时间，亦非历史事实的时间被消灭了”。 ↩



[9]: 此处应特别注意命运这一隐喻的使用。关于逻辑层面上命运与必然性之间的关联，我曾在 Baptist 1997 中尝试做过探讨。 ↩



[10]: 参见耶拿时期关于“时间的相异者——并非另一种时间，而是永恒，关于时间的思想”（GW 8, 287）的思考。拉巴里埃（Labarrière 1979, 98 和 100）亦同样指出：“这便是绝对知识：并非最终占有了宇宙的钥匙，而是那微薄得多的权能，敢于冒险道出一个统一的话语，能够赋予猝不及防降临之物以意义”。“在此，在事物的起伏波动中，精神的永恒性表达为将时间转化为历史的这种理解”。 ↩



[11]: 参见 GW 4, 10 中的如下论述：“然而，如果绝对者正如其显象即理性那样，永远是同一个东西（它确乎如此）；那么，每一个指向自身并认识了自身的理性，就都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哲学，并解决了这项在所有时代都与其瓦解一样完全相同的课题。因为在哲学中，认识自身的理性仅仅同自身打交道，所以其全部工作正如其活动一样，都包含在它自身之中，并且就哲学的内在本质而言，既不存在先行者，也不存在后继者”。又参见 GW 4, 12：“每一种哲学在自身内部都是完满的，并且正如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那样，在自身内部具有整体性”，因此对黑格尔而言，任何先前的体系都不能被视为对当下的单纯前期演练。 ↩



[12]: 亦参见该处所强调的从绝对精神向着作为其相异者的自然的过渡，以及在 GW 7, 179 和 184 中将自然定义为“与自身相关的绝对精神”、“将自身呈现为其自身的相异者的精神”。在耶拿自然哲学中，时间同样被理解为一个循环，参见 GW 7, 195。 ↩



[13]: 参见 Pöggeler 1989, 112–113 关于作为精神之定在的历史、作为关于其显象的学说的历史，以及最终作为逻辑-体系性的概念史三者之间区分的论述。 ↩



[14]: 关于耶拿笔记，参见卡尔·路德维希·米什莱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授课》（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Werke 13, VI ff.）中的序言，以及 Rosenkranz 1844, 202。 ↩



[15]: 请注意 GW 9, 434 中“绝对精神的骷髅地（Schädelstätte）”这一隐喻的使用，它是与先前将时间呈现为“命运”相类比地被使用的。 ↩



[16]: 众所周知，席勒在其《审美教育书信录》（Ue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第11封和第12封信中，就已经设想过对世界的消灭以及对时间的扬弃 ↩ ↩ ↩



“百科全书式”现象学在黑格尔纽伦堡预备性精神学说中的形成

I.

在1808年至1816年黑格尔在纽伦堡文科中学担任校长和哲学教师期间，发生了两桩对黑格尔哲学的本真形态具有卓越意义的事件：一方面，黑格尔在纽伦堡时期撰写并出版了《逻辑科学》的两卷（1812/13年与1816年）；另一方面，他在此期间制定了作为其哲学体系整体呈现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然而，这两个哲学方案与黑格尔的纽伦堡文科中学教学处于截然不同的关系之中。黑格尔试图凭借《逻辑科学》介入当时“哲学科学”的状况，“以确立哲学科学探讨的新概念”（GW 11, 7）[1]并为其方法奠定新的基础；与此相对，他却直接将全面教学纲要构想为其

文科中学教学计划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随后以这种形式——经过某些修改与进一步阐述——同样采纳为他在海德堡和柏林大学讲授课的基础。

诚然，黑格尔在逻辑学领域同样在纽伦堡文科中学的逻辑学课程语境中，阐发了对于其思辨逻辑的特殊形态具有核心意义与特征性、并超越其耶拿时期逻辑学草案的要素；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文科中学教学中讲授了他自己的思辨本体论逻辑，只要他在哲学预备训练的范围内认为这是可能的。例如，根据黑格尔纽伦堡时期流传下来的文本材料可以表明，他在其预备训练的逻辑学课程中首次构想了一种独立的本质学说（这在耶拿时期的逻辑学草案中尚属欠缺）；在概念学说中，也可以重构出一个独立的客观性章节的逐渐形成，以及将理念学说逐步整合入主观逻辑的过程。[2] 然而，整部《逻辑科学》及其特定的推论的呈现形式，并不是黑格尔文科中学教学活动性的产物。恰恰相反，黑格尔哲学的这部卷帙浩繁的代表作，并非直接面向教学，而是一部明确的科学出版物，它是在教学职责之余、并且顶着与之相关的沉重负担而产生的，可以说是在黑格尔视为劳苦的学校处境中被“硬争得”出来的。因此，黑格尔将撰写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以及《逻辑科学》完成的推迟归咎于“我的公职处境和其他个人情况”，这些情况只允许他针对逻辑学的科学呈现进行“断断续续的工作”（GW 12, 6）。[3]

据黑格尔自己的说法，《逻辑科学》是作为《精神现象学》的体系性“续编”写就的。1807年的《现象学》同样脱离任何直接的教学情境，被构想为纯粹推论的科学论著，即黑格尔在扉页上称为“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GW 9, 3）。在一篇“自我通告”中，黑格尔预告：“第二卷将包含作为思辨哲学的逻辑学体系，以及哲学的其余两个部分，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GW 9, 447）。因此，根据1807年呈现哲学体系的这一总体计划，1812/13年和1816年出版的两卷本《逻辑科学》构成了紧随《现象学》之后的哲学科学总体体系第二卷的开端或第一部分。黑格尔在1812年《逻辑科学》第一卷的“序言”中重提了哲学体系中现象学与逻辑学关系的这一规定；最初，“在包含现象学的科学体系第一部分（班贝格和维尔茨堡，盖布哈德书店1807年版）之后，注定要接着出版第二部分，该部分本应包含逻辑学以及哲学的两门实在科学，即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并将完成科学体系”（GW 11, 8）。然而，逻辑学不可避免的庞大篇幅导致了逻辑学的单独出版；“因此，在一个扩大的计划中［即在‘科学体系’中］，它构成了《精神现象学》的第一承续。稍后我将发表对上述两门哲学实在科学的阐述”（出处同上）。然而，黑格尔未能将这一完成哲学科学体系详尽科学整体呈现的最初计划付诸实践；就推论的科学呈现风格而言，他并未超越作为‘《精神现象学》第一承续’的逻辑学。在其著述-

“在结婚的第一个学期写出一本包含三十印张深奥内容的书，绝非易事。”（Br I, 393）生涯的晚期，黑格尔承认，他不得不拖欠对实在哲学各体系部分的详细处理。不过，他可以指出一项补偿性的成果，他认为这项成果足以弥补紧随现象学之后的各体系部分预告的专著性呈现的欠缺。在1832年《逻辑科学》第二版给重印的“初版序言”（1812年）添加的一条脚注中，黑格尔指出：“为了替代……所提及的本应包含所有其他哲学科学的第二部分之计划，此后我已出版了《哲学科学全面教学》……”（GW 21, 9）。

因此，按照黑格尔自己的说法，《哲学科学全面教学》可以被视为一个“替代者”，用以取代按照1807年体系计划紧随《精神现象学》之后的第二体系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诚然，现在是以另一种呈现风格进行的：不再像最初计划的那样采用详尽阐发的科学专著之推论形式，而仅仅是作为“纲要”，作为为了大学讲课目的而划分为各节、并有待口头阐释的纲要书。但随着呈现形式的改变，一场深刻的内容与体系构想上的变革也同时发生：在新的（“替代性的”）全面教学体系架构中，精神现象学不再具有作为哲学体系导论的功能，并且在其中，现象学不再像1807年那样作为这种体系性导论同时占据体系本身第一部分的地位。相反，现象学现在作为体系性成分被整合入主观精神的实在哲学学说中；并且作为精神哲学的体系部分，它被缩减为1807年著作中显现的精神的前几个形态（意识、自我意识与理性）。[4]

标示出黑格尔全面教学体系特征的两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全新的呈现形式，还是全新的体系性总构想——都是黑格尔直接在其文科中学哲学课程的框架内阐发的：纲要式的呈现风格、没有先行的现象学作为体系性导论（及第一体系部分）的三分体系架构，以及将缩略的现象学纳入实在哲学的精神学说之中，这一切均源于黑格尔纽伦堡时期的哲学预备训练。

II.

黑格尔于1817年在海德堡版《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中首次发表了其最终且完整的哲学体系，这距离《精神现象学》的面世已有十年之久。然而，在全面教学总体系中如今充当主观精神哲学中间部分的“全面教学式”现象学简版，早在1807年著作出版后不久，就已产生于黑格尔在纽伦堡文科中学的哲学讲授课中。从黑格尔纽伦堡时期保存下来的文本表明，他早在1808/09学年和1809/10学年的第一批哲学课程中，就已经制定了涵盖前三个意识形态的现象学简要方案，并将其归入哲学体系的全面教学整体呈现的语境之中。而且，这是在引导黑格尔选择与规定其教学内容的两种动机的紧密交织中发生的：他将对官方教学计划的内容与形式规范的严格遵循，同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他自己特有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构想结合在一起。[5]

凡是对记录黑格尔从班贝格迁往纽伦堡的传世文献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黑格尔在1808年进行这场与迁居相关的职业转变时相当仓促，并且就等待着他的新任务而言，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准备的。在班贝格期间，黑格尔直到最后都一直盼望着能有机会重返大学工作；直到1808年10月，可以说是最后一刻，他才决定接受尼特哈默的邀请，就任圣埃吉迪恩文科中学校长兼哲学预备科学教授的职位，从而终于能够摆脱在班贝格的“办报枷锁”（Br I 239）。如果说这一极迟的决定本就几乎不容许在临近开学前进行足够充分的备课，那么雪上加霜的是，纽伦堡文科中学当时正面临着依据尼特哈默改革方案的全面重组。当黑格尔于1808年11月初接到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这一职务的正式任命时，他对改革后的教学计划内容依然一无所知，而该计划当时甚至在纽伦堡也尚未正式下发。对此黑格尔致信尼特哈默道：“即使教学计划送达，至少也需要几天时间——对哲学预备科学教师而言比对其他人更甚——以便提前通盘审视其半年的教学任务。——至于文科中学应当教授哪些哲学教学对象或科学，应当以哪些书籍作为指导线索，或者我的教学是否要分配给不同的班级，我都还一无所知”（Br I 260 f.）。直到开学前几天，黑格尔才从他的朋友、纽伦堡新任学区教育委员保卢斯那里，首次获得了关于即将开设的哲学教学科目的详细通报，正如出自尼特哈默之手的全新《公立教育机构建制通用准则》[6]所规定的那样。

在纽伦堡文科中学开始任教之际，黑格尔面临着怎样的教学内容要求？该《准则》规定文科中学最高阶段即高级班的哲学教学对象为“哲学全面教学纲要”标题下的“科学的总体联系”；因此，自黑格尔在纽伦堡任教之初，他就面临着根据既定教学计划阐发并讲授一门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的任务。对于为期两年的中级班，《准则》规定了“逻辑学练习”（中级班初阶）和“哲学导论”兼可替代的“心理学”（中级班高阶）。显而易见，黑格尔在哲学教学伊始试图通过将教学计划中为中级班列出的所有哲学教学内容（逻辑学、哲学导论、心理学）彼此建立内容和概念上的结合并在同一门课程中加以探讨的方式，来满足《准则》的规定。[7]

如果可以假定黑格尔在完全缺乏文科中学教学经验的情况下，发现自己处于针对其中级班首届哲学课程（1808/09学年）的这般出发处境，那么人们不免要问，他是如何驾驭这种局面的。单是距离开课前紧迫的

时间，就不容许他去设想一份关于“哲学导论”的全新专题方案；黑格尔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他在耶拿时期的哲学构想。显而易见，他在关于“哲学导论”的讲课中，应当以他在耶拿最终完成的那项哲学计划作为基础：即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因为《现象学》恰恰是被构想为进入哲学科学的导论。而且，即便假定黑格尔将《准则》的规定解释为中级班所要求的“哲学导论”必须转向心理学这一专门学科训练，《精神现象学》对他而言也必然表现为一个极其适用的基本架构与指导线索。诚然，黑格尔在此是以他对哲学心理学的思辨理解为基础的，他将这种哲学心理学同作为关于灵魂机能与成效的经验学说的“通常”心理学区别开来（参见1817年版《全面教学纲要》第367节附释）。1807年的《现象学》恰恰肩负着如下任务：作为思辨哲学科学的导论，通过在生成发展中展示精神作为认识能力的作用与能力，并在其体系性先后次序的联系中加以呈现，从而将绝对知识奠基为思辨哲学的要素。作为“意识自身教化为科学的详细历史”（GW 9, 56）的《现象学》，就这样处在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历史传统之中。[8] 正如黑格尔在“自我通告”中所言，作为这样一部历史，它应当“取代心理学的解释，或者取代关于知识奠基的更为抽象的研讨”（GW 9, 446）。如果黑格尔在1808/09学年紧随《准则》的规定选择心理学作为哲学导论课程的主题，那也是在1807年《精神现象学》的唯心主义构想意义上，明确作为一种思辨的精神学说来选择的。这与黑格尔在第一学年开始时的教学计划相符，正如他于1808年12月14日向尼特哈默通告的那样：“在中级班，我打算在某种程度上讲授心理学，即更多作为精神学说，而不是以迄今为止那种仿佛是自然史的、完全非思辨的或没有任何概念相联系的方式作为灵魂学说来处理。”（Br I, 272）

III.

黑格尔力求用其哲学基本构想的思辨唯心主义内容来充实《准则》的要求，从而得出了他在1808/09学年中级班首届课程伊始所构想的“作为哲学导论的精神学说”方案。对于这样一个构想，《精神现象学》能够提供显而易见的基础，这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它恰恰追求着这样一项体系性任务：对灵魂能力进行奠基直至绝对知识，以此取代通常的心理学，并由此形成对哲学的引入，即引入作为思辨科学的逻辑学。

黑格尔在1808/09学年的课程中具体探讨了哪些内容，可以从记录其课堂口授的两份手稿中看出：一份是黑格尔本人的手稿，作为他课堂口授的底稿；另一份是一名（匿名的）学生的听课笔记，黑格尔将其用作随后1809/10学年课程修订的基础。[9] 黑格尔的手稿已经

从包含三个节的最初开端就表明，从一开始浮现在他眼前的教学对象就是1807年《现象学》中的意识形态：在最初的标题“论意识、知识与认识的种类”（NS 12; TW 4, 70）之下，他勾勒了感性确知、知觉以及知性（已删去，未作实质阐述）的先后次序。在他手稿的第二个（同样未予继续展开的）构想中，黑格尔为“精神学说”课程设计了一个超出《现象学》的总体方案；在“意识学说与灵魂学说”（NS 13; TW 4, 71）的总标题下，精神现象学作为意识学说应当由一门灵魂学说予以补充，从而总体上——根据黑格尔的分目记录——探讨“I. 精神按照其对象的各种不同种类；II. 按照其活动性的各种不同种类”（出处同上）。因此，那门“在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学”，即“更多作为精神学说而非灵魂学说”（Br I, 272；参见上文第二节）的课程，按照黑格尔最初的规划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根据意识各自不同的对象论述意识种类的学说（意识学说），另一部分是关于精神内在活动性的学说（灵魂学说）。

黑格尔手稿中的第二个构想除了包含1808/09学年精神学说的两阶段总体架构外，还包含作为该精神学说第一部分的意识学说的大纲草案。这一分目（第2节）揭示了黑格尔打算在1807年《现象学》的基础上于1808/09学年的意识学说中探讨哪些内容：“A. 对抽象对象的意识。B. 对有限精神之世界的意识。C. 对绝对精神的意识。”（NS 13; TW 4, 72）如果将黑格尔在1808/09学年初勾勒的这一意识学说轮廓与1807年《现象学》的总体架构相对照，显而易见，黑格尔起初绝无缩减最初现象学方案之

关于K. 罗森克兰茨对纽伦堡《现象学》旧版本（Werke 18, 79–90）的严重缺陷，另见注5所提及的作者论著。

意图，而是力求像1807年著作中那样，对精神显现学说直至绝对知识的所有主要关节点进行完整的呈现。[10] 黑格尔手稿中发展为最终课堂口授文本的第三个构想——此时冠以“作为哲学导论的精神学说”之名——在内容与结构上衔接了第二个构想：教学计划划分为意识学说与灵魂学说的两分法在第2节（NS 14; TW 4, 73）中形成，而意识学说的三分细划则见于第6节（NS 15; TW 4, 74）。

黑格尔在谈及上述意识的“三个主要阶段”（第6节；出处同上）时取向于《精神现象学》最初的整体构想，这一点在第三个构想中新增加的开篇节中也表现得很清楚；在这一节中，黑格尔试图预先从根本上界定“哲学导论”这一工作。一方面，作为在绝对知识或绝对精神之要素中运动的思辨科学，哲学导论的任务是去“考察精神的各种不同性质与活动性”（第1节——NS 14; TW 4, 73），这些性质与活动性作为精神的（暂时的）对象关联与自我关联，规定着精神在不同塑造形式与显现形式中的状态，直至精神达到其作为科学的圆满形态；因此，哲学导论是对真正的哲学科学的准备，并且就其探讨精神先行阶段的体系性先后次序而言构成向科学的引导，这些先行阶段先于自知为精神的精神，并且必须由通常的（前哲学的）意识为了提升到精神本身的思辨立场而加以经历与重演。另一方面，标示着作为精神显现形式的诸意识形态的精神性质与活动性，彼此之间本身处于一种“必然的联系”（出处同上）之中，从而构成一个内在的发展过程，并最终汇入精神自知为精神的自我认识行动中；从精神直至其自我认识的发展进程同时是必然的、且在其必然性中是可认识的和已被认识的这一角度来看，“这种自我认识同样构成了一门科学”（出处同上），因此向科学的引入本身就已经具有了科学的品格。在1808/09学年“作为哲学导论的精神学说”课程第1节中被区分开来并置于一种关联之中的这两个环节——引向科学的科学导引——恰恰是1807年《精神现象学》在构想上决定性的特征，正如黑格尔在其“导论”中所强调的那样：意识在经历其作为精神显现形式的诸形态时的经验过程本身被提升为“科学的进程”，乃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整个次序在其必然性中”被揭示和呈现出来；“通过这种必然性，这条通往科学的道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GW 9, 61）。作为目标的科学与通往该目标的科学道路之间的这种联系，标示着《现象学》作为哲学科学导论同时作为科学体系第一部分的体系性双重规定。黑格尔的“自我通告”将1807年《现象学》的这一基本构想提炼为概念：“它从一个视点来考察通往科学的准备，由此它成了哲学的一门崭新的、引人入胜的、也是第一门科学”（GW 9, 446）。从“作为哲学导论的精神学说”第1节所阐明的目标来看，黑格尔在文科中学教学伊始打算直接衔接已出版的《现象学》的这一构想，是显而易见的。显然，黑格尔打算在双重意义上紧密依循1807年的著作：不仅在原则上依循其体系性基本构想（第1节），而且在具体的实质贯彻中，计划首先在意识学说中考量《精神现象学》的完整方案（第6节）。

IV.

黑格尔在其1808/09学年“作为哲学导论的精神学说”课程随后的教学进程中，并未坚持最初规划并向学生口授的方案。他既没有在意识学说之后接着讲授预告的灵魂学说（或真正的心理学），也没有以已出版的《现象学》为指导线索呈现精神显现形式的完整序列。在黑格尔的手稿和学生口授笔记的总分目中，在“第一部分 意识学说”的标题之后并未出现对应的“第二部分 灵魂学说”标题；在第一部分的细分中，“A. 抽象对象的意识”一章也缺少第6节所预设的由“B. 有限精神之世界的意识”和“C. 绝对精神的意识”构成的续篇。唯一得到阐述的A章被划分为“I. 一般意识”、“[II.] 自我意识”、“III. 理性”。[11]

黑格尔仅仅遵循其最初计划到“III. 理性”这一小节的开端，该计划预设了对本质上未加删减的现象学（意识学说）的主要阶段加以阐述，并随后衔接心理学（灵魂学说）；在关于理性章仅仅讲授了两节之后[12]，黑格尔——根据其手稿与

口授笔记的证据——便过渡到了逻辑学。[13] 根据课程伊始的方案预告，这样一种向逻辑学的过渡对学生们而言必然来得十分突然，因为黑格尔此前根本没有给出任何提示说明他除了精神学说（意识学说与灵魂学说）之外还打算探讨另一门哲学学科训练。即便从黑格尔当年的哲学体系构想出发，在“哲学导论”框架内从《现象学》理性章的开端过渡到逻辑学，也带来了一些困难。虽然根据黑格尔1808/09学年的手稿（参见第[33]节——NS 27; TW 4, 85——以及相应口授笔记的第29节）可以重构出，他是如何与1807年的《现象学》平行推进到其“V. 理性的确知与真理”部分，并且——依然取向于《现象学》——为“A. 观察的理性。a) 对自然的观察”一章起草了一节（诚然被删去且未予口授）（NS 27 n; TW 4, 85 n），随后又附加了一节（参见黑格尔手稿中的第[34]节——NS 27 f.; TW 4, 86），对应于《现象学》的下一个小节“b)”，该小节在书中列出了“逻辑的与心理学的法则”（GW 9, 167）这一关键词；在黑格尔手稿中，被删去的该节最初开头（霍夫迈斯特未予录入）是：“逻辑的法则”。然而，黑格尔将逻辑学本身直接衔接到在自我反思行动中发现“思维活动的法则”（GW 9, 167）的“观察的理性”之后，这在1807年的《现象学》中没有任何平行对照，也不符合其构想；因为根据《现象学》的立论，“所谓的思维法则”的“进一步展开”“属于思辨哲学”（GW 9, 168），因此不属于《现象学》，而是属于逻辑科学。但逻辑科学从其开端起就在绝对知识的要素中运动，而《现象学》总体上是为绝对知识作准备并引导进入绝对知识的，可是在理性章中绝对知识根本还未达到。

“理［性，］普［遍的］自身，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参见NS 15 n; TW 4, 74 n）。尽管如此，黑格尔在1808/09学年将逻辑学附加到缩减的现象学方案之后，绝非仅仅在《准则》所称的某种“逻辑学练习”的意义上，而是在一门思辨科学的特定意义上进行的，这一点从该科学划分为“客观的、主观的逻辑以及理念的逻辑”（第[35]节——NS 28; TW 4, 86）中可见一斑。[14]

早在1806年夏季学期于耶拿的最后一次讲授课中，黑格尔就已经将现象学与逻辑学联系起来，“以至于他将前者作为后者的导论”；但与黑格尔1808/09学年的实际做法不同，在1806年这意味著黑格尔“直接从绝对知识的概念过渡到了存在的概念”（罗森克兰茨 1844, 214）。这样一个从作为自知为精神之精神终极形态的绝对知识向作为思辨哲学的逻辑学的过渡，符合1807年已印行的《现象学》与《逻辑科学》的体系性构想（参见上文第一节）。黑格尔在1808/09学年预备训练哲学课程中将逻辑学的呈现直接附在对（观察的）理性的探讨之后这一做法，在其哲学的体系性整体构想中并未获得充分的理据。他既没有为现象学与逻辑学的这样一种结合进行明确的辩护，也没有在后来的教学活动中重述过它；在黑格尔的全部著作中，他在1808/09学年所实现的这种从意识学说到逻辑学的过渡，始终是一个孤立的例外。显然，黑格尔直到教学过程中才作出在其导论课程中兼授逻辑学的决定。或许最终是教学法的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使他在中级班第一学年中不再继续考察更高级发展的意识形态，完全放弃预告的灵魂学说，转而引入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在此，（第二节所探讨的）如下情况可能起到了某种作用：即在《准则》中，逻辑学也被列为中级班的教学对象；保卢斯曾特意提醒黑格尔注意这一点，他在1808年11月底向黑格尔指出中级班的教学材料为“哲学导论兼逻辑学练习”（Br I, 264）。黑格尔认为相比于精神学说，逻辑学在教学法上是哲学导论课程更为适宜的教学对象，这一点从他根据期间积累的教学经验于1812年为尼特哈默撰写的鉴定意见中可见一斑：“将逻辑学的东西与心理学的东西［即意识学说与灵魂学说］……相互比较，总体而言逻辑学的东西应当被视为较为容易的，因为它的内容具有较为单纯的、抽象的规定，相反，心理学的东西则是一种具体的东西，甚至恰恰就是精神。”（NS 437; TW 4, 405）[15]

V.

由迄今的论述可知，通过黑格尔（未经预告的）从意识学说理性章开端向逻辑学的过渡，现象学的“简要方案”（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在1808/09学年是以一种相当偶然的、且——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构想来衡量——颇为出人意料的方式形成的，而且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确认，只要黑格尔计划着一门由意识学说和灵魂学说（或现象学与心理学）构成的精神学说，他在意识学说中就绝未考虑1807年《现象学》的简版，而是实质上将该书的完整方案预设为教学对象——这与后来的“全面教学式”现象学截然不同，后者恰恰（随后衔接心理学）将《现象学》的最初内容缩减为前几个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引人注目的是，一旦黑格尔在1808/09学年的课程中从现象学过渡到逻辑学，从而基本上像当年在耶拿那样在体系构想上将现象学作为对（思辨）科学的准备来处理，他就将现象学方案限制在显现的精神的前三个形态上——这不同于1807年的《现象学》，后者虽然被构想为向思辨科学的此类引入，但在内在逻辑上要求达到绝对知识的立场，而这一立场通过经历现象学的简要方案显然尚未被确立。换句话说：只要黑格尔在1808/09学年计划在精神学说的框架内（亦即不是衔接随后的逻辑学，而是衔接随后的心理学或灵魂学说）阐述意识学说，并在体系构想上建立一种实在哲学联系（如在后来的《全面教学纲要》中那样），他就恰恰没有构想出（“全面教学式的”）现象学简要形式，而是坚持了《现象学》的完整方案；而当他在教学进程中将逻辑学衔接在现象学之后，从而在体系构想上遵循了1807年《现象学》的构想（该构想要求经历精神显现方式的完整序列直至绝对知识）时，他却将《现象学》的最初方案限制在后来的“全面教学式”简要形式上。从黑格尔对其哲学的体系性总体构想出发，对逻辑学的探讨本应以《现象学》（作为思辨哲学或逻辑学的导论）直至绝对知识阶段的完整方案为前提——但这在1808/09学年的课程中恰恰没有发生；相反，黑格尔只讲授了一部缩减为前几个意识形态的现象学版本。而按照1808/09学年最初的计划，实际讲授的意识学说简要方案之后本应紧跟一门灵魂学说（真正的心理学）——但取而代之的是，黑格尔从理性的现象学立场就已经过渡到了逻辑学。

在1808/09学年课程中以所探讨的方式事实上产生的现象学缩略，在随后的1809/10教学年度被黑格尔置于一个变动了的语境之中，并恰恰由此获得了其体系性的奠基与哲学的理据。因为如今缩减的现象学不再充当先于逻辑学的哲学导论（如1808/09学年课程的实际进程那样），而是被黑格尔——如今从一开始就以其简短版本——整合入一个哲学方案的框架之内，该方案正如1808/09学年课程伊始所规划、但当时未能贯彻的那样，除了意识学说之外还包含一门灵魂学说。现象学如今不再承担引入思辨科学的任务，而是成了实在哲学的精神学说的一部分，在体系构想上逻辑学已经先行于它。

意识学说的这种原则性的构想转变，在黑格尔为了1809/10学年中级班新课程而对1808/09学年口授学生笔记的修订中清晰可见。[16] 黑格尔在学生笔记中划掉了“A. 抽象对象的意识”这一标题，从而消除了1808/09学年最初规划的完整现象学的这一遗存；在同一次修订中，他在页边用一个新的最高层级划分取代了包含整个现象学“三个主要阶段”的原有分目节（1808/09学年的第6节；参见上文第三节）：“一般而言，意识具有如下阶段：a) 一般意识或外在意识；b) 自我意识；c) 理性”（1809/10学年第5节）。1808/09学年现象学完整方案中第一主阶段原有的下属细分，由此明确无误地成了（如今从一开-


始就缩减的）1809/10年现象学的主划分：在过渡到逻辑学之前于中级班第一学年课程中所形成的现象学简短纲领，被提升为了作为（实在哲学意义上的）精神学说第一部分的（缩减版）现象学的全部内容。

第二个对于已发生的构想转变具有重要意义的干预，必然涉及意识学说的结尾；因为现在不再像1808/09年那样是要建立向逻辑学的过渡，而是要建立向灵魂学说或心理学的过渡。因此，黑格尔不再将论“逻辑规定”的段落（听写记录第30节；在黑格尔手稿中为第[34]节——NS 27; TW 4, 86）纳入他对1809/10年的修订之中，该节在1808/09年终结了现象学的理性章并建立了向逻辑学的过渡（并且因此也让第30节中学生听写记录里一处歪曲文意的文本脱漏未获纠正）；取而代之的是，他在“理性”章新草拟了两个段落，在其中更详细地阐释了在（缩减版）现象学结尾处所获得的立场，而在这一立场上，灵魂学说如今作为1809/10年精神学说的第二主要部分登场：作为意识来考察的精神与一个对象相关联，它在理性的阶段上达到了这样一种洞见，即它的对象“对于自我而言绝非陌生之物……而是被自我所渗透……或者是由自我所产生的”（1809/10年第[47]节——参见 NS 210; TW 4, 122），从而在接下来的心理学中所考察的精神，如今仅仅同其自身以及同其自身的规定相关联。黑格尔在1808/09年的学生笔记本中为1809/10年课程重新起草的这一从现象学向心理学的过渡，在1811/12年论精神学说的中级班课程中——几乎未作改动地——也被保留了下来（见下文第VII节）。

VI.

现象学的简短版本（从感性确知到理性的开端）在1808/09年是通过从观察理性发现逻辑法则过渡到逻辑学本身而形成的，它在1809/10年被确定为（主观）精神的实在哲学学说第一部分的纲领。在1812年10月为尼特哈默撰写的一份评审意见《论中学里的哲学讲授》中，黑格尔回顾其1809/10年和1811/12年的课程，详细描述了他在“精神学说”或“心理学”中的做法：“我将心理学的讲授分为两个部分：a. 显现的精神，b. 自在自为存在的精神；——在前者中，我依据我的《精神现象学》来探讨意识，但仅仅探讨其中所指明的前三个阶段：1. 意识，2. 自我意识，3. 理性；在后者中，则探讨感觉、直观、表象、想象力等的阶梯序列。我对这两个部分的区分在于：精神作为意识乃是能动地作用于作为对象的诸规定，并且它的规定活动对它而言变成了一种与对象的关系；而精神作为精神，则仅仅能动地作用于其自身的规定，并且其中的各种变化被规定为其自身的能动活动，并被作为这种活动来考察。”（NS 437; TW 4, 406）

在这样一种将意识作为显现的精神并将精神作为自在自为之物来考察的两分法精神学说架构中，黑格尔也将三阶段的现象学简编本纳入了《哲学全面教学纲要》之中，黑格尔在纽伦堡高级班课程中拟定了该书的第一个版本。不过，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课程的框架内[17]并未详尽探讨现象学，而仅仅为了将其归入哲学体系——“以重复的方式”（NS 6; TW 4, 298）——赋予了它唯一的一个节（1810/11年为第65节；1812/13年为第54节）。即便在通过听写记录得以记录的最晚近的全面教学纲要课程（1812/13年）中，[18]关于精神的科学也仍然是从关于其显象形式的学说开端，也就是从前述三阶段的《精神现象学》开端；后来由黑格尔置于现象学之前的、作为关于自然精神的学说的人类学（参见《全面教学纲要》［1817年］第307节），在黑格尔哲学预备训练的文献中始终阙如。关于体系性纳入人类学——正是通过这种纳入才最终形成了主观精神学说的最终三联式划分——的最初线索，虽然见于黑格尔在1810/11年精神学说听写学生笔记本中的一条修订批注，但该批注很可能出自纽伦堡晚期，因而极度接近海德堡《全面教学纲要》的筹备阶段。无论如何在黑格尔自己关于纽伦堡哲学课程的总结报告中，直到最后谈及的都完全是由现象学和心理学构成的精神学说（参见 NS 5–10; TW 4, 297–302）。直到1816年《逻辑科学》最后一部分中精神学说的一个划分草案（GW 12, 197）以及黑格尔1816年8月致劳默的一封信（Br II, 102）中，人类学才被整合进了精神学说之中。[19]

VII.

与1808/09年中级班课程尚且不同，在接下来一年的课程中——正如前文所表明的——黑格尔形成了一种清晰的表象，即对自在自为的精神的考察必须通过关于显现的精神或关于意识的学说来作准备，而该学说恰恰包含了作为这种意识本身的意识、自我意识以及理性的阶梯序列。随着在（如今具有实在哲学性质的）精神学说的语境中决定采用这样一个——相较于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而言——缩减了的意识学说纲领，现象学经历了一场体系性构想的转变；因为此时它不再承担在哲学体系中当它作为思辨哲学的导论发挥功能时所赋予它的那项任务，即推进到作为思辨科学之要素的绝对知识。黑格尔力图在随后几年关于精神学说的哲学预备训练课程中阐明现象学的这一构想转变，其做法是在精神学说的开端，于对整个精神学说的概括性导论之后，紧接着给出一篇专门针对现象学（作为精神学说第一部分）的详尽导论，在其中对现象学（相较于1807年著作的）全新简短纲领进行反思。[20]他分两步尝试论证：限制在三个意识阶段上的现象学纲领，足以完成所要求的这一功能，即展示意识朝向自在自为存在的精神的内在发展，并以此引导向精神学说的第二部分。只要达到了这一目的，现象学的三阶段简短纲领便由此被证明是一个自相闭合且完整的纲领。

在第一种论证中（迈内尔 1811/12年：第6–8节。参见 NS 201 f.：第7–9节；TW 4, 112 f.），黑格尔回溯到了他此前在对整个精神学说的普遍导论（第1–5节。参见 NS 200 f.；TW 4, 111 f.）中所分析的一般知识的基本主客体关系。意识在其形态的多样性中取决于其客体的多样性（第6节）。但是原则上意识的客体可以是三种东西（第8节）：(1) 与自我相对立者，即对象（此时意识是外在意识或一般意识）；(2) 自我本身，它由此自身成为对象并与自身发生关联（此时意识是自我意识）；(3) 某种对象性的东西，它同时本质上属于自我本身（此时意识是理性）。根据迈内尔1811/12年的记录，黑格尔在课堂上更详尽地阐释了听写文本中据此奠定根据的三个意识阶段的完整性：“我们在意识中具有 1) 对象本身，2) 自我，3) 自我对对象的关系作为对象。在这些之中，每一个都可以是意识的对象……当它以一个端项为对象时，它是不完满的；相反，当它以处于与对象之关系中的整体性意识为其对象时，它是完满的”（评第8节）。意识从其直接性到其完满性的发展历程，在理性[21]中找到了它的目的，理性作为意识与自我意识在更高的一统中介之统一中的联结，由此达到了自在自为的精神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接下来的（狭义的）精神学说或心理学的考察对象。黑格尔在1811/12年用来导论性地证明三阶段现象学之完整性的这些思考，后来被他吸收进了《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的印刷版之中（参见《全面教学纲要》［1817年］第334节——HEnz 247；《全面教学纲要》［1827年，1830年］第417节——GW 19, 318, GW 20, 424）。

显现的精神以其作为感性确知的直接性为出发点、最终作为理性所实现的完满性，在黑格尔1811/12年现象学导论的结尾处的一条第二论证思路（第9–11节）中，被表述为对意识的确知与真理之差异的扬弃。意识在其必然的且构成它的对象关系中首先是“对象性知识”；就它已将对象性之物纳入自身而言，具有对象性规定的自我便具有关于对象的确知（第9节）。但在这种确知中，自我同时仍旧与对象性之物（作为意识的内容）相区别；自我与对象在其关系中仍是片面的关联项：“主观的东西以此方式仍不等于客观的东西”（第10节）。扬弃对象性与知识的不一致和差异，亦即把确知提升为真理（作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的和谐一致），乃是意识的努力。将确知提升为真理的过程，在穿过外在意识与自我意识诸形态的历程中，在理性中找到了自己的目标（第11节）。相应地，在1811/12年关于现象学的听写记录结尾处写道（几乎逐字与黑格尔为1809/10年所作的修订批注相和谐一致），被理性所洞见之物是：“第一，这样一种内容，它并不持存于我们为我们自己所作出的单纯表象或思想中，而是以对象的方式包含着自在自为存在的本质，并具有客观实在性；第二，对于自我而言它不是陌生之物或被给予之物，而是被自我所渗透、被自我所占有，并且在其中同样是由自我所产生的”（第47节——参见 NS 210：第41节；TW 4, 122）。但是，作为意识开启其自我发展过程的精神，一旦在理性之中并作为理性获得了一种依其目标而言“不仅是单纯的主观确知、而且也是真理”的知识（第48节——参见 NS 210：第42节；TW 4, 123），那么意识学说或精神现象学作为实在哲学的精神学说的一部分，就必须在作为主观性与客观性之同一性的理性阶段上终结，并过渡到对自在自为的精神的考察，即考察它“在此之后仅仅与自身以及与其自身的诸规定”发生关联（第49节——参见 NS 267：第127节；TW 4, 42）。

VIII.

耶拿时期的《精神现象学》相比黑格尔纽伦堡精神学说中三阶段的意识学说简编本而言，具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并由此也具有一个更庞大的纲领。对于在1807年的《现象学》内部同样必须将精神的更高形态作为主题来探讨的必然性，黑格尔后来在柏林《全面教学纲要》（第25节附注）中以耶拿《现象学》作为哲学科学的体系性导论所具有的特殊体系性功能作出了论证：“在我的《精神现象学》中——该书正因如此在其出版时被标明为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所采取的途径是：从精神最初的、最单纯的显象，即直接意识开端，并将直接意识的辩证法一直发展到哲学科学的立场，而哲学科学立场的必然性正是通过这一推进过程被揭示出来的。”（GW 20, 68；参见 GW 19, 50）由于哲学知识或绝对知识的这一立场“在自身内部是最具意蕴且最具体的”，“所以它也预设了意识的各种具体形态，例如道德、伦理、艺术、宗教”（GW 20, 69；参见 GW 19, 50）。因此，就内容自为地来看属于哲学科学体系中的“具体部分”、即关于（主观、客观与绝对）精神的实在哲学学说的事物，“有一部分便已进入了哲学科学的那篇导论之中”（同前），并且——就其“作为自在体与意识发生关联”（同前）而言——成为了《精神现象学》的对象。[22]精神的各种意蕴由于被按照它们“像它们对意识所是的那样”（GW 9, 61）来对待，而仅仅是精神的显象；《现象学》的任务恰恰在于：在意识的一条必然的（辩证的）经验历程中，将精神从其显象中“扬弃”出来，并由此引导向思辨科学的立场。在1808/09年关于“哲学全面教学纲要”的高级班第一学年课程中，黑格尔听写道（第2节）：“哲学科学预设了……精神不再属于显象。”（未编订）

然而，那种免除了从精神显象形式的辩证推进中将绝对知识的立场呈现为必然结果、以便从这一立场出发建立向作为思辨哲学的逻辑学之过渡的义务的意识学说，也就同样摆脱了如下任务：从更高的精神意蕴与意识之关系的角度、亦即在其于哲学体系本身的真正定位之前，先行探讨这些更高的精神意蕴。这样一种在功能上被“减负”了的现象学，如今作为关于精神的实在哲学科学的一个体系部分，必然缩减为探讨那些精神从中作为自在自为之物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并因而在外在意识、自我意识与理性的阶梯序列中具有了一个在体系上自相闭合且在内容上完整的纲领。

现象学摆脱其1807年作为哲学科学之导论的原初体系性功能，及其作为精神的实在哲学之不可或缺部分的重新规定，乃是黑格尔首先在纽伦堡文科中学哲学预备科学框架内的讲授中完成的。正如前文所探讨的，随着意识学说构想的转变，必然伴随着现象学内容纲领的缩减，以至于黑格尔——早在耶拿《精神现象学》（1807年）出版后不久——就在纽伦堡的哲学预备训练（1808年及随后）中形成了现象学的简写本。由此产生的实在哲学意识学说被黑格尔整合进他的哲学体系之中，而这一体系早在纽伦堡哲学课程中就已经采取了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的形态。在这一相比1807年《现象学》而言在体系性功能上发生改变并因而在内容纲领上得以缩减的意识学说中，黑格尔获得了那种“全面教学纲要式”现象学的形式，随后——在置入人类学作为前置部分之后——他将这种形式作为其主观精神学说的中间部分采纳进了《全面教学纲要》的三版印刷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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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对本文集缩写表（Siglenverzeichnis）的补充，引自黑格尔著作的文献使用以下缩写：
NS: G. W. F. Hegel: Nürnberger Schriften 1808–1816. Hg. von J. Hoffmeister. Leipzig 1938
HEnz: G. W. F. Hegel: Sämtliche Werke. Hg. von H. Glockner. Band 6: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und andere Schriften aus der Heidelberger Zeit. Stuttgart 1968 (Faksimile-Nachdruck der Originalausgabe der Enzyklopädie, Heidelberg 1817) ↩



[2]: 对此参见作者 1993: Der teleologische Übergang zur Ideenlehre und die Entstehung des Kapitels „Objektivität“ in Hegels propädeutischer Logik. In: Hegel-Studien 28, 165–191。 ↩



[3]: 1816年概念学说的“前言”，也就是在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在开始出版《逻辑科学》时，黑格尔在1812年2月5日致尼特哈默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是 ↩



[4]: 这并非黑格尔体系构想中的第一次转变。关于黑格尔在《现象学》之前的体系草案以及逻辑学作为通往思辨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科学导论的作用，参见 ↩



[5]: 关于此点以及下述陈述，参见作者更为详尽的论文：Verf. 1990: Die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 Hegels Nürnberger Propädeutik. In: L. Eley (Hg.): Hegels Theorie des subjektiven Geistes in der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84–130。 ↩



[6]: 全文刊载于：Monumenta Germaniae Paedagogica. Bd XLII: Mittelschulgeschichtliche Dokumente Altbayerns, einschließlich Regensburgs. 2. Bd. Berlin 1908。重印于：Niethammer, F. I. 1968: Philanthropinismus – Humanismus. Texte zur Schulreform. Bearbeitet von W. Hillebrecht. Weinheim u. a.——部分刊载于：Rosenkranz, K. 1844: G. W. F. Hegels Leben. Berlin (Nachdruck Darmstadt 1977), 254 f.；亦参见 TW 4, 598 f.。 ↩



[7]: 将《法规》（Normativ）中为一个年级作为备选项列出的诸哲学讲授科目加以结合的同样倾向，也可以在黑格尔1809/10年为初级班开设的第一个课程中观察到，在该课程中他从逻辑学的一般概念过渡到了法权学说、义务学说与宗教信条的基本概念；参见黑格尔的报告 NS 4, TW 4, 295。黑格尔在随后的几年中放弃了这种（仅此一次的）做法；参见黑格尔1812年的评审意见：NS 437, TW 4, 405。 ↩



[8]: 对此参见 Düsing, K. 1993: Hegels „Phänomenologie“ und die idealistische Geschichte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Hegel-Studien 28, 103–126。 ↩



[9]: 黑格尔的手稿（所谓的哈佛手稿之一）在 J. 勒温伯格作了初步整理出版（Entwürfe zur Enzyklopädie und Propädeutik nach den Handschriften der Harvard-Universität. In: Hegel-Archiv I, 1. Leipzig 1912）之后，由 J. 霍夫迈斯特发表——部分有误：NS 11–50, TW 4, 70–110。——听写记录由齐舍描述，见 Ziesche, E. 1975: Unbekannte Manuskripte aus der Jenaer und Nürnberger Zeit im Berliner Hegel-Nachlaß.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29, 438 f.；参见 Der handschriftliche Nachlaß G. W. F. Hegels und die Hegel-Bestände der Staatsbibliothek Berlin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Teil 1: Katalog, beschrieben von E. Ziesche. Wiesbaden 1995, 212 f.。——出自该手稿的引文采纳自作者的编订版本，见 Verf. 1994: Texte zu Hegels Nürnberger Phänomenologie. In: Hegel-Studien 29, 9–61。关于难以- ↩



[10]: 参见 Pöggeler, O. 1966: Die Komposition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 Hegel-Studien. Beiheft 3. Bonn 1966, 27–74。 ↩



[11]: 霍夫迈斯特在他对黑格尔手稿的编订中，通过自己的干预窜改了意识学说这第一部分的结构；霍夫迈斯特违反黑格尔明确的文本，将整个意识学说划分为“A. 抽象对象的意识”、“[B. 自我意识]”、“C. [来自手稿：III.] 理性”（NS 15, 20, 27）。在《理论著作版》（Theorie Werkausgabe）中，霍夫迈斯特擅自作出的划分遭到了理所应当的批评（TW 4, 74 n 和 611 f.），并且——就事情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在文献编辑上却不充分，而且显然没有直接回溯哈佛手稿——被更正为“A. 抽象对象的意识；[I. 意识]”、“[II. 自我意识]”、“[III. 理性]”（TW 4, 74, 78, 85）。——在黑格尔的手稿中，A章的细分进行得完全严密且完备，仅仅在标题“自我意识”前缺少了划分序号“II.”——在黑格尔手稿中需要在版本学上予以补全的纯粹唯有这一项。在1808/09年听写记录的学生笔记本中，这一划分序号也是包含在内的。 ↩



[12]: 显然黑格尔最初曾打算对理性进行稍显详尽的呈现；黑格尔1808/09年手稿中的一条边注写道： ↩



[13]: 这一过渡正是霍夫迈斯特偏离黑格尔对其课程的称谓、将黑格尔的手稿冠以主题标题“1808/09年中级班意识学说与逻辑学”编辑出版的原因（NS 11; TW 4, 70, 86）。 ↩



[14]: 关于黑格尔纽伦堡时期的理念学说，参见作者 1993: Aufbau und systematische Stellung der Ideenlehre in Hegels propädeutischer Logik.（Erscheint demnächst im Tagungsband der Marburger Tagung (1993) über Hegels enzyklopädisches System der Philosophie. Hg. von H.-C. Lucas und B. Tuschling。） ↩



[15]: 黑格尔在这里再次考虑的是一门具有思辨取向的心理学（参见第II节），这一点可以从反面由上述引文的续篇看出：“但是，如果心理学要如此平庸地被当作完全经验的心理学……来对待的话，那它就未免太轻巧了。”（同前引） ↩



[16]: 包含1808/09年听写内容的学生笔记本，不仅——在黑格尔自己的手稿之外——是记录1808/09年课程的重要文献，而且凭借黑格尔为1809/10年所作的亲笔修订批注，成为了重构黑格尔1809/10年现象学的唯一文本依据。（对此参见注9中提及的作者编订版。）由于黑格尔在1808/09年并未讲授紧随意识学说之后的灵魂学说，因此在1808/09年听写的学生笔记本中，自然也就缺少了黑格尔关于作为1809/10年精神学说第二部分的狭义心理学的批注；1809/10年的心理学既未通过黑格尔的手稿留存下来，也未通过听写记录流传后世。 ↩



[17]: 参见作者 1995: Hegels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in Nürnberg. Mit einer Nachschrift von 1812/13. In: Hegel-Studien 30, 9–38。 ↩



[18]: 参见作者即将出版的编订版。 ↩



[19]: 对此参见作者 1988: Der systematische Aufbau der Geisteslehre in Hegels Nürnberger Propädeutik. In: Hegel-Studien 23, 19–49。 ↩



[20]: 对整个精神学说的导论（第1–5节）以及对现象学的导论（第6–11节），在1811/12年论“精神学说”或“心理学”（由意识学说和狭义精神学说构成）的中级班课程中，通过学生克·齐·迈内尔（Chr. S. Meinel）的一份记录得到了证实；——除了在注9中提及的作者编订版之外——参见作者的论文：Verf. 1991: Bewußtseinsstruktur und Vernunft. Hegels propädeutischer Kursus über Geisteslehre 1811/12. In: F. Hesper, B. Tuschling (Hg.): Psych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oder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55–187。 ↩



[21]: 关于理性的阶段，参见 Düsing, K. 1994: Der Begriff der Vernunft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In: H. F. Fulda, R.-P. Horstmann (Hg.): Vernunftbegriffe in der Moderne. Stuttgart 1994, 245–260；重印于本文集。 ↩



[22]: 在其柏林精神哲学讲授课中，黑格尔同样指出，1807年《现象学》中更高的精神意蕴仅仅是从意识的视角以及在与意识的关系中被作为主题来探讨的。“在现象学中［边注：班贝格 1807年］，所探讨的不仅是意识，而且只要精神更进一步的意蕴落入意识之中，也探讨了这种意蕴。”（G. W. F. Hegel: Vorlesungen. Bd. 13: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Berlin 1827/1828 (Erdmann). Hg. von F. Hespe und B. Tuschling. Hamburg 1994, 148；亦参见1825年的精神学说讲授课［格里斯海姆记录］：Hegels Philosophie des subjektiven Geistes. Hg. von M. J. Petry. Bd. 3: Phänomenologie und Psychologie. Dordrecht, Boston 1978, 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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